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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现代哲学》
（２００９年秋季版）

《现代哲学》由广东哲学学会创刊于１９８５年，现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
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辑出版，标准刊号为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６６０，
国内统一刊号为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

《现代哲学》坚持文本解读、学术取向、理论创新、联系实际的办刊宗旨，发稿范

围覆盖哲学一级学科，并特别关注现代哲学发展的动态，注重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本刊常设栏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思想

与现代审视；现象学研究；分析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美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等。

《现代哲学》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已经被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版）”（ＣＰＶＩＰ）、“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据库” （ＣＥＰＳ）等期刊数据库收录，是目前国内哲学领域较有影
响力的杂志之一。

《现代哲学》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各大专院校图书馆及有关系科资料室、各

公共图书馆及文化单位、各相关科研部门及专家学者、哲学爱好者和各界人士订阅。本

刊为双月刊，逢单月２５日出版，每期定价为１０元，全年６０元。订阅本刊可直接到各地
邮局办理，邮发代号：４６－２６７。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其他未尽事宜请访问本刊网站或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电话：０２０—８４１１４９２４　　　Ｅ－Ｍａｉｌ：ｘｄｚｘ＠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传真：０２０—８４１１４０２１ 网址：ｈｔｔｐ：／／ｘｄｚｘ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ｒｇｃｎ
地址：（５１０２７５）广州市新港西路１３５号中山大学文科楼８楼 《现代哲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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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马克思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持续关注。有学者从作为特定模式的西方 “马克思

学”的历史演变和逻辑方法出发对其开展批判，有学者则倡导针对马克思生平和文本的科学的 “马克

思学”研究。围绕 “马克思学”这种学术潮流以及这个概念本身，国内学界在上述两个研究路向上形

成了不同的观点、甚至是理论的交锋，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也

涉及到一些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譬如西方 “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评价问题、如何对待文本研究的成果特别是ＭＥＧＡ文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等等。为了更好地澄清思想、深化讨论，特刊发这组笔谈，以期进一步推动 “马克思学”问题的研

究。本刊鼓励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但文中所述并不代表编辑部观点，还请读者注意。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张　亮

【摘要】国内学界目前出现的为 “马克思学”正名的运动既存在 “是”也存在 “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进行

术语考辨，而在于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开展这种考辨。从学术史上看，“马克思学”术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不

能无条件地套用。在国内学界，它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正名。

【关键词】“马克思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吕贝尔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０１－０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的复兴及持续深入发展，该研究日益具有一种强

烈而自觉的国际意识、国际眼光。作为这种变化

的一个结果，沉寂多年的西方 “马克思学”再

一次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

关注。对于西方 “马克思学”的这次重返，我

个人给予积极的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清

楚地看到，只有充分吸收、借鉴、扬弃包括西方

“马克思学”在内的各种流派 （阵营）的马克思

恩格斯研究成果，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才能

超越过去的朴素性，成为一门科学，进而后来居

上，达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期待中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界应当达到的那种世界领先水平。不

过，目睹当前国内西方 “马克思学”研究中的

某些热闹景象，我却有些忧虑。因为我发现，在

某些国内学者那里，具有确定的历史性和意识形

态内涵的 “马克思学”成为一个可以肆意界定、

挪用的抽象术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正确对

待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的原则问题。

一、为 “马克思学”“正名”的是与非

对于国内学界而言，西方 “马克思学”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透过
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一些论著，国内学界就已了解

到作为学术研究潮流的西方 “马克思学”的存

在。例如，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对国内学界的马
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奥伊则尔曼就对

同时代西方学界一些有代表性的马克思研究者的

观点做了综述，并把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 “马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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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学家”。① ７０年代末期以后，为了推动马克思
恩格斯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机构翻译出版

了一批西方 “马克思学”学者的代表作；《马列

主义研究编译资料》、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则比较集中地

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西方 “马克思学”学者及其

著作进行了译介，并刊发了一批苏联东欧学者以

及国内学者的批判性评论文章；而在同时期翻译

出版的一些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中，也包含对西

方 “马克思学”的某些流派、某些学者或某些

具体观点的批判性评论。② 正是通过这些文献，

国内学界形成了对西方 “马克思学”的基本理

解与定位。

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马克思学”（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ｉｅ／
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这个术语是由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
·吕贝尔在１９５９年发明出来的。就构词法而言，
“马克思学”的字面意思是对马克思 （Ｍａｒｘ）的
科学 （ｏｌｏｇｉｅ／ｏｌｏｇｙ）研究。从表面上看，这是
一种科学的因而是中立的术语。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吕贝尔构造这一新词的目的是为了标榜或者

表明：只有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形式的马克思研究

才是科学，而苏联学界所做的不过是意识形态或

者伪科学。所谓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贝

尔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都明白他的心

思。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理

所当然地遭到了苏联学者的强烈敌视和抵制：在

奥伊则尔曼、拉宾、别索诺夫等主流马克思主义

学者的著作或论文中，“马克思学”都是加引号

的，在许多场合都是和资产阶级一词联用的。通

过这种具有象征性的反制措施，苏联学界传达出

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即认为 “马克思学”完全

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阴谋，在本质上是马

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

苏联学界的这种立场直接影响了我国学界。因此，

从８０年代初开始，在国内文献中，“马克思学”也
通常都打引号，且与西方一词连用。

现在看来，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苏联学界

当时对 “马克思学”的定性过于武断，存在过

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首先，西方国家的 “马克

思学”学者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政治立场、

理论立场和学术立场差别很大，其中，真正敌

视、反对马克思主义、自觉充当意识形态斗争工

具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非常少，多数人其实都属

于信仰、支持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中左派知识分

子，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苏联学界截

然不同，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批判

立场。其次，尽管西方 “马克思学”学者提出

了诸如 “两个马克思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

论”等若干具有明显政治指涉的命题，但这种命

题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对它们的解答也是不断发

展变化着的。最后，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

中，西方 “马克思学”学者习惯于 “平视”马

克思恩格斯，因而提出了一些打破传统神话、将

马克思恩格斯还原为真实存在的人的学术观点，

对于正努力神话马克思恩格斯的苏联学界来说，

这些做法无疑是大不敬的，并因此进行了一些过

于上纲上线的应对。

基于上述认识，我赞同国内学界某些同行提

出的为 “马克思学”正名的倡议，以使它从过度

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回到它的本然位置

上。不过，对于这场已经热热闹闹地开始的正名运

动，我的赞同仅仅到此为止：虽然运动刚刚发动，

但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不能认同的做法与倾向。

首先是名实相分的 “正名”策略。尽管迄

今为止国际国内学界都没有就 “马克思学”这

个术语的内涵式定义达成一致，不过，作为一个

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许多年的术语，不管是否加否

引号以及资产阶级或西方这种前缀， “马克思

学”的外在所指还是基本确定的，即部分西方国

家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的专

门研究。较之于 “马克思学”这个名，这种所

指就是实。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正名，其主体应

当是 “马克思学”的实，而不应当是它的名。

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倡议为 “马克思学”正

名的国内学者实际关注的并不是 “马克思学”

的实，而只是它的名。他们的正名策略就是千方

百计地证明：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是中性的、

科学的，但从苏联到当前国内学界的大多数学者

却把它妖魔化了。为了证明一点，他们举出以下

三条自认为非常过硬的证据：第一，吕贝尔曾明

确指出自己的研究继承的是 ＭＥＧＥ１的倡导者梁

２

①

②

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潘培新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４年，第１３页。
蒋天婵：《国内西方 “马克思学”研究述评》，《教学

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赞诺夫开创的传统；第二，“马克思学”这个术

语并不是吕贝尔的发明，早在他之前，梁赞诺夫

就 发 明 了 德 文 术 语 “马 克 思 研 究 ”

（Ｍａｒｘｆｏｒｃｈｕｎｇ），这是真正的 “马克思学”；第

二，苏联学界在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个别文本中
曾明确使用过苏联马克思学这样的术语。

其次是 “借壳上市”式的潜在用心。即便

没有太多专业知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脱离

“马克思学”的实，仅就术语本身来为 “马克思

学”正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只有 “实至”

才能 “名归”，而实决不会随名迁。既然如此，

这些国内学者为什么还热中于这种形式的正名

呢？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国内学者漂白

“马克思学”术语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正确认

识、评价 “马克思学”潮流，而在于 “借壳上

市”，即包装、推出他们所认为是科学、先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漂白

“马克思学”术语后，他们先宣布 “马克思学”

不是一，而是多，接着就提出：既然 “马克思

学”是多，且已经有了西方 “马克思学”和苏

联 “马克思学”，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中国

“马克思学”呢？这是他们的真正用心所在。

最后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倾向。从某种意

义上讲，我非常欣赏倡导中国 “马克思学”的

那些国内同行。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学术主体意

识，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推进我国马克

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使之达到当代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能够具

有或者说达到的那种世界领先水平。不过，在推

进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化问题上，他们显然

过于急切，因而变得有些盲目，以致产生这样一

种幻觉：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是可以像自然科学那

样，超越意识形态纷争，达到绝对的客观中立。

正是基于这种幻觉，他们反复强调 “马克思学”

是中立的科学，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甚至是

全盘地接受它。在我们看来，这是与过去苏联学

界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样危险的非意识形态

化倾向！

二、正确对待 “马克思学”术语的

基本原则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倡导中国 “马克思学”

的同行抓住 “马克思学”术语不放，大做文章

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因为就正确认识、评价

“马克思学”、为 “马克思学”正名而言，术语

之辨是非常次要的事情，关键的是能否能够抓住

“马克思学”的实。不过，正如孔子所言： “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并不反对

必要的术语考辨，但强调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来

进行考辨。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名实关系，理性把握开

展术语之辨的时机。在 《资本论》第一卷关于

经济学范畴的讨论中，马克思曾说：“物的名称

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

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①

他的意思是说，名称并不是事物及其本性自身，

而是对它的反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认识实

来把握名，而不是相反。作为对实的反映，名既

可能符实，也可能不符实。如果名实不符，那么

就我们需要在实的基础上 “审其名实”。基于对

名实关系的这种认识，我认为，考辨 “马克思

学”术语，首要的一点是通过认认真真的学术史

研究，搞清楚 “马克思学”说了什么、如何说

以及为什么这样说；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评判过

去的学者是不是歪曲或者误解了 “马克思学”

术语；最后，如果发现这个术语的确被歪曲或误

解了，我们才有必要为它进行申辩、正名。正如

倡导中国 “马克思学”的同行也都知道的那样，

国内学界只是在近３、４年才重新提出正确认识、
评价 “马克思学”的课题，相关研究刚刚起步，

尚未取得明显突破。在这种情况，现在就提出为

“马克思学”术语辩护、正名，显然操之过急。

其次，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偏听偏信，批判

地审查 “马克思学”术语。对 “马克思学”术

语的冲突性理解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３０年前，
就有西方学者指出，对 “马克思学”术语的理

解起码有三种。② 第一种是吕贝尔的， “它涉及

对马克思所理解和所要应用于实践的思想和概念

进行重新研究 （以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和领导人对它的补充、修正和歪曲）。这种意义

３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３页。

ＪｏｚｅｆＷｉｌｃｚｙｓｋｉ，Ａ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ｃ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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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马克思学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西方，它
被悉尼·胡克描述为 ‘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

第二种是苏联东欧学界 “有时从贬义上使用这个

术语，用以指称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是专门用来歪曲和怀疑共产党政权所追循的政

策和实践是不合理的、非实际的或者同马克思原

来思想不一致的”。第三种是西方学术界从旁观

者的角度描述的：“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

的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

（以便把它同对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区

别开来）。由于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

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完成的，不言而喻，它

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如果说我们过去直接采

信苏联东欧学界的观点是一种偏见，那么，现在

倡导中国 “马克思学”的同行直接采信吕贝尔

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偏见，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

因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

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

都成为多余的了。”① 对于 “马克思学”这种已经

陷入纷争的术语来说，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不偏

信、不盲从，在比较、鉴别、批判、反思的基础

上，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最后，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 “马克思学”

术语。鉴于 “马克思学”问题在国内学界的重

新受关注情况，我曾借助互联网进行检索，发

现：在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出现频率非常

低！更重要的是，在我曾经阅读过的相当数量的

“马克思学”论著中，除了吕贝尔之外，几乎没

有人使用这个术语！相比之下，来自苏联东欧以

及目前我国的评论者使用得到更多一些。就这个

问题，我曾经访问过特瑞尔·卡弗和诺曼·莱文

这两位公认属于 “马克思学”阵营的英美学

者，② 通过他们的叙述我找到某种答案：尽管人

们赞同吕贝尔通过这个术语重新指示出来的学术

方向，但并不愿意使用这个术语，以避免将自己

与这个已经变得非常微妙的标签联系在一起。这

意味着没有 “马克思学”名分的 “马克思学”

研究的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认识

实来把握名将变得更加困难。而走出这种困境的

道路只有一条：回到 “马克思学”的历史中去。

三、透过历史看 “马克思学”术语

２００５年，有感于一些国内学者依旧用过度

意识形态化的眼光来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我

发表了一篇专门评论西方 “马克思学”的恩格

斯研究的文章，提出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对待西

方 “马克思学”。③ 次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分别

在 《福建论坛》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和 《浙江学刊》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组专题文章，在客
观上推动了西方 “马克思学”的这次重返。此

后，我系统研读了西方 “马克思学”的大量代

表性作品，大体上搞清楚了四个基本学术史

事实。

第一，“马克思学”术语的现实源头是吕贝

尔。如前所述，现在有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种新观

点，认为 “马克思学”术语的真正创造者是梁

赞诺夫。虽然我既不能直接证明也不能直接证伪

这一观点，不过，我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只

是一种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抽象可能性。因为

现有文献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新观点出

现之前，西方学者其实都是通过吕贝尔才知道

“马克思学”术语的。这意味着：即便梁赞诺夫

真的创造了这个术语，但由于它不被人所知，没

有参与到人们的观念形成过程，因此，它实际上

没有发挥应有的学术影响力。换言之，“马克思

学”术语的现实起点只应当追溯到吕贝尔。

第二，“马克思学”术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

态立场。作为 “马克思学”术语之父，吕贝尔

虽然在构词法上将 “马克思学”确立为 “科

学”，但他从来不掩饰且经常强调它的意识形态

立场。因为在他看来，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

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２０世纪各种实现
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都

是反马克思的。④ 只有他的 “马克思学”才真正

把握并捍卫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前面的引文

体现了我为自己称为 ‘马克思学’的研究领域

４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第９２３页 。

参见张亮：《特瑞尔·卡弗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诺曼·莱文、张亮： 《从 “西方马克思主义”

到西方 “马克思学”———诺曼·莱文教授访谈录》，《南京大学

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张亮：《西方 “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

评价》，《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Ｒｕｂｅｌ，Ｒｕｂｅｌ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ｉｖｅＥｓｓａｙｓ，ｅｄ．

ｂｙＪｏｓｅｐｈＯＭ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ＫｅｉｔｈＡｌｇｏｚ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０－１２．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的辩护。我把它理解为对各种蒙昧主义理论体系

的传播在理论上所做的自卫还击。这些蒙昧主义

理论体系通过乞灵于被断言为 ‘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体系，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用于政治压迫

和经济奴役。”①

第三，吕贝尔的 “马克思学”术语具有强

烈的个人色彩和某种排他性。作为梁赞诺夫的推

崇者，吕贝尔对 ＭＥＧＡ１所倡导的文献考订方法
的欣赏达到了迷恋的程度，因此，就研究方法而

言，他所理解的 “马克思学”其实就是指对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据研究。当 “马克思

学”与文献考订建立起直接对应关系后，这一术

语实际上就具有了某种排他性，在客观上排除了

以其他方法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进而成为一门

“科学”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注意到，尽

管西方学者大多对吕贝尔及其 “马克思学”表

示尊重，不过，极少有人愿意用 “马克思学”

来指称自己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清

楚地知道：在科学规范的思想史研究中，尽管文

献考订是一项基础因而重要的工作，但它绝不是

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与核心。

第四，在流传过程中，“马克思学”术语逐

渐脱离吕贝尔的狭义理解，成为特定的马克思恩

格斯研究模式或范式的非正式称谓。如前所述，

以吕贝尔的狭义理解为基础，西方学界后来还在

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学”术语，

意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思想等的专

业化的学术研究。从表面上看，这种广义理解非

常宽泛，似乎可以将西方学界所有的马克思恩格

斯研究都纳入其中。不过，经过分析，我发现，

其实只有属于特定模式或范式的马克思恩格斯研

究才会被纳入 “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研究范

式，西方 “马克思学”的核心是否定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而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曾在

１９世纪西欧某些工人团体流行过的、以乌托邦
伦理批判为中心的激进主义理论体系。②

在搞清楚以上学术史事实后，我还考察了

“马克思学”术语在国内学界的理解使用情况，

从而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学术史事实，即：３０
年来，尽管国内学界主流一直在使用西方 “马克

思学”这种表述方式，但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

认知则经历了一个从强意识形态化到弱意识形态

化的演化过程。如前所述，在苏联学界的影响

下，国内学界在８０年代初形成了西方 “马克思

学”这种具有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构造方式：

“西方”既指向实际的空间地理位置，更指向非

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治属性；引号则是意味着对

“马克思学”所标榜的科学性的质疑和否定。此

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的

意识形态环境和学术氛围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

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和同时期进入国内学

界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样，西方 “马

克思学”术语的强意识形态化色彩逐渐减弱。时

至今日，大多数国内学者对西方 “马克思学”

术语的理解与西方学界所理解的广义的 “马克思

学”术语已经非常接近，大体成为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学院派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一

个相对固定的代名词。换言之，西方 “马克思

学”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正过名了！

基于上述学术史事实，我形成了以下三点基

本认识：

第一，“马克思学”术语并不像某些国内学

者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确定的、客观中立的科学

概念，而是一个滑动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内涵

的能指。

第二，我们必须对 “马克思学”术语保持

足够的警惕性和批判性，既不应像过去那样视之

为洪水猛兽，也不应像现在有些国内学者那样因

为其 “科学”外观而无条件地拥护、套用。

第三，“马克思学”术语在国内学界已经得

到比较合理的理解、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与其继续纠缠这种枝节问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

对西方 “马克思学”的历史逻辑的深入研究中

去，充分理解、学习西方 “马克思学”家们已

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在批判地吸收、借鉴、扬

弃的基础上，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科学的认

识成果。

（责任编辑　林　中）

５

①

②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Ｒｕｂｅｌ， “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Ｒｕｂｅｌ，Ｍａｒｘ，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ａｒｙ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ａｃｔｓＯｎＦｉｌｅ，Ｉｎｃ．，１９７９．

张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 “模式”？———

兼析作为 “模式”的西方 “马克思学”》，《浙江学刊》２００６年
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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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

———以西方 “马克思学”文本学成果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汤建龙

【摘要】ＭＥＧＡ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西方 “马克思学”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并为学界所关注的。

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关注的持续升温，国内学界对待ＭＥＧＡ版及西方 “马克思学”的态度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三种较为典型的倾向：一种是仍旧漠视西方 “马克思学”和 ＭＥＧＡ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
一种是携洋自重，只重文献而忽视了理论的自省，对二者不加区别；另一种则是学界在对待ＭＥＧＡ版及西方 “马克思

学”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态度。对这三种倾向态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及其研究成果。

【关键词】西方 “马克思学”；文本学；三种倾向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０６－０５

　　ＭＥＧＡ版①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入中

国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已经为国内学

界所关注，但并没有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文本学

研究的意义上加以讨论。近些年来，随着苏联马

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在国内影响的渐渐消退，西方

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 “马克思学”等思想潮流

纷纷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

开始了自身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界对

待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本学成果的态度也开

始发生变化。就西方 “马克思学”以及研究成

果来说，从七八十年代很多老一辈的学者主要从

其意识形态本质方面加以批判，到有学者开始介

绍、翻译并进行全面的批判、研究，再到今天因

为 “中国马克思学”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此种变化不可谓不大。期间，西方 “马克思学”

对于文本的关注和ＭＥＧＡ版的文本研究成果逐渐
为国内学界自觉加以利用。并在进入新世纪以

来，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国内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ＭＥＧＡ版和西方 “马克

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不可以被轻易的忽视和

简单的否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

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仍然漠视西方 “马克思学”

和ＭＥＧＡ版的相关文本学研究成果，闭门造车，
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学者携洋自重，

唯ＭＥＧＡ和西方 “马克思学”马首是瞻，甚至

将其当作了衡量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尺。这

样两种对待 ＭＥＧＡ版和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

本学成果的态度和倾向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与

此同时，学界有关学者也形成了对待ＭＥＧＡ版和
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的正确的立

场、态度和方法。本文试图就以上三种态度和倾

向作一分析。

第一种态度和倾向：漠视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

　　任何针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以一定的
文本为依据。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的发现和出

６

 作者简介：汤建龙 （１９７８－），（南京２１００９７）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① ＭＥＧＡ版是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简写，在本文中涵盖了ＭＥＧＡ１和ＭＥＧＡ２。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梁赞诺夫
主编了１３卷ＭＥＧＡ１，但中途夭折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以原文文字刊出的 ＭＥＧＡ２。
１９８９年苏联和民主德国政权更迭后，该计划暂时停滞，后来经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ＩＭＥＳ）努力又重新组织开展起来。但新的
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在去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带有了西方 “马克思学”色彩。在本文的讨论中，ＭＥＧＡ版和西方 “马克思学”常常并列，

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意义上说的。至于二者背后的学术史官司，已经由另外两篇文章加以说明。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表明自

己的出发点：在文本研究的意义上，西方 “马克思学”有同ＭＥＧＡ版工作一样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必须对
其进行批判吸收；而ＭＥＧＡ研究既不等于西方 “马克思学”，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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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 “马克思学”学

者基于新的文本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如：德曼的 《新发现的马克思》、胡克的 《对卡

尔·马克思的理解》、朗格的 《青年马克思：他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梯尔的 《青年马克思的

人的概念》、吕贝尔的 《卡尔·马克思：思想发

展史概论》、费切尔的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

主义》、阿隆的 《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麦

克莱伦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本得尔

的 《对马克思的背叛》、莱文的 《悲剧性的骗

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卡弗的 《马克思

和恩格斯》、 《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等等。在

这些研究中也形成了几种颇有代表性的、颇具争

议的观点，如：“两个马克思”、“马恩差异对立

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最高峰，马克思

后期的思想是一种倒退”、 “人道主义的马克

思”、“科学主义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马

克思”等等。

很明显，如果不是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

上，相关研究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的。当然这

些成果有些是带有明显的问题的，因此，很多是

打引号的 “成果”。但它们却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这使得西方 “马克思学”及其相关研究成

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不可忽

视的、不得不对其有所关照、与其进行对话和论

争的力量。但就在这些研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的时候，国内却仍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 “马克思

学”的文本学研究方法、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没有给予必要的关照，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以 《手稿》研究为例，我们今天仍可以看

到这种倾向的存在。有学者在著作中谈到了麦克

莱伦、罗森、科尔纽等人的相关著作，但对他们

的文本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没有丝毫的体

察，即便在谈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也

没有注意这些研究的方法、问题和意义，而是简

单地否定或者一笔带过，如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

把马克思划分为 “青年马克思”和 “成熟马克

思”的做法时，只是草草地说了一句 “如果不

是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话，那就只能是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有意的歪曲了”就完事了，而根本没有对

相关观点进行分析、对话和论争。事实上，西方

“马克思学”的学者从文本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及其成果是处在作者的理论意识之外的。再如有

学者在谈及 《手稿》发表后学界的各种各样的

看法，如 “青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发现”等

这类观点时，不是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剖析，

而是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即 “一句话，对 《手

稿》的评价太高”。另外，从这一类研究的章节

标题———如 “三个范畴和三个基本阶级”， “资

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初步研究了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等———也可以

看出相关作者没有与最新的文本学研究成果形成

任何关照，更谈不上对话和批判了。这样一些研

究者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视阈来抽象地

解释，结果只能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如有学

者在谈到马克思在 《手稿》中用 “异化”概念

分析问题时，竟然简单地认为这 “代表了一种普

遍联系 （反对孤立看问题）、一分为二 （对立的

统一）、否定之否定 （从异化到扬弃异化）的辩

证法思想，代表了一种辨证的发展观”，而对于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方法论实质和理论本质没有

相应的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与西方 “马克思

学”的相关研究对话、论争，并形成了一些

“新”观点，但实际上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对

现有文本学研究成果的另一种形式的漠视。如有

学者在谈及海内外有关 《手稿》的研究时指出，

西方学者的 “《手稿》最高峰论”和苏联及我国

一些学者的 “《手稿》不成熟论”都仅仅着眼于

异化劳动观，特别是带有人本学色彩的异化观，

并认为贯穿 《手稿》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红线是

酝酿之中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手稿》

的庞杂内容是被实践观这一思想红线贯连起来

的，“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这

才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真正历史起点和逻辑起

点”。实际上，这一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已有研

究成果的实质和问题，与之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争

锋，而只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

“新”观点。同时，这一 “新”观点实际上是建

立在忽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国内外早就

有学者指出了 《手稿》的复调逻辑，即人本主

义理论逻辑的逐渐解体和实践逻辑的不断生成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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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两条逻辑交织互变，而根本不是人本主义逻

辑贯彻到底，也不是实践逻辑贯穿全手稿。① 相

关研究早就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具体过程，

而 “新”观点却自认为 “弥补以往研究马克思

实现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逻辑缺环，全面体认马克

思哲学是如何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

国古典哲学脱胎而来”，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这样一些漠视现有的文本学研究特别是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而闭门造车型的

研究，不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比照，不与

国内学术界交流，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应对各

种相关挑战，也不能真正地促进相关的研究。

第二种态度和倾向：携洋自重，

以文本考察取代理论研究

　　与上述态度相反，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另外
一种态度，即在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文本学

研究成果问题上，有些学者携洋自重，把西方

“马克思学”和ＭＥＧＡ研究简单等同起来，甚至
是把其中的一些结论当作教条，一味放大。当

然，这些学者对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视和介绍

对于国内学界是有重要意义的，其出发点也的好

的，在客观上也方便了国内学界利用国外最新研

究成果，推动和加速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进程。但

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有些学者那里，

西方 “马克思学”的文本研究的方法被不加批

判地接受下来，相应的，ＭＥＧＡ的成果不仅被照
抄照搬，而且被作为了教条，很多研究未能上升

到哲学的解读，而仅仅成为了一种琐碎的考据，

当然，对于隐藏在西方 “马克思学”背后的意

识形态性则也是毫无察觉。我们不防做一具体

说明。

首先，有学者一味以ＭＥＧＡ特别是陶伯特的
“新”成果为标准，甚至把陶伯特的观点无批判

性地当作了教条，在陶伯特的 “新”成果之前

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左的研究都被认定为 “过时

的”，因而都是被放弃之列的。譬如在谈到 《评

李斯特》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同写

作顺序时，有学者强调， “依据 ＭＥＧＡ２／Ⅳ／４
（１９８８年出版）的导言，《评李斯特》是紧接着

１８４５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国之行之后写成
的”，并且仅根据这一点，就得出了如下的感叹

和结论：“基于过时的文献学信息做出的解读结

论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有学者则更是把

陶伯特的 “新”成果当作了唯一真理，作为评

判的标准，对于没有采用陶伯特的 “新”成果

的研究，则都被视为对陶伯特的 “新”成果的

无视。如针对认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新的入口”这一观点，有学者就简单地依据

“陶伯特等人的最新研究”——— 《提纲》与 《神

圣家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就认为上述观点

“无视”陶伯特的 “研究成果”，并质问道：“这

样的解读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有学者言

必称 “陶伯特”，而且仅仅是无批判、无反思、

无思想、圣经式地对待 “陶伯特”。有些学者自

己也明确地承认： “我根本不是以 ‘我认为 （Ｉ
ａｒｇｕｅ）’”与其他学者的 “‘我认为 （Ｉａｒｇｕｅ）’
商榷，而是依据陶伯特的版本考证新成果”。

上述态度把陶伯特版本研究的新成果称为了

“宝贝”，没有注意到同一文献研究背后的思想方

法的差别以及文献依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

距离，甚至把文献研究及其结论与作为自然科学

的 “相对论”、“物理学”、“数学”等相提并论，

把它视为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的 “实证科学”；并

且认为在 “思想解读”的结论在与 “新的文献

学结论”相冲突的时候，“思想解读”的结论应

该向 “新的文献学结论” “低头”。事实上，这

种观点把文献学研究及其成果绝对化了，在文献

学研究及其成果和思想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把文

献学研究及其成果错误地提高到了评判是非的标

准的地位，只相信纸张大小、材质、墨迹颜色、

字体大小和笔法等纯 “文献学” “事实”，这实

际上是把实证主义的文献学研究 “思路”与马

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 “思路”对立起来。

其次，作为上述态度的结果，出现了把文献

学研究不恰当地放大，忽视思想考察，甚至把无

聊当作有趣的情况。有学者特别把 《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 “圣麦克斯”章拿出来解读，用来说

８

① 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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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施蒂纳的以精神来把握世界的探究是有意义

的。并把此作为一个 “新的发现”和成果写了

几篇专题文章来专门讨论。但是，事实上，从论

者依据此材料所做的分析和解读来看，对这一材

料的研究对于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提供

多少新的观点，因为论者主要是在讨论施蒂纳，

即使把施蒂纳和马克思做了比照，得出的结论并

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些见解通过对学界普遍

认为更为重要的 《费尔巴哈》章和其他材料的

研究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研究说到底是对 “新”

文献的研究的一种放大。更有甚者，在有些学者

那里，有的只是来自他人的文献学信息的堆砌，

而没有任何文献学基础上的思想研究和解读，这

主要表现为一些学者以多篇长文对同样的几个文

献学考据上的写作时间先后问题进行毫无思想性

的重复介绍、 “研究”，自得其乐，自认为价值

重大。

再次，一些学者无视或没有意识到 ＭＥＧＡ２
研究和西方 “马克思学”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可

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而不加思考、不加分析地

照抄照搬。如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学文献研

究领域，存在的只是文献学家之间不同考证结论

和学术观点的分歧，根本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

与非马克思主义 ‘政治立场’”。而对既是马克

思研究专家又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的巴加图利亚

和陶伯特在研究过程中的有关争论，也被简单地

称为了以文献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作为 ＭＥＧＡ２的
编辑者间的文献学而不是 “思想”争论。这种

观点把一个文献学家从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完

全隔离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处于意识形态之外的

人。对于有学者指出的 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工作 “国

际化”之后，随着一些西方马克思文献学家以及

带有西方 “马克思学”色彩的学者的加入，已

经带有了西方 “马克思学”的色彩，可能会有

“解构马克思”的倾向时，有学者则认为，要求

注意文献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是 “在文献学研究

问题上开创性地引入 ‘党性原则’，既会使陶伯

特惊异，也会让巴加图利亚错愕”。而对于陶伯

特确实可能存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倾

向，该种观点则干脆 “抛开陶伯特所谓 ‘在意

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

的解构’这句话不谈”，仅仅大谈其文献考证工

作严肃、认真，并且进而认为：“在目前中国的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

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存在的只是研究的扎

实与不扎实、治学的严谨与浮躁的区别”。

第三种态度和倾向：科学、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多
数学者，已形成了一种正确对待西方 “马克思

学”及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的共识，即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反

对以西方 “马克思学”的研究方式来研究马克

思主义。当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

献学的研究和考证确实是不可以缺少的，但不能

以此来代替和否定思想研究和文本研究，更不能

以此来代替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加强文献学

的研究的同时，绝对不能无视西方 “马克思学”

的文献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不能唯西方

“马克思学”的马首是瞻。因而在对西方 “马克

思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介绍的同时，一定

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同时要处理好文献学

研究和文本解读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

关系，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

基于这种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一方面应该充分吸取 “马克思学”

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和学术史考证

方面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以 “马

克思学”奠基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

因为，作为一种 “隐性的意识形态”产物，“马

克思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潜在的理论

旨趣和方法上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必须坚持对

“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吸收，同时反对执着于外

在的文本考证而忽视了文本学研究的做法。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考证、校勘

都非常重要，从事这种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一种新的拓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决

定性标准是实践的检验。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高使

９

① 周嘉昕：《“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建设》，《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命的学派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一些蛰居书斋的学

者脱离甚至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从对马克思主义著

作不同解读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学派，只能称之

为马克思学学派，而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学

派，因为它们的根本宗旨和研究目的与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无关。① 因此，对西方

“马克思学”及其文献学研究成果必须批判地

借鉴。

毋庸置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不

能缺少文献学的基础，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的考

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版本考证与文本解

读、思想阐发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版

本考证工作的严谨并不能保障解读的客观性，并

不一定能推进思想研究的深入。“对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动辄就是 ‘依据陶伯特的

描述’、‘陶伯特指出’是不足取的”。对于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工

作进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

梳理和介绍，是必要的；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亦

步亦趋，过于迷信和盲从，唯西方 “马克思学”

马首是瞻，则是矫枉过正、过于殷勤，大可

不必。②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马克思研究

中，文献学考证是前提和基础，文本学解读是中

介和核心，思想史诠释则是结果和目的。不能全

盘否定 “马克思学”及其 “文献学”的研究，

而是要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不能陷入西方

“马克思学”的 “零度化的意识形态”的陷阱，

即，在充分吸收 “马克思学”、ＭＥＧＡ２研究成果
的同时，对其范式和结论中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

偏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审慎的批判态度。③

在如何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的问题上，

国内学者也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论述。有学者认

为，强调西方 “马克思学”及其成果的 “科学”

性的冲动是在阉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隐性的意

识形态，是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限制在

意识形态的安全阀之内，从而解除马克思对 ２０
世纪工人运动和当代激进理论的责任，从而把无

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一笔勾销。因而不能撇开

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不能撇开历史性的文本解

读。④ 马克思研究的科学化，并不等于学术化、

学院化，我们必须把思想史的研究与创建具有当

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马克

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对中国

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结合起来。⑤还有学者

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关照现时代，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也可以 “文本逻辑历史分

析”的方法进行系统解读，在真正科学的基础

上，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革命的科学

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以服务

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⑥ 否

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脱离现实社会生

活，假借纯粹学术和思想的名义以捍卫所谓的纯

正性，则会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开方便

之门。⑦

总的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中西方 “马克思学”

的激发和刺激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目前在

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及其文本学研究成果的

态度和倾向问题上，部分学者尚有偏颇，但大多

数学者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以辩证的方法批判地

吸收和借鉴西方 “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相

信在这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西方 “马克思

学”的遭遇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坚持自

己的正确方向。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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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⑤　姚顺良：《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 “马克

思学”化》，《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胡大平：《穿越西方 “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深处》，《福建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张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

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吴晓明：《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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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周嘉昕　刘力永

【摘要】国内既有的 “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 “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

“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

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 “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

文本研究不是 “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学”；马克思研究；文本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１１－０６

　　近年来，“马克思学”研究在国内学界方兴
未艾。这里所说的研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从思

想史语境中的 “马克思学”一般理解出发，将

这种西方学术潮流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程

中予以讨论；二是把 “马克思学”平面性地等

同于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文本的研究，并以期

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基。正是这两种

研究路向的差别，导致了对 “马克思学”概念

理解的差别。我们相信：无论是哪种理解，对于

深化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新形态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

时又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学

术史上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共识，不能以之简单涵

盖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在更深一个层面上说，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还内在包含着研究者自身

方法的反思这一理论维度。这也是我们对第二种

“马克思学”研究持一种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

一、思想史语境中的 “马克思学”

自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
“马克思学”的关注主要是透过西方 “马克思

学”（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进行的。这一研究为我们今天
使用 “马克思学”这个范畴奠定了思想史的基

础：从那时开始，“马克思学”这个术语在一般

意义上是用来指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在西方国家
兴起，在６０、７０年代达到高潮的那场学术潮流。
按照梁树发教授的界定，对 “马克思学”的对

象和研究主体都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它只

能是指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对

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①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种 “马克思学”研

究中，这个概念就是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讨论的。

但是在近年来兴起的第二种 “马克思学”研究

中，马克思学这一术语本身获得了更为宽泛的理

解。其中的关键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在文献

和版本研究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学这一说法的使

用。②尽管已经注意到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１１

 作者简介：周嘉昕 （１９８２－），（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刘力永 （１９７３－），（南京２１０００４）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

① 梁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② 为了同西方 “马克思学”的术语相区分，本文在提到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意义上的 “马克思学”时都打了引号，而在提到苏联学者所讨

论的马克思学时则不加处理。这也是国内学者和前苏联学者的通用做法，以示西方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学 （马克思研究）的区别，

参见叶夫格拉弗夫主编 《苏联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５、４５２页。本文的讨论也延续了这一惯例。同时，鉴于中
文讨论中可能存在的模糊，我们倒是应该自觉追问一下 “中国马克思学”的英文翻译，以便明晰同一术语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果是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这种移植显然不合适；如果是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那又与国内的既有研究成果
相重合；而在国内学者的文章中，又存在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ｉｓｍ”的说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对于这一点的详细分析将在本文
的第二部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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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这种术语使用上的差别以及作为 “马克

思学”创始人的吕贝尔对梁赞诺夫马克思学

（或马克思研究，Ｍａｒｘ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工作的尊重，
但是我们仍坚持对 “马克思学”进行一种批判

性的反思。在我们看来，概念的追溯当然重要，

但概念背后的思想史考察才是今天学术创造的真

实出发点。

在追溯与 “马克思学”相关的社会和学术

史历程之前，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这就是梁赞诺夫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马克思

学 （或马克思研究）这个术语的？

抛开吕贝尔的自述，我们且回到梁赞诺夫那

里去，就会发现：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

立者，他希望创建一个科研中心，一个历史学家

和激进分子可以 “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研究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发展与传播”的

“实验室”，而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科

学宣传马克思主义”。① 也就是说，尽管梁赞诺

夫与斯大林政见相左，并且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

中强调文献的基础性地位，但他坚持自己作为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身份。这一点同后来吕贝

尔所创立的 “马克思学”有着根本区别。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用 “马克思研究”

这个术语来指称梁赞诺夫及后来苏联马克思学的

理论工作，即针对包括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

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尽管在当代英语学界，

这个术语 （Ｍａｒｘ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另有其复杂的含义。
可以说，从历史文献出发并强调其在理论阐

释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点的确是西方 “马克思

学”和梁赞诺夫共通的地方，其实也是３０年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

情。但面对马克思的同一文本，研究者使用的是

什么样的方法，从中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

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研究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并不是要退回到 “日

丹诺夫主义”那里去，而是基于马克思的文本写

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特殊性所得出的必然

结论。这一点可以在 “马克思学”的思想史境

遇中得到初步的说明。

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的是，西方 “马克思学”

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大的社会背景下，由法

国学者吕贝尔专门提出的。从此以后，“马克思

学”（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才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潮流等
上历史舞台。

当然，在此之前，“马克思学”的兴起也已

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阶段，并且可以溯源于

恩格斯逝世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四种理

论潮流。它们分别是：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传统，影响了 “马克思学”学者的人道

主义价值取向和现代民主诉求；二、第三国际和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成为 “马克思学”

批判的对象；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成

为 “马克思学”理论主题和观点的主要来源地；

四、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学

院化倾向上影响了 “马克思学”的发展。②

在上述四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斗争、对话和

融合中，经由上世纪５０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社会
政治事件，西方 “马克思学”走到了对抗苏联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在此过程中，比较著名

的 “马克思学”学者有：吕贝尔、费切尔、李

希特海姆、米尔斯和阿温纳里等。他们的主要理

论旨趣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学

术研究的对象，主要研究是围绕两个马克思问题

和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的。不

难发现，在西方 “马克思学”兴起阶段中，针

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不是 “马克思学”研究

的全部内容，更多是服务于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竞争。这种关注文本的研究路向本身是值得

钦佩的，但是文本背后的理论阐释才是西方 “马

克思学”的特质，这也是国内既有研究所着力反

对的东西。

１９７０年开始，西方 “马克思学”的研究开

始转向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其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吕贝尔在纪念恩格斯诞辰

１５０周年研讨会上提出 “反恩格斯提纲”。在我

们看来，这场争论实际上是 “两个马克思”问

题的延续，也就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另

一种形式的质疑。此外，从 ６０年代后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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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Ｒｉａｚａｎｏｖ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ｉａｚａｎｏｖ／ｂｉｏ／
ｂｉｏ０２．ｈｔｍ

张亮： 《西方 “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

《福建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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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马克思学”的研究中心开始从德法转向

英美，并且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麦

克莱伦、巴特莫尔、卡弗、古尔德纳、海尔布隆

纳和莱文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西方

“马克思学”的这种逻辑延续和空间布展中，这

一概念本身的边界也逐渐模糊。“马克思学”被

逐渐等同于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的所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在这一趋势背后同时发生的是西方 “马克思学”

本身的式微。可资证明的是，除了吕贝尔之外，

很少有学者愿意专门使用 “马克思学”这个术

语而更多喜欢使用 “马克思研究” （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ｙ
或ＭａｒｘｉａｎＳｔｕｄｙ）来指称自己的工作。
１９９１年之后，作为正统解释模式的苏联马

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相应地也衰落

下去。作为其直接批判者的西方 “马克思学”

也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依据。但是， “马克思

学”发展中已经形成的学院化传统被保留了下

来，并且表现为今天西方学界中广泛存在的 “马

克思研究”传统。当然，这是一个外延极为宽泛

的范畴，几乎可以涵盖所有 （不管其方法论为

何）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以马克思和马

克思主义为对象的研究。因此，我们很难对其内

涵进行准确的界定。这就给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西

方 “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带来了诸多困扰。这

项工作又因为一个特殊的理论事件显得更加扑朔

迷离，即１９９０年以后重新启动的ＭＥＧＡ２研究与
西方 “马克思学”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① 二

者构成了国内讨论中出现的第二种 “马克思学”

概念的直接来源。

二、为什么 “马克思学”不能

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

　　纵观西方 “马克思学”的历史流变，我们

会发现这个概念 （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有其自身孕育、兴
起、发展再到逐渐消解的过程。这从根本上说是

因为：西方 “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

模式，是植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生产方式，

并在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意义上存在的。

当然，在西方 “马克思学”内部也包含了值得

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关注和借鉴的方

面：一是在具体观点层面上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中

存在的 “原理反注文本”现象的拒斥；二是在

文本研究上的学术自觉。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

对接受 “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持谨慎态度。

首先，在直接的西方 “马克思学”意义上

来说，作为一种马克思研究的特定模式，其非马

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早已为世人

所熟知。这不仅是前苏东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看

法，而且也是西方很多学者的观点。② 因此，在

我们今天使用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的时候，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
积淀下来的特定理解。这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出发点。

其次，就一般意义上的 “马克思学”概念

而言，结合这一概念的思想史溯源和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推进，我们认为：提出 “中

国马克思学”研究这一专门概念，其出发点和理

论目标是好的，但是在这一提法背后存在着一定

的混淆和误解，并且 “马克思研究”中 （一般

意义上的 “马克思学”）所蕴含的两重积极因素

也早已在国内学界的理论工作中得到了展现。这

就使得 “中国马克思学”这一说法略显突兀。

具体说来，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和推进就已经包含了上述

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关于青年马克思著作和

思想的研究、不同时期的手稿和笔记的研究还是

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考察，都以走出斯

大林主义教科书体系为方法论自觉；而有关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的勘定和梳理实际上早已随着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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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ＩＭＥＳ）的主页上，
有关于后８９时代ＭＥＧＡ命运的一篇介绍，其中提到了新ＭＥＧＡ２
研究的两个前提：一是纯学术的研究而不能从属于任何政党的

利益和需要；二是应该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应给被允许加入这项工作。在这种 “去政治化”和 “纯学术

性”的要求中，新的ＭＥＧＡ２（Ａｋａｄｅｍｉｅ出版）编辑和出版工作
已经同此前的 ＭＥＧＡ２（Ｄｉｅｔｚ出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参见
ＪüｒｇｅｎＲｏｊａｈ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１９８９：ｔｈｅｆ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ＭＥＧ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ｉｓｇ．ｎｌ／ｉｍｅｓ／；夏凡： 《学园版 ＭＥＧＡ
与西方 “马克思学”的渗透》，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０
期。

ＧｏｒａｎＴｈｅｒｂｏｒｎ曾经在讨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激进社会
理论时做了这样一种区分：以理论渊源为经，以政治倾向为纬，

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夹角中间的就是 “马克思学”和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参见 ＧｏｒａｎＴｈｅｒｂｏｒｎ， “Ａｆｔｅｒ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ａ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ｗｏｒｌｄ”，ＮＬ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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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早期文本的出版和研究、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的出版以及相当数量的 ＭＥＧＡ２各卷序言和说
明的编译得到了展开———这些文本研究的成果已

经在不同程度上为国内学者所吸收、借鉴。仔细

分析，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主要基础在

过去的３０年中已经被夯实，并且随着 《回到马

克思》的出版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很多学者也已

经使用 “马克思研究”或 “马克思哲学研究”

等说法来指称有关马克思生平、思想和青年马克

思理论进展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由一个

学术史事实所决定的，即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天生

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才实

现 “两个伟大发现”的。因此，上述概念的出

现标志着学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形成问题上的高

度理论自觉。因此，抛开 “马克思学”概念自

身的意识形态积淀不说，单就以 “中国马克思

学”命名的那种理论努力而言，我们表示认同和

尊重，但仍认为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创立一种新的

“马克思学”。

再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论

特质和文本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无论

是西方 “马克思学”还是 “马克思研究”意义

上的 “马克思学”都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

学研究画上简单的等号。我们承认， “马克思

学”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学提供一般意义上的

科学资料，但是从 “马克思学”出发并不能自

然而然地带来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科学理解。这里

所说的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科学。前者是在自然

科学意义上说的，具有客观、中立的特征。后者

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说的，本身不可避免

地与一定的价值取向缠绕在一起。就马克思主义

而言，这种科学本身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

类解放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此外，对于马克思

文本的解读还要求研究者自身保持高度的理论自

觉。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文本只向那些走

向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者打开。

简单的说，我们反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的

那种 “为马克思学正名”或以 “马克思学”来

指称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文本和思想的研

究，主要是因为：从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来看，

“马克思学”背负了太多的思想史包袱，特别是

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因素，因而不

能仅从字面上加以一般化理解；从国内学界的研

究进展来看，所谓 “中国马克思学”要做的事

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并且正

在致力于其中，因此这个口号就显得不那么必要

了；更进一步，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最终是要同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探寻结合在一起的，过分

强调 “马克思学”的实证特点并以之作为推进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路径还潜在包含着理

论上的危险。

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整理和研究而言，西

方 “马克思学”和苏联的马克思学理解之间也

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整理

和出版 （包括ＭＥＧＡ１和ＭＥＧＡ２）看做是一种纯
学术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研究也只是西方 “马

克思学”对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上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作为一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独
特研究模式的 “马克思学”已经消解，但其形

成学院化传统仍在各种 “马克思研究”（Ｍａｒｘ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中广泛存在，并且渗透到基于 ＩＭＥＳ的
ＭＥＧＡ２研究之中。因此，虽然 “马克思学”藉

由文本而生，但文本研究并不是它的专利。将这

个概念加以简单化理解并以之替代对马克思恩格

斯文本的研究，所带来的理论问题甚至可能比它

所试图解决的问题还要复杂。

在狭义的西方 “马克思学”之中，对于马

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是在文本

基础之上的再阐发。纵观 “马克思学”学者的

理论著作，他们更多是在去除苏联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强调文本的价值和作

用。但是他们所以来的文本依据并没有从根本上

超出 《格律恩堡文库》和ＭＥＧＡ的范围。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严肃的编辑和出版工

作，倒是主要由前苏联支持的ＭＥＧＡ１和ＭＥＧＡ２
进行的。前者依赖的是梁赞诺夫主持下的莫斯科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后
者则在１９９０年之前得到了莫斯科和柏林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的支持。虽然二者的工作都可以在一
般性意义上称为马克思学 （马克思研究），但是

这种研究同西方 “马克思学”有着质性的差别。

因为他们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这在西方学者看来，这自然是受制于政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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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实际上，今天 “中国马克思学”讨论

的文献资料主要就是由这些工作提供的。因为对

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那些最关

键性的文本，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由 ＭＥＧＡ２完成
编辑并出版了。比如以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和以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的 《资本论》手

稿等，当然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未最终完成。

上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在由 ＩＭＥＳ支持的
ＭＥＧＡ２工作中才出现了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现
象。这也是我们认为尽管西方 “马克思学”已

逐渐消退但仍发生了 ＭＥＧＡ２研究和 “马克思

学”相融合的趋势的原因。抛开其中隐形的意识

形态因素不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和

ＭＥＧＡ２工作当然应该受到每一位马克思主义学
者的高度尊重，而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则可以称

作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圣地。但与此同时，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也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

如何对待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或去政治化的马克思

恩格斯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

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理解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马

克思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

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

我们在前面绕了太多的弯子，无非是想表

明：第一，“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特定的思想

史语境中获得了无法抹去的意识形态属性，即便

“马克思研究”意义上的马克思学具有其自身的

合法性，但用 “马克思学”来为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基仍然是不合适的；第二，就

西方 “马克思学”本身而言，文本研究固然值

得肯定，但其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是需要我

们认真甄别并反思的东西，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

研究中的既有成果主要是由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研

究指导下的 ＭＥＧＡ研究 （也可以成为马克思学

或马克思研究）奠定的，因而文本研究又不能说

是 “马克思学”的专利。在明晰了这两个前提

的基础上，自然会遇到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

必须直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文本学研究，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要不要同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认结合起来？

如前所述，西方 “马克思学”理论潮流消

退之后的学院化 “马克思研究”传统已经成为

ＭＥＧＡ２研究的主导思想。这一传统的两大特点
可以概括为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强调研究

者个人观点的自由。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研究就能够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它是实证

的、自由的和开放的，因而持任何理论方法的学

者都可以凭个人兴趣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在我

们看来，这种学术愿景 “看上去很美”。但是对

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唯独缺少

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

法的自觉体悟。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研究，都只能在马克思主

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思考和

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国外的任何研究性文献，都

只有在进行了认真的理论鉴别之后，才可能作为

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文献。①

按照一般的说法，马克思是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去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展开的。那

么，马克思自己是如何表述自己的这种基本理论

方法的呢？我们翻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一、二版）也只发现了区区不上十处表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乎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第一章 （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和恩格斯的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然而，如

果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些文本，会发现历

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作精确的

程度。更进一步，实践、劳动、生产、生产方

式、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分析中的核心范畴都无法在马克思自己的

理论文本中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套用科学哲

学的行话，这些分析本是以一种 “述行性语言”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ｄｉｏｍ）而非 “表征性语言”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ｉｏｍ）展开的。再进一步，马克
思遗留下来的那些未完成手稿大多凌乱不堪，而

公开发表的著作又基本是论战性的产物———卡弗

（Ｃａｒｖｅ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存在的。这样，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对历史

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的确切表述。那么，从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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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学术月

刊》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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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考察的角度出发怎样才能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完整理论形象呢？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为了回到上述问题，势必要引入研究者自身

的理论视角和观点，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包括其他任

何思想家的文本）研究中，研究主体都是理论在

场的。这样，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任何一种

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研究者自身的解释前

件。当然，这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来理解文本研

究的问题了，这种文本研究中主体的在场性并不

能被庸俗的等同于不顾文本事实的任意阐释，而

就是文本研究的存在方式本身。在我们看来，今

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大理论前件就是１６０年
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同样是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必须重

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内在结构，即其真

正超越既有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我们知道，历史

唯物主义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激荡中孕育而生的，并且从

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意识形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

是 “哲学的终结”。之所以说是 “哲学的终结”，

就是因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颠覆了此前的

一切意识形态。他不再是从某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出发构建社会历史理解，而就是从具体的生产

（方式）出发在一定社会的历史运动中把捉这种

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学术向度本身就是以切中现实为旨归的，①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构架中本身已经包含着与

现实对话的开放性维度。１６０多年来的历史已经
充分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并不能

局限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而必须在文本和现实

的互动中才能实现。

基于文本研究的主体在场的自觉和马克思主

义理论方法的开放性构架，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

究的特殊性也就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

研究内在的通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就

不仅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出现的重要文本的认真研读，而且需要在把捉

现实社会历史的存在中自觉反思研究者自身所持

有的理论方法。相反，如果把文本考据作为研究

的核心或唯一形式，理论就有可能被扼杀在考证

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可能流失在繁琐

的解读之中。②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话依

然犀利：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

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③任何自以

为据有了绝对真理和客观工具的研读者在马克思

的文本面前是注定要败下阵来的。换句话说，如

果真的有学者将客观中立的原则和实证主义的方

法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贯彻到底，那么他将去真

正的马克思愈来愈远。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吴晓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学术月
刊》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②　胡大平： 《从文本到理论》， 《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③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
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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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解放神学

———草民神学管窥

叶健辉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根廷神学家斯坎诺内著作的分析，讨论了解放神学的基本脉络，特别指出六八年世界范围内的

革命这一事件对解放神学的重大意义，在教会内部则是有着长久历史的社会教义传统本身可以提供对解放神学的支持，

这在解放神学的方法论问题上尤为重要，而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使得第二代解放神学有别于第一代解放神学。最后笔者

吁请关注六八年，关注拉丁美洲。

【关键词】解放神学；草民神学；斯坎诺内；

中图分类号：Ｂ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１７－０７

　　幸或不幸，解放神学都是六八年现象的一部
分。六八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这就是解放神

学的道场，就像历史不能后退一样，神学也不能

退回到六八年以前。作为六八年心性的反对者，

今天的教宗可以拒绝召集梵蒂冈第三届大公会

议，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已经无可挽回地发

生。教会也不能后退，六八年的事，不可能是

“事如春梦了无痕”。解放的梦想留下了燃烧的

伤痕，在六八年的面孔上留下了天主的踪迹，解

放神学正是对这踪迹的记忆。这个颠覆性的记忆

已经有了４０余年的历史，这里将讨论第二代解
放神学①重要代表胡安·卡洛斯·斯坎诺内

（ＪｕａｎＣａｒｌｏｓＳｃａｎｎｏｎｅ）的草民神学。②

一、天主教社会教义对解放神学的影响

自１８９１年教宗良十三世发布通谕 《新事》

（ＲｅｒｕｍＮｏｖａｒｕｍ）以来，天主教形成了一个相对
完整的社会教义系统，比如已经有了四项 “构成

了天主教社会教导的核心的教会社会教义的永久

性原则”：人类人格尊严原则、共同善原则、扶

助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原则和共契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原
则③。然而，这些永久性原则绝没有像三一论或

基督论那么永久。《新事》是为应对工业社会所

带来的挑战———劳工问题———而发布的： “正发

生的各种冲突的因素就在工业部门的巨大膨胀和

科学的奇妙发现中，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变化了的

关系中，在少数个人的巨大财富和大多数人的绝

对贫困中，在劳动阶级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和日

益增长的自我信赖中”， “这些事情的状况正表

现出重大的危机，使每一个人的心灵充满了痛苦

的不安”， “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深深地抓住公众

的心”④。教会要关心社会问题、劳工问题，这

很好，可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社会问题或劳工

问题，是工业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事物所带来的

“新事”、新问题，而教义则是关乎信仰、关乎

灵魂拯救的永恒的、普遍的问题，怎么会有 “社

会教义”这回事？历史在不断地变动，社会中有

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要从历史的行进中提取永

恒，要从社会的迷宫中提取教义，这是一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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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马克思的宗教观与人文关怀”（２００７ＪＪＤ７２００４）的资助。
作者简介：叶健辉 （１９８２－），男，浙江台州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在读博

士生。

① “解放神学里的第二代”（ｓｅｇｕｎｄａｇｅｎｅｒａｃｉóｎｄｅｎｔｒｏ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Ｍａｄｒｉｄ：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ｄｙ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８７，ｐ４８，ｐ６６ｅｔｃ．

② “草民神学”（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ｐｏｐｕｌａｒ），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０，
ｐｐ２６３－２７７．

③ 见Ｐｏ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ＬｉｂｒｅｒｉａＥｄｉｔｒｉｃｅ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２００４，ｐ９９．
④ 《新事》第１节，见张宪译：《新事物》，载刘小枫等编：《现代国家与大公主义政治思想》，香港：道风书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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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任务。但是，历史是如此 “深深地抓住了

公众的心”，对历史视而不见是不可取的。因此，

“真理的柱石”“永生天主的教会”① 只有冒险一

跃，进入历史。梵二会议号召教会向世界敞开，

也就意味着此世的潮流将冲进教会的门墙。于

是，教会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得 “检讨时代局

势”②，就某些 “新事”发布通谕。正是为了把

梵二会议的精神运用于拉丁美洲，才在１９６８年
这个象征性的年份，发生了 “对于拉丁美洲教会

而言头等重要的事情”，这就是被称为 “新的圣

神降临”③ 的麦德林主教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宣

告了解放神学的降临。因此，解放神学不仅是一

小部分 “革命神父”的游击运动，它也是一场

教会运动，是普世教会认真对待历史的成果。本

来在大学里教书、后来却走上 “井冈山”加入

游击队的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 （Ｃａｍｉｌｏ
Ｔｏｒｒｅｓ），或者，原来潜心修道、后来却退出耶稣
会成为 “工人神父”的乌拉圭神父胡安 －卡洛
斯·萨法罗尼④ （ＪｕａｎＣａｒｌｏｓＺａｆｆａｒｏｎｉ），或者，
原来立场十分温和、后来却因要求政府军停止压

迫人民而在做弥撒的时候被枪杀的萨尔瓦多主教

奥斯卡·罗梅罗 （óｓｃａｒＲｏｍｅｒｏ）等等，这些对
于神学意味着什么？在历史中发生的这些深深地

抓住了人们的心灵的事件，是不是轻如鸿毛、不

足挂齿？“解放神学之父”古铁雷斯对解放神学

的界定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天主圣言的

光照下对历史实践的批判反思”⑤。历史对于神

学不是无关紧要的，历史中人们的劳动、革命等

实践活动是神学反思的起点和对象。历史的苦路

也就是教会的旅途。“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

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⑥，“整个人类为同

一命运所支配，已不复有不同历史存在”⑦。教

会并不在此世之外别有一种历史，正是历史赋予

神学言说以身体，历史是圣神的宫殿。到这里才

发现，历史中的 “新事”，其实是一件 “旧事”，

是教会历史中始终要面对的老问题：灵魂与身体

的关系问题，恩典与本性的关系问题，救恩史与

世俗史的关系问题，言成肉身的问题。在古代，

庄严静穆的自然法学说缓解了这些问题的紧迫

性，但是今天历史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要冲

决一切网罗，教会整饬的法规不足以朗照历史的

地基，人们需要设身处地地从历史的地底出发去

思考拯救。倾空自己，沉入历史去看一看化为肉

身的圣言是如何成为无声者的声音的。神学这一

次要贴地而行，而不是在水面上行走。“神国业

已存在于此世”⑧，但依然是一个 “奥迹”⑨，如

何甄别此世中的 “麦子”与 “稗子”？如何能够

在历史中行走而不迷失？第二代解放神学的一个

主要着力点就是发展出一套方法论使这项没有担

保的事业有一种担保。

二、解放神学的方法论问题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不是信仰的真理本

身”瑏瑠，“也不是为仁爱所动的解放实践”，“信仰

是神学地解释实践所需的光”， “解放实践是神

学反思的场域和对象”瑏瑡。解放实践已经是对一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见 《弟茂德前书》３：１５，此处 《圣经》引文用的是天

主教思高本，以下不再说明。

《喜悦与希望》（ＧａｕｄｉｕｍｅｔＳｐｅｓ）第４节，见梵蒂冈官
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ａｔｉｃａｎｖ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ｉｓｔ＿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ｉｉ＿ｖａｔ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ａｔｉｉ＿ｃｏｎｓｔ＿１９６５１２０７＿ｇａｕｄｉｕｍｅｔｓｐｅｓ＿ｚｈｐｄｆ，
亦可见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光启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７页。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

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２２．
见索飒： 《丰饶的苦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８页。
见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Ｓíｇｕｅｍｅ，２００４，ｐ７０．
《喜悦与希望》第 １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ａｔｉｃａｎｖ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ｉｓｔ＿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ｉｉ＿ｖａｔ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ａｔｉｉ＿ｃｏｎ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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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先于实践的质问之言的回应，已经是对这种质

问的一种承诺①。谁在质问？穷人和被压迫者。

“穷人和被压迫者那常常是沉默的言语是解放神

学的出发点”②。只有在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质问

之言这个灵性体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ａ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里，
实践才构成一种信仰的回应，才能产生一种意

义，而后系统的、批判的反思才能取得和陈述这

种意义③。这个出发点 “既是理论的出发点，也

是实践的出发点”④。这里有三个层面，一个是

体验层：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言语或沉默，另一个

是实践层：作为对贫穷和压迫的回应的各种形式

的实践，还有一个是反思层：以实践为场域和对

象的神学反思。虽然反思并不是从体验开始的，

但必须忠于使得任何意义得以可能的体验。一切

的阿基米德支点在于：体验到穷人和被压迫者的

沉默或呼喊。谁听到了这 “常常是沉默的呼

声”⑤？只有那些向它敞开的心灵才能听到，这

种敞开需要一种皈依，这种皈依可以在 《马窦福

音》２５：３１－４５节或１１：２５节中找到。然而皈
依根本上来自恩典，而恩典的奇妙恰恰在于它以

一种平常的方式起作用，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的

奇妙：几百年来一直支持政府当局的拉丁美洲天

主教会中的一部分人在 ６０年代开始反对当局。
这种再皈依发生了。解放神学无非是：有一群人

听到了这 “常常是沉默的呼声”，通过一定的方

式看到了它、着手改变它，并在反思中陈述它的

意义。然而，会不会听错了？会不会这根本就不

是天主的召唤？圣神是如此之不可捉摸，想往哪

边吹就往哪边吹⑥。在这里我们看到，问题不是

会不会听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听到的问题，听

到了就是听到了，没听到就是没听到。对于这个

本源体验，谈不上判断问题。判断是后起的事

情，比如在实践层面和反思层面。作为对本源体

验的回应的实践是带有一定形式和结构的实践，

是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影响和制约的实践，对这

样的实践是需要加以判断的。实践层面中的判断

问题是说：怎么看？以及怎么做？或者说，以何

种方式看或做？比如说当时解放神学受到依附理

论的影响，看到的贫穷并不是个体形式的贫穷，

而是集体、社会形式的贫穷，作为人民和阶级的

贫穷⑦，是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不是资

本主义不发达的后果⑧。反思则是对有一定形式

和结构的实践的反思，这里的判断问题是说：对

于意义的陈述是不是与圣经、圣传、教会训导的

精神相合？比如说在解放神学的最初阶段，采纳

了诸如阶级斗争等概念。

对于如何判断看历史的分析中介和改变历史

的战略中介，以及如何陈述神学的概念中介，需

要另有一套说明。斯坎诺内用其称为 “越辩证”

（ａｎａｌéｃｔｉｃａ）的方法来说明如何进行这种判断。
斯坎诺内认为在神学和历史之间，有一个哲学维

度：在对社会的把握中总是已经包含了一种对根

本人性的见解⑨，由此而在神学、哲学和历史之

间构成了一个三维度的关系。神学维度是无故的

（ｇｒａｔｕｉｔａ），只有信仰能够揭开，在对天主馈赠的
接受或拒绝中发生。哲学维度则是对根本人性的

独特洞见。历史维度是直接的体验。这三个维度

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自律规则，然而每一个维度

都不是彻底分离的、独立的维度，三个维度构成

了一个统一体⑩。对这个关系的把握可以与加采

东会议关于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关系相类比瑏瑡：有

区分而不分离，联合而不混合。虽然加采东模型

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然而这是一个静态的模型。

面对历史感深入人心的现代，斯坎诺内用 “处身

的普遍”瑏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ｉｔｕａｄｏ）来称呼神学－哲学
－历史中的普遍性，并用越辩证关系来展示这种
普遍性的节律。斯坎诺内想用越辩证法来指一种

“向超越性、历史的新颖性和无故性敞开的辩证

法”，此种辩证法是要把托马斯的类比动态化瑏瑣。

越辩证法的基本设定是这样的：不同维度之间的

联合不是先验地必然的，而是历史地、事实地联

合在一起，各个维度之间的连接不是必然的，因

而从一个维度跳到另一个维度不是必然的，然而

并不是说这种跳跃是随意的，而是受到其他维度

以及历史条件的制约的瑏瑤，理论有被实践修正和

９１

①

⑥
⑦

瑏瑢

②③④⑤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２９．

《若望福音》３：８。
⑧⑨⑩瑏瑡瑏瑣瑏瑤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３０；ｐ２２；ｐ１１１；ｐ１０６；ｐ１０８；
ｐ１０８；ｐ１０９．．

出处同上，ｎｏｔ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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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的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取消对实践的辨

别①。接下来，斯坎诺内用象征 （ｓíｍｂｏｌｏ）来说
明这 种 关 系：次 级 维 度 以 一 定 方 式 体 现

（ｅｎｃａｒｎａｎ）和象征了高级维度，是高级维度真
正的标记 （ｓｉｇｎｏ），但并不辩证地与高级维度同
一②。这是从次级维度看高级维度。从高级维度

看次级维度则是：高级维度预设了次级维度以具

体化，而在设定次级维度的同时解放并超越了次

级维度。“高级维度既不归约为次级维度，也不

与次级维度同一，而是将次级维度转换为象

征”③。高级维度不仅尊重政治、历史 －文化等
的自律和一贯，而且净化它们，使它们远离任何

可能的偶像化的绝对化与单义的排他性，在将他

们转向绝对中而使它们相对化④。普遍性历史地

处身于特殊中，这种处身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从

而是向超越、向天主的无故馈赠敞开的。与此相

应，神学历史地处身于政治实践中，但并不委身

于政治，在神学 （理论）与政治 （实践）之外，

还有信仰这个第三极在起作用，因此说解放神学

以基督信仰的名义为政治作证⑤是不对的，因为

与神学相对的政治选项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一

簇可供选择的选项，这些选项是历史的、事实

的，并不是偶像化的、绝对的，而信仰与神学也

并不是一回事，解放神学是神学家在历史面前的

自我拯救，而不是下山行道、拯救苍生。解放神

学的基本格局是救主－历史，这两者都不是神学
反思的对象，只有信仰的皈依使人心听到了历史

中的呼声，神学的反思才能开始。从历史方面

看，对历史的各种分析总是已经带有一定的结构

和形式，与这种分析相应的实践也是如此，因此

在历史之上有实践维度，并且这种分析总是已经

承诺了一种对根本人性的见解，从而在实践之上

有哲学维度。从救主方面看，对救主的信仰也总

是有一定结构和形式的信仰，因此在救主之下有

信仰维度，而信仰总是要求以一定的概念加以陈

述，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学：信仰寻求理解。

解放神学则是对特定的历史实践的批判反思。这

样，基本格局就扩展为：历史 －实践／分析 －哲
学／神学－信仰 －救主，每一维度与其他维度相
比都要求一种 “方法论上的断裂”⑥，其基本的

意向是要对应每一维度自身的自律，神学家不仅

仅是信徒，神学本身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操守和章

法，而且每一维度到另一维度的跳跃要遵循一定

的步骤，也就是说跳跃本身也要有章法。以致力

于建造这种格局来看，解放神学是在重访中世

纪，再造雅各的阶梯，只不过中世纪主要考虑的

是自然和本性，而解放神学要应对的则是历史。

什么能够担保这种建造不是徒劳？“要辨识大写

的拯救者在历史实践中的超越在场”，任何个体

的、群体的、社会的确定都是不够的，最终的辨

识只能是圣神⑦。但有一些辨识是可能的，比如

上面提到的三个例子，一个是在大学教书，一个

是在修院里修道，一个是在教堂做弥撒，大学、

修院或教堂是神父的传统位置或自然位置，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神父无法在这些位置上继续生

活。这就有了问题：一定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

的、决定性的事情，这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历

史。于是神父需要在历史面前捍卫自己的位置，

然而传统的捍卫方式已经无效了，神父正是因为

其生活方式的传统而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位置。这

就是一种辨识，然而这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的辨

识，并不是在逻辑上必然的。有一些事情发生

了，因此就不能当这些事情没发生过，这些事情

发生之前的生活无法继续了。于是需要认真地打

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何为历史？什么样

的历史或实践可以使神学反思立于其上？第二代解

放神学与第一代解放神学的一个分野就在这里。

三、草民神学的立足点

与第一代解放神学认为基督徒底层聚会至关

０２

①

⑤

②③④⑥⑦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ｐ１０９－１１０；ｐ１１０；ｐ１１０；ｐ１１０；ｐ２９，
ｐ３３，ｐ４２，ｐ４５，ｐ８７ｅｔｃ；ｐ１１５．

见刘小枫：《“看，你的儿子……我口渴”》，载 《基督

教文化评论》第 １２期，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０
年，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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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不同，第二代解放神学的立足点是 “草民胡

安”① （ＪｕａｎＰｕｅｂｌｏ）们，是 “作为有机共同体

的天主子民”②。第二代解放神学把第一代解放

神学聚焦的六八年现象放入１４９２年的纵深之中，
以５００年来的拉丁美洲为反思对象，并以一定方
式展示出其独特的文化心性③ （ｅｔｈｏ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独特的事实：那里出现了丰饶

的 “文化梅斯蒂索”（ｍｅｓｔｉｚａｊ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拉丁
美洲这个名字代表了一种新的现实，是印第安美

洲与伊比利亚拉丁性的结合”④。作为这种文化

融合的果实，“福音和基督教的生命感觉在拉丁

美洲文化中拥有决定性的效力”，拉丁美洲已然

是 “圣言的果实，而不仅仅是福音的种子”⑤，

“教会的信仰已经印在了拉丁美洲的灵魂上”⑥。

拉丁美洲人民是皈依了基督的人民，是天主的子

民，这是一种 “草民天主教”⑦ （Ｃａｔｏｌｉｃｉｓｍ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在这个圣书的子民中，有精英也有草
根，而拉丁美洲文化心性集中地体现在穷人身

上，体现在 “草民胡安”身上。５００年来形成的
人民，拥有 “一种共同的历史经验、一种共同的

生活方式”、 “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命

运”、一项包含着共同善的历史事业⑧。在这个

意义上，人民是伦理 －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共同
体。人民也是 “那些仅仅是 ‘人民’的人们，

那些仅仅拥有 ‘共同’的东西的人们”， “那些

仅仅是 ‘草民胡安’的人们，那些没有任何特

权、并被不义地拥有特权的人们所压迫的人们”，

那些物质上、权力上、知识上的穷人⑨。在这个

意义上，人民是 “草民”。然而正是 “草民胡

安”们最好地保持了拉丁美洲文化⑩，抵抗压迫

和异化瑏瑡、持续地坚守着共同的历史认同瑏瑢，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顽强地存留下来并找到

其新的表达形式的草民宗教性瑏瑣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ｄａ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就是这种文化抵抗的表现，“草民构成
了我们人民的核心”瑏瑤。“对生命和死亡的终极感

觉是一个特定文化的根本特征”瑏瑥，那些在物质

上、权力上、知识上富有的精英们丢失了草民身

上保留着的这种基督教的生命感觉：“对历史的

新颖性的感觉和统一性高于冲突的感觉”瑏瑦。历

史不是一个死循环，死亡不是对生命的最后判

决，历史中会有 “新事”发生，在十字架的苦

难中基督徒能够看到复活的希望，这个巴斯卦

（ｐａｓｃｕａ）将赠与世界以和解：“豺狼和羔羊将要
一齐牧放，狮子要如牛犊一般吃草，尘土将是大

蛇的食物”瑏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种生

命感觉的拉丁美洲 “巴罗克心性”瑏瑨 （ｅｔｈｏｓ
ｂａｒｒｏｃｏ），在几百年的文化梅斯蒂索过程中积淀
下来，这就是 “推动思考的一个事实”瑏瑩。拉丁

美洲的一部分精英却企图使之盎格鲁 －萨克逊
化瑐瑠，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人民

的文化抵抗，正是这一点使人们走上 “马埃斯特

腊山” （ＳｉｅｒｒａＭａｅｓｔｒａ），走进尼亚卡瓦苏瑐瑡

（ａｎｃａｈｕａｚú）丛林。“人们要一个像切·格瓦拉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瑏瑣
瑏瑤

瑏瑧
瑏瑨

瑐瑡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
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１２３；亦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
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ｐ２２１，ｐ２２３ｅｔｃ；亦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
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 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０，ｐ１７９，ｐ１８１，ｐ２２１ｅｔｃ．胡安 （Ｊｕａｎ）相当
于英文中的约翰 （Ｊｏｈｎ）， “草民胡安”与我们这边的 “三毛”

类似，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平头百姓的形象。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
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１２１．

瑏瑥瑏瑦瑐瑠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ｐｐ１５－３８ｐａｓｓｉｍ，ｐｐ７７－９３ｐａｓｓｉｍ，ｐｐ１８３－２１７ｐａｓｓｉｍ；
ｐ７０；ｐ１８９；ｐ１８９．

出处同上，ｐ２７．关于文化梅斯蒂索，另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
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ｐ１７２－１８７
ｐａｓｓｉｍ．梅斯蒂索 （ｍｅｓｔｉｚｏ）初指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
这里则用来广义地代表拉丁美洲的文化特性。ｍｅｓｔｉｚａｊｅ中的后缀
－ａｊｅ，类似于英语中的后缀－ａｇｅ，比如安德森著名的作品 《绝

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的系谱对应的英文是ｌｉｎｅａｇｅ，ｍｅｓｔｉｚａｊｅ与
ｍｅｓｔｉｚｏ的关系与英语中的ｌｉｎｅ与ｌｉｎｅａｇｅ的关系类似。

⑥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ｐ２７；
ｐ１３１．

⑧⑨⑩瑏瑡瑏瑢　出处同上，ｐｐ１５５－１６９ｐａｓｓｉｍ．，另外斯坎
诺内也频繁使用诸如草民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ｐｏｐｕｌａｒ）、草民宗教性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ｄａｄｐｏｐｕｌａｒ）、草民智慧 （ｓａｂｉｄｕｒíａｐｏｐｕｌａｒ）、草民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ａｐｏｐｕｌａｒ）、草民虔敬 （ｐｉｅｄａｄｐｏｐｕｌａｒ）等词；ｐ２２１；
ｐ２２１；ｐ２２２；ｐ２２２；ｐ２２３．

出处同上，ｐｐ１５５－１６９ｐａｓｓｉｍ，ｐｐ２６３－２７７ｐａｓｓｉｍ．
瑏瑩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１８；ｐ２４．
《依撒意亚》６５：２５。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ｐ２２２，

ｎｏｔａ６．
参 《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有关格瓦拉的章节；亦可参索飒：《在
密林深处———读 〈从尼亚卡瓦拉到伊格拉〉》，见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ｙｚｘｓｘ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ｌａｓｓ１０／２００７１０／２５９８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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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神话”①，“生儿当如格瓦拉”②，“谁不想

像切一样活着呢？”③。人民在自己的诗歌中歌唱

自己的英雄、自己的骑士、自己的堂吉诃德，

“乡亲们不会忘记，他们的高乔马丁”④。

但是，反思需要用自己的语言、遵循自身的

自律规则加以表述。斯坎诺内通过西班牙语中的

ｅｓｔａｒ（在）与ｓｅｒ（是）来展示其反思⑤。“Ｅｓｔａｒ
源自拉丁词ｓｔａｒｅ：以稳定的形式用脚站立，但可
以随时运动”⑥。“西班牙语中 ｓｅｒ的原型 （以及

其他一些形式，比如，副动词形式 ｓｉｅｎｄｏ）不是
来自拉丁词 ｅｓｓｅ，而是来自 ｓｅｄｅｒｅ，指永久性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ｉａ）；Ｓｅｒ的其他形式大部分源自
ｅｓｓｅ”⑦。Ｓｅｒ倾向于意味着明确的东西，至少是
永久的或栖居的，指向本质的东西；Ｅｓｔａｒ则不
表达事物的本性或本质，而是表达其暂时的状态

或环境，一种无常的、偶然的东西，不指任何内

在的东西⑧。接着斯坎诺内举例说明这种区别。

Ｅｓｔｏｙ⑨ｅｎｆｅｒｍｏ（我现在病了），指我现在的状
态，但这是指一种暂时的形式，而非指一种多病

的体质。相反 Ｓｏｙ瑏瑠 ｅｎｆｅｒｍｏ（我是病人），则表
达了我在体质上就不健康、就是一个病人瑏瑡。斯

坎诺内也举了一个神学上的例子： 《若望福音》

１：１。“Ｅ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ｅｒａ瑏瑢 ｅｌＶｅｒｂｏ，ｙｅｌＶｅｒｂｏ
ｅｓｔａｂａ瑏瑣ｅｎＤｉｏｓ，ｙｅｌＶｅｒｂｏｅｒａＤｉｏｓ”瑏瑤 （在起初

是圣言，圣言在天主中，圣言是天主）。这里交

替使用ｅｓｔａｒ和ｓｅｒ，ｅｓｔａｒ和前置词ｅｎ连用以表示
地点，此处不能用 ｓｅｒ，这给 ｅｓｔａｒ以一种特别的
空间色彩、意味瑏瑥。当然，ｅｓｔａｒ不仅有空间含
义，也有时间含义，当我们说 Ｅｓｔｏｙｃａｎｔａｎｄｏ
（我正在唱歌），我们指唱歌动作的持续，但这

是一种可以停止的持续瑏瑦。Ｅｓｔａｒ也用来表示一个
动作的结果，比如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Ｔｏｄｏ
ｅｓｔáｃｏｎｓｕｍａｄｏ瑏瑧 （一切都完成了），表示一种事
实性、已然状态，也意味着一种偶然性瑏瑨。斯坎

诺内还说明了 ｅｓｔａｒ的其他一些性质，但我们主
要关心的是这些说明在哲学上的意义。斯坎诺内

用非常接近存在主义的语言来说明这些意义。可

以把 ｅｓｔａｒ视作一个 “根基性的形而上学维

度”瑏瑩：１．Ｅｓｔａｒ在先在的场域 （áｍｂｉｔｏ）中被给
予，既先于逻各斯，也先于伦理解释，因而既先

于意义和语言，也先于道德的善和自由；Ｅｓｔａｒ

总是先于实体 （ｅｎｔｅ）的 ｓｅｒ，先于 ｓｅｒ的真理和
善，ｅｓｔａｒ虽 然 被 称 呼，但 它 是 一 种 隐 逸
（ｓｕｓｔｒａｅ），一种永远的先于瑐瑠。２．“陈述这个源
发的、先在的场域的言说是象征言说”瑐瑡，这种

言说 “不仅不能就进入概念语言，也不能完全进

入隐喻语言”瑐瑢，这是一种与神圣者、与大地粘

连在一起的语言瑐瑣。３．Ｅｓｔａｒ作为那个根性
（ａｒｒａｉｇｏ）的 “从那里” （ｄｅｓｄｅｄｏｎｄｅ），也作为
扎根 （ｅｓｔａｒａｒｒａｉｇａｄｏ）的 “在那里”（ｅｎｄｏｎｄｅ）
和 “去那里” （ａｄｏｎｄｅ）而显现。这个 “从那

里”，“对于思想或欲望，总是保留着一些先在

的、源发的东西”，不会丢失其 “不可还原的直

接性”。这个 “去那里”，则在 “大地母亲、家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瑧
瑏瑨

见ＪｏｎＬｅ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ａｇｅｎｔｅｑｕｅｒíａｕｎｍｉｔｏｃｏｍｏｅｌＣｈｅ
Ｇｕｅｖａｒ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ｒｉｎｃｏｍ／ｄｉａｒｉｏ／１９９７／１０／０８／ｉ－０１９０１ｄｈｔｍ。

参ＦｉｄｅｌｈａｂｌａｓｏｂｒｅＥｒｎｅｓｔｏＣｈｅＧｕｅｖａｒａ，ｈｔｔｐ：／／ｅｍｂａ．
ｃｕｂａｍｉｎｒｅｘ．ｃｕ／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ｔａｂｉｄ＝１２９１３．

见Ｈｅｉｎｚ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ＥｖｏＭｏｒａｌｅｓ：Ｑｕｉéｎｎｏｑｕｉｓｉｅｒａｓｅｒ
ｃｏｍｏｅｌＣｈｅｏＦｉｄｅ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ｂｅｌｉｏｎ．ｏｒｇ／ｎｏｔｉｃｉａ．ｐｈｐ？
ｉｄ＝５７６９２．

见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
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ｐ１３４斯坎诺内对阿根廷长诗 《马丁·菲耶罗》

（ＭａｒｔíｎＦｉｅｒｒｏ）的援引；中文取自 【阿根廷】何塞·埃尔南德

斯：《马丁·菲耶罗》，赵振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３２３页。

据斯坎诺内本人，在哲学上区分 ｅｓｔａｒ和 ｓｅｒ的人还有
ＸａｖｉｅｒＺｕｂｉｒｉ，ＣａｒｌｏｓＣｕｌｌｅｎ，ＲｏｄｏｌｆｏＫｕｓｃｈ等人。

⑦⑧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ｐ４５－４６；ｐ４６；ｐ４６．

ｅｓｔｏｙ是ｅｓｔａｒ的陈述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ｓｏｙ是ｓｅｒ的陈述式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Ｉｂｉｄ．这里另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说明这种区别 （其中

ｅｓｔá和ｅｓ分别是 ｅｓｔａｒ和 ｓｅｒ的陈述式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Ｌｉｎｄａｅｓｔáｇｕａｐａ（琳达现在很漂亮），指琳达显得很漂亮，
可能是因为今天琳达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或者化妆化得很好等

等。而Ｌｉｎｄａｅｓｇｕａｐａ（琳达很漂亮）则指琳达天生丽质，生下
来体形、骨骼等等就使得这个人是个漂亮的人。

ｅｒａ是ｓｅｒ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瑏瑦　ｅｓｔａｂａ是ｅｓｔａｒ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出处同上，ｐｐ４６－４７．文中是直译，思高本相应中文
为：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

ｅｓｔａｂａ是ｅｓｔａｒ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ｐ４７。

《若望福音》１９章３０节：完成了。
瑏瑩瑐瑠瑐瑡瑐瑢瑐瑣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ｌａ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４７；ｐ４８；ｐ４８；ｐ４９；ｐｐ４９－５０；
ｐ５０；ｐ５０；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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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这些象征中获得自我表达”①。这个 “在那

里”，则是 “知识的普遍性地缘 －文化地处身于
其根性中”②。４．“Ｅｓｔａｒ的这些特征 （其内在的

不确定、其处身性）源自在是中 （ｅｓｔáｎｓｉｅｎｄｏ）
的实体 （ｅｎｔｅｓ）的特征：其本体论的贫穷和无
效性”③，实体在其是中 （ｅｎｔｅｅｎｓｕｓｅｒ）的构建
甚至是无常的、偶然的，从 ｅｓｔａｒ的先在维度看，
恶是深渊性的 （ａｂｉｓａｌ），不管是同一性的逻辑还
是自由的伦理都不能完全吸收恶，恶只能从神圣

者那里拔除。天主不 “是” （ｅｓ），而 “在”

（ｅｓｔá），经象征、经礼仪行动而在，在给予那行
动的主体以根基，在主体的是中拯救主体———虽

然不是以绝对明确的形式拯救，而是要不断地回

到是④。５．Ｅｓｔａｒ有这样几个性质：ａ．暧昧性
（ａｍｂｉｇüｅｄａｄ），既与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也与它
性 （ａｌｔｅｒｉｄａｄ）或差异性 （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ｉａ）有别，表
示一种象征的多义性，象征的确定是在具体的此

地和此时⑤。ｂ．命运性 （ｄ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ｄａｄ），不是一
种可知的必然性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ｉｎｔｅｌｉｇｉｂｌｅ），也不是
从恩典或自由加以理解的无故性 （ｇｒａｔｕｉｄａｄ），
而是指一种事实本身的必然性⑥。ｃ．深渊性
（ａｂｉｓａｌｉｄａｄ），不能客观地认识，“隐逸”为奥秘
（ｍｉｓｔｅｒｉｏ）而不能还原为问题⑦。ｄ．不可预见性
（ｉｍｐｒｅ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ｄａｄ），从深渊的命运性理解，既不
排斥自由也不排斥恩典，但其本身并不与自由和

恩典 同 一，ｅｓｔａｒ的 这 个 特 征 指 向 原 古 性
（ａｒｑｕｅｉｃｉｄａｄ）⑧。用 ｅｓｔａｒ的意图是称呼先在的、
源发的场域，这个场域不仅先于述谓言说的逻各

斯，而且先于一般的逻各斯，先于逻各斯本身，

不仅不能还原为述谓言说，而且不能还原为一切

言说⑨。用ｅｓｔａｒ的另一个意图是说明这个场域的
宗教的 （神圣的、玄明的 （ｎｕｍｉｎｏｓｏ））性质，
帕查妈妈 （ＰａｃｈａＭａｍａ）这个象征指向大地
———泥土 （ｃｔóｎｉｃｏ）因素神圣的根 （ｒａíｚ），ｅｓｔａｒ
作为宗教象征同时隐含着神圣者 的 显 圣

（ｈｉｅｒｏｆａｎíａ）和隐逸瑏瑠。这些就是对 ｅｓｔａｒ的形而
上学意涵的说明。另外，ｓｅｒ也有四个特征：同
一 性， 必 然 性 （ｎｅｃｅｓｉｄａｄ）， 可 知 性

（ｉｎｔ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ｄａｄ），永恒性 （ｅｔｅｒｎｉｄａｄ），这来自希
腊哲学传统；还有一个是发生 （ａｃｏｎｔｅｃｅｒ），也
有 四 个 特 征： 它 性， 无 故 性， 奥 秘 性

（ｍｉｓｔｅｒｉｏ），历史的新颖性 （ｎｏｖｅｄａｄ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

这来自基督教传统瑏瑡。说了这么多，回过头来发

现问题很明白。大体而言，斯坎诺内用在

（ｅｓｔａｒ）来表达印第安传统，用是 （ｓｅｒ）来表达
希腊传统，用发生 （ａｃｏｎｔｅｃｅｒ）来表达基督教传
统，而拉丁美洲是这三个传统的融合，这三个传

统又可以构成前面提到的三维度的辩证法或越辩

证法。很难说斯坎诺内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但就作为神学家的方法论自觉而言，是达成了。

这就是草民神学的基本规模。

四、权作结论：关注美洲，关注拉丁人

黑格尔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说：“亚美利加

洲乃是明日的国土，那里，在未来的时代中，世

界历史将启示它的使命———或许在北美和南美之

间的抗争中”瑏瑢，马克思在１８５０年说： “太平洋
……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

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

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

海”瑏瑣。今天，可以说这两个老欧洲人的预言正

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一个笔者本人也为之震惊

的事实是：在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口很快就将

超过西班牙。那个更大的、操西班牙语的、天主

教的美洲居然基本上落在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太

平洋西岸的思想视线之外，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草民神学穿过六八年的喧嚣，返回到５００年前那
致命的 “相遇”瑏瑤 （Ｔｉｎｋｕｎａｃｏ），从而为解放神
学打开了新的道路。今天的太平洋西岸人难道不

需要穿过自己的六八年吗？

（责任编辑　林　中）

３２

①

③

瑏瑠

瑏瑢

瑏瑣

瑏瑤

②④⑤⑥⑦⑧⑨瑏瑡　见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
ｅｎ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５０；ｐ５１；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２；
ｐ５２；ｐ５３；ｐ５５；ｐ５２．

出处同上，ｅｓｔáｎ是ｅｓｔａｒ的陈述式现在时第三人称复数
形式。

Ｉｂｉｄ．帕查妈妈 （ＰａｃｈａＭａｍａ）意为大地母亲，源自印
加文化。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第２６４页。
Ｓｃａｎｎｏｎｅ，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ｐ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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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比利时］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ｅ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著　江小苏／译　张　宪／校

【摘要】本文基于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特别分析拉美解放神学在人类灵性方面的价值贡献，指出解放神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宗教批判；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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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对话

张宪教授在 《神州交流》 （澳门利氏学社，

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５辑第２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福音与革命———对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传入

现代中国的反思”的文章。该文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它使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在中国基督宗教和马

克思主义对话的真实情况。它使我意识到，这个

对话的背景与拉美解放神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相去甚远。

１．张宪教授所面对的特别棘手处，确实就
是马克思主义对实在世界基本上的无神论理解。

这种无神论的进路看来引起无法解决的问题，因

为无神论几乎不可与基督宗教相调和，反之亦

然。尽管如此，张宪教授却看到在基督宗教与马

克思主义之间———同样也在现代中国———建设性

对话的可能，正如我们将在这部分的结尾处可以

看到的那样。同时，人们应该认识到，在拉美语

境下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不曾导致与无神论的正

面对抗。基厄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Ｋｅｅ）多年前已经指出，
出于下面将变得清楚易见的理由，拉美解放神学

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问题。①

当然，这并不是说拉美解放神学不曾受到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它对人类与上帝合作的

信念却小心避开了无神论的问题。在解放神学方

面，上帝并不被看成是那个拒绝给予人类自由的

独裁者。恰恰相反，上帝被视为一个鼓励人类要

求更多自由和责任形式的神。特别是对于解放神

学之父古铁雷斯 （Ｇｕｓｔａｖｏ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来说，这种
对自由和责任的不断加深的意识———正如我们将

看到的那样———离不开人类的劳动环境。马克思

关于由现代生产方式的有效性所开创的新纪元的

宏大景象，同样在解放神学中得以回响。

２．解放神学证明是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对话的一个天主教的版本。这个版本与张宪教授

在他文章中似乎偏爱的新教的进路有点不同，而

且，根据新教的进路，人类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基

本上充满罪和异化的情形中，不过由此却产生一

种希望结构 （ｈｏ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莫尔特曼 （Ｊüｒｇｅｎ
Ｍｏｌｔｍａｎｎ）的 《希望神学》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ｏｐｅ）
是这种希望结构的模范：人性的更新通过上帝对

世界统治的末世论结束得以指望。相比这种末世

论的未来取向，古铁雷斯的进路根植于一种创造

神学 （一个在莫尔特曼后期作品中被探究的论

题）；②它从一开始就强调人类与上帝的创造性合

作的可能性，因为正是这个上帝，从实存的事态

的虚无中令人意想不到地产生出诸多新事物。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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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我们暂且撇开天主教和新教思想之

间的这种 “分歧”，思考无疑是新教进路固有的

那种优势，特别是如果人们试图评价无神论现象

的话。新教对于 “人类末世论更新的尚未给定却

抱有希望的事件”的期望，确实有助于发出某种

着眼于未来的光，指引无神论者对一种新人性来

到的梦想———这比天主教的思想要强。通过仔细

的检查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无神论证明是基督宗

教末世论的世俗版。因此，正是基督宗教的末世

论，将使我们既理解而且又从根本上质疑马克思

的无神论纲领。

事实上，马克思继续并延伸费尔巴哈的基督

宗教的 “人类学化”。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努力

把那些一直以来说是天上上帝才有的那些高贵属

性———诸如善、美和完善———归还给人类，不是

归还给现实地生存的人类，而是被期望在未来获

得重大突破的人类。人类未来的轮廓，呈现出

“创造中的上帝”的样式。为了这个 “人的”上

帝的出现，现实的人类世代应该意识到，这取决

于他们为某种完满的努力———它虽然尚未给定，

而其对一个人日常实践的魅力却是无可抗拒的。

马克思要批判地使用费尔巴哈的这个框架。

将来的那个新的上帝，是在现实状况前面的那个

充分展开的人类。因此，一种比在希腊思想中更

有分量的强调，被置于人的感知之上。希腊思想

基本上把神看成是不能被人感知的，因而基于它

自己的理智活动而享受至高无上的神的祝福。①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感知是生长的主动原则。感

觉和肉体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人类生活一起的自

然基础。正是在这个语境下，费尔巴哈冒昧给出

关于基督宗教圣事的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洗礼

的水洁净了初生婴儿身上那些人类以前不足的污

点。特殊场合下用餐的快乐，把共同体带进与人

类高贵的神圣结合中。夫妻之间的爱情部分地体

现了对一个人神秘归属于即将到来的那种人性的

欢庆。

在自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欢迎

向感知的这种转向，因为没有感知的成分，新的

“唯物主义的”宗教将看不到曙光。 “人类像诸

神一样彼此相待” （拉丁文：ｈｏｍｏｈｕｍｉｎｉＤｅｕｓ）
的高尚梦想，只有在人类情感的文化中才能实

现。然而，马克思憎恶把人类情感降低到私人的

生存领域。在他看来，对感知的看法包括人与自

然力量的固定维系。正是只有通过重塑和掌握这

些力量，人类才形成并重新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

存在。换言之，马克思被工业革命所吸引。通过

工程师的技巧而同自然力量的交往，成为新的谋

略。新的 “人的上帝”只有在被置于人类通过

劳动而自我创造的语境中，才能庆祝自己从自然

中的成功涌现。只有到那时，一个人才够胆谈论

有效地改变实在世界———谈论一个人的环境和谈

论他自身———而不是一味地提出一个单纯关于改

变的理论。

马克思的视野如此具有颠覆性，以至于他不

得不介绍对异化的看法。他坚信，到人类成功使

用 “新的生产方式”的程度，他们将不仅改变

自己的自然环境，而且改变自己所属的那种人。

通过这个过程，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集体改造的

能力。但是很不幸，马克思观察大部分工人并没

有得益于这个正唤醒的意识，因为他们仍然生活

在使他们与自己潜在的改造能力相异化的环境

下。从事现代劳动过程、煤矿业和钢铁生产的工

人，仍然被当作仿佛是封建社会中的农奴一样。

他们挣最低的工资；他们在加工原材料过程中产

生的剩余价值，没有返回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

却是被吸入只是给极少数人带来幸福好处的那种

资本循环中。“无产阶级”挣得的只够养活他们

自己和家人，看不到更好的未来前景。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无产阶级与自己劳动成

果的异化———与自己完全成为人的潜能的异化

———如果不是一种罪的话，也是一种耻辱。然

而，他希望这种对异化的意识也将为一场革命的

到来铺好道路。当异化从人类改造潜能的背景得

以恰当理解时，它就可以有效地变成一种对现存

世界秩序进行变革的刺激。马克思对人类通过劳

动而自我创造的基本洞观，在费尔巴哈对即将到

来的新人类之朝向未来的梦想中，引进了一个现

实主义的注解。

３．在他的文章中，张宪教授已经触及到由

５２

① 见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卷 ７（ｖｉｉ，１０７２ｂ２２－
３１）中关于神的定义：“［在神中］思想与思想的对象是同一个
东西 ［……］它的主动的沉思是那种最快乐和最好的东西。

［……］此外，生命属于神。因为思想的现实性是生命，而神就

是那种现实性。”———译者根据引文直接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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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开创的革命。当马克思预言人类将通过

劳动这种自我创造而获得光明未来时，这场革命

正当其时。这种 “先知的”预见展示出某些与

莫尔特曼 《希望神学》共同的地方，虽然仿效

费尔巴哈，它的真正语境却严格是无神论的。马

克思的无神论采纳一种纯粹现世世界的视角，毫

不涉及那个拯救的上帝———从基督宗教的观点来

看，正是这个上帝被期待通过在地上建立他的王

国来更新人性。张宪教授在自己文章的不同段落

中都呼吁读者注意这个区别。这使他能着手处理

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批判性的对话，而对话的内

容局限于现世世界的展开。特别是在一种后革命

语境下———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建立将近６０年
之后———他相信有必要从基督宗教末世论的角度

去质疑这种从纯现世世界定位的成就。更为特别

地，他为一种灵性价值的寻求进行辩护———诸如

内心的自由、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尊重、对暴力

和权力争斗的抛弃。在他看来，这些灵性价值给

常常扼制刚燃起的革命热情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

义提供一种矫正。如果我正确理解他的话，张宪

教授呼吁在执着于人类通过劳动的自我创造的文

明中，不要忘记 “接受能力”的大小。这样一

种 “接受能力”与智慧的传统相联，在希腊化

的、希伯来的或中国的文明中都能找到。这样一

种传统，寻求使那些关于 “一个自由健康的灵

魂”———那个反抗自己被囚禁在消费主义的唯物

主义中的灵魂———的价值得以保持鲜活。

二、拉美解放神学和创造神学

１．我在自己上面的评论中已经提到，解放
神学特别是古铁雷斯的 《解放神学》（１９７１年），
模仿了一种创造神学。这种神学表达具有深远的

结果。因为，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关于通过人类

劳动而自我发展的论题不管什么时候提出来，它

都已经被深嵌入一种神学的视角中。毫无疑问，

这种神学的视角是着眼于 “现世”的，但并不

意味着需要一种无神的或在其中神是缺席的或被

置于幕后的世界观。为了说明这种看似矛盾的观

点———一种从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灵感的现

世定位———古铁雷斯不得不精心说明一种新的神

学方法。

在他的 《解放神学》中，古铁雷斯把经典

的神学方法倒转过来用。在他看来，神学必须从

深入贫穷大众的社会现实开始 （“神学的首要行

动”）；只有在这种深入之后，人们才能着手理

论的反思 （“神学的其次行动”）。这种方法的好

处在于，把穷人的实践———他们对革新地球面貌

的一个上帝的渴望和信仰———作为神学反思的出

发点。这意味着与那种把理论考虑放在实践反思

之前的学院神学，从认识论上加以决裂。同时，

古铁雷斯考虑放弃他称之为一种双层神学的东

西，它是这样一种神学：主要是处理超自然秩

序，由此贬低自然秩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

有一种人类历史———那种日常生活的历史———具

有向超越者的开放。由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古铁雷斯受到鼓舞采取这一步，
在教牧宪章 《喜悦与期待》 （ＧａｕｄｉｕｍｅｔＳｐｅｓ）
中打开了认真对待 “创造领域的自主性”的视

角。一种悬隔这种自主性的神学，不能真正地被

叫做一门创造神学。

２．古铁雷斯通过自己对 “出埃及记”故事

的评论，发展了他的创造神学。在 “出埃及记”

故事中，上帝关心人们摆脱为奴的政治解放呈现

在读者面前：“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

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

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

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出埃及记３：７－８）①

建立这个舞台之后，古铁雷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

到摩西所经历的困境上，不仅在于说服法老让以

色列人们离去，而且还有告诫以色列民继续自己

走向自由的行进，尽管在他们的旷野之旅中还有

千辛万苦。走向自由的行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它要以强烈相信上帝的创造权能为前提。

上帝创造的权能表现在跨越红海的时候。回

想 “创世记”的章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

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创

世记”１：９）神使旱地露出来，好让以色列民可
以逃离埃及的军队。在 “出埃及记” （１４：２１）
处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

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就

６２

① 古铁雷斯： 《解放神学》第 １５版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ｒｂｉｓ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８），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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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 “创世记”故事中那样，神强有力的 “太

初话语”为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打开道路。同样，

在红海中干地的出现，也为以色列人开创了自由

之路。对于神而言，创造是从现存事态的 “虚

无”中，产生一种新的实在。这也正好发生在神

把他的民从为奴之家救出来的时候，神赋予他们

以前所没有的能力。在这方面，古铁雷斯赞同

冯．拉德 （ＧｅｒｈａｒｄｖｏｎＲａｄ）有名的旧约诠释的
主题，① 认为从无中的创造，起初也存在于混沌

的重新安排中，存在于杂乱异化的消除中：“从

混沌中创造宇宙的神，就是那位领以色列人从异

化到解放的神 ［．．．．．．］，由于 ‘出埃及记’，

一个新时代已经为人性所开启：来自不幸的救

赎。”②这使古铁雷斯得出结论说：“创世和出埃

及的解放是同一救赎行为。”③ 从埃及解放的那

种令人惊叹的事件，必须被置于神创世的延

续中。

通过自己更进一步的阐述，古铁雷斯指出，

人们被呼吁凭借自己的劳动和社会组织进行创造

的工作。（参见 “创世记”１：２８）。④

在他看来，人类是与上帝一起的共同创造

者，他们被委托把上帝的创造带入完成的任务。

为了确证这个观点，他提到德日进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
Ｃｈａｒｄｉｎ）的进化论视角，后者认为所有造物都
向 “基督这个终极点”演变。另一方面，他也

没有忽略 《圣经》叙述的起点：以色列从捆绑

中得释放。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要成为与

上帝一起的共同创造者，必须清除阻止这种合作

关系的障碍物：“通过劳动改造世界，打碎奴役，

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并承担其在历史中的命运，

人类由此可以锻造自身。在埃及，劳动被异化了

由此远不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建立，而是增加不

义，扩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差距。”⑤

“人类 ［．．．．．．］在劳动和改造世界中锻造
自己”的说法，让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名言：
“整个所谓的世界史只不过是人类通过劳动的自

我繁衍，就是说，是自然的人化，本身也就是对

人类通过他们自己而生殖———即他们的起源过程

———的真切而不可否认的证明。”⑥ 古铁雷斯在

自己写作时应同了这种观点：“人只有通过改变

自然因而与其他人发生关联才完成自己。只有通

过这种方式，人才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在劳动中被

实现的创造自由的主体。”⑦ 换言之，通过劳动

过程而作用于外部世界，人类改造自己的自然环

境，同时也把自己理解为 “创造的自由主体”。

正是在这个结合点上，异化的现实也使自己呈现

出来。不管劳动者什么时候意识到，由于资本积

累的考虑他们被剥削，其劳动成果被掠夺，他们

都会觉得被异化了。这把我们带回到 “出埃及

记”的主题：“剥削和贫穷所隐含的不公正，使

工作成为奴性和非人性的东西。是异化的工作而

不是追求解放的人，使他们甚至受到更多的

奴役。”⑧

古铁雷斯在得出这些陈述时，⑨ 已经考虑到

拉美的具体情形———他试图用由当代社会学探研

的依赖理论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一并加以
说明。在他看来，自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时

期以来，拉美国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经济上先

是依赖欧洲，后又依赖美国，甚至在十九世纪它

们获得政治独立之后也一样。这种历史解读让古

铁雷斯明白，外部的依赖以内部的支配形式反应

在拉美国家里面，因为本土的精英与国际资本合

作。因此，他宁选择具有拉美面貌的社会主义，

因为 “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框架内拉美的自主发

展是不可行的。”瑏瑠

７２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②　冯拉德：《旧约神学》（Ｏｌｄ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Ｂｒｏｔｈｅｒ，１９６２），Ｉ，第１３９页。引自古铁雷斯
《解放神学》第１５版，第８７页；第８９页。

同上书，第８８页。古铁雷斯也把为以色列人准备渡过
红海的水的分开 （拉哈伯被砍成碎片： “以赛亚书”５１：９－
１０），与上帝在 “创世记” （１：６）把上下水分开联系起来：
“那个对于以赛亚人象征着埃及的拉哈伯，同样象征着耶和华必

得战胜以创造世界的混沌。大深渊的 ‘水’是那些包围世界而

创造则由此发生的水，但是它们也是犹太人开始 ‘出埃及记’

而渡过的红海。”

“创世纪”（１：２８）：“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

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古铁雷斯：《解放神学》第１５版，第９０页。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１８４４年，载 《马恩全

集》第一卷，３，引者自己的英译。———译者注。
⑧瑏瑠　古铁雷斯： 《解放神学》第１５版，第１６８页；第

１６８页；第５１页。
同上书第９０页：“在埃及，劳动是异化的，远不是建

立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增加非正义，扩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

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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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神学的灵性维度

在１９８４年，天主教信仰教义大会发出一个
指示——— 《解放的通告》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ｉｓＮｕｎｔｉｕｓ），
其中警告马克思主义在拉美解放神学中的影响，

警告解放论者作为其中灵性维度蒸发掉的可能

性。这个指示遭到许多神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

觉得这个指示没有公正对待一门 “尘世现实的神

学”———古铁雷斯的解放神学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除古铁雷斯之外，也有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的神学家，他们为上帝创造所吸引，从进化论角

度发展出对人性成长的关切。其中的一个就是耶

稣会的依拉库利阿 （ＩｇｎａｃｉｏＥｌｌａｃｕｒｉａ），他被萨
尔瓦多军队杀害，因为致力于穷人事业。有段时

间他 是 巴 斯 克 人① 哲 学 家 朱 毕 利 （Ｘａｖｉｅｒ
Ｚｕｂｉｒｉ）② 的助手，从朱毕利那里借来两个基本
的洞识：（１）人的智力不能与感觉相分离，它是
有感觉的理智，有助于种类的生物学上的保存。

（２）现实不是静态的，它包含一种对通过现实提
供给人以提高他们能力的各种机会的更充分发展

的动态切望。由此得出结论说，伦理学在于一个

人自己承担来自现实要求的责任。

在他的 《历史实在的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③ 一书中，依拉库利阿把朱毕
利的宇宙论考虑，用于社会实在的建构。根据这

种宇宙论，整个实在充满了推动诸实体 （还有它

们之间相互作用）“成为比自己所是更多”的活

力。在社会层面上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进步到

这样的程度，他们由此终于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

组织探索出新的各种可能性———这使公民们采取

“参与实在” （ｅｓｔａｒｅｎｌａｒｅａｌｉｄａｄ）的更高形式。
基于各种新的能力，人类生产了比前几十年或几

个世纪的更高质量的物品。新颖性不在于人们能

处置这么多的新产品，而是他们在制造这些新产

品时所获得的新技巧。④在依拉库利阿看来，这

种态度通常见之于实证科学。这些科学自然受惠

于先前世代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不过，他却发现

在社会和政治组织层面上技巧传播的障碍。在这

里，各种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热衷于使新的技术

为自己所用，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外。在关于如何

组织他们的社会方面，并没有一种给定的说法；

因此，他们 “成为比自己所是更多”的渴望，

是不适当地受阻的。

与朱毕利一道，依拉库利阿严肃对待人类知

识的可感觉的根源。唯独一种有感觉的理智，才

能真正地把一个人同现实的创造联系起来———并

且使一个人意识到把普通大众排除在社会组织之

外是不可容忍的。依拉库利阿的政治活动正是从

这里开始的。通过自己每周对萨尔瓦多现实的分

析，他一再公开批评本土精英阻碍旨在民众组织

的方式。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还支持贫穷农民的

斗争，谴责军队对他们的镇压。当发表关于民众

组织的教牧信时，他用的方式与萨尔瓦多大主教

罗梅若 （Ｍｇｒ．Ｒｏｍｅｒｏ）所做的是一样的。罗梅
若大主教因为在讲道时忠告军队不要射杀手无寸

铁的市民而被杀害。后来，依拉库利阿参与了游

击队的和平进程，他们占领着国家和政府的一个

重要地区。尽管他倾向于武装抵抗以给政府施加

压力，却一再力劝游击队头领们不要使用不必要

的暴力。右翼政客从来没有原谅他与游击队的交

往。他在西班牙因为参与说服游击队和平而被授

予和平奖，但从那里返回时，在耶稣会之家与五

位耶稣会修士和他们的两个私人朋友，一同被一

支武装突击队所射杀。对于他的耶稣会同事来

说，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依拉库利阿曾特别发

过誓，为自己被钉十字架的人民献出生命。人们

在他的所有神学著述中一定提到：作为拯救的圣

餐的穷人教会。

所有这些如何与灵性相关呢？解放神学作为

一门处理 “尘世现实”的神学，它的灵性维度

究竟是什么呢？索波尼诺 （ＪｏｎＳｏｂｒｉｎｏ）给出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思考基本上顺着依拉库利

阿的路线，古铁雷斯的也是如此。在他那篇题为

“解放神学和欧洲进步神学”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的文章中，索波
尼诺指出，欧洲神学从过去规范的文本开始自己

８２

①

②

③

巴斯克人是居住在西班牙和法国毗临比斯开湾的比利

牛斯西部地区一个民族中的一员，起源不明。———译者注。

当代西班牙最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生于 １８９８年，
１９８３年在马德里逝世。

④　依拉库利阿此书是用西班牙文发表的，原文为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ｄｅｌａｒｅａｌｉｄａｄｈｉｓｔｒｉｃａ（Ｍａｄｒｉｄ：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０）；
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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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而解放神学则把穷苦大众为更好生存条

件的斗争，看成是神学的 “真正发现之地”或

“规范文本”。用不同的话来说，欧洲神学主要

是发展出一条通向实在的理论进路，而解放神学

———用依拉库利阿的话说——— “肩负着现实的重

荷”。对于解放神学而言，“‘认识’意味着参与

实在，不仅处理人们关于实在的观念。 ‘认识’

意味着面对实在本身，肩负起实在的重荷。”①

这种不同与它们各自关于普遍性的看法有关：欧

洲神学采用一种理论的普遍性概念，没有意识到

它其实把人民排除在外：“它的普遍性只是表面

上的普遍性，专注 ‘现代人’———从历史角度

看的少数人，而且从福音上来说也不是最合适的

选择。”②解放神学做出一种倾向穷人的党派性选

择———穷人在发展中国家是大多数———而且批评

他们事实上被欧洲的普遍性观念排除在外。

尽管在索波尼诺的文本中没有提到对灵性的

看法，但它的实在性已经在书中得以介绍。索波

尼诺猛烈抨击西方的普遍性概念，因为这个概念

的隔离性和排斥性。他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任何

对普遍性的看法都不会容忍某种排斥。不会容忍

把成千上万人排除在有权过有尊严生活之外，这

样一种对普遍性的看法，受到他坚定信仰上帝之

爱的普遍性的鼓舞。对于索波尼诺和对于所有那

些不怕肩负起实在重荷的人来说，正是这种普世

之爱，使他们为穷人和赤贫大众的事业而辩护。

难道基督宗教传统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普遍的上

帝之爱的意识和承诺构成真正基督宗教神秘主义

的基础吗？

古铁雷斯的思想也指出同样的方向。在他的

《真理将使你自由》 （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Ｙｏｕ
Ｆｒｅｅ）一书中，③ 他用一章来讨论 “社会分析”

和 “阶级斗争”。在他看来，神学将不能够用先

知的热情说话，除非使用一种深挖社会矛盾根本

原因的社会分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大

胆地说：“拉美的生活基本上是一种处于 ‘非人

的悲惨’和 ‘绝望、非福音的贫穷’中的生活。

没有亲身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过的人，几乎无法想

象从中产生哪种合理的要求。”④这种贫穷不仅包

括经济的贫乏，也包括 “种族歧视、文化傲慢、

集体剥削、妇女地位、特别是妇女在社会生活部

门中双重的边缘化和压迫。”⑤在古铁雷斯看来，

这些各种各样的排斥是令人发指的，与普遍的上

帝之爱相抵触：“基督之爱的普遍特性与对人的

排斥是不相容的。”⑥基于这个理由，神学在面对

集体的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化时，不能采取中立的

立场。在古铁雷斯看来，这种非中立性就是解放

神学实践的核心。

在以上的篇幅中，我没有太多提到对超越的

看法。然而，超越的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

上面的考虑中。每当没有排斥的普遍性概念出现

时，超越的概念便会浮现出来。这样一种普遍主

义一点也不普通，它以与我们通常对普遍主义的

理解的脱离为前提。这种脱离造成了某种震惊，

或者造成某种唤起对异常事物意识的反差经验。

另一方面，这类超越不仅指 “向上”，也包括一

种道德义务的水平维度。它把我们引入各种宗教

情感中，这些情感不仅与个人虔诚有关，也展示

出社会承诺的开放性。这种在政治伦理中培育起

来的超越，与没有排斥的普适性紧密相联。

四、解放神学对现存宗教的批判

不管是索波尼诺对欧洲神学的批判，还是古

铁雷斯对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造成的拉美国家

的殖民残余的抨击，都为对现存宗教的批判准备

了道路。在索波尼诺和依拉库利阿看来，这种批

判是以质疑对神义论问题的各种经典答案的形式

进行的。这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是莱布尼茨的

《神义论》⑦ （１７世纪），其中自然神论的和资本
主义的世界观的痕迹都可以找到。根据莱布尼茨

的宇宙论考虑，在一个部分中的次要选择的发

展，只有在其服务整体的指数级增长时，才被证

明是合理的。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人口所有

阶层的落后可以被看作是为整体更高善的获得而

服务的。莱布尼茨的社会是一个阶级定位的社

会。事实上，他为人道地对待奴隶和侍奉而辩

９２

①

③

⑦

②　见索波尼诺：“解放神学和欧洲进步神学”（Ｔｅｏｌｏｇｉａ
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ｏｎｙ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ｔａ），载 ＭｉｓｉｏｎＡｂｉｅｒｔａ，
７７（１９８４），第３９５－４１０页；第３９５－４１０页。

④⑤⑥　古铁雷斯： 《真理将使你自由》 （Ｌａｖｅｒｄａｄｌｏｓ
ｈａｒáｌｉｂｒｅｓ，Ｌｉｍａ：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ｉａ，１９８６）。

该书中译本已经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于２００３
年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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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然而没有丁点儿要废除奴隶身份的意思，因

为他认为奴隶身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依拉库

利阿和索波尼诺拒绝莱布尼茨———这个证明可能

世界中最好世界的合理性的现代首席芭蕾舞手

———的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贫穷并非是自然

法一部分的自然给予的东西，相反，贫穷是人为

的：是精英们掌握的资本不适当积累的结果。这

就是为何他们鼓励穷人摆脱自己悲惨枷锁的原

因，即使当现存宗教断言穷人命运早由上帝和必

然的自然秩序所注定时。在他们看来，自然神学

的哲学传统试图使穷人逆来顺受，这是与 《圣

经》的教导背道而驰的。

在自己的 《解放神学》中，古铁雷斯赞成

类似 的 观 点，他 后 来 用 一 种 无 偿 的 灵 性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ｔｕｉｔｏｕｓｎｅｓｓ）使这个观点得以圆
融。他仿效保罗．弗雷尔① （ＰａｕｌｏＦｒｅｉｒｅ） “受
压迫者的教育学”，试着把穷人从盲目服从命运

———不管是由自然还是社会结构所强加———的态

度中解放出来。②因此，古铁雷斯坚信，为使穷

人摆脱消极的生活态度，他们必须努力放弃自己

对实在的常常是不可思议的理解，发展出一种批

判感。素朴意识 “没有解决问题，对过去给予太

多的评价，倾向神秘的解释和无结果的争辩”，

而批判意识则 “探究问题，开启新观念，用真实

原因取代神秘解释并进行对话。”在这个 “意识

化”过程中，“受压迫的人拒绝寓于自己身上压

制的意识 ［……］。他们通过自己变得更独立和

自由，正如他们使自己委身于社会改革和建设中

那样。”③实际上，古铁雷斯坚信，一种常见于穷

苦大众中的逆来顺受的态度，很难导向真正的宗

教体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一再对 “灵性的

贫穷”（ｐｏｏｒｉｎｓｐｉｒｉｔ）———对耶和华的谦卑 （ｔｈｅ
ＡｎａｗｉｍＪａｈｗｅｈ）———进行反思。④由此，他强调
无偿经验的重要性：上帝爱我们每个人，不是因

为我们声称有令人赞叹的优点；他只是免费把他

的爱赐给我们每个人，与人的优点无关。为了体

验这种无偿的爱的价值，人们必须已经有成熟的

自由。对邻人的真爱作为对上帝无私的爱的回

应，这在一种听命和逆来顺受的氛围中是无法繁

荣起来的。古铁雷斯宁愿让人们从真正的 《圣

经》灵性之源中吸取东西，而不是对现存宗教的

某种偏离进行正面的批判。他坚信，找到 《圣

经》的这些灵性之源，将使穷人获得自由。

解放神学的宗教批判，旨在把穷人从宿命论

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宿命论常在他们心里，不

时被宗教所反复灌输。通过表达这种批判，解放

神学家有能力着手让穷人发现自己的尊严。正是

穷人尊严的这种重新发现，使他们的生存获得合

理的辩护。为穷人的人的尊严而努力，这是创造

神学的题中之义———我们不论在古铁雷斯还是在

依拉库利阿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努力。创造主

上帝希望他的受造物有尊严地活着，因为，人类

的生存就是不断提升对神的荣耀。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　２０世纪著名的巴西教育学家，１９２１年生，１９９７年逝

世。———译者注。

②　弗雷尔： 《批判意识的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ｈｅ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７３），第４６页。

③　古铁雷斯：《解放神学》第１５版，第５７页。

④　见古铁雷斯： 《我们饮我们自己的井水》 （ＷｅＤｒｉｎｋ

ＦｒｏｍＯｕｒＯｗｎＷｅｌ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ｒｂｉｓ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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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与解放哲学


［阿根廷］斯坎诺内／著　叶健辉／译　梅谦立／校

【摘要】本文梳理了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和解放哲学的出发点、历史处境、基本特征和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解放

神学和解放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分野所在，并讨论了这些派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通过解放神学和解放哲学说明真

宗教对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解放神学；解放哲学；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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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面对结构性依附、边缘化、压迫、贫穷与不

公这个事实，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拉丁美洲，不
仅涌现出了各种谋求解放的政治、社会运动，而

且从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涌现出了 “解放的”

神学、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以反思的形式解释、

分辨———分别在启示和哲学理性的光照下———上

述事实、运动，并试图通过理论的实践对拉丁美

洲的解放有所贡献。这便提出了 来自解放实践、

关于解放实践并 为了解放实践的思想上的反思

（神学的、哲学的）。这样的提法尤其意味着下

面这些问题：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这

个关系相应的一种新的 方法上的构架；对压迫、

解放、解放实践及其历史主体，不仅要有社会分

析的把握，还要有伦理、神学的把握；来自解

放、关于解放的反思；解放的不同维度 （历史

的、伦理的、宗教的）与相应的认识论层面

（分析的、哲学的、神学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解放神学与解放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

此等等。

不管是解放神学还是解放哲学———在各自形

式对象 （或认识论属性）的光照下———都把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贡献当作 内在的中介批判

地加以吸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这里提出了

拉丁美洲解放思想用还是不用 马克思主义分析

方法的问题。

二、历史界定

解放神学先于解放哲学。梵蒂冈第二届大公

会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它对现代人的敞开，归
纳自会议所发布的其中一个文件 《喜悦与希望》

（ＧａｕｄｉｕｍｅｔＳｐｅｓ）的神学方法： “观，断，

行”，在麦德林 （Ｍｅｄｅｌｌíｎ）主教会议 （１９６８
年）上被应用于拉丁美洲。麦德林会议从拉丁美

洲境遇这个视角出发，作出了 以穷人及其解放

为优先、与穷人及其解放共休戚的选择 （ｏｐｃｉó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ｌｙ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ａｐｏｒｌｏｓｐｏｂｒｅｓｙｐｏｒｓｕ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这个选择后来在普埃布拉 （Ｐｕｅｂｌａ）
会议 （１９７９年）、圣多明各 （ＳａｎｔｏＤｏｍｉｎｇｏ）
会议 （１９９２年）、阿帕雷西达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ａ）会
议 （２００７年）上得到阐发和重申。在麦德林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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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健辉 （１９８２－），男，浙江台州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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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前夕、在麦德林会议期间以及在麦德林会议之

后，神学不仅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分析、解释、分

辨拉美穷人遭受的结构性不公，他们的解放渴望

与实践，而且在上述选择和实践中找到了一种做

神学的 新方式的 出发点和 解释学场域 （ｌｕｇａｒ
ｈｅｒｍｅｎéｕｔｉｃｏ）。

“解放神学”这个表达在１９６８年———在麦德
林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由秘鲁神学家古斯塔

沃·古铁雷斯 （Ｇｕｓｔａｖｏ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提出，虽然
他的奠基性的著作是在 １９７１① 年出版的。就这
样，拉开了一个包括各个不同派别、阶段、角色

的神学运动的序幕。在同一年，巴西神学家乌戈

·阿斯曼 （ＨｕｇｏＡｓｓｍａｎｎ）也就这个主题写了
一本书②。当然，是古铁雷斯最先把解放神学界

定为 “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对历史实践的批判反

思”。

那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涌现出了 依附理

论 （ｔｅｏｒíａｓｄｅｌ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这些理论不是把
拉丁美洲的欠发达解释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落

后状态，而是解释为外围资本主义、依附性资本

主义的一个辩证后果。这些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强

有力地影响了解放神学 （以及后来的解放哲学）

的最初阶段，因之，“解放”辩证地与不公、压

迫和依附相对。然而解放神学和解放哲学讨论的

是 整全人的 （ｈｕｍａ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整个人和所有
男女的）解放，而不仅仅是政治解放、社会解

放、经济解放。那时流行的 “依附理论”中，

有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一些则有浓重

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所有这些理论都反对帝国

主义。

在解放神学、依附理论、秘鲁哲学家奥古斯

托·萨拉萨尔·邦迪 （ＡｕｇｕｓｔｏＳａｌａｚａｒＢｏｎｄｙ）
与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③ （Ｌｅｏｐｏｌｄｏ
Ｚｅａ）之间关于拉丁－美洲哲学的争论的影响下，
１９７１年，“解放哲学”在阿根廷出现，这是对邦
迪著作标题 “存在一种我们的美洲的哲学吗？”

这个问题的回应：如果存在，当是一种解放哲

学。恩里克·杜塞尔 （ＥｎｒｉｑｕｅＤｕｓｓｅｌ）、鲁道夫
·库什 （ＲｏｄｏｌｆｏＫｕｓｃｈ）、阿图罗·Ａ·罗伊格

（ＡｒｔｕｒｏＡ．Ｒｏｉｇ）、胡安·卡洛斯·斯坎诺内等
阿根廷思想家参与了第一部共同作品的撰写④。

这部作品的关键部分以一种 宣言的方式确

认，解放哲学不从 我 （我思，我劳动，我征服

……）出发，而是 从穷人们和被压迫者们及其

解放实践出发，严肃地对待思考本身的认识条件

和政治条件。由此开启了一个哲学运动，其影响

甚至延伸到了拉丁美洲之外，但没有像解放神学

那么广泛。解放哲学与那些已经存在的意图交织

在一起，比如对一种 “拉丁美洲哲学”的寻求

（塞亚），从 “土著思想和草民思想”出发的哲

学 （库什），拉丁美洲观念史 （罗伊格，阿维拉

多·拉莫斯 （ＡｂｅｌａｒｄｏＲａｍｏｓ）等人），以及对
解放神学的哲学前提的反思 （伊格纳西奥·埃雅

库里亚 （ＩｇｎａｃｉｏＥｌｌａｃｕｒíａ））。
尽管已没有当初的热度，这两个运动今天依

然有其效力、依然活跃，并拥有更高程度的成

熟、深化、系统化。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衰落之

后，今天的人们遭遇到：（１）全球化的新自由主
义实践和概念，这意味着一种对自我调控的 “市

场偶像” （ｉｄｏｌａｔｒíａｄｅｌｍｅｒｃａｄｏ）的膜拜，意味
着将市场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和调节器；

２３

①

②

③

④

参Ｇ·古铁雷斯：《解放神学———诸视角》（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
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Ｌｉｍａ，ＣＥＰ，１９７１．本段末尾引文取
自该书第二版，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１９７２，Ｓíｇｕｅｍｅ，ｐ３８．

参Ｈ·阿斯曼： 《压迫 －解放———对基督徒的挑战》
（Ｏｐｒｅｓｉóｎ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Ｄｅｓａｆíｏａｌｏｓ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Ｔｉｅｒｒａ
Ｎｕｅｖａ，１９７１；后来阿斯曼继续并补充了这部作品，载同上，《来
自解放实践的神学———来自依附性美洲的神学论文》 （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ｓｄｅｌａｐｒａｘｉ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Ｅｎｓａｙｏ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ｄｅｓｄｅｌａ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ｐｅｎｄｉｅｎｔｅ），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Ｓíｇｕｅｍｅ，１９７３．

　参Ａ·萨拉萨尔·邦迪 （Ａ．ＳａｌａｚａｒＢｏｎｄｙ）：《存在
一种我们的美洲的哲学吗？》 （Ｅｘｉｓｔｅｕｎ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ｎｕｅｓｔｒａ
Ａｍéｒｉｃａ？），Ｍéｘｉｃｏ，ＳｉｇｌｏＸＸＩ，１９６８；Ｌ·塞亚 （Ｌ．Ｚｅａ）： 《美
洲哲学作为没有加号的哲学》（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ｏｍｏ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ｓｉｎｍáｓ），Ｍéｘｉｃｏ，ＳｉｇｌｏＸＸＩ，１９６９．据古巴诗人兼思想家何塞·
马蒂 （ＪｏｓéＭａｒｔí），“我们的美洲”是指拉丁美洲，同样，当萨
拉萨尔 （Ｓａｌａｚａｒ），塞亚 （Ｚｅａ）和库什 （Ｋｕｓｃｈ）在他们的西班
牙文著作题目中使用这个词的形容词形式 “美洲的”时，意为

“拉丁美洲的”。（译注：没有加号的美洲哲学，是指在美洲和哲

学之间没有加号，美洲哲学不是分成两部分：美洲 ＋哲学，这
跟冯友兰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是类似的。）

参Ｏ·阿迪莱斯 （Ｏ．Ａｒｄｉｌｅｓ）等：《走向一种拉丁美
洲解放哲学》（Ｈａｃｉａｕｎ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Ｂｏｎｕｍ，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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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社会问题”———不仅以压迫的方式，还
以 排斥的方式，影响到穷人———使政治隶属于

经济、使生产隶属于金融；以及 （３）伊斯兰基
要主义者的暴力和北美新帝国主义的暴力，以及

“先发制人的战争”理论 （布什）。无论解放神

学还是解放哲学，都在如下方面提供了其反思性

贡献：对现已处于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批

判；对新现象的分辨，比如在拉丁美洲的女性、

各族群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所谓的后现代性，

在我们的 大陆上各民族的共同体的形成 （南方

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南美洲国家联盟 （

Ｕｎａｓｕｒ）），增长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宗教多元主
义，对更人道、更公正的全球化替代道路的寻求

———阿莱格里港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

可能的。”据此，今天的解放神学和解放哲学从新

的历史实践出发重审各自长期以来奉行的各种

准则。

三、一般特征，各个派别、

阶段及现状

　　因其广泛的影响，这里首先将讨论解放神
学。接着，将以同样的模式讨论解放哲学，以便

能够更方便地将它们相互联系。

（一）解放神学

１．特征
前面引用过的对解放神学的界定———据古铁

雷斯本人———意味着第一序行为与第二序行为之

间的区分。第一序行为有两个层面：静观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ｏ）和 实践的 （ｐｒáｃｔｉｃｏ），即对基
督在穷人中的临在 （《马窦福音》２５章３１至４６
节）的静观，和相应的解放实践，这种实践是对

基督历史的对穷人的爱、与穷人同甘苦的慈悲的

有效回应。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第二序行为：在基

督教启示的光照 （形式对象）下，反思的、批判

的、理论的行为。以第一序的体验和实践为出发

点，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学方法论，因为要处理的

将是 来自、关于上述静观和实践的神学思考。

这构成了一种神学的 解释学场域，其信仰的视

角是历史地、社会地处于拉丁美洲的境遇中并融

入其文化的视角。反思有将这种理解视域批判地

概念化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职能，这种理解视

域，在教会圣传中被阅读的圣经的光照下，为福

音的、伦理的、历史的对穷人的选择所打开，与

此同时，圣经和圣传，将在为上述选择所打开的

解释学视域中，在新的理解范畴中重新得到

解释。

这样的解释学循环 （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下

对历史境遇和历史实践的阅读，和从历史境遇和

历史实践出发对信仰的重新阅读）既发生在解放

的草民神学———比如，在那些基督徒底层聚会 （

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ｅｓｅｃｌｅｓｉａｌｅｓｄｅｂａｓｅ）中对圣经处身化
的阅读———的层面上，也发生在与之相应的 （牧

灵工作者的）牧灵神学和科学 （学术）神学的

层面上，而在学术神学中，各个不同的认识论层

面和相应的中介得以主题化地、批判地展示

出来。

与已提到的解放实践的三个维度 （神学的、

伦理的、历史的）相应，有三个不同的理论层

面，即，相互关联的神学层面、哲学层面、人文

学科和社会科学层面。因此，从上面所说的实践

出发，关于实践的神学反思，在信仰的光照下，

不仅利用哲学上的传统的贡献，而且也利用关于

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各个学科的贡献，把它们当

作 内在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分辨和引导对穷人

境遇的改造。因而，同克洛多维斯·博夫 （

ＣｌｏｄｏｖｉｓＢｏｆｆ）一样，可以区分 社会 －分析中介
（社会分析的贡献）、解释学中介 （启示之光，以

及与之相应的由哲学中介了的概念体系）和 实

践中介。解放神学理论不仅扎根于实践，而且，

在慈悲———这种慈悲不仅寻求本真地福音的、伦

理上的正确，且寻求历史的实效①———的感孕

下，启发牧灵、社会及政治行动的解放战略。

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在

于，不仅把 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于对社会现实的

３３

① 参克洛多维斯·博夫 （ＣｌｏｄｏｖｉｓＢｏｆｆ）： 《神学与实践

———政治神学及其沉思》（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Ｐｒáｔｉｃａ．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ｄ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ｅ
ｓｕａｓｍｅｄｉａｅｓ），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Ｅｄ．Ｖｏｚｅｓ，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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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社会－分析中介），而且用于对这个现实
进行改造的 战略 （实践中介）。但是这种使用在

对信仰的解释 （解释学中介）方面也有其后果，

正如信理部 训示 《福传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ｉｓ
Ｎｕｎｔｉｕｓ） （１９８４年）① 所展示的，关于这一点，
下面还要说到。

２．分野
基于以上所说的特征，出现了不同派别的分

野，从而在作为神学运动和教会运动的解放神学

内部开出了第二阶段。一方面，在构成其出发点

和反思信仰的解释学场域的实践上出现了分野；

另一方面，在优先用 （或不用）何种分析中介

上出现了分野。

依这些标准，可以在解放神学里划出四个主

要派别②，即，

（１）主要反思体制教会的牧灵实践和启发自
社会教导的基督徒社会实践的派别，主要诉诸圣

经、人类学、伦理学这些非分析的中介，除非是

来自社会科学的统计数据，不接受分析中介。很

多拉丁美洲牧者可以列入这个立场。由此可以说

有一种在信理部训示 《良心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ｉｓ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１９８６年）、或在普埃布拉文件等
教会官方文件里所隐含的解放神学。后来成为枢

机主教的阿根廷籍神父爱德华多·皮罗尼奥 （

ＥｄｕａｒｄｏＰｉｒｏｎｉｏ）是其中突出的代表③。
（２）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有另一个派别，其主

要提倡者是已经提到的阿斯曼 （见前面注释）

和 “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ｐａｒａ
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所发布的文件，尤其是在萨尔瓦
多·阿连德④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Ａｌｌｅｎｄｅ）政府时期的智
利编撰的那些文件。该派别在政治化的基督徒群

体———把选择穷人等同于选择马克思主义意义上

的社会主义———的 革命实践中得到启发，相应

地，在社会 －分析中介和实践中介上全盘接受
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的 唯一关

键，以及把 阶级斗争作为解放的 唯一战略。

（３）最为人所知的派别，明确地沿着古铁雷
斯开启的路径前进，从 自觉的、有组织的基督

徒草民群体的实践出发进行神学反思，特别是

基督徒底层聚会，被认为是解放神学的 主体，

而神学家的职能就是其批判的解释者。可以列入

这个最大的派别之内的神学家有：巴西神学家莱

昂纳多·博夫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Ｂｏｆｆ）、克洛多维斯·
博夫，西班牙－萨尔瓦多神学家洪·索夫里诺 （

ＪｏｎＳｏｂｒｉｎｏ），在巴西工作的比利时神学家约瑟夫
·孔布林 （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ｍｂｌｉｎ）以及有其独有特色
的乌拉圭神学家胡安·路易斯·塞贡多 （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Ｓｅｇｕｎｄｏ）等人。这个派别不全盘地、几乎
毫无批判地———像前面那个派别一样———把马克

思主义方法作为其分析中介，而是吸收马克思主

义分析中的 一些要素、范畴、着眼点，然后在

信仰给予的新的理解视域中对之加以批判。在这

里，有一些解放神学的反对者，也包括一些解放

神学的追随者，将这个派别与前面那个派别相混

同，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另一个视域中重新理解后

而使用的范畴所发生的语义变换和批判性的重点

移位。但这里也确实有必要在每一个具体例子中

分辨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要素的使用进

行充分的批判。为了避免曾发生的误解，古铁雷

斯在他第一部著作的第六版⑤中，不仅加上了一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参信理部： 《关于 “解放神学”若干方面的训示》

（Ｉ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ｓｏｂｒｅａｌｇｕｎｏｓａｓｐｅｃｔｏｓ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Ｐａｕｌｉｎａｓ，１９８４，第七章及第九章。

参拙著：《解放神学与天主教社会教义》（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Ｍａｄｒｉｄ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ｄ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８７，第一章，其中笔者阐述了在 １９８２
年作出的分类；这个分类后来为安东尼奥·夸拉西诺阁下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ｎｉｏＱｕａｒｒａｃｉｎｏ）（后来的枢机）———在其对 《福传的

自由》的说明中———所采纳，参同上，《“解放神学”的若干方

面———文件的牧灵和教义路线》 （“Ａｌｇｕｎｏｓａｓｐｅｃｔｏｓｄｅｌａ
‘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Ｌíｎｅａｓｄｏｃｒｉｎａｌｅｓｙ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ｅｓｄｅ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罗马观察家》（ＬＯｓ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ｅＲｏｍａｎｏ）（西班牙语
版周刊），第８１９期 （１９８４年９月９日），ｐ５６７；其他分类有：
若昂·Ｂ·利巴尼欧 （ＪｏｏＢ．Ｌｉｂａｎｉｏ）载：《解放神学———一项
研究日志》 （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ｄ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ｏ．Ｒｏｔｅｉｒｏｄｉｄáｔｉｃｏｐａｒａｕｎ
ｅｓｔｕｄｏ），ＳｏＰａｕｌｏ，Ｅｄ．Ｌｏｙｏｌａ，１９８７，ｅｔｃ．

参Ｅ·皮罗尼奥 （Ｅ．Ｐｉｒｏｎｉｏ）：《牧灵著作集》（Ｅｓｃｒｉｔｏｓ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ｅｓ），Ｍａｄｒｉｄ，ＢＡＣ，１９７３．

笔者特别指 《为了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第一次会议最终

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ｃｉóｎＦｉｎａｌｄｅｌＰｒｉｍｅｒＥｎｃｕｅｎｔｒｏｄｅ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ｐａｒａ
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载 （有胡安·奥查加维亚 （ＪｕａｎＯｃｈａｇａｖíａ）的
介绍、注解和评论）：Ｍｅｎｓａｊｅ２１（１９７２），３５６－３６６．

参Ｇ·古铁雷斯： 《解放神学———诸视角》，第六版，

Ｌｉｍａ，ＣＥＰ，１９８８，该版本有一个新的导论：《眺望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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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导论和一些注释，而且完全重写了前几个版本

中题为 “基督教博爱与阶级斗争”的章节，将

标题中的 “阶级斗争”换成了教宗通谕 《人的

劳动》（ＬａｂｏｒｅｍＥｘｅｒｃｅｎｓ）（１９８１年，若望保禄
二世）中的术语，即，“社会冲突”———在资本

与劳动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的代表者之间的

冲突。

（４）在阿根廷 （尽管不单在那里）兴起了

另一个派别，有些人称之为 “草民牧灵神学”、

“文化神学”、“草民主义神学”或 “民族的、草

民的神学”，其主要倡导者为卢西奥·赫拉① （

ＬｕｃｉｏＧｅｒａ），得到 主教牧灵委员会 （１９６６年创
建）其他神学家的支持。其立足点在费尔南多·

博阿索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Ｂｏａｓｓｏ）和斯坎诺内等人的著
作中得到阐发和扩展；其历史地产生时的环境在

塞瓦斯蒂安·波利蒂②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Ｐｏｌｉｔｉ）的著
作中得到说明。这个派别的出发点是 拉丁美洲

各族人民的实践，把 “人民”这个概念理解为

一种共同的历史、一种文化、一项历史 （人民－
民族）事业的主体，尽管承认，事实上，在拉丁

美洲是穷人构成了 “人民”的核心。这些人不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来为对拉丁美洲现实的神学解

释服务，而更偏爱 历史 －文化 分析 （更具解释

学性质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

类学，甚至宗教学的贡献），但并不完全无视社

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因而对诸如 “人民

与反人民”③、 “文化”、 “草民宗教性，草民文

化，草民智慧与草民牧灵”、 “文化的福音化”

以及 “福音的文化融入”等范畴的使用给予优

先地位。

近些年来看到了后两个派别之间较大的汇

合，因为双方都强调 草民文化、草民智慧以及

新型草民文化、草民智慧的兴起，对 草民虔敬

的重新推许以及草民虔敬与基督徒底层聚会、与

对圣经的草民阅读，因而与 草民神秘主义、草

民灵修④之间的关联。另一个使之互相接近的因

素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因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

后苏联的解体而在东欧和拉丁美洲发生的危机。

一方面，第三个派别，以其批判精神，其在理解

冲突问题上的现实主义，其对把穷人理解为历

史、社会、文化的主体的强调，有助于第四个派

别从任何应时的文化至上的浪漫主义和草民主义

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第四个派别，可以在第

三个派别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的批判不够方面，以

及在第三个派别不给予草民文化、草民宗教以相

称的关注方面有所补益。已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

危机使得解放神学重新强调在以穷人为优先的选

择中的福音的根基，使之重新认识，拉丁美洲穷

人这个主体灵修的、伦理－历史的、社会－文化
的价值，这些价值对解放问题的贡献，包括在社

会、政治、经济维度上的贡献。

５３

①

②

③

④

参Ｌ·赫拉 （Ｌ．Ｇｅｒａ）： 《人民，人民的宗教与教会》
（“Ｐｕｅｂｌｏ，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ｄｅｌｐｕｅｂｌｏｅＩｇｌｅｓｉａ”），载同上，《卢西奥·赫
拉牧灵－神学著作集———第一卷：从梵二会议之前到普埃布拉
（１９５６－１９８１）》， （Ｅｓｃｒｉｔｏｓ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ｅｓｄｅＬｕｃｉｏＧｅｒａ．１：
ＤｅｌＰ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ｏａｌ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ｄｅＰｕｅｂｌａ（１９５６－１９８１）），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ＡｇａｐｅＵＣＡＦａｃｕｌｔａｄｄ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２００６，７１７－７４４（文章第
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６年）．亦见第二卷， 《从普埃布拉到我们今天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 （Ｄｅｌ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ｄｅＰｕｅｂｌａａｎｕｅｓｔｒｏｓｄíａｓ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

笔者分别指如下作品：Ｆ·博阿索 （Ｆ．Ｂｏａｓｓｏ）：《什么
是草民牧灵？》（ｕéｅｓｌａ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Ｐａｔ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ｅ，１９７４；Ｊ·Ｃ·斯坎诺内：《解放神学与草民实践———对
解放神学的批判贡献》 （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ｐｒａｘｉ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ｐｏｒｔｅｓｃｒíｔｉｃｏｓｐａｒａｕｎ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
Ｓíｇｕｅｍｅ，１９７６；同上：《解放神学与天主教社会教义》；同上：
《福音，文化与神学》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ｙ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０；Ｓ·波利蒂 （Ｓ．Ｐｏｌｉｔｉ）：《人民
神学———对拉丁美洲神学的阿根廷倡议１９６７－１９７５》 （Ｔｅｏｌｏｇíａ
ｄｅｌｐｕｅｂｌｏ．Ｕｎａｐｒｏｐｕｅｓｔａ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ａ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１９６７
－１９７５），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２．

“反人民”概念承认冲突，但预设了先于冲突但被冲突

背叛的 “人民”的统一。

见阿帕雷西达文件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ｄｅ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ａ），ｐáｒｒａｆｏｓ
２５８－２６５（有当今教宗本笃十六世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ｏＸＶＩ）的引文）．
关于草民灵修，亦参：Ｇ·古铁雷斯：《在我们自己的井中饮水
———在人民的灵修旅程中》 （Ｂｅｂｅｒｅｎｅｌｐｒｏｐｉｏｐｏｚｏ．Ｅｎｅｌ
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ｉｏ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ｄｅｕｎｐｕｅｂｌｏ），Ｌｉｍａ，ＣＥＰ，１９８３；关于草民神
秘主义，参Ｊ·塞沃尔德 （Ｊ．Ｓｅｉｂｏｌｄ）： 《草民神秘主义》 （Ｌａ
ｍíｓｔｉｃ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Ｍéｘｉｃｏ，ＢｕｅｎａＰｒｅｎｓａ，２００６．关于草民圣经解
释学，见Ｃ·梅斯特尔斯 （Ｃ．Ｍｅｓｔｅｒｓ）：《不设防的花朵———对
圣经的一种草民阅读》 （Ｕｍａｆｌｏｒｓｅｍｄｅｆｅｓａ．Ａｌｅｉｔｕｒ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ａ
Ｂｉｂｌｉａ），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Ｖｏｚｅｓ，１９８３，以及 Ｈ·西米安 －约弗雷
（Ｈ．ＳｉｍｉáｎＹｏｆｒｅ）：《解放的认识论与解释学》（“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íａｙ
ｈｅｒｍｅｎéｕｔｉｃ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第四届西班牙与西语美洲圣经研
讨会纪事》 （ＡｃｔａｓｄｅｌＩＶＳｉｍｐｏｓｉｏＢíｂｌｉｃｏＥｓｐａｏｌｙＩＨｉｓｐａ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Ｇｒａｎａｄａ，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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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马克思主义，宗教与基督教信仰
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不论在欧洲还是在拉

丁美洲，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都在

扩大，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增长。因而，正

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宗教，首先是基督宗

教，不必非得有异化性质这样一种意识，与此同

时，许多基督徒也在扪心自问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一方面，基督徒承认 （意识形态化的）宗

教可以并在不少情况下是一种异化，是 “人民底

鸦片”（ｏｐｉｏｄｅｌｐｕｅｂｌｏ）（马克思）或 “人民的

鸦片”（ｏｐｉｏｐａｒａｅｌｐｕｅｂｌｏ）（列宁），但无论如
何，真正宗教的东西本身并不就是鸦片，恰恰相

反，可以是并在事实上常常是解放的，比如在许

多拉丁美洲穷人那里———其基督徒底层聚会，其

草民灵修，其解放神学———就是如此。因为宗教

为对受害者的爱以及为了受害者的爱所动，常常

是为了正义与和平、反对不义的经济、社会、政

治结构 （若望保禄二世的通谕 《社会事务关怀》

（ＳｏｌｌｉｃｉｔｕｄｏＲｅ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３６节称之为 “罪的结

构”）———这些结构被绝对化为要求人祭的物神

———的斗争的动力与动机。因而马克思对一种意

识形态化的宗教的批判，可以与那些以色列先知

对偶像的批判，甚至可以与耶稣本人对法利塞人

的律法主义拜物教的批判相提并论①。

另一方面，基督徒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分

析方法、接受阶级斗争的行动战略 （历史唯物主

义），以及它们能否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公开宣

告的无神论哲学脱钩这些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

前面本人着意区分了解放神学中不重新处置也不

加批判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与战略———仿

佛它们是已证实为 “科学的”———的派别，与

另一个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素与范

畴，但在另一个对人、社会、历史的理解视域中

重新解释的派别。训示 《福传的自由》批评第

一种倾向的，“不 ［仅］是它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断言的层面，而且还是它作为一种决定性解释原

则 先验地加以接受的阶级着眼点的层面”（《福

传的自由》，Ｘ－２），因为 “意识形态内核———

来自马克思主义……起着 决定性原则的作用”

（《福传的自由》，ＶＩＩＩ－１）：决定了对社会、历
史甚至神学本身的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

的要素而不同时承认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卷入

阶级斗争的实践并对该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

释而不接受阶级斗争过程导向的那种极权社会

……是幻想的、危险的。” （保禄六世， 《八十

年》 （ＯｃｔｏｇｅｓｉｍａＡｄｖｅｎｉｅｎｓ）３４节，为 《福传

的自由》所引，ＶＩＩ－７）
那时 （１９８０年），耶稣会总会长佩德罗·阿

鲁佩 （ＰｅｄｒｏＡｒｒｕｐｅ）那封发表于 《天主教文

明》（被认为是梵蒂冈 官方的机关刊物）上的著

名的信②采取了一个较为持平的立场。该信同

意，在社会分析中，有人接受了 “一定量的或多

或少来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论着眼点”，但

明智地补充上：“在不予之以排他性的条件下”；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是在把它绝对化 （物

神化），我们将是在 “决定性解释原则”本身，

“先验地”把它当作一种预设，而不是 后验地当

作一个所知的事实并因此使社会 －分析领域的东
西滑进哲学领域。紧接着，阿鲁佩给出了各种可

接受的方法论着眼点的例子：（１）“对经济因素
的关注，对所有权结构的关注，对可以动员一些

或另一些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关注”；（２） “对历
史中的 （至少在很多社会中）阶级斗争场所的

关注，因而承认阶级斗争的 事实———就像庇护

十一世在 《四十年》 （ＱｕａｄｒａｇｅｓｉｍｏＡｎｎｏ）

６３

①

②

参Ｅ·杜塞尔 （Ｅ．Ｄｕｓｓｅｌ）：《拉丁美洲伦理哲学———
第五卷：拉丁美洲考古———一种反拜物教的宗教哲学》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éｔ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ｖｏｌ． Ｖ： Ａｒｑｕｅｏｌóｇ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Ｕｎ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ａｎｔｉｆｅｔｉｃｈｉｓｔａ），Ｂｏｇｏｔá，
ＵＳＴＡ，１９８０；同上： 《马克思的神学隐喻》 （Ｌａｓｍｅｔáｆｏｒａｓ
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ａｓｄｅＭａｒｘ），Ｅｓｔｅｌｌａ（Ｎａｖａｒｒａ），Ｖｅｒｂｏｄｉｖｉｎｏ，１９９３．

参 《阿鲁佩神父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ａ
ｄｅｌＰａｄｒｅＡｒｒｕｐｅｓｕｌｌａｎａｌｉｓｉ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ＬａＣｉｖｉｌｔàＣａｔｔｏｌｉｃａ１３２
（１９８１），Ｃｕａｄｅｒｎｏ３１３９，４９－５９；这里用的是西班牙语翻译：Ｐ
·阿鲁佩 （Ｐ．Ａｒｒｕｐｅ）：《关于 “马克思主义分析”》（“Ｓｏｂｒｅｅｌ
‘ａｎáｌｉｓｉ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ＭｅｎｓａｊｅＮｒｏ．２９８（ｍａｙｏ１９８１），２０２－
２０５；文中的引文取自第５段，ｐ２０２．关于同一问题值得注意伊
格纳西奥·埃雅库里亚一篇写于１９８５年但以遗著形式出版的文
章， 《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Ｒｅｖｉｓｔ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ｄ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Ｎｒｏ２０（１９９０），
１０９－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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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中已经做过的那样”；以及 （３） “对可
以用来掩盖一定的利益甚至掩盖各种不义的意识

形态的关注”。笔者认为这里 也指向前面所说的

对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宗教的意识形态利用，由

此对宗教进行净化性的批判①。

４．各个阶段
解放神学历史的第一阶段主要聚焦于一个我

们将称之为 神学 －根基的 问题，尤其致力于对
解放神学、对其新的着眼点、对其特殊的神学方

法的自我理解，同时也致力于对诸如与 “救恩”

相连 的 “解放”、 “救恩史”与 “历史中的救

恩”、 “贫穷”等基本范畴的厘定。除了已引用

过的古铁雷斯和阿斯曼的著作之外，还应提到塞

贡多，关注从应时的意识形态预设中 “神学的解

放”（不仅是宗教的解放）②。

接着，在第二阶段，更年轻的一代，除了在

方法论主题③上继续深化之外，着眼于从新的视

角出发、用新的方法处理神学中的各种 核心的

教理性内容，尤其是处理基督论和教会论。在基

督论方面，偏向于讨论一种 “上升的”基督论，

以历史的耶稣以及师法耶稣的实践为出发点，偏

向于那些历史范畴、辩证范畴与关系范畴，而非

本体论范畴。尤值一提的有：Ｌ·博夫，索夫里
诺和塞贡多④。在教会论方面，反思从基督徒底

层聚会和穷人教会出发，以之作为 “教会创世

论”——— 一种教会存在的新方式。其中 Ｌ·博
夫⑤和索夫里诺⑥尤为突出。

第三阶段则希图依据新的选择和新的方法把

全部神学系统化，正如 “神学与解放” （

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Ｌｉｂｅｒｔａｏ）丛书 （截至２０００年已出葡
萄牙文版２８卷，有许多翻译成了各种版本）和
一部合撰作品 《解放的圣事》 （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⑦ ———启发自欧洲刊物 《救恩的圣

事》 （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Ｓａｌｕｔｉｓ），但以拉丁美洲为出发
点，以解放神学为线索而构建———所尝试的。

５．普遍性贡献与现状
无可怀疑的是，已然存在一个简短的拉丁美

洲神学传统，其中解放神学占据一个中心位

置⑧。以穷人为优先的选择这个主题———解放神

学强有力地阐发了它———也是一个中心。这个选

择是一项神学要求和普遍的牧灵要求，不仅为拉

丁美洲主教权威所接受，也已经为罗马教宗所接

受。实践的首要性也是一个中心。不仅理解为行

动，也理解为 （受害者的）受难的实践———其

中心是共融———形成了一个更普遍的新的神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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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见 “怀疑的大师们”（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对宗

教批判的贡献，保罗·利科的各种著作，如：同上：《宗教批判

与信仰的语言》 （“Ｌ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ｔｌｅｌａｎｇａｇｅｄｅｌａ
ｆｏｉ”），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ｄéｔｕｄｅｓ１６（１９６４），５－１６；西
班牙文： 《信仰的语言》 （Ｅｌｌｅｎｇｕａｊｅｄｅｌａｆｅ），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Ｍｅｇáｐｏｌｉｓ（ＬａＡｕｒｏｒａ），１９７８．

参Ｊ·Ｌ·塞贡多 （Ｊ．Ｌ．Ｓｅｇｕｎｄｏ）： 《神学的解放》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Ｌｏｈｌé，１９７５．
参Ｃ·博夫 （Ｃ．Ｂｏｆｆ）：《神学与实践———政治神学及

其沉思》 （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Ｐｒáｔｉｃａ．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ｄ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ｅｓｕａｓ
ｍｅｄｉａｅｓ），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Ｖｏｚｅｓ，１９７８．

见Ｌ·博夫 （Ｌ．Ｂｏｆｆ）： 《耶稣基督解放者———批判的
基督论论文》 （ＪｅｓｕｓＣｒｉｓｔｏ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ＥｎｓａｉｏｄｅＣｒ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ａ
Ｃｒíｔｉｃａ），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Ｖｏｚｅｓ，１９７２；同上： 《耶稣基督与人的解

放》 （Ｊｅｓｕｃｒｉｓｔｏｙ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ｄｅｌｈｏｍｂｒｅ），Ｍａｄｒｉｄ，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ｄ，
１９８１；Ｊ·索夫里诺 （Ｊ．Ｓｏｂｒｉｎｏ）：《来自拉丁美洲的基督论 （从

师法历史的耶稣出发的草案）》 （Ｃｒｉｓｔ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ｓｄｅ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
（ｅｓｂｏｚｏａｐａｒｔｉｒｄｅｌｓｅｇｕｉｍｉｅｎｔｏｄｅｌＪｅｓúｓ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第二版，
Ｍéｘｉｃｏ，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Ｒｅｆｌｅｘｉóｎ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ａ，１９７７；同上：《拉丁美洲的
耶稣———耶稣对信仰和基督论的意义》（Ｊｅｓúｓｅｎ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
Ｓ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ｄｏｐａｒａｌａｆｅｙｌａｃｒｉｓｔｏｌｏｇíａ），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ＳａｌＴｅｒｒａｅ，
１９８２；同上：《耶稣基督解放者———对纳匝肋的耶稣的历史 －神
学解读》（Ｊｅｓｕｃｒｉｓｔｏｌｉｂｅｒａｄｏｒ．Ｌｅｃｔｕｒ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ａｄｅＪｅｓúｓｄｅ
Ｎａｚａｒｅｔ），Ｍａｄｒｉｄ，Ｅｄ．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１；同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从受害者出发的论文》 （ＬａｆｅｅｎＪｅｓｕｃｒｉｓｔｏ．Ｅｎｓａｙｏｄｅｓｄｅｌａｓ
ｖíｃｔｉｍａｓ），Ｍａｄｒｉｄ，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９；Ｊ· Ｌ· 塞 贡 多 （Ｊ．Ｌ．
Ｓｅｇｕｎｄｏ）：《今日的人们在纳匝肋的耶稣面前》（Ｅｌｈｏｍｂｒｅｄｅｈｏｙ
ａｎｔｅＪｅｓúｓｄｅＮａｚａｒｅｔ），三卷，Ｍａｄｒｉｄ，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ａｄ，１９８２．

参Ｌ·博夫：《教会创世论———基督徒底层聚会重造教
会》 （Ｅｃｌｅｓｉｏｇêｎｅｓｅ．Ａｓ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ｅｓｅｃｌｅｓｉａｉｓｄｅｂａｓｅ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ａｍａ
Ｉｇｒｅｊａ），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Ｖｏｚｅｓ，１９７７；同上： 《教会：神恩与权力

———战斗的教会论论文》 （Ｉｇｒｅｊａ：ＣａｒｉｓｍａｅＰｏｄｅｒ．Ｅｎｓａｉｏｓｄｅ
Ｅｃｌ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ａ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ｅ），Ｐｅｔｒóｐｏｌｉｓ，Ｖｏｚｅｓ，１９８１．

参Ｊ·索夫里诺：《真教会的复活———穷人，教会论的
神学场域》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ｃｉóｎｄｅｌａｖｅｒｄａｄｅｒａＩｇｌｅｓｉａ．Ｌｏｓｐｏｂｒｅｓ，ｌｕｇａｒ
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ｄｅｌａｅｃｌｅｓｉｏｌｏｇíａ），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ＳａｌＴｅｒｒａｅ，１９８１．

参Ｉ·埃雅库里亚、Ｊ·索夫里诺编：《解放的圣事———
解放神学基本概念》（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ｓ
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Ｍａｄｒｉｄ，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０．

参Ｌ·Ｃ·苏辛 （Ｌ．Ｃ．Ｓｕｓｉｎ）编：《敞开的大海———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三十年》 （Ｏｍａｒｓｅａｂｒｉｕ．Ｔｒｉｎｔａａｎｏｓｄｅ
ｔｅｏｌｏｇｉａｎａ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ＰｏｒｔｏＡｌｅｇｒｅＳｏＰａｕｌｏ），ＳｏｔｅｒＬｏｙｏｌａ，
２０００；Ｊ·Ｊ·塔马约、Ｊ·博什 （Ｊ．Ｊ．ＴａｍａｙｏＪ．Ｂｏｓｃｈ）编：
《拉丁美洲神学鸟瞰》（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Ｅｓｔｅｌｌａ（Ｎａｖａｒｒａ），ＶｅｒｂｏＤｉｖｉｎｏ，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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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一部分。用索夫里诺的话来说，神学因而自

我理解为爱的悟性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ａｍｏｒｉｓ）、（面对受
苦 者 的 ） 悲 悯 的 悟 性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ｅ）①。由于对两者 （贫穷，基督徒实

践）与无故性 （ｇｒａｔｕｉｄａｄ）之间的神学关联的强
调 （古铁雷斯，安东尼奥·冈萨雷斯②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这两个基本要素积极地得到了
深化。

解放神学另外一些独到的贡献还有：草民圣

经解释学 （卡洛斯·梅斯特尔斯等人）；在天主

圣言的光照下，对信仰中的重要内容 （天主圣

三、基督、教会、启示、创世、基督教人类学、

救恩、恩典、罪、圣事、末世论、师法基督、神

学德性等）的实际临在的神学分辨；以及，由此

以创造性的忠实对天主圣言的重新阅读。

最后还要提一提，解放神学里是否发生了范

式转移，从一个更重政治的范式转向一个更重文

化的范式③。回答是：转移是同一个范式内部重

音的转移 （古铁雷斯）。由于在美洲大陆以及在

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同第三世界
（亚洲和非洲）其他神学的对话，以及一开始就

主要关注草民文化、草民宗教的阿根廷派别的影

响，解放神学在不忽视社会 －分析中介的同时，
如今更集中于关注历史－文化中介。因而，象征
理性、乌托邦理性，草民智慧，印第安美洲智

慧，草民宗教性的转变 （不论在基督徒底层聚

会，还是在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 （Ｒｅｎｏｖａｃｉóｎ
ＣａｒｉｓｍáｔｉｃａＣａｔóｌｉｃａ），或是在福音派新灵恩主义
（ｎｅｏ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ａｌｉｓｍｏ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ｏ）中），晚期现代
性、后现代性中的意义危机，对替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新的集体想象 （佩德罗·特里戈④

（ＰｅｄｒｏＴｒｉｇｏ））等等获得了更广的空间。这种强
调越来越得到巩固，因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之

外的各种他性：女性、印第安人、黑人、自然、

文化间性，因而在不少情况下解放神学与刚刚起

步的各种印第安神学 （埃莱亚萨·洛佩斯

（ＥｌｅａｚａｒＬóｐｅｚ）等）、阿弗罗美洲神学 （安东尼

奥·Ａ·达席尔瓦 （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ｄａＳｉｌｖａ）等），
与女性主义神学 （玛丽亚·皮拉尔·阿姬诺

（ＭａｒíａＰｉｌａｒＡｑｕｉｎｏ），伊芳内·赫瓦拉 （Ｙｖｏｎｅ
Ｇｅｂａｒａ），埃尔莎·塔梅丝 （ＥｌｓａＴａｍｅｚ）等），

与生态神学 （Ｌ·博夫等）汇合到了一起。
面对教会一定程度的 “退缩”、尤其是欧洲

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乌

托邦、甚至不少现代性范式的危机，人们的第一

反应是迷惑不解，但在第二时刻，日常生活及其

“从下面” （特里戈）改造社会和文化的力量重

新得到肯定：与正义相连的自由 （约瑟夫·孔布

林）；草民灵修———在一种浓重的重归宗教的标

记下；“穷人在历史上的力量”———在伦理 －历
史及宗教方面；不同于国家、市场的公民社会

（巴勃罗·理查德 （ＰａｂｌｏＲｉｃｈａｒｄ））在伦理、文
化上的重要性甚至在改造政治上的重要性；民主

———尤其如果是参与式民主的话；一种 “有市场

的经济”———作为工具而非绝对化的市场 （阿

斯曼）等等。

１９９６年，当拉丁美洲主教委员会召集其权
威、信理部权威 （包括当时的部长，枢机约瑟夫

·拉青格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ｔｚｉｎｇｅｒ）），以及一些拉丁美
洲神学家，商讨在第三个千年拉丁美洲神学的前

途时，其中一个入选中心议题的主要神学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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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Ｊ·索夫里诺： 《作为 “爱的悟性”的解放神学》

（“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ｃｏｍｏ‘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ａｍｏｒｉｓ’”），Ｒｅｖｉｓｔａ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ｄｅｔｅｏｌｏｇíａ５（１９８８），ｐｐ２４３－２６６．

参Ｇ·古铁雷斯： 《第三个千年处境中的一种解放神

学》 （“Ｕｎ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ｅｎｅ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ｄｅｌＴｅｒｃｅｒ
Ｍｉｌｅｎｉｏ”），载：Ｌ·门德斯 · 德阿尔梅达 （Ｌ．Ｍｅｎｄｅｓ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等： 《拉丁美洲神学反思的未来》 （Ｅｌｆｕｔｕｒｏｄｅｌａ
ｒｅｆｌｅｘｉóｎ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ａｅｎ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Ｂｏｇｏｔá，Ｃｅｌａｍ，１９９６，９７－
１６５；Ａ·冈萨雷斯 （Ａ．Ｇｏｎｚáｌｅｚ）：《来自福音实践的神学———
关于一种基本神学的论文》（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ｐｒａｘｉｓ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ａ．
Ｅｎｓａｙｏｄｅｕｎ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ＳａｌＴｅｒｒａｅ，１９９９．

参Ｇ·德施里弗 （Ｇ．Ｄｅ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编： 《解放神学在
转变的背景中———社会 －经济范式与文化范式的碰撞》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ｎ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ＡＣｌａｓｈｏｆ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Ｌｅｕｖ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同见本人
研究：《拉丁美洲神学方法问题的现状》 （“Ｓｉｔｕａｃｉóｎｄｅｌ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áｔｉｃａｄｅｌｍéｔｏｄｏ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ｅｎ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特别强调了
两道训示之后的解放神学），载：Ｌ·莫雷拉·内维斯 （Ｌ．
ＭｏｒｅｉｒａＮｅｖｅｓ）等：《拉丁美洲神学方法》（Ｅｌｍéｔｏｄｏ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Ｂｏｇｏｔá，ＣＥＬＡＭ，１９９４．

见Ｐ·特里戈 （Ｐ．Ｔｒｉｇｏ）：《解放神学的未来》 （“Ｅｌ
ｆｕｔｕｒｏｄｅｌａ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载：Ｊ·孔布林 （Ｊ．
Ｃｏｍｂｌｉｎ）、Ｊ·Ｉ·冈萨雷斯·法乌斯 （Ｊ．Ｉ．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Ｆａｕｓ）、Ｊ·
索夫里诺：《拉丁美洲的社会变化与基督徒思想》（Ｃａｍｂｉｏｓｏｃｉａｌ
ｙ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ｎ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Ｍａｄｒｉｄ，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３，
２９７－３１７；同见其著作：《平民区文化》 （Ｌ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ｄｅｌｂａｒｒｉｏ），
Ｃａｒａｃａｓ，Ｕｎｉｖ．Ｃａｔ．Ａ．ＢｅｌｌｏＧｕｍｉｌｌａ，２００４．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与解放哲学

是：解放神学———由古铁雷斯本人阐明并

举荐①。

因此，可以并且应当再说一遍若望保禄二世

———在发布了两道训示 （《福传的自由》和 《良

心的自由》）之后———在用于巴西主教团在罗马

的访问结束时的致词中的话：“就其着力寻找与

教会经验相配的、浸透着理解的正义的回应……

尽其可能地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回应，以及同

时与福音的教导、与圣传和教会的永恒训导保持

协调与一贯而言”， “解放神学 不仅是适时的，

而且是有用的、必要的。”②

（二）解放哲学

１．一般特征
解放实践是 “第一序行为”，不仅是一种信

仰反思 （解放神学），也是一种根本的人性反思

———比如哲学反思———的出发点和解释学场域。

哲学反思也把关于人、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的

贡献当作内在的分析中介 （解放哲学）。因而，

对解放哲学和那些基督徒哲学家们同样也有如何

面对社会、历史的 “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问题。

解放哲学讨论的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文

化融入的、扎根于拉丁美洲解放实践的哲学反思

的新方式，以及这种解放实践对于哲学反思本身

的理论贡献。但是从拉丁美洲出发提出问题并不

就此失去其对普遍效力的诉求，其讨论的是一种

处身的普遍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ｄａｄｓｉｔｕａｄａ）。在其对解
放的理解———把解放理解为整全人的解放，既是

历史 －社会的解放，也是存在的、宗教的解放
———中，哲学超越任何类型的还原论。在有些情

况下，解放哲学明显地与解放神学相关联 （在埃

雅库里亚、杜塞尔、劳尔·福尔内特·贝当古

（ＲａúｌＦｏｒｎｅｔＢｅｎｔａｃｏｕｒｔ）、斯坎诺内等基督徒思
想家那里），为解放神学提供内在的哲学环节，

并作为中介环节把神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起

来。当然即使如此也并不因此而不尊重哲学思考

的理性自律。

从其最初的设想开始，这种哲学思考就试图

既超越简单的主体 －客体关系，也超越纯粹的
“压迫－解放”辩证法。它从他者、穷人的伦理
－历史的外部性、他性和超越性出发达成这一
点。其思考受到艾玛纽埃尔 · 勒维纳斯③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éｖｉｎａｓ）的启发，但在拉丁美洲的视

角中重新阅读，不仅以个人的、伦理的形式，而

且以社会的、历史的、结构的、冲突的、政治的

形式思考穷人。

解放哲学依一种与上面提到的神学循环类似

的解释学循环进行构思，其第一周期包括一种

———通过关于人、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的中介

———对社会现实的哲学阅读和分辨。其第二周

期，在以穷人为优先的选择所打开的新视域中，

对哲学中所有重大主题的重新阅读。其中同样也

有各种分析中介 （由各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

贡献）和实践中介，因而，伦理理性通过各种沟

通理性、战略理性的中介，最终厘定历史地有效

的 “人道战略”。杜塞尔和斯坎诺内提倡一种越

辩证法 （ｍéｔｏｄｏａｎａｌéｃｔｉｃｏ）———将托马斯主义
的类比用于历史辩证法。越辩证法向总体系统

———甚至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系统———的外部

性敞开，并同样也向穷人的伦理超越和历史的新

颖性敞开④。

９３

①

②

③

④

见在注释中已引用过的著作：Ｌ·门德斯·德阿尔梅达：
《拉丁美洲神学反思的未来》，尤其是古铁雷斯的文章，以及卡

洛斯·加利 （ＣａｒｌｏｓＧａｌｌｉ）的文章：《拉丁美洲文化神学》
（“Ｔｅｏｌｏｇ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ｄｅｌａｃｕｌｔｕｒａ”），同上，２４３－３６２，启
发自卢西奥·赫拉。

重点为本人所加；参若望保禄二世 （ＪｕａｎＰａｂｌｏＩＩ）：
《给巴西主教会议的口信》 （“Ｍｅｎｓａｊｅａｌ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ｌ
ｄｅｌＢｒａｓｉｌ”），（１９８６年４月９日），《罗马观察家》（西班牙语版
周刊），第９０４期，ｐáｒｒａｆｏ５．

开始时主要讨论：Ｅ·勒维纳斯 （Ｅ．Ｌéｖｉｎａｓ）： 《总体
与无限———关于外部性的论文》 （ＴｏｔａｌｉｔéｅｔＩｎｆｉｎｉ．Ｅｓｓａｉｓｕｒ
ｌｅｘｔéｒｉｏｒｉｔé），ＬａＨａｙ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１．

参Ｅ·杜塞尔 （Ｅ．Ｄｕｓｓｅｌ）：《为了一种拉丁美洲解放
伦理》（Ｐａｒａｕｎａéｔｉｃ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第一、二
卷，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ＳｉｇｌｏＸＸＩ，１９７３；第三、四、五卷，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ｃｏｌ，１９７７／７９／８０；同上：《一种解放哲学的方法———对黑格尔
辩证法的越辩证超越》（Ｍéｔｏｄｏｐａｒａｕｎ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Ｓｕｐｅｒａｃｉóｎａｎａｌéｃｔｉｃａ ｄｅｌａ ｄｉａｌéｃｔｉｃａ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ａ），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
Ｓíｇｕｅｍｅ，１９７４；Ｊ·Ｃ·斯坎诺内： 《解放神学与草民实践》，第
二部分 （哲学贡献），ｐｐ１２７－２５２；同上：《拉丁美洲哲学新的
出发点》 （Ｎｕｅｖｏｐｕｎｔｏｄｅｐａｒｔｉｄａｅｎｌ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１９９０；同上：《宗教与新思想———走向
一种从拉丁美洲出发、为了拉丁美洲的宗教哲学》 （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ｙ
ｎｕｅｖｏ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Ｈａｃｉａｕｎａ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ｒｅｌｉｇｉóｎｐａｒａｎｕｅｓｔｒｏ
ｔｉｅｍｐｏｄｅｓｄｅ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Ｍéｘｉｃ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ＵＡＭ
（Ｉｚｔａｐａｌａｐａ），２００５．亦见：Ｇ·马基内斯 （Ｇ．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美
洲人：关于越辩证法解释的论文》（“Ｅｌｈｏｍｂ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ｅｎｓａｙｏ
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ｃｉóｎａｎａｌéｃｔｉｃａ”），载：同上编：《意识形态与征服实
践》 （Ｉｄｅｏｌｏｇíａｙｐｒáｃｔｉｃａｄｅｌａ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Ｂｏｇｏｔá，Ｎｕｅｖａ
Ａｍéｒｉｃａ，１９７８，５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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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野
同样，依其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着眼

点的不同，在第二阶段的解放哲学里也有不同派

别的分野。依其与 “草民主义”的关系，奥拉

西奥·塞鲁蒂·古尔德伯格 （ＨｏｒａｃｉｏＣｅｒｕｔｔｉ
Ｇｕｌｄｂｅｒｇ）区分了四个路线：抽象的草民主义，
具体的草民主义；对草民主义历史主义的批判，

对草民主义问题化的批判。后来他用一种更哲学

化的术语指同一些倾向：本体论主义哲学 （其主

要提倡者为库什），越辩证的哲学 （杜塞尔和斯

坎诺内属于这个倾向），历史主义的哲学 （比如

罗伊格），以及哲学的问题化 （他把自己包括在

这个倾向里）①。

依我之见，在区分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对贫穷

的 “人民”的理解，从草民文化、草民智慧②理

解，从系统的外部性理解 （杜塞尔），或者从阶

级压迫———或多或少通过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中介

———理解 （塞鲁蒂）。

与已提到的各个不同的神学派别相联系，有

些人把从解放实践出发、关于解放实践的哲学反

思优先使用的分析中介作为区分解放哲学内不同

派别的准则③。古巴人劳尔·福尔内特 －贝当古
（现居德国）就是这样区分了两个主要着眼点：

伦理 －文化的 （库什、卡洛斯·库连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ｕｌｌｅｎ）、斯坎诺内等）着眼点，和非马克思主
义但 “为马克思主义所引导”的 （如杜塞尔）

着眼点。至于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并

不是唯一的），也许可以重复上面所说的关于解

放神学的两个路线的情况：相互批判、补益可以

丰富双方，使双方从各自局限 （相应的，文化主

义或冲突主义）中解放出来。因为有很多可以互

相补益之处，比如，对观念史的研究和对拉丁美

洲历史的哲学反思 （塞亚、罗伊格④等），或者，

用其他哲学来丰富解放哲学，例如哈维尔·苏维

里 （ＸａｖｉｅｒＺｕｂｉｒｉ）（埃雅库里亚，赫尔曼·马基
内斯·阿戈特⑤ （Ｇｅｒｍáｎ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Ａｒｇｏｔｅ））的
哲学或保罗·利科、卡尔·奥托－阿佩尔 （Ｋａｒｌ
ＯｔｔｏＡｐｅｌ）等人 （杜塞尔、斯坎诺内）的哲学。

关于解放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及其宗教

批判的问题，在信徒哲学家中发生了与解放神学

类似的情况。对他们来说，阿鲁佩神父的信，埃

雅库里亚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杜塞尔从马克思出

发提出的对宗教拜物主义的批判也是启迪性的，

但走得更远，甚至到了作出 “上层建筑宗教”

与 “基础宗教”的区分⑥。

３．现状
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的哲

学家都已有成熟的思想并出版了其重要作品，本

人只举其中一部来说明：杜塞尔的最近一部伦理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应地，参：Ｈ·塞鲁蒂 －古尔德伯格 （Ｈ．Ｃｅｒｕｔｔｉ
Ｇｕｌｄｂｅｒｇ）： 《拉丁美洲解放哲学》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éｘｉｃｏ，ＦＣＥ，１９８３；以及同上：《为了拉丁美
洲解放的哲学境遇与视角》 （“Ｓｉｔｕａｃｉóｎ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ｄｅｌａ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ｐａｒａ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１５（１９８９），
６５－８３．

除了引用过的斯坎诺内的作品之外，亦见 Ｒ·库什
（Ｒ．Ｋｕｓｃｈ）： 《深度美洲》 （ＡｍéｒｉｃａＰｒｏｆｕｎｄａ），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１９６２；同上： 《美洲的土著思想与草民思想》 （Ｅｌ
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ｎＡｍéｒｉｃａ），第二版，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１９７３等；Ｃ·库连 （Ｃ．Ｃｕｌｌｅｎ）： 《道德危机现象学

———人民智慧的经验》 （Ｆ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íａｄｅｌａｃｒｉｓｉｓｍｏ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ａｄｅｌａｓａｂｉｄｕｒíａｄｅｌｏｓｐｕｅｂｌｏｓ），Ｓ．ＡｎｔｏｎｉｏｄｅＰａｄｕａ，
Ｃａｓｔａｅｄａ，１９７８；同上：《来自美洲的反思》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ｅｓｄｅｓ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三卷，Ｒｏｓａｒｉｏ（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ＦｕｎｄａｃｉóｎＲｏｓｓ，１９８６－
７．

参Ｒ·福尔内特－贝当古 （Ｒ．Ｆｏｒｎｅｔ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解
放哲学与解放神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Ｂｅｆｒｅｉｕｎｇ），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８．

塞亚的著作，《美洲哲学作为没有加号的哲学》之外，

见：《美洲意识的辩证法》（Ｄｉａｌéｃｔｉｃａｄｅｌａｃｏｎｃｉｅｎｃ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Ｍéｘｉｃｏ，ＦＣＥ，１９７６； 《拉丁美洲历史哲学》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Ｍéｘｉｃｏ，ＦＣＥ，１９７８；Ａ·Ａ·罗伊格 （Ａ．
Ａ．Ｒｏｉｇ）的：《拉丁美洲思想的理论与批判》（Ｔｅｏｒíａｙｃｒíｔｉｃａｄｅｌ
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Ｍéｘｉｃｏ，ＦＣＥ，１９８１，《权力的伦理
与抗议的道德》（éｔｉｃａｄｅｌｐｏｄｅｒｙｍｏｒａｌｉｄａｄｄｅｌａ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Ｌａｍｏｒａｌ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ｄｅｌａ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ａ），西班牙语作家计划电子版
（Ｕｎｉｖ．ｄｅＧｅｏｒｇ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０．　

参Ｉ·埃雅库里亚：《关于历史现实的哲学》（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
ｌａｒｅａｌｉｄａｄ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ＭａｄｒｉｄＳａｎ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ＴｒｏｔｔａＵＣＡ，１９９０；在
埃雅库里亚殉难之后，萨尔瓦多中美洲大学已出版了其 《哲学著

作》（ＥｓｃｒｉｔｏｓＦｉｌｏｓóｆｉｃｏｓ）（三卷：１９９６，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政治著
作》（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三卷，２００１），《神学著作》（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ｓ）（四卷：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和 《大学著作》（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ｏｓ）（１９９９）．亦见：Ｇ·
马基内斯·阿戈特 （Ｇ．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Ａｒｇｏｔｅ）：《来自拉丁美洲的形
而上学》（Ｍｅｔａｆíｓｉｃａｄｅｓｄｅ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Ｂｏｇｏｔá，ＵＳＴＡ，１９７７．

参Ｅ·杜塞尔：《宗教》，Ｍéｘｉｃｏ，Ｅｄｉｃｏｌ，１９７７．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与解放哲学

学著作①。在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有解放哲学的

代表，在其他洲也有其代表，最后在美国的 “拉

丁人”中间也有其代表 （爱德华多·门迭塔 （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ｅｎｄｉｅｔａ）和马里奥·萨恩斯 （Ｍａｒｉｏ
Ｓáｅｎｚ））。解放哲学已进入与当前最为人知的哲
学家和哲学运动的对话；在此应当提一提与话语

伦理学的对话：自１９８９②年起在杜塞尔、阿佩尔
以及其他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的哲学家之间

已经有无数次聚会。解放哲学向许多倡议敞开，

比如文化间哲学 （福尔内特，迪娜·皮科蒂③ （

ＤｉｎａＰｉｃｏｔｔｉ）），性别哲学 （卡门·博奥克丝 （

ＣａｒｍｅｎＢｏｈóｒｑｕｅｚ））等。
３０年之后，尽管在各派之间存在各种龃龉、

或许正因为这种龃龉、或许远远超越了这些龃

龉，为了一次更新的对话，几乎所有１９７３年 宣
言的签署者在 ２００３年再度聚首于里奥夸尔托
（阿根廷），共同肯定了以下几点： （１）解放哲
学运动的效力与当下性；（２）在基本主题和方法
论问题上的共识；（３）对在全世界以及拉丁美洲
恶化的穷人的境遇、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实

践的一种更新的哲学批判。（４）从哲学出发对可
行的替代性解放道路的理论探索。

这次聚首的结果是新的里奥夸尔托宣言

（２００３）：“我们———作为哲学家———承担宣言里
包含着的伦理－政治选择，我们宣布解放哲学有
可以贡献于当前历史挑战的独到之处。”④ 这种

对解放哲学当下效力的共同确认产生了一部即将

出版的多卷本著作： 《拉丁美洲、加勒比、 “拉

丁人”的哲学思想 （１３００－２０００）———历史、
派别、主题、哲学家》 （墨西哥城，石溪 ［美

国］，马拉开波 ［委内瑞拉］），由恩里克·杜塞

尔、爱德华多·门迭塔、卡门·博奥克丝共同编

辑，依编者的哲学视角广泛讨论在解放哲学的精

神、视域内的各种主题。

四、一般性结论

尽管压迫－解放这个表达经历了无数次的沧
桑巨变，但无论对于理解自１９６０年前后以来的
拉丁美洲历史现实，还是其政治、社会、教育、

宗教、思辨思想，这个二项式都是一个关键。不

仅要在生命、生活、文化的所有向度上 从统治、

依附、压迫———今天还有排斥———下解放出来，

而且同样也要 为了在人性、团结、正义、自由

里的生长而解放。

在这篇文章里，本人从拉丁美洲对普遍思想

作出的———不论是 哲学的，还是 神学的，通过

拉丁美洲解放哲学，特别是通过拉丁美洲解放神

学——— 原创性贡献的角度着眼于拉丁美洲思想

的整合问题。特别是解放神学再一次表明真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信仰——— 非异化的、解放的、

人道的性质。

（责任编辑　林　中）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参同上：《全球化与排斥时代的解放伦理》（éｔｉｃａｄｅ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ｅｎｌａéｐｏｃａｄｅｌ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ｙｌａｅｘｃｌｕｓｉóｎ），Ｍａｄｒｉｄ，
Ｔｒｏｔｔａ，１９９８．关于其他作者，见相关参考，载：Ｃ·Ａ·哈利夫
·德贝尔特拉诺 （Ｃ．Ａ．ＪａｌｉｆｄｅＢｅｒｔｒａｎｏｕ）编： 《时间的种子
———当代哲学拉丁美洲主义》 （Ｓｅｍｉｌｌａｓｅｎｅｌｔｉｅｍｐｏ．Ｅｌ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ｌｏｓóｆｉｃ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áｎｅｏ），Ｍｅｎｄｏｚａ（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Ｕｎｉｖ．Ｎａｃ．ｄｅＣｕｙｏ，２００１．

在各次聚会———常常会有著作出版———中我想强调第

四次：参Ａ·西德昆 （Ａ．Ｓｉｄｅｋｕｍ）编：《话语伦理学与解放哲
学———互补的模式》 （éｔｉｃａｄｏ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ｅ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ｄ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ｏ．
Ｍｏｄｅｌｏ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ｓ），ＳｏＬｅｏｐｏｌｄｏ（Ｂｒａｓｉｌ），ＵＮＩＳＩＮＯＳ，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７年，这两位思想家在国立萨米恩托将军大学 （圣

米格尔，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组织了第七届文化间哲学会议，

与会者来自包括亚洲和非洲在内的所有大陆。

宣言载：Ｄ·米切利尼 （Ｄ．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编：《爱拉斯谟
———文化间对话杂志》 （Ｅｒａｓｍｕｓ．Ｒｅｖｉｓｔａｐａｒａｅｌｄｉáｌｏｇｏ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５（２００３），ｐ２４１，扩增的一期题为： 《解放哲学

———三十年后的平衡与视角》（“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３０ａｏｓｄｅｓｐｕéｓ”），签署者都提交了论文、参与了
杂志的出版。亦参扩增的那期 Ｓｔｒｏｍａｔａ５８（ｅｎｅｒｏｊｕｎｉｏ，２００２），
其中有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由萨尔瓦多大学 （圣米格尔区）哲学与

神学系组织的 “跨学科学术活动日”“拉丁美洲视角中的阿根廷

神学与哲学———纪念主教牧灵委员会成年３５周年暨阿根廷解放
哲学开始３０周年”上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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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

李凤丹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揭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本文指出，英国文化马克

思主义本质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形式。基于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大众文化，即工人阶级

文化、亚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分析，本文指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是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且这一研

究主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关键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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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

范畴，因此有必要解释 “文化马克思主义”这

个概念。“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词汇，目

前将 “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两个词汇合并

到一起做出界定的学者并不多见。在西方学界，

政治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术

语做出了定义和阐述。

（一）何谓文化马克思主义

威廉姆·林德是美国右翼政治研究团体 “自

由国会基金会”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心的主任，也

是右翼团体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马克思主义

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证实他们观点的合理

性，并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① “文化马克

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原苏联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它一般以 ‘多元文化主

义’著称，或者被非正式地称为 ‘政治合理

性’”②。林德进而追溯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由于一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测———欧

洲工人阶级将进行革命而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社

会主义———没有实现，于是葛兰西和卢卡奇提出

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使工人阶级对事物的本质

缺乏判断力，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破坏西方

传统文化和去基督化。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１９年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建立，文化马克思主义由此产

生，其目标就是破坏西方传统文化和去基督化。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目标毫无疑问会引起以林

德为代表的右翼团体成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作为

右翼团体成员，他们自然是维护西方传统文化

的。由于带着主观情绪，右翼成员对文化马克思

主义的看法并不客观和公正。

理查德·韦纳同样是美国的政治研究专家，

他也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卢卡奇、葛兰西

和法兰克福学派，不过作为政治学教授的他并不

具备右翼立场。在 《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社会

学》一书中，他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文化

马克思主义 “以人与自然，意识和其客体之间的

中介关系为主题，强调意识和意向性活动在构

造、生产或改变社会特定形式的过程中起着很大

作用”③。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 “阶级意

识”的问题，要求一种意识批判理论的出现。

而在文化研究领域，道格拉斯·凯尔纳曾撰

文分析过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林德和韦纳一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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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纳也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卢卡奇、葛

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但在凯尔纳看来，文化马

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方法。他认为遍布全

球的大量的理论学家，都运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

发展文化研究模式，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

分析生产，解释和接受文化产品，从而对抗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凯尔纳的解释泛化了文化马

克思主义，将其由一种政治分析形式变成了 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所有哲学思潮的方法论基础。①

维基百科是一个自由、免费、内容开放的百

科全书协作计划，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中立和

不偏不倚。维基百科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添加了对社会中媒

体、艺术、戏剧和其他文化体制的作用的分析，

并通常还添加了除阶级之外的种族和性别的分

析。作为政治分析的一种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

在１９２０年代形成，成为为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
学派的知识分子所运用的模式；随后不久，又被

另一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知识分子

所使用。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这两个领域都根源

于文化马克思主义 （并且保留着文化马克思主义

对它们的影响）。…… ‘文化马克思主义’起源

于左派，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尤其

是法西斯文化”②。由于维基百科的协作性质，

我们可以断定，它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代表

了当代多数学者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文化马克

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

学派的旨在批判法西斯文化的政治分析模式，它

后来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者所用，并演

变成为对当代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深远

影响的研究方法。

（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

之同异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是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代表性学派，二者又都属于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显著特征是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和政治批判转向文

化批判。尽管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德国法兰克

福学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如果把这两个思

想派别置于西方现代思想背景中来考察和比较，

则可以看出二者实际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

政治观，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既然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也同

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二者必然具有很

多相似之处。总体来说，它们都具有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显著特征，即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政治和经

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也都具有文化马克思主

义的显著特征：既是文化研究，又是马克思主义

形式。具体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

福学派有这样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它们都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社会生

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强调并研究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

生产和霸权的模式，都认为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

社会的一种形式。③第二，它们其产生都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失败和俄国革命的成功

有关，都关注工人阶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革命意识衰退的原因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在欧

洲未能实现的原因。第三，它们都认为文化必须

在总体的社会关系和系统内进行研究，因此文化

分析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于是他们主张跨学科研究，主张从总体角度

研究文化。第四，它们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

度，相信大众文化在将工人阶级整合进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们都认为这种大

众文化使大部分人同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但是他们不同意对方对大众文化问题的看法。第

五，它们都强调大众传媒在传播意识形态时所起

的作用，大众传媒成为了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和

文化功能的社会机构。只不过由于对大众文化的

看法不同，二者对于大众传媒的认识也有所

３４

①

②

③

ＤｏｕｇｌａｓＫｅｌｌｎ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ｅｉｓ．ｕｃｌａ．ｅｄｕ／ｆａｃｕｌｔｙ／ｋｅｌｌｎｅｒ．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对维基百科的介绍，参见 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ｖｉｅｗ／１２４５．ｈｔｍ）
后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把视角转向大众文化

的反抗潜能，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大众文化当

作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二者

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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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

存在方法与研究路径上的某些重要差异，但依然

有许多共同点立场可以使得传统之间的对话变得

富有生产性。同样，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分

歧的接合可能是富有成果的，因为……这两个传

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传统的弱点与局

限。相应地它们的立场的结合可以产生新的视

点，该视点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文化

研究”①。由此可见，这两个传统是互补的而非

对立的。既然能够互补和对话，那就说明英国文

化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也必然存在很

多不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第一，阶级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多来自精英阶层，基

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看到了法西斯时期欧洲工

人运动的失败，但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抵抗和革

命潜能，因而对工人阶级采取鄙视态度，也疏远

工人阶级政治。他们认为批判思维本身就是革命

实践的一种形式，知识分子天生就是革命的。而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有工人阶级背景，

他们的父辈也大都是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因此他

们从小耳濡目染欧洲的工人运动。这些使得他们

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与工人阶级和激进运

动保持紧密联系，如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人民阵
线，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
运动，１９６８年的反正统文化和学生政治运动，
７０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英国的 “文

化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知识分子的技巧运用于阐

述从属阶级和团体的经历和目标，并且他们尝试

着去理解社会中约束工人阶级的力量。民粹主义

的有力约束一直存在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

治之中”②。

第二，思想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多数是哲学家出身，

受黑格尔思想影响，这受益于大陆理性主义和辩

证法的思维传统；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受

史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影响较大，这与英国经验

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有关。因此，法兰克福学派

理论虽然最初是从文化批判开始，从而进行政治

和社会批判，并且中晚期的本雅明和洛文塔尔对

于大众文化问题做出了与早中期代表人物如阿多

诺和马尔库塞不同的分析，但总体来说，后来的

法兰克福学派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

的视野，用美学和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

众文化和革命主体问题，走向了乌托邦，远离了

政治；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则一直基本倾向于

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文化批判，致力于对大众文化

的对抗性潜能的发掘。换句话说，英国文化马克

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

第三，社会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和产生大众生产和消费的福特制时期。法兰克福

学派知识分子深受过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认为法

西斯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通过大众传媒来控制大众。因此法兰克福学派

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英国文

化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但其发展时期与所谓的后福特制时期更为接近，

这时期是全球性地抵抗消费资本主义的高潮的后

现代时期，出现了多样化的和竞争性的社会和文

化形态。③ 同时，利维斯精英主义在英国文化传

统中占统治地位，它强调高雅文化，排斥大众文

化。面对这种精英主义文化观，英国文化马克思

主义努力想扭转方向，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被利维

斯主义批判的大众文化。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二者思考问题的学术和政治角度的差异。

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学

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认识差异上，

这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第四，对文化的认识不同。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是 “文化工

业”，是统治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是以商

４４

①

②

③

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

的接合”，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３页。
ＤｅｎｎｉｓＤｗｏｒｋ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ｐｏｓｔｗａｒＢｒｉ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５－６．

ＤｏｕｇｌａｓＫｅｌｌｎ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ｅｉｓ．ｕｃｌａ．ｅｄｕ／ｆａｃｕｌｔｙ／ｋｅｌｌ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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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拜物教伪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

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特征的伪文化，并以统

治阶级整合大众，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为最

终目的。本雅明、洛文塔尔等学者对大众文化则

持有复杂的矛盾态度，有时为传统艺术在当代的

失却感到惋惜，有时也对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持

肯定态度。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

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具有同化和反抗

双重特征的矛盾体，他们把文化看成统治阶级和

从属阶级之间争夺的领域。这是为什么葛兰西的

“文化霸权”概念受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

亲睐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马克

思主义体现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的根本不

同，为我们全面认识文化提供了新的维度。

总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具有精英主义倾

向，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大多将文化分成精

英和大众两类，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

只有精英文化才是正统。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

仅局限在高雅文化产品中，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

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具有欺骗大

众的功能。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则将文化看

成一个整体范畴，认为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

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和颠覆等特征不仅存

在于高雅文化产品中，也存在于大众文化产品

中。人们还应该区分媒体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功

能，认识到大众接受媒体产品的独特意义，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的使用决定了这些文

化产品的命运。

（三）何谓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化马克思

主义本质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英国

文化马克思主义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

与同属文化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法兰克福学派不

同。就其本质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

马克思主义形式，它重视对社会中媒体、艺术、

戏剧和其他文化体制的作用的分析，并通常还重

视对种族和性别的分析。作为一个流派，它继承

和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方法，但纠正了法兰克福学

派对大众文化的偏见，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反抗潜

能，突出了大众文化主体的能动性。英国文化马

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寻求适合当代社会的民主的和

社会主义的政治。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进行有机整合的基础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的文化表征，讨论文化霸

权，试图说明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文化霸权来控

制大众的。同时，他们试图在媒体等文化体制以

及种族和性别等文化形式中，发掘大众对统治阶

级霸权的反抗潜能，从而试图论证大众如何在社

会中反抗统治霸权。

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

根据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分析，可

以看出，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英国文化马克

思主义的研究主题，而大众文化是其研究对象。

不过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大

众文化，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基于对政治的

研究和体悟，并且蕴含着他们的政治诉求。由于

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众文化必须

置于政治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而政治也必须借助

大众文化来发挥作用。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理论背景的

变化及英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研究者也由

最初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转到对亚文化的研

究，继而转到对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

的研究。但大众文化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英国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

（一）工人阶级文化与政治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人阶级文化，

是具有一定背景的。二战后，英国政府实行了一

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使得英国从经济、政治、

文化到人民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

济上，英国进入复苏阶段，走出了欧洲二三十年

代经济危机的阴影。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相

对得到了改善，有了较好的福利。文化上，５０
年代后期，英国的商业电视和广告业兴起，工人

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同

时，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渗透，享乐主义、消费

主义等文化意识在英国蔓延开来。在人民思想方

面，二战的胜利使很多工人阶级人士认识到，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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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仅组织战争，还组织整个社会生活。政治不

再远离民众生活，而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国家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随着 “福利

国家”的来临，工人的这一感受更加深刻。由于

这些方面的变化，一些人开始质疑传统社会主义

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而英

国的保守主义者则强烈谴责大众文化。由于二战

后英国实行了全民义务教育政策，这给予了普通

民众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来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

子原本就对工人阶级文化有深厚感情，他们运用

自身所学从工人阶级文化的角度建构文化理论，

这些理论对英国普通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关键

性影响。

５０年代末，出于对社会主义主体即工人阶
级的辩护，研究者一方面反对经济决定论，另一

方面反对利维斯精英主义，并把文化看成与经

济、政治一样，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这是人道主

义和文化主义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工人阶级文化

因而成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初期的研究对象。

总体上说，他们都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对统治

性文化的抵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目的是指向

社会主义政治。因此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

究，体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大

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

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将理查德·霍加特的 《有

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 《文化与社

会》和 《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的 《英

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

作。这些研究者以工人阶级文化为研究的出发

点，阐述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他们都批判了经

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作用。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看来，工

人阶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一方

面，大众文化可以理解为与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

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另一方面，这两种文化

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能动性、娱乐性、丰富

性、政治性。并且，他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一

方面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状况，从而

发挥潜能抵抗霸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自

身的政治参与。因此，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

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二）亚文化与政治

亚文化是意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亚文

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

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工人

阶级文化和青年文化都可以归入亚文化的范畴，

但本文按照文本来界定亚文化，并且狭义地使用

亚文化概念。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概念通常是早期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词汇，青年文化通常指

霍尔和霍内尔在 《通俗艺术》中使用的词汇，

而亚文化则是伯明翰中心在７０年代的研究文本
中经常出现的词汇。虽然亚文化与青年文化这两

个概念很相似，但亚文化相比于青年文化，是一

个 “更具有结构性的概念”，更能体现统治阶级

与从属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和政治领域本

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抗和抵抗的方式呈现了新

形式，亚文化得以突显出来。

而７０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概念就更为复杂。
汤普森对青年亚文化持反对和质疑态度。而伯明

翰中心也出版了一些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

如 《通过仪式进行反抗》（１９７６）、《工人阶级文
化》（１９７９）、 《学会劳动》 （１９７９）、 《监控危
机》（１９７９）等。这些著作与早期工人阶级文化
研究著作一样，也反映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

注。但实际上，亚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明显区

别。早期研究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

本质，因而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也就是说，这

时候的工人阶级是具有同质性的。而到７０年代，
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

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的变化，研究者开始 “强调

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也就是说，

同质性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基本被亚文化取代，

而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 “独特的生活方式”。因

此，我们对于广义的亚文化做出这样的三层划

分，有助于分析下面的问题。通过伯明翰中心的

研究文本可以看出，亚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

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成为了７０年代新的社会
主体。

伴随着这一新社会主体的出现，英国文化研

究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青年

亚文化的表面风格背后，隐藏的是阶级结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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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并没有超越阶级而形成新的社会主体。① 亚文

化的出现，实质上源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

矛盾，包括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

主义观念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

级化的理想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实质上仍然未获

得改善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② 在这些矛盾的发展

过程中，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遭遇危机，青少年

从自己的阶级位置和与父辈的矛盾中感受到这种

变化，而亚文化就是对这种变化的反应。其次，

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不仅不是反映道德败坏和社

会风气的堕落，反而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③

总的来说，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研究者的影响最大。不过，

各研究者虽然借鉴的资源和研究角度不同，但体

现了他们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的愿

望。他们都指出了亚文化的激进潜能，而其最终

的指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希望通过亚文化的

研究，使大众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潜能，从而抵

抗统治性霸权。

（三）多元文化与政治

７０年代后期，由于女权主义在历史学领域
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战后移民造成的民

族和种族问题的不断突出，女性和黑人成为新的

社会主体。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导致研究者从

以往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转向以性

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研究。虽然研究者坚

持认为文化生活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但总

体上说，他们开始质疑阶级立场与文化表现之间

的联系；开始研究语言对主体性和文化特征的影

响。在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

征理论，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

响逐步增强。在历史学领域，研究者开始注重语

言在社会行为中的建构作用，于是开始了对话

语、性别、民族、种族特征和福柯哲学历史学的

研究。其中，哈泽尔·卡比的种族研究显示了８０
年代多元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文化研

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 《帝国反击：７０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
歧视》（１９８２）一书中，卡比对白人女权主义进
行了批判。卡比认为，白人女权主义的研究有边

缘化和压制黑人女性的历史经验的倾向，虽然白

人中产阶级女性认为家庭是基本的受压迫场所，

但由于种族歧视对家庭的影响，黑人女性的地位

更加复杂。④ 进而，卡比认为，只有拒绝普遍的

性别分析范畴，黑人女性才能够恢复她们自己的

以女权主义立场阐明的，强调妇女作用的 “历

史”。由此可见，虽然卡比直接关注黑人女性团

体，但她更主张，社会和文化经验表现了阶级、

种族和性别的复杂矛盾。卡比对两方面感兴趣，

一方面是恢复历史性地被边缘化的团体的经验，

另一方面是认为文化根源于具体的和历史性特殊

的 “统治与隶属的对抗关系”。⑤ 她阐述了复杂

的、非本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概念，而这一身份

在多元文化的条件下被考察。

总体来说，种族研究代表文化研究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但它仍然根源于阶级模式，实质上

发展了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这其实是文化马克

思主义的初衷。保罗·吉尔罗伊指出，种族问题

根本没有置身于政治意义和文化结构之外。⑥ 吉

尔罗伊 “发明了一种跨民族主义视角，也即所谓

的黑色大西洋世界，用来更好地探讨黑人在政治

和文化方面所持的异议”⑦。这种跨民族主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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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意味着要跨越国界，跨越国界的学术研究可以

推进英国文化研究，而全球环境如殖民主义和帝

国主义也可以为阶级政治形式的出现提供新的空

间。因此，在吉尔罗伊这里，理论仍然与政治联

系在一起，理论研究帮助边缘群体认识现实社

会，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由此可见，尽管英国

文化研究朝着多元化发展，但仍对于各种统治和

压迫形式进行文化上的批判，因此虽然这时的文

化研究趋于多元化，但仍然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

目标。①

综上所述，一方面研究者论证大众文化与政

治的关系，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研究与政治的关联

性通过研究者的理论和实践得以体现。理论研究

和研究者思想的转变都或多或少与现实政治有

关。并且研究者表面上研究不同形式的大众文

化，实质上是表达他们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价值诉

求。也就是说，一方面研究者希望揭示统治阶级

是如何实施霸权的，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帮助

大众认识到自身的革命潜能，从而抵抗霸权，最

终获得自由和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与

政治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得以体现。

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既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
形式，那么它必然一定程度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

论基础。实际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诚如英国文化马克思

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尔所言，“在马克思

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

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进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②。这句话可以用来指示英

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关系。不

过，尽管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系如此复杂，但总体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主题即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这就涉及

到马克思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马克思的政治观是以其唯物史观为基础的。

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

“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

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

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③ 这说明政治是

一个历史性范畴。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带来

了生产率的提高，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客观

可能性，但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障

碍，它暗含着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这说明，马

克思对政治的讨论是基于对经济的分析。

相应地，基于对经济关系的探讨，马克思对

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逐渐简化为两个

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

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而这种不平等是由

经济关系造成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断剥

削造成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从而产生

激烈对抗，最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

级。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统治地位，

一是因为资产阶级握有经济权力，进而实施政治

权力；二是由这种政治权力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

文化控制。作为伪意识形态，文化是资产阶级为

了自身利益而设计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

的工具。“所有国家机构都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

务的文化价值中运行。资产阶级拥有权力，通过

权力获得知识，通过权力和知识创造统治性文

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着眼点在于权力、知识和

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构想出一种系统性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文化的信仰和实践是权力关系的

一种文化符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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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政治的看法最集中的体现在他的阶

级斗争观念上。当然，这不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

看法，也是其他众多学者的共识。但这并不能说

明马克思不重视对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

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

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这实际上指出了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在青年时

期就说过：“政治……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

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② 也就是说，政治

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政治解放的最终目的还

是人类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③。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在

马克思思想中始终隐含着的价值诉求，而为了实

现人类解放，首先要实现政治解放。因此在马克

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他强调政治的阶级性是

有历史缘由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 《资本论》的最后章节，

马克思虽然以 “阶级”为主题，但他对阶级的

看法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英国，现代社

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

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

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

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④。可见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社会发展给政治带来的新变

化，只是马克思还没有明确阐述这些变化。这些

变化具体来说是指：由于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政治变得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成为

与大众息息相关的东西。大众政治正是自英国文

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就存在的理念，这就涉及

到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就此而言，大众文化

与政治的关系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另

外，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大众政治的存在，从马克

思主义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

之上的上层建筑。既然如此，那么大众文化就具

有意识形态性，也就具有政治性，而政治也必须

借助大众文化来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马

克思思想中实际上隐含了对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

系的肯定。换句话说，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

为研究主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不过，虽然英国文化研究最初与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保持着紧密联系，但随着文化研究的

发展，文化研究逐渐泛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关系也并不稳定。当代语境下，具有反学

科化和多元化特点的文化研究对于决定关系持回

避态度，这就导致了文本主义倾向，使得文化研

究的 “对象或事件作为 ‘文本’，与它们产生的

场所或各种条件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⑤，从而

导致文化研究将文化形式、文化产品和文化事件

都看成是孤立的，而忽视了它们与生产方式的重

要联系。换句话说，文化研究者相对忽视经济的

作用。而文化分析必须不仅仅从阶级和政治角度

出发，而且应该从经济角度出发。在全球化条件

下，它还必须从全球经济视角出发。换句话说，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现在有学

者提出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为文

化研究提供政治经济学基础，这或许是英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走出理论困境的一种方式。英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它为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

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并对当代一些社会现实

问题做出了理论反思，因此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

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也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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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５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５页；第１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０１页。

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陶东风主

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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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 “流动”之魂

———辩证发展模式自身的辩证法透视

程本学

【摘要】对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解总是与 “三段式”联系在一起。然而 “三段式”作为黑格尔对古希腊辩证法的发掘和

改造，并没有达到表现论的成熟境界，其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如果剥去 “三段式”的日常语言外衣使其形式化，

那么，“正反合”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以环节为其结构成分的周期链。以辩证否定的眼光来解读这个周期链，可以发

现其中蕴涵了无数种变易的可能性，“三段式”只是其中的典型表达式而不是唯一的表达式。于是，辩证发展的模式

就由 “一个关系式”的阶段进入到 “关系式的变易体系”阶段，从而具有了强大的解释功能。

【关键词】辩证法；三段式；环节；链条

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５０－０６

　　一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 “三段式”

的形式特征。这一特征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其著作

的行文表达之中，即体现在概念 “自己构成自

己”的运动之中，而且还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理

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之一，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

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过的唯

物辩证法那里仍然保留着，只不过改变了其 “本

体论承诺”———它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 “思想

运动的逻辑”，而是被看作 “关于自然、社会和

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看法尽管受到了不

少质疑，但其主导地位却没有因此而动摇。这似

乎意味着，源自古希腊的 “三段式”，无论是作

为 “思想运动的逻辑”，还是作为世界发展的普

遍规律，都具有某种深刻的合理性，不可简单地

加以否定。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显然又过于

本质、过于朴素了，远没有达到其表现论的成熟

境界。因此，必须展开对它的进一步发掘。

一、“神圣公式”难现普照之光

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因其神秘主义性质而变得

晦涩难懂，那么，其结构体系中所蕴涵的 “三段

式”图式却使人印象深刻。马克思在 《哲学的

贫困》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对于不懂黑格尔语

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用希腊语来说，这

就是：正题、反题、合题。”①黑格尔深入发掘并

积极高扬的这个古老的公式，在经过马克思恩格

斯的 “倒转”之后被改造成唯物辩证法的否定

之否定规律。

容易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 “倒转”仅涉

及内容而不涉及形式，因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

式表达无论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

那里都是 “三段式”结构。这里的问题是，作

为一种发展的逻辑，“三段式”的形式表达是否

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是否就没有了进一步发掘的

余地？如果换成认识论的角度，这个问题还可以

这样来表述：不论是作为 “思想运动的逻辑”，

还是作为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段式”

是否道尽了其中的全部内涵？所有运动发展的过

程都可以归结为标准的 “三段式”吗？

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个困难无疑来自于

世界的复杂性。充满了复杂性的大千世界，无论

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其运动发展

的过程，都是无限多样的。如果要在这无限多样

的世界中为 “三段式”寻找适例，我们会发现，

并非所有的运动过程都是 “三段式”的，相反，

真正符合 “三段式”的只是极少数的，大多数

的事物和现象，或者根本就超越了 “三段式”，

或者只是 “三段式”结构极其模糊的近似。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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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生命史链就是一个例子。昆虫的一生蜕皮、

休眠多次，如果把每一次蜕皮或休眠看作是昆虫

生命运动的一次自我否定，那么，昆虫一生的生

命史链就绝不是一个 “三段式”的周期结构，

而是一个 “多段式”的循环结构。这种 “多段

式”的循环结构还有一种极端的表现，那就是卵

生动物和种子植物的生命史之多代连续系列，这

个系列用公式表示就是： “卵—动物体—卵—动

物体—卵……”或 “种子—植株—种子—植株

—种子……”。在这里， “三段式”显然只是这

个无限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片段。

超越 “三段式”的复杂性当然不止这一种

表现，也不仅仅限于自然领域，人类社会历史领

域同样存在着各种非 “三段式”的运动过程。

中国历史发展史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把

国家从兴盛到没落或从统一到分裂看作是从肯定

到否定的过程，那么中国历史史链也不是一个简

单的 “三段式”结构。中国历史几千年，其间

经历的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否定之否定

何止一次。仅隋唐以前就发生过五次这样的转

折。其中，夏、商、周是统一的王朝，接下来的

春秋战国则转入分裂时期，到了秦汉两代又恢复

了统一的局面，但接下来的三国复又陷入战争状

态，战争持续到西晋获得了短暂的统一，之后的

六朝再次陷入到分裂的漫漫长夜之中，直到隋唐

时代才逐渐结束这种状态获得长期的统一……。

可见，中国历史的史链也是一个 “多段式”的

循环结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史链的这种循

环结构还不是最后的结构，它还可以继续分析。

例如，夏、商、周三个王朝，因为其统一的共

性，固然可以把它们合起来看作一个环节，但仅

仅分析到这里是不够的，因为处于一个共同的环

节之中只能显示其共性而不能显示其个性。因

此，进一步的分析应当使这三个朝代区别开来。

很明显，这三个朝代之间的关系不象它们作为整

体与春秋战国之间那样构成了肯定和否定的转折

关系，它们之间仅仅是肯定环节内部的一种渐进

关系，这种渐进关系其实就是量变过程的反映。

“三段式”显然无法表现这种量变关系。这就说

明，“三段式”是有局限的。

“三段式”的这种局限在思维领域也表现出

来了。思维领域可以说是辩证法最初的 “本体论

承诺”。古希腊的对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概念辩

证法，在本来的意义上都可以理解为 “思想运动

的逻辑”。然而思想存在于头脑之中，考察思想

运动的逻辑当然不能直接进行而只能借助于思想

的某种媒介———例如文章来间接进行。作为思想

运动的物质载体，文章的意思表达是思想的具体

内容，而文章的段落结构则是思想的逻辑形式。

因此，分析文章的段落结构实际上就是分析思想

运动的逻辑。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任何一篇文章

都具有 “三段式”的逻辑结构？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文章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其形式结构自

然不可能千篇一律。考察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

无论是诗歌、散文、戏曲还是小说，其形式结构

都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古代诗歌

特别是唐诗中普遍使用过的一种表现手法，这就

是 “起、承、转、合”。 “起承转合”虽然接近

“正反合”的周期性结构，但它毕竟是 “四段

式”而不是 “三段式”。此外，类似昆虫生命史

链的 “多段式”结构，在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

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思想逻辑超越 “三段式”的复杂性，除了

横向表现，还有纵向表现。一篇文章由若干个段

落组成，每个段落内部往往又由若干个小段落组

成，每个小段落还可能由更小的段落组成，如此

等等。这种段落中有段落的嵌套结构，就是文章

结构的层次性，它是思想运动层次性的表现。现

代系统论的研究表明，层次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

征，无论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还是思维系统，

都具有或深或浅的层次性。对此，“三段式”也

是无能为力的。

以上分析表明，源自古希腊的 “三段式”，

虽经黑格尔的整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其局

限性仍然是明显的———它不能准确地复归于千变

万化的现象世界，不能客观地描述无限复杂的现

实系统；同时，它也不能与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

科学发生 “视域融合”。因此，这个理解黑格尔

哲学的 “神圣公式”，在改变了其 “本体论承

诺”而扩展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并没有成为一屡

“普照的光”，它的朴素形式决定了它只能在极

其有限的范围和非常一般的意义上被使用，否

则，任何超限使用，都会给人以牵强之感，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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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硬套公式”的教条主义嫌疑。

二、动态系统彰显 “流动”之魂

“三段式”的这种局限性，从归根到底的意

义上讲，其实就是 “三段式”本身缺乏辩证性。

也就是说，“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

的辩证法”①，其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辩证精

神没有在 “三段式”这个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

这就造成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

盾的有效办法，就是在日常语言之外寻求一种更

为精确的表达方式，因为，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

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不可操

作性。

这样做的可行性是毋庸质疑的。马克思早就

这样做过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这部辩证法

的杰作中，为了刻画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用

了两个公式来分别表示 “商品—货币—商品”

和 “货币—商品—货币”这种 “三段式”结构。

这两个公式是： “Ｗ—Ｇ—Ｗ”和 “Ｇ—Ｗ—Ｇ
＇”②。前面的公式称为 “商品流通公式”，后面的

称为 “资本总公式”。这两个公式表达的内容虽

然有所不同，但结构模式却是相同的。只要对它

们做进一步的提炼，即把这两个公式的表述形式

一般化，就得到了 “三段式”的一般公式，这

就是：Ａ—Ｂ—Ａ１。其中 Ａ表示肯定即正题，Ｂ
表示否定即反题，Ａ１表示否定之否定即合题。

作为 “三段式”模式的形式表达，公式Ａ—
Ｂ—Ａ１的合理性是不难理解的。其中最明显的是
Ａ１作为Ａ的否定之否定，它的合理性是无须说
明的，它本身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需要指出

的是，以Ｂ而不以 “瓙Ａ”（非 Ａ）作为 Ａ的否
定或反题，这种与数理逻辑不一致的表达方式，

其合理性何在？

这里牵涉到对辩证否定这一概念的理解问

题。众所周知，辩证的否定不是形式逻辑中 “非

此即彼”的否定，而是 “亦此亦彼”的否定，

即包含了肯定的否定。瓙Ａ作为Ａ的否定，按照
通常的理解，显然是 “非此即彼”的否定，即

没有包含肯定的否定。以此作为辩证否定的形式

表达，实际上是把辩证的否定与形式逻辑的否定

混为一谈了。这就难免会碰到 “运动物体在同一

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这一个地方”这类辩证

命题的逻辑自洽性问题。因为这类命题提炼成逻

辑形式是 “Ａ∧瓙Ａ” （Ａ并且非 Ａ），与形式逻
辑的矛盾律相冲突。

而Ｂ作为 Ａ的否定就不同了。Ｂ作为 Ａ的
否定首先是一种 “亦此亦彼”的否定，因为 Ａ
中可以有 Ｂ，Ｂ中也可以有 Ａ。同时，Ｂ作为 Ａ
的否定使得辩证命题的逻辑形式 不 再 是

“Ａ∧瓙Ａ”这样的矛盾式，而是 “Ａ∧Ｂ”这样的
可满足式。可满足式尽管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但相对于永假的矛盾式却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它不再存在逻辑自洽性的困扰。

因此，以公式Ａ—Ｂ—Ａ１替换经典著作中的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 “正题—反题—

合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

是，公式Ａ—Ｂ—Ａ１作为传统 “三段式”的形式

表达，其本身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它只不过是

把经典著作中以文字表达的东西换成符号而已，

并没有解决辩证法形式结构自身的辩证性问题。

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依然存在。然而，符号之不同

于文字在于它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形式的东西

相对于非形式的东西，除了有更多的解释之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本身可以进行符号的运演，可

以 “自己构成自己”并形成系统。公式 Ａ—Ｂ—
Ａ１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具有意义。

公式Ａ—Ｂ—Ａ１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它可以
延长，可以变成 Ａ—Ｂ—Ａ１—Ｂ１这样的链条。在
这里，Ａ、Ｂ、Ａ１作为正题、反题、合题的形式
表达，分别称为正环节、反环节和合环节。合环

节又称复位正环节，合环节 Ａ１继续向自己的对
立面转化所生成的新环节 Ｂ１叫复位反环节。正
反环节之间的关系称为对极关系。很明显，公式

Ａ—Ｂ—Ａ１—Ｂ１中包含了三个对极关系，出现了
三次转折因而超越了一个周期。所以，如果把公

式Ａ—Ｂ—Ａ１叫做周期链，则公式 Ａ—Ｂ—Ａ１—
Ｂ１就叫做循环链。循环链当然不一定只有四个
环节，它还可以继续延长甚至无限延伸下去。例

如，它可以采取如下的形式：Ａ—Ｂ—Ａ１—Ｂ１—

２５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３页。

《资本论》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２７、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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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Ｂ２—Ａ３……。
公式 Ａ—Ｂ—Ａ１既然可以延长也就可以缩

短，它可以变成 Ａ—Ｂ，甚至可以变成 Ａ。Ａ—Ｂ
由正反两个环节组成，包含一个对极关系，称为

对极链。而Ａ则只有一个环节，没有对极关系，
也没有差别关系，所以称为单纯链，也叫绝对单

纯链。单纯链和对极链都没有形成 “三段式”

的模式，没有完成一个周期，但这并不表明它们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它们作为否定之否

定过程不同程度的展开，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经典的 “三段式”模式未能

昭示它们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

缺陷。

公式Ａ—Ｂ—Ａ１自身的辩证性当然不仅体现
在延长和缩短两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

两个表现———同位变化与层次变化。所谓同位变

化是指一个环节在变易的过程中不是一下子就转

化为自己的对极环节，而是变成与自己性质相同

而又包含微小差别的相似环节。这些相似环节称

为同位环节，用字母下方的不同附标表示，例如

Ａ１、Ａ２等，用公式表示就是Ａ１—Ａ２。不难理解，
如果把从Ａ到 Ｂ的对极转折看成是对立双方矛
盾转化的表现，是质变过程的反映，那么，从

Ａ１到Ａ２的同位变化就是矛盾逐步形成和逐步展
开的表现，是量变过程的反映。

顺便指出，由于公式 Ａ１—Ａ２没有包含对极
关系，所以该链条属于单纯链而不是对极链。与

绝对单纯链不同的是，这一公式中包含了同位环

节之间的差异关系，因而叫相对单纯链。相对单

纯链与绝对单纯链一样，也会向对极转化。如果

正环节在Ａ２之后开始向反环节 Ｂ转化，就形成
如下的对极链：Ａ１—Ａ２—Ｂ。这个对极链包含了
三个环节，所以叫三环对极链。在这个三环对极

链中，如果反环节 Ｂ也分化出同位环节 Ｂ１、Ｂ２
等，则三环对极链就展开为四环对极链或多环对

极 链， 如： Ａ１—Ａ２—Ｂ１—Ｂ２， Ａ１—Ａ２—Ｂ１—
Ｂ２—Ｂ３等。同样，如果反环节在 Ｂ２之后开始向
合环节 Ａ１转化，就形成如下的五环周期链：
Ａ１—Ａ２—Ｂ１—Ｂ２—Ａ

１。在这个五环周期链中，

如果合环节 Ａ１也分化出两个同位环节 Ａ１１、Ａ
１
２，

其结果就是下面的六环周期链：Ａ１—Ａ２—Ｂ１—
Ｂ２—Ａ

１
１—Ａ

１
２。如此等等。

必须强调的是，同位变化这一现象可以在任

何一个环节上发生，也可以在任何一种类型的链

条中发生。至于同位环节的数量当然可以根据需

要任意延长。显而易见，同位环节这一概念的出

现，标志着否定之否定过程的渐进性得到了表

现。有了这一概念，辩证发展的过程就变得丰富

而细密了。

如果说环节的同位变化是公式 Ａ—Ｂ—Ａ１在
水平方向的自我超越，那么，其纵深方向的自我

超越就是环节的层次分化。就是说，若把一个链

条看成是一个系统 （称为链系统），那么其中的

每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系统的元素。根据系统层次

论的原理，构成系统的元素本身也是一个系统，

称为子系统；子系统下面的元素还可以是一个系

统，如此等等。这就昭示我们，作为链系统构成

元素的环节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链条，称为子链；

子链中的每一个环节还可以是一个链条……。这

一思想可以方便地用符号表达出来。例如，公式

Ａ—Ｂ（Ａ—Ｂ—Ａ１）—Ａ１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次周
期链。在这个公式中，反环节 （Ｂ）本身也是一
个三环周期链，用括号中的斜体字母表示。由于

它只包含了两个层次，所以称为 “二次”。如果

子链中的反环节 （Ｂ）本身还是一个周期链，那
么它的公式就成为如下的形式：Ａ—Ｂ（Ａ—Ｂ
（ａ—ｂ—ａ１）—Ａ１）—Ａ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
次周期链。

原则上说，链系统的层次分化可以无限进行

下去，但一般根据需要只能做到有限次划分。

至此，公式 Ａ—Ｂ—Ａ１通过延长、缩短、同
位变化与层次变化等自我否定形式，实现了形式

结构 “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运动，并形成了

一个由无数个公式组成的环链系统。可见，作为

否定之否定规律结构模式的 “三段式”，一旦脱

去日常语言的外衣而予以形式化，它就获得了无

限的生机与活力，它就由一个僵化的结构变成了

一个 “流动”的系统。这正是辩证法的灵魂之

所在。辩证法作为一种发展的学说，它的理论范

畴本身不能是凝固的，它应该与系统论结合在一

起，把自己的形式表达由 “一个关系式”的阶

段提升到 “关系式的变易体系”阶段。只有这

样，它才能从古老而朴素的传统中走出来获得当

代视域；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物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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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获得应有的解释功能。

三、“三段式”：挥之不去的幽灵

现在看来，传统 “三段式”不能描述昆虫

的生命史链，确实不是偶然的。作为一种超越了

“三段式”的复杂性结构，昆虫的生命史链只有

在链系统的动态公式中才能得到准确地刻画。如

果以Ａ代表幼虫 （也称第一若虫时期），Ｂ代表
第一次蜕皮或休眠的过程，Ａ１代表第二若虫时
期，Ｂ１代表第二次蜕皮或休眠的过程……那么，
昆虫的生命史链就可以描述为一个以蜕皮或休眠

为转折标志的 “多段式”的循环链。它的表达

式大体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Ａ—Ｂ—Ａ１—Ｂ１—
Ａ２—Ｂ２……Ａｎ。此外，一切卵生动物和种子植物
的生命史之多代连续系列，都可以写成类似的循

环链或 “超循环链”。

链系统的动态公式，由于进入了 “关系式的

变易体系”阶段，实际上具备了 “全息性”特

征因而具有了强大的解释功能———它可以描述任

何一个一维的现实系统，并通过这种描述达到对

这一系统结构的精确认识。前面所述的中国历史

史链，如果以链系统为工具，它的结构就可以得

到精细入微的刻画。根据我国学者温振宇教授的

研究，中国历史史链是一个多转多次循环链。由

于这个链条过于复杂，下面仅截取其中的一个环

节———唐朝的历史进行展开。

唐朝的历史是一个四环多次周期链 （为简便

起见，只分析到两个层次），其关系式是：

Ａ１—Ａ２ （Ａ１—Ａ２—Ｂ—Ａ
１）—Ｂ—Ａ１ （Ａ—

Ｂ—Ａ１）
依次分析如下：

Ａ１，唐朝建立的初期 （约９年）。唐高祖经
过多年征战，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打败了割据势

力，同时承袭隋朝的基本制度并加以改进，社会

得以安定。

Ａ２，唐朝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约８２年）。这
一环节本身又是一个四环周期链。

Ａ１，贞观之治 （２４年）。玄武门之变后，李
世民继位，开始了贞观之治。由于他任人唯贤，

又善于纳柬，改良朝政，贞观四年获大丰收，之

后社会生产不断发展。

Ａ２，高宗以后社会进一步发展 （约４０年）。
高宗时期，武后专权。但武则天是一位精明的政

治家，她打击门阀贵族，提拔世俗地主中的贤

人，使得社会经济又有很大发展。

Ｂ，武周时期 （１５年）。僧人法明造 《大云

经》，言武后系弥勒佛转世，应代唐为阎浮提主，

于是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称圣皇帝，以皇帝

为皇嗣，赐姓武。李唐名亡实存。

Ａ１，中宗以后的腐败时期 （约９年）。张柬
之发动政变复国号唐，中宗李显即位，这时唐代

社会矛盾开始尖锐，朝政混乱不堪，九年间政变

共发动了七次，皇帝更换四次。

Ｂ，唐朝全盛与社会矛盾集中时期 （约 ４４
年）。唐玄宗继位后，着手稳定封建秩序、改善

经济政策，唐朝进入极盛时期。与此同时，唐朝

不断扩充军备发动对外战争，唐玄宗因宠爱杨贵

妃而重用奸臣杨国忠为宰相，使得唐朝统治阶级

内部危机四伏。

Ａ１，唐朝的衰落时期与最终灭亡时期 （约

１６０年）。这一环节本身又是一个三环周期链。
Ａ，安史之乱 （共 ７年）。安绿山、史思明

的叛乱前后延续七年，使得唐朝政治经济遭受极

大破坏，从而急剧地衰落了。

Ｂ，唐朝后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加剧 （约１００年）。安史之乱后，社
会稳定下来，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但统治

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Ａ１，唐末农民大起义与唐朝的灭亡 （约 ４８
年）。唐朝末年，吏治更加腐败，财政支出困难，

赋税繁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唐朝招降起义军

黄巢叛将朱温，最后朱温又篡唐建立后梁，开始

了五代十国时期①。

上述分析表明，唐朝历史作为中国历史史链

的一个环节，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链系统。这个

具有层次结构的一维系统，以精确的形式展示了

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同时，这一分析过程还使我

们认识到，以符号关系式作为分析复杂系统的工

具，比之纯粹的日常语言描述要方便得多。因为

有了符号关系式，我们就可以象黑格尔说的那样

４５

① 温振宇：《新易学》，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２３６—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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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忘记”那些分析结果，把它交给符号和简

单的环相描述去看守，然后专心分析下面的新环

节。于是，一切庞大的复杂系统都可以清晰地呈

现在我们面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作品。作为 “思想逻

辑”的物质载体，文学作品的章法结构具有典型

的一维性质，因而是链系统在思维领域的最佳应

用场所。如果把行文的承接看作是环相的同位变

化，把行文的转折看作是环相的对极变化，把行

文的嵌套看作是环相的层次变化，那么，一篇文

章便是一个标准的链系统。诗歌、散文、戏曲、

小说莫不如此。古诗 《锄禾》就是一个简单的

例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前两句描绘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

在田间劳作的情景，无疑是承接关系，用 Ａ１、
Ａ２表示，第三句笔锋一转，文意从田间情景跳
到 “盘中餐”上来，属于转折关系，用 Ｂ表示，
第四句则又回到劳作 “辛苦”这个主题上来，

显然是合环节，用 Ａ１表示。于是整首诗的关系
式便是一个四环周期链：Ａ１—Ａ２—Ｂ—Ａ

１。这就

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 “起、承、转、

合”。

“起承转合”在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运用

得相当普遍。但由于只有 “一个关系式”，其局

限是十分明显的。刘禹锡的 《陋室铭》在某种

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模式，但它的具体结构却要复

杂得多，仅用 “起承转合”来说明是远远不够

的。链系统论则不然，它可以把这篇短文分析成

如下的四环三次周期链：

Ａ１—Ａ２—Ｂ （Ａ—Ｂ （ａ１—ａ２—ａ３—ｂ）—
Ａ１）—Ａ１。

以下是 《陋室铭》全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Ａ１）。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 （Ａ２）。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Ａ）。苔痕
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ａ１）。谈笑有鸿儒，往来
无白丁 （ａ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ａ３）。无丝
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ｂ）。南阳诸葛庐，
西蜀子云亭 （Ａ１）。孔子云：“何陋之有？”（Ａ１）

显而易见的是，第四句到第七句之间的关系

最为紧凑，它们是对 “陋室”的实际描写，无

论如何要看作一个整体。但由于第四五六句为正

面描写，第七句为反面描写，所以前者分别用

ａ１、ａ２、ａ３表示，后者则用 ｂ表示。既然是一个
整体，也就是一个环节，因而必须有一个环节

名，这就是斜体的 Ｂ。斜体的 Ｂ与斜体的 Ａ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以及斜体的Ａ１ （“南
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都是对极关系，因为

Ｂ是分述性的，而 Ａ和 Ａ１都是总括性的。这就
构成了 “总括—分述—总括”的三段式结构。

这个三段式结构显然也是一个整体，它在第一层

次中充当反环节 Ｂ。反环节 Ｂ相对于正环节 Ａ１、
Ａ２以及合环节 Ａ

１的不同点是，它是对 “陋室”

本身的具体展开，而Ａ１、Ａ２是两个比喻，Ａ
１则

是引用孔子的话收束全文，它们都是抽象议论。

于是这又形成了 “抽象—具体—抽象”的三段

式结构。

上述例证对于理解链系统论是重要的。它不

仅凸现了链系统强大的解释功能，同时还向我们

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辩证运动的过程不仅是复

杂的，同时也是简单的，其简单性的表现不是别

的，正是那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 “三段式”。

上面的例证已然告诉我们：“三段式”不是辩证

运动的唯一模式，但却是一个 “标准模式”。

“标准模式”作为一个实证科学的概念，它

的出现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对象中找到一个可供

借鉴的参照系，从而做到以常衡变。 “三段式”

之所以能充当这一角色，乃是因为它具有统计意

义上的普遍性。因为 “三段式”作为一种周期

性结构，它所反映的是现象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

个规律。因此，这一结构形式在所有形式中最具

典型意义，所有其它成员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结构

形式的不同表现，是这一结构形式的变种或异

化。这些异化的形式作为 “三段式”的具体表

现如果看作是 “多”，那么 “三段式”就是

“一”。于是，我们就走完了一个从 “一”到

“多”又从 “多”到 “一”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这一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三段式”作为否定之

否定规律的形式表达，它只是否定之否定过程的

一种典型表达式而不是唯一的表达式，在 “三段

式”的背后还隐藏着无数种变易的可能性。正是

这些可能性使得 “三段式”具有了复杂性维度

而成为 “一”与 “多”的统一体。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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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义的追求与和谐的实现

邓大鸣

【摘要】正义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它却渊源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情感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正义在动机

上的相互性或有条件性和在制度层面上的无条件性。正义所具有的这样两种属性互为存在的对立面并成为人类社会得

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社会和谐的达成有赖于正义的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正义有着多层次的要求：社会不仅要借助于

正义的机制构建起良好的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而且要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成员人心的自由和祥和。而所

有这些不仅要借助于法律的支持，而且要依靠道德的教化。

【关键词】正义追求；社会和谐；法律保障；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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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①因此，正

义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就是哲学、法学、政治

学和社会伦理学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千百年

来人们对正义孜孜以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

了这一话题以新的内容。在今天我国的现实条件

下，探索正义及其实现途径对于建设一个理性、

法治与和谐的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

意义。

一、人类社会之正义理念及其属性

正义观念乃是人类特有的情感意识。凭借这

样一种情感意识，无数个体的人才得以汇聚为相

应的社群、部族、社会和国家。所以正义的观念

乃是社会与国家形成与维系所必需的情感意识基

础。但是若论及正义观念的起源，其原初动机却

并非那么高尚。

１．正义乃基于人之秉性的伦理制度选择
当我们理性地审视人之本性时，不难看到，

作为个体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兼有利他和利己

两种倾向或秉性，且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利己

的秉性甚至要多于利他的秉性。这是因为，一个

人在通常情况下首先要在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

后，才能顾及他人利益。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代

西方经济学才有了对 “经济人”②的假设。在古

今中外的法律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正义的观

念如同法律的观念一样，基本上是基于人性本恶

这样一种悲观人性论发展而来的。把最初的人性

设想为 “恶”或 “自私”，是人类社会很多制度

的出发点。对此，休谟曾经指出：“政治家们已

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

和确定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

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

外，别无其他目的。”③正是因为人性中难以根除

的道德之恶，人际之间才有种种的冲突，人类社

会也才因为有种种的违法和犯罪而不能圆满，因

此，必须求助于某种制度性安排来予以弥补，从

而将人性恶的释放降低到最低限度。这种制度性

的安排就是我们所称的正义。它可以通过区分合

法利益与非法利益，并通过保护合法利益，从而

维持并满足人类共同体的需要，并在人的利己倾

向与利他倾向之间形成适当的平衡。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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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看出，正义乃是人们无可奈何而又无法

回避的道德伦理和制度选择。

尽管正义的原初动机并非高尚，但是正义作

为一种制度要得以实现，它却要求人们以仁慈、

博爱、忠恕的精神，通过克制、遗忘和宽恕等方

法尽力消解、去除因他人的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

愤懑和报复的心理，从而无条件的恪守正义的规

则。就此而言，我们又不难看出，正义作为一种

制度，在其实现过程中又被赋予了道德高尚的

意义。

人性的两面，其利他、善良的一面有如美丽

的天使，其利己、自私的一面则有如丑陋的魔

鬼。而正义的理念和正义的原初动机就生于斯，

长于斯。人性利他、善良的一面，使人趋于正义

的理想，正义仿佛近在咫尺；而人性利己、自私

的一面却又处处与正义作对，正义的制度屡遭破

坏，正义仿佛可望而不可及。或许正是因为正义

不能轻易达成，所以其才弥足珍贵，成为人类社

会为之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２．正义之相互性与无条件性
由于人毫无例外地具有的利己倾向或秉性，

因此，任何人即便具有正义愿望，希望遵守正义

的规则，并且也想要在实际中为正义的行为，但

是，他 （她）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社会

中其他的人也必须要同样遵守正义规则。这种前

提就是所谓的正义的条件性或相互性。“这种有

条件的自愿性反映了正义的一个主要目的，即以

等利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们的自我利益。”① 对

此，威廉·葛德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是

有来有往的”。②

鉴于正义的产生存在这样的前提条件，那

么，只要有人在正义问题上不作为，甚至违反正

义的规则，与之相应，其他的人在正义问题上也

可能不作为，甚至做出非正义的行为。一如休谟

所说：“你和我一样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采取

不正义的行为。你的榜样促使我效仿，同时还为

我提供了违背公平的新的理由，它向我表明，我

如果在别人恣意放纵的时候对自己严加管束，我

就会因为自己的诚实而成为傻瓜”。③ 结果，这

种非正义行为最终可能蔓延至整个社会，从而造

成社会的动荡和分裂。为了防止这样一种现象的

出现，正义的存在又必须是无条件的，也即：正

义无论从制度意义上来说，还是就个人的品德而

言，它都应该绝对地得以遵行，而不应附加任何

条件。这是所谓的正义的无条件性。④ 当社会的

所有成员都无条件的地遵行正义的规范时，正义

的条件性和相互性才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的秩序

才能得以维持。

二、和谐社会之于正义的要求

１．正义的一般社会功能
人由于身体条件的能力不足以抗衡大自然，

同时也由于情感上的需要，有过群居生活的需

要，这是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的连带关系，也是

人的社会属性使然。在这种连带关系之中，作为

个体的人要生存下去，相互之间对对方都要 “与

人为善”，都要有一定的善意，为一定的善行。

但是由于人与生俱来的自利本性，却又使他们对

群体有一种离散之心。显然，如果每个个人的自

利本性和对群体的离散之心不受任何制约的话，

那么任何个人都无法生存，而由个人组成的群体

———社会也就自始无法得以建立。

正义的有条件性或相互性对应于人在正义问

题上的自利动机，也由此承认了人在利益和权利

上的合法性，从而划定了人与人之间在利益、权

利上的界限，避免了由于 “产权”界限不明而

引致的利益争斗和权利侵扰。但是由于人的自利

的秉性，人与人之间权利的界限随时都可能被破

坏，为了平息由此而来的愤懑，防止无休止的报

复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稳定人们之间的连带

关系，使人人都能够相互依靠而生存下去，正义

的机制又要求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正义的规

范，为正义的行为，即便是在他人违反了正义的

规范并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时，亦复如此。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义的相互性与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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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性乃是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正义

的条件性或相互性通过划定权利的边界，从而为

社会的建立夯实了法理根基；而正义在制度层面

上的无条件性则通过规制人们的利己秉性，从而

使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通过正义机制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社会及其财富则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

然的和谐提供了物质载体。

２．和谐社会的正义追求
和谐社会与任何社会一样，都是由无数个人

结合而成的共同体，由此，和谐社会对于正义的

要求就是要通过某种机制将人们聚合在一起以和

睦地共同生活，使各自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实

现。社会的和谐包含许多的要素，但是其中重要

者是要实现社会的安定与有序。所以，和谐社会

之于正义的追求，就 “和谐”的内容来说，首

先在于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 “良序社会”。

（１）“良序社会”的法律强制及其局限
在 《正义论》中，约翰·罗尔斯曾经对

“良序社会”有过这样的定义：“一个社会，当

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

也有效地接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

是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①罗尔斯的 “良序社

会”中的正义机制依然以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等

利害交换关系为己任。尽管他一般不使用等利害

交换关系这样的字眼或术语，但是他在构想良序

社会的运作机制时，其凭借的动机资源确是人们

之间的利益互换愿望，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善

意。同时罗尔斯在建立 “良序社会”的问题上，

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他认为社会稳

定在现代社会所追求的 “效率、公正和稳定”

这样三个基本价值目标中 “具有头等的重要

性”，而现代民主社会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

上，才可能实现社会的稳定。正义的规范、原则

和理念在良序社会的建立与维持中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它要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

配不能有任意的区分，并且要在社会各种利益冲

突之间实现一种恰当的平衡，从而在社会成员之

间建立起一种秩序，并使其具有相应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就是要求不得破坏人们之间的等利害交

换关系。显然这样的正义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

由外部施加的力量。因此，正义在这里不论是作

为个人道德，还是作为社会制度，乃是相当脆弱

的道德成就。② 一则因为正义的这样一种脆弱

性，二则因为正义对于个人而言乃是外在的力

量，而非其内生的因素，所以正义的实现和良序社

会的建立与维系都不能够离开法制的强制力量。

但是，仅凭法律的力量，正义的实现是困难

的。即便作为规则的正义能够得以实现，它也决

非持久。其原因就在于在正义问题上，社会成员

之间缺乏相互的善意和心灵上的沟通、融合，于

是人们的正义动机就难于萌发于自己的内心深

处，这样的社会即便通过法律的强制而获得了秩

序的井然，也不能使人的内心获得自由，人际之

间的和谐实难实现。正如徐复观先生指出：“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应当以相互含融的精神，

作为礼与法的基础。缺少精神中的相互含融，而

仅靠外在的礼、法、势等，作平面性的规定与安

排势必堕入于强制性的权力机括之中，使社会有

序而没有谐和，没有自由；此种秩序终将演变而

为压迫人类的工具”。③ 由此看来，罗尔斯所言

的良序社会并非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实

际上，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仅仅是和谐社会的内容

之一，和谐社会在良序社会的基础上对正义有着

更高的要求。

（２）“宽容的正义”———和谐社会对正义更
高要求之一

和谐社会对正义的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实现人

的思想的自由和人际关系的融洽。这种要求大致

可以从正义行为的动机和正义的内容两个方面来

加以分析。

从正义的动机来讲，和谐社会要真正得以建

立就要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善意来推动正义

的实现。作为正义行为动机的相互性，在罗尔斯

那里原本是以互利，亦即相互利益为主旨。但是

依人之常情，只要涉及利益，人与人之间就免不

了冲突和矛盾，所以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利益

为主旨的相互性，作为发动正义的动机原由，的

确不是那么高尚。幸而约翰·罗尔斯的相互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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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没有排除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善意。罗尔斯

认为相互善意虽然并非是正义社会赖以建立的原

初假定，但是正义社会一旦在相互利益的动机支

配下得以启动，那么相互性就可能超越互利的最

初局限而逐步发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善意，

这种相互善意又将推动正义向更高境界发展。

从正义的内容来看，正义行为后来所获得的

相互善意动机强调的是正义要在社会中实现某种

宽容。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这

个社会不仅存在许多利益要求殊同的利益集团，

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在不同

的群体之间，其身份平等、而价值追求和道德信

仰各不相同。因此要在这样一种多元的社会中实

现和谐的理想，就须以相互善意和宽容的态度来

建立和完善我们社会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一种

“宽容的正义”。这种宽容的正义要求在对待社

会成员和利益集团的价值评价和理想追求方面要

持有一种 “和而不同”的态度，而不能够用强

制的手段来求得意识形态的统一。在现代民主社

会中各社会成员和利益集团都应具有平等自由的

主体地位，允许这些多元的社会主体在思想观念

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冲突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

体现。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这些主体所具有的平等

自由的政治权利和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理

应受到宪法的保障。实际上，思想观念或意识形

态上的冲突，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翻开人类历

史的画卷，我们就可以看到，自人类进入文明社

会以来社会中的价值冲突就连绵不绝，春秋战国

时期就有诸子百家的学说；隋唐以来则有儒释道

的不同主张；宋明以降儒释道虽然融合为宋明理

学，但是也曾遇到陈亮、叶适等人功利主义哲学

思想的挑战。如何对待这些价值冲突，不同的历

史时期，解决的方法有所不同，所带来的政治影

响和后果也各不相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造成

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而秦始皇的焚

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导致

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专制和霸权，结果是秦朝二

世而亡，汉武由盛而衰。应该说不同价值观念的

冲突与并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经由不同思

想观念的激烈交锋，才能推陈出新，防止政治思

想上的禁锢或固步自封；而只有通过不同价值观

的搏奕才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和谐。所以，宽容

是和谐社会对正义的更高要求。

当然宽容必须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宽容显

然超出了正义的范围。即是说，任何个人和集

团、阶层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

张，但是他们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行

为，并且，不管任何意识形态、政治主张都不能

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旦越此雷池，就应

该受到代表正义的法律的制裁。严格而言，宽容

只是个人和个人所属之阶层、政党、利益集团的

“私人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国家的责任不

是超越正义，而是保障正义”。① 既然保障正义

是国家的责任或职权，那么国家就轻易不能放

弃，不能轻言宽容，它必须强迫社会成员，无论

是个人、还是阶层、政党或利益集团，无条件地

遵守正义规范，从而维护正义的条件性和相互

性。所以，国家如果擅行宽容，其后果就是正义

的相互性得不到保障，受侵害一方的利益得不到

法律的救济，还会导致非正义的出现，国家 （社

会）与个人的最根本的契约关系也因此受到侵

害，整个社会关系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３）人权的保护———和谐社会对正义更高要
求之二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应平等地

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

的差异应该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

为原则。② 但是，在差不多近二百年的时间里，

在西方哲学中功利主义甚为盛行，功利主义把个

人效用总和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追求目标，而常

常忽视了社会中某些个人和阶层的权利。受功利

主义法哲学思想的影响，前几年在我国的政治生

活和经济建设中，侵犯人权的情况屡见不鲜。现

在我们倡导建设以人为本的 “和谐社会”，老百

姓对政治的期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治正义是否

能够得到落实、追求至善的理想是否能够在政治

身上找到依托，人权的理想是否能够得以真正实

现。正义是每一个民主社会赖以建立的政治基

础，而正义的基本目标首先就是要确定社会中公

民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优先性，然后通过社会

９５

①

②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
第２１６页。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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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制度设置和安排，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社

会实际状况的不平等，以寻求社会中各成员、集

体的利益、权利与义务等的公平安排或分配。所

以，和谐社会是以人权的有效保障为基本特征的

社会。“以人为本”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

必须以人为出发点，改善民生，促进民主，实现

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人权保障的

价值基点，国家和政府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

时，把实现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个问

题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中贫富

悬殊的现象较为突出，较少的人不仅占有了极大

份额的社会财富，而且在政治上也为富不仁，与社

会相当多数的劳动者形成了较为尖锐的矛盾冲突。

三、正义实现途径探讨

以上我们探讨了社会对正义的一般需求以及

和谐社会对正义的更高要求。那么，正义怎样才

能得以实现呢？

１．正义实现的前提：人人之间的平等
在本文的开始，我们曾经说过正义的条件性

在于一个人遵守正义规则的前提是他人也必须遵

守正义规则。这反映了正义的主要目的是要以等

利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们的自我利益。因此，合

乎逻辑的是如果人际之间没有平等，那么我在遵

守正义规则的同时，你却可以不必遵守正义规

则，这样我们之间就没有互利或等利害交换可

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德文说：“平等的条件，

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得进步和快乐手段的平等机

会，乃是正义对人类的严格指示”。① 所以，舍

去了平等，作为正义秉性的相互性就无从谈起，

而就没有正义，更谈不上正义的实现。或许人的

知识和才能会有差别，但在彼此关系和取得生活

资料方面，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成员的平

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社会和国家，除了

根据宪法和法律而授与的权力以外，对个人也没

有任何支配的权利。所以，任何单方面强调社会

本位，而轻视个人的权利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

会正义的要求的。②

２．正义实现的社会制度要求：合法与正当
的社会制度

国家或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现代社

会正义的基础。

正义，特别是政治正义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

决定的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念的集合，这些观念

包括了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自由并

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正义要使这些价值观

念得以实现，那么，它所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国家

或社会制度就必须具有 “合法性”和 “正当

性”。而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在于

国家权力的取得、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必须经

由人民的同意，也就是说要取得人民对政府承认

和认同，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制定必须要符合

特定的程序。

人民对政府的承认和认同实际上就是人民将

自己的权利委托国家或社会来行使，并籍以保护

自己的利益。如此，正义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

之间的关系，而演化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

由政府所代表的社会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惩罚非正

义行为，才能使作为正义动机的相互性得以持续

下去，并且使法律代表的暴力具有制度化的特

性，从而以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

层面，全面影响人类的生活，从而克服社会成员

个人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过分的愤怒、报复和惩

罚，使社会趋于理性或和谐。因为失却了理性，

正义将不复为正义。

３．正义实现的法律机制
首先，如前所述，正义的实现须得借助法律

的支持与匡护。

古希腊的哥弗隆曾说：“法律是人们互不侵

害对方权利的保证”，这或许解释了正义的实现

须得借助于法律的原因。本文一开始就曾指出，

大凡是人，都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潜质。利他的

潜质使人趋于正义，而利己的潜质却使人尽量逃

避自己在人际相互性关系中所负的责任。基于正

义的条件性，“为了使正义者遵守正义规范，法

律只须维护社会的基本有序状态；相反，为了使

０６

①

②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７年，第６２０页。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的社会目前在处理城镇居民房屋

拆迁、农地征用等问题上，尽量地采用协商和平等对话的方式

来予以解决，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所涉人员作为社会成员的平等

地位和他们的财产权利，昭示了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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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能够这样做，法律则必须诉诸直接的

胁迫手段”。① 这是法律之于正义者和利己主义

者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作用。对于法律与正义

者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在其所著的 《政治

学》中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

邦人民都能够进于正义和善德的 ［永久］制

度。”② 而对于法律与利己者的关系而言，法律

和法律所支持的惩罚则是为了用制度化和理性化

的暴力来代替个人的报复，在满足社会成员因为

利己主义者的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恨情感的同

时，能够得以维护正义在人际之间的相互性，并

使之持续下去。

但是，法律和法律所支持的制裁总的来说，

都是在正义关系遭到破坏以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

恢复措施。所以法律对于正义而言，其匡护和恢

复的意义恐怕更甚于助其实现的意义，并且，它

对于正义在社会中存在状态来看，多具有一种

“事后”的特征，即是说只有当正义受到损害以

后，法律的机制才能启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

法律对于非正义在事前也有一种威慑和预防的作

用，但是这种作用既不确定，也非常有限。

另外，法律对于正义的实现，其有效性还涉

及社会的可接受性 ，“这就是说它必须被法律所

涉及的有关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接受”。③ 如果

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普遍低下，或者他们对于法

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要依靠法律的

手段来匡护正义，实现正义，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法律对于利己者的非正义行为的威慑

和制裁都是一种暴力，利己者之所以在法律面前

不敢为非，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要弱于法律之

暴力，否则，后果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正所谓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显然，

利己者在法律的暴力面前表现的仅仅是力量上的

屈从，而非内心自愿的臣服。

４．正义实现的道德教化途径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还须

通过道德教化来达成。

正义本身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然秉性，而

是人经由社会化路径、机制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后

天生成的意识形态。道德教化就是一种社会化的

建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正义行为的最初

动机———正义行为的有条件性升华为正义动机的

无条件性。人的正义行为的最初动机乃基于互利

或等利害交换关系，亦即有条件性，就此而言，

最早的正义的品质并非有高尚，但是，道德教化

一旦消除了正义行为的最初动机的有条件性，即

互利性、等利害交换性，并在正义的动机中注入

了为正义行为的无条件动机之时，正义的品质就

得到了升华，而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高尚的品

质。只要人们拥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的正义动机，

就不会在他人违反正义规则时也起而效尤，放弃

自己的正义愿望。

对于法律、道德和正义之关系，古人其实早

有体认。朱元璋在制定 《大明律》之时就定其

立法宗旨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

以是绳顽”。此话在法律、道德与正义的关系问

题上，给我们的启发甚深。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用

法律来制裁非正义的行为，而且更要通过道德的

教化作用来提升人的正义动机。在道德教化的方

式方法和行为准则方面，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思

想宝库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克己、

修身、自省之类是为道德教化的方法或曰途径；

而忠恕、仁义、诚信、友善则可为道德教化之准

则。社会之人通过修身、自省而得以克己，就是

克服、去除自己内心深处的贪婪、愤怒、利己之

心和计较之心，从而以一种宽厚的态度、博爱的

精神、言而有信的品德去面对他人，面对社会。

当然这样做，我们并不意味要人放弃自己的权

利，而是说当他人违反了正义规则，损害了我的

利益或社会的利益之时，我们不应以 “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的心态，不去实践自己基于正义

的义务，不去履行对社会的职责，相反到是要无

条件地恪守正义的规范，而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冲突交由法律去处理。这样的过程显然有助于将

人的正义行为的最早动机———有条件性或相互性

提升为具有更高品味的无条件恪守正义规则的行

为动机。当此成为社会之普遍现象时，社会必将

获得安宁与和谐。

（责任编辑　也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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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

徐俊忠　苏晓云

【摘要】人民公社承载着组织农村工业化之重任，普遍试办社队工业企业、就地转移劳动力、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是

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题中之意。然而１９６２的政策大调整将其 “去工业化”之后，人民公社

被归结为一种纯农组织而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并由此开始陷入困境而走向终结。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公社；社队企业；草根工业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６２－１７

　　人民公社曾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的集政治经济
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前后存

续二十余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成熟，学界

对人民公社不再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态度，对农

村人民公社普遍试办工业企业 （本文谓之 “草

根工业”）的农村工业化企图，也予以相当的肯

定。关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及其根源，众说纷纭。

有的从产权理论入手分析，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

安排中产权模糊，致使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义盛

行，失去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等很多问题，最终

导致了人民公社的失败。①有的观点将人民公社

的解体归结为五个方面原因：“大而全”、“公而

纯”的模式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缺乏民主、强迫

命令使农村经济陷入死角；平均主义使农村经济

失去动力；超前的分配制度使农村经济失去激励

机制；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

化”造成农村经济的大溃败。②另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新政权因袭的历史负荷太重，对工业化的期

望又太甚，以致过度剥夺农民的利益，在它内部

就孕育了变革因子，最终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所代替。③还有观点认为人民公社终结的最根本

原因是没有顺应社会经济展的时代潮流，按照生

产力发展要求和农民意愿进行商品生产，而是以

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对农业、农民和农村进行经

济掠夺，造成农业长期徘徊，农民生活没有得到

大的改善。④。这些看法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人

民公社最终消亡的各种原因。然而，在本文作者

看来，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最根本的在于人民公

社的 “去工业化”。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人民公社

“草根工业”的来因去果，呈示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国
民经济政策大调整中对 “草根工业”的 “去工

业化”，与人民公社困境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草根工业”的路径选择

人民公社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产

物，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种种困境时

的一次大胆制度创新，旨在摆脱困境，并迅速实

现工业化、现代化，因此有其自身特定逻辑和功

能。本文囿于主题和篇幅，暂且不论其产生的逻

辑与历史。就其为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宗

旨而言，在农村人民公社开办 “草根工业”，既

是现实选择，也是人民公社的题中之意。成就其

路径的，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国家的工业化任务

“草根工业”是中国工业化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实现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落后、

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也是毛泽东等一代领

导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还在 １９４４年 ５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招待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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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必良：《产权制度、柠檬市场与人民公社失败》，《南方农村》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② 参见陈绪林：《人民公社模式的失误原因探析》，《芜湖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③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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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

就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

必需工业化。”他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

是没有强大的、新式的工业。他明确而坚定地

说： “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

的。”①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

工。” “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

的任务。”②１９４５年４月，他在中共七大 《论联

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更明确地说：“中国工人

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而斗争。”③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不仅努力将工业化目标

付诸实践，更重要的是力图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

工业化道路④。在中国，如果采用西方传统的依

靠现代产业部门逐步吸纳破产农民的方法来实现

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会造成农民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安定。毛泽东为

首的中共中央试图另辟蹊径，找出一条费时少、

痛苦小的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当时中央领导

人普遍认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实行中央和地方、城市与乡村、大

中小型并举的方针，在广大农村里兴办工业，将

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的进程。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
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经常

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

现代化。”⑤ 这一思想在世界工业化发展史上具

有超前意识。⑥在１９５８年１月间的杭州会议和南
宁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考虑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

农业产值的问题。“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

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⑦这年３月的
成都会议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

方针，要求在５至７年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
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并要求干部 “既要

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⑧为此，毛泽东说：

“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 “大社可办一些加工

厂，最好由乡办，或是几个乡镇合办，县办社

助，手工业社办厂矿。”⑨同年５月，刘少奇在八
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表示要 “使全国

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有自己的工业”瑏瑠。

然而，农村办工业存在着资金薄弱、劳力不

足、规模狭小等问题，而当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

兴起的并大社、成立联社和人民公社，因其劳力

集中、生产规模大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选

择。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对
建设纲要四十条的初稿作修改和批语时指出：

“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

会主义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

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瑏瑡１１
月１０日再次强调：“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
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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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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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依赖于外国，在国内经济上尽快摆脱贫困落后、赶上发

达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的目的，仅靠国有企业和中央一

个积极性，难以实现。这促进中共中央作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

个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说：“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也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思想

万岁》，北京：１９６９年，第４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３１０页。
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的工业化理论界一般都将

工业化仅看作是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中份额的不断上长，

而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本身的变革。采取这种工业化战略的发

展中国家，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工业化也并未因此实

现。６０年代中期以后，理论研究才逐步认识到农业在工业化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仅局限在农业剩余对工业化的贡献。直至

７０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才认识到，农业发展不仅仅为工业
化提供剩余，而且其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

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５０页。

见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５页。
见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该 《意

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工业概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

载 《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
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４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７页。

建设纲要四十条即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１９５８－１９７２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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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机械化和电气化）。”①同日，他在给第一次郑

州会议的参加者讲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时说：公社不能 “小国寡民”，要搞多种经济作

物，要搞工业。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

灭城乡差别。②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广泛实现国家工业

化、公社工业化”， “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

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 “为我国人民指出了

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③这段时间，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反复强调 “公社要工业化”。可以有把

握地说，人民公社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迅速发

展农村生产力，普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

（主要是粮食）产量，以及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

畅通的渠道使农业剩余流向工业 （主要是重工

业）部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农村工

业化是全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途径，

而人民公社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组织依托。

（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

“草根工业”是工农业并举方针的重要体现

和实施途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说：“我们

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

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

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④鉴于苏联片

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给人民生活

带来困难的错误，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考察中
国工农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 《论十大关

系》的讲话，强调 “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

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

业。”⑤ “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并创造性地

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同年２月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

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 “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这年１０月他再次强调，必须 “实行工业与

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

的农业。”⑥毛泽东批评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

工业，只搞农业”是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一条

腿走路。“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⑦他在

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春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谈话时说，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

农村的占６３％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
么能行？”又说，我们现在农村有２４０００多个人
民公社，如果其中有１／２或１／４的公社利用当地
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 “小洋群”、

“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 “小土群”，那就

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

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三）公社体制的题中之义

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

（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

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它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农民自发创办与

政府引导和推动双重作用下产生的，这一点已越

来越多地为国内外学者所注意到并得到承认。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冬季农村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
设，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物力，要求跨越高

级社的地缘限制而进行组织，而且建成后的使用

也要与投入挂钩，由此产生了 “并大社”的想

法和做法。为此，中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

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

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⑧１９５８年４月底，毛泽东、
刘少奇等领导人在谈到几十年后中国农村发展前

景时，设想将会有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

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学校、医院、商店、民

警、托儿所、公共食堂等。７月１日陈伯达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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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对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的修改和信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１５页。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５７页。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
忆毛泽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３页。

《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９９、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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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４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４页。
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提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６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４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５页。
见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通过的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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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在 《红旗》杂志上

发表，介绍湖北鄂城旭光合作社举办了一系列

“小小工厂”，把农业工作同工业工作统一起来，

他认为这 “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

社。”①同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 《在毛泽东同

志的旗帜下》的讲演，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公社

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

‘工 （工业）、农 （农业）、商 （交换）、学 （文

化教育）、兵 （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

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

位。”②。８月９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
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

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

商、学、兵合在一起③。在他看来， “农场”则

意味着只是一种纯农组织。８月１７日他在北戴河
会议上继续强调，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

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④会议通过的 《关于在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发布后，随着全国农

村人民公社迅速普遍建立，农村工厂企业也如雨

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１９５９年，社办工业企业
发展到７０多万个，产值超过１００亿元，占当年
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１０％。⑤

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制度安排，旨

在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的差别。１９５８年 ９月 ４日 《人民日报》为

《从 “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社

论认为，人民公社与农业社不同，首要在于人民

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

副渔五业，而是要同时举办工业，逐渐消除城市

和乡村的界限、农业与工业的差别。城市和乡村

的差别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此作了经典的论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

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⑥。并且指

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

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

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

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

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⑦因此，消灭城乡之

间的对立是 “人类真正生活”的先决条件。马

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上的

统治权，就应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⑧新中

国成立后，正如迈斯纳所说，“中国正如其他以

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

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急迫

了。”而 “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

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⑨。毛泽东对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和传统的人终生从事单一职业等状况深

有感触，并致力于改变这些状况，建立一个公平

的理想的社会。而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

化，打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分工格局和

工人务工、农民务农的社会角色分工，被认为是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和城乡差距的有

效途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肯

定地写明：“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

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

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瑏瑠毛泽东一再提

醒，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

别。他的设想是，通过农村工业化，“把农村也

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１、４６２页。

《红旗》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６日第４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
资料》第２２册，第４６９页。陈伯达在演讲中还在这段话后面加
上解释：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

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

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

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

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

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８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６７页。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０４页；第１０４页。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

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２页。
陈伯达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的演讲中也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项措

施的最后两项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

逐渐消灭”。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

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８、
１０１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０９－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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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并且认为，作

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能文能武，亦工亦农，

“进厂是工人，下地是农民”， “拿起锤子能做

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

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①刘少奇 １９５８
年５月在八届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充分肯定
了农村工业的积极作用：投资少；建设时间短；

便于因陋就简地利用当地各种现成的设备；分布

广，利于促进全国的工业化，促进全国技术力量

的生长和各地区经济计划的平衡发展；生产品种

多；接近原料和市场，可以灵活地利用资源，节

约运输费用，供产销易于结合；易于按照工作的

多少而灵活使用农村的劳动力等，并指出它 “有

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②

（四）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是社队企业决

策的主旨和重要出发点。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转型过程中，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

发展中国家，难免经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盲目

流入城市，或成为雇佣工人，或流落街头，或死

于贫困饥饿的痛苦。在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

毛泽东超越传统工业化意识，力图摆脱以现代产

业部门的发展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漫长而痛

苦之路，以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方式，就地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１９５５年他在编辑 《中国农

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就指明：“多余的１／３甚
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

农村。”③他多次强调，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

大办工业。他的思路，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农民

“造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由他主持起草并经他仔细
斟酌修改后颁布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将 “逐步把

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

面”④。他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

时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

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

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

膨胀，那就不好。”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

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

好一些。怎么才能使城乡生活水平一样甚至更好

呢？“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

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

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⑤并且认为

“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⑥

为此他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

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⑦ “将来达

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象个样

子了。”显然，毛泽东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借

助于人民公社举办工业企业，将庞大富余的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吸收，通过建造农村城镇以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这体现出他对中国农村现代

化道路的一种设想。

（五）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遇到的困难

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开办工业企业的最直接起

因，是当时面前的现实困难。１９５８年入秋，人
们生活所必需的轻工业品出现供求紧张状况。一

方面，各地为保钢铁 “元帅升帐”，集中了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钢铁生产，轻工业进行

了必要的停车让路予以支援，因而在生产上出现

了紧张情况。例如，东北减去轻工业工厂电力负

荷２／３，使得纸张减产近１０万吨。再如，由于重
工业所需的铁矿石和煤炭的大量采集和运输，轻

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运输便很紧张。上海九月

份生产出口皮鞋１４万双没有包装材料，而苏州
支援上海的黄板纸１００吨又找不到车皮运输，如
此等等。另一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

民购买力的提高，对于轻工业产品的需要大量增

加。原盐销量，报纸、刊物对纸张的需要等成几

倍几十倍地增长。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普遍建立

后，饭碗、热水瓶、搪瓷面盆、口杯、缝纫机、

胶鞋、皮鞋、自行车、玩具、奶粉、饼干等日用

品和食品已出现脱销现象。此外，秋季丰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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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１９８６年，第４４２

页。

《多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５７８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０页。
毛泽东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１９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８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 １０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９页。



“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

后，农产品加工任务十分繁重，油料的供榨量达

二千万吨以上，全国薯类需要加工处理的约６０００
亿斤以上。①上述种种，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

困难。

为此，轻工业部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底１０月初分
别召开南方十省市和北方七省市轻工业厅局长座

谈会，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在人民公社大办

工业，既是解决当前矛盾的关键，也是轻工业发

展的基本方向。”由于轻工业的原料８０％以上来
源于农村，销售场所也主要在农村，“只有在人

民公社大办工业，当前农产品的加工和市场的紧

张情况才能解决。”同时，由于过去轻工业的分

布不合理，工厂大都建在城市，不论榨油、纺

纱、织布等，都是从农村将原料运进城市，然后

再从城市把成品运回农村，这样往返运输，颇为

浪费。“因而人民公社对办工业的要求是十分迫

切的。”②中共中央肯定了轻工业部党组 《关于人

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并确定： “人民

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

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

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③

此外，增收富民也是农村人民公社举办工业

企业的现实考虑。使农民摆脱贫穷、增加收入，

尽快过上富裕的日子，一直是毛泽东念念不忘

的。在他看来，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劳动组合形

成新的生产力，是在农村劳动技术相当落后的情

况下走向富裕的最佳途径。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
东说：人民公社 “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

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

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

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

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④ 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浙皖苏沪四省市召开关于人民公社各
种问题的座谈会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必须

大搞社办工业，大力发展农林牧渔副；否则，收

入不能迅速增长。”⑤后来的实践表明，社队企业

的确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在社队企业渐趋兴盛

的时期，自然村里的农民的人均收入和户均收入

指数在慢慢上扬。”⑥

二、“去工业化”的缘由

伴随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

混乱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尚处在萌芽阶段不

免带有盲目性的社队企业出现不少问题。在国民

经济的全面调整过程中，对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

“草根工业”采取了 “去工业化”的措施，那些

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土法上马、群众大办的社

队企业便随之而自生自灭。

（一）公社办工业的状况及出现的问题

１．公社办工业的原则和形式
人民公社办工业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同农

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

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

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

服务。”⑦其次，“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

本，浪费劳动力。”⑧ 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在生

产技术方面，应当实现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

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逐

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⑨这些原则

被写进了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

１９５９年被系统化为：“二就 （就地取材、就地生

产）、四服务 （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生活服

务，为大工业服务和为市场、出口的需要服

务）”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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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源于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０页。

见轻工业部党组 《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

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７７页。

毛泽东 《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

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１９８６年，第５６８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５

页。

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２１页。
见毛泽东在１９５８．１１月底１２月初对 《关于人民公社若

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１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１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６
页。

１９５９年底，浙皖苏沪四省市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座谈
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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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办工业企业的形式和业务范围，中共

中央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建议：

县以下工业企业大体分为县、乡营，合作社营，

县、社或乡、社合营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

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

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以县、社合营

或乡营的形式为好。县营工业要开办一个经营多

种业务的联合工厂，成为农村工业网的核心。①

毛泽东说：“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

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

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②关于经营业务，中央指

出：“人民公社要大力举办：肥料、农药、工具

制造、修理，农产品加工和各种满足自身需要的

工业，举办确有销路而本社或者附近又有原料的

工业。”③四省市座谈会要求 “首先发展农具的制

造修配工业，土化肥、土农药的制造工业和必要

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根据可能和需要，发展砖

瓦、石灰、土水泥等建筑材料工业，小型采矿，

以及当地传统的或者有条件经营的手工业。”④而

第一个人民公社简章 《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

简章 （草稿）》中具体规定： “首先是建立开采

矿产、冶炼钢铁、制造滚珠轴承、加工农产品、

制造农具、制造肥料、制造建筑机器、水力发

电、利用沼气以及其他的工厂和矿场。”⑤李富春

在 《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中重申上述原则和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工业要

充分利用当地的原料材料，积极发展小型农具、

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的制造和修配，发展农

副产品加工，发展建筑材料的生产，为农业生

产、为大工业、为市场和社员生活服务。”⑥

２．社队企业发展状况
公社化初期，社队企业大发展。全国１７个

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建立了炼铁、炼钢炉６０多
万个，产出土铁 ２４０多万吨、土钢 ５３万多吨；
煤窑５．９万个，产原煤２５３０万吨；水泥厂９０００
个，产水泥２９万多吨；小型发电站４０００个，发
电３６４０万度；农具制造厂８万多个，生产和修
理农具１亿多种。此外还建立了大量的为农业生
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轧

油厂、制糖厂和缝纫厂等。据 １９５８年末统计，
全国社办企业２６０万个，产值６２．５亿元，务工
社员 （含大炼钢铁时）最高曾达 １８００多万人；

同时，队办企业产值达２０亿元。到１９５９年，全
国社办企业产值增至１００亿元，队办企业产值也
上升到近 ４０亿元。⑦ 当时公社工业主要由四个
方面组成： （１）地方国营下放了一部分； （２）
约３５％左右的手工业社 （３．５万个）转为公社
工业；（３）将农业社原来的工厂改为公社工业；
（４）从社员中用平调方法兴办了一些企业。⑧

农村工业之为 “草根”，一是扎根于农村，

与农业紧密结合；二是从事生产的既是工人又是

农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三是公社工厂根据当

地农村的物产特点进行综合性经营，以某种或某

几种物产的生产、开发和加工为中心，配套发展

相关行业；四是以 “小”和 “土”为主。这样

的草根工业，从理论上是有其生存空间的，然而

在实际操办过程中，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

中产生的混乱，尤其是社办工业出现了不

少问题。

３．出现的问题
社队企业的最初来源可以追溯到农村早期普

遍存在的副业和手工业，但大规模出现是在１９５８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这一时期的公社企业，

由于多数是在缺少资金、设备、技术和科技人才

的情况下按照 “有啥办啥，要啥办啥，要多少办

多少”的思路兴办起来的，其中不少社办企业很

大程度上是靠一平二调 “黑手起家”⑨ 的。出现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１）一哄而上，脱离实际。当时，在轻工业
部提出以技术革命和在人民公社大办工业作为轻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６页；第３８９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１７－５１８页。

见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党组 《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

业问题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７７页。

１９５９年底，浙皖苏沪四省市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座谈
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９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３０３
页。

数据来源：张毅：《中国乡镇企业艰辛的历程》，北京：

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１４、１７页。
张毅：《中国乡镇企业历史的必然》，北京：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５页。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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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方向后，１９５８年秋天在山东高唐县试
点，４５天内办起１７３０多个公社小轻工厂，之后
又把试点扩展到江苏宿迁、浙江海宁、安徽临

泉、福建莆田、广西玉林、广东番禺等１０个县，
要求每个试点都在４０天内办起２００个社办工厂。
而试点中有些县还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指标。①一

些地方甚至提出 “苦战一百天，实现公社工业

化”等脱离经济条件的口号，匆匆办起大批企

业。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各地社队企业一哄而

起。虽然中央文件、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一再强调

社队办工业企业必须切合当地实际，以 “小土

群”为主，先从小土群入手，逐步向半土半洋和

小洋群发展，要就地取材。但各地在大办过程

中，贪大求洋，忽略农村迫切需要的小农具的生

产，不管条件是否具备，盲目发展手工操作的重

工业，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

（２）摊子多，用人多，技术落后，管理职责
和范围不明确，劳动生产率和工效低、产值低、

质量差，原材料等资源浪费严重。并且，乡村工

业与城市、国营工业存在原料、资金和市场上的

矛盾。比如农产品的加工，由于原料不足，使得

设备过剩。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
反映：上海、浙江有些公社自己造土纸，不肯把

造纸原料卖给国家；安徽有一个三界公社积存了

几万斤羊毛，不肯卖给国家，自己纺土绒线。②

（３）政社合一的管理制度，公社有权以行政
命令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资金、人力、生产资料，

调用生产队的土地，这样大办公社企业，就更助

长了 “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的盛行。以江苏吴

江县湖滨公社为例，大办公社工业共占用资金

２．９万元，其中１．６万元是平调而来，占总投
资的５５％强。此外，干部普遍存在不正之风，一
些基层干部利用社队企业安插亲戚，在农民生活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吃吃喝喝，这些都严重挫伤了

群众的积极性。

（４）企业本身缺乏经营自主权。由于社队企
业从属于各级行政单位，社办社有，队办队有，

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利润全部上交公社等行政

单位统筹统支，这就难免产生 “大锅饭”等

弊端。

上述种种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并

非所有的社队企业都一概如此，尤其是队办企

业，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４年保持着每年３０多亿至
４０亿元的产值。

（二）政策调整中的 “去工业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

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一度脱离实际，急躁冒进，

特别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中断了纠 “左”的努力

进而反 “右倾”，继续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共产风”越发盛行，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

害，因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比例失调：一方

面，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部门及其

与其他部门比例很不协调，劳动生产率下降，产

品的质量和数量降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大幅

度下降，从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因农业歉

收而生产下降。农业的急剧下降，使得原本就因

农业发展较慢与重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过快之间

不相适应的情况更为突出，农业负担畸重。同

时，大量农业劳动力参加工业企业生产，造成农

村劳动力相当紧张。据统计，１９５８年全国非农
产业劳动力达到１１１１０万人，农业劳动力净减少
３８１９万人。１９６０年，在全社会总劳动力总数所
占的比重中，城市劳动力上升到２３．７％，而农
业劳动力下降为７６．３％。③农村劳动力紧缺，甚
至成熟的庄稼收割不上来，丰产不丰收。再者，

非农业人口增长过多，也加重了市场供应的负

担。农业减产，轻工业供应紧张，商品供不应

求，物价上张，人民消费水平严重下降。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间，人民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
问题。④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党和国家采取了 “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

济进行全面调整。其中，为了避免农村工业与国

营工业争原料、材料、能源和市场，也为了纠正

社办工业群众运动式发展带来的问题，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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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宋乃德：《大搞技术革命和在人民公社大办轻工业———

轻工业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中国轻工业》１９５８年第２１期。颜
公平：《对１９８４年以前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９
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４》，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７－１０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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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做出由整顿到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

的决定。

１．整顿社办企业
在纠正公社化过程中的 “共产风”和 “一

平二调”时，从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开始，对公社企
业进行整顿、合并、归还。具体措施包括：（１）
社办工业实行亦工亦农原则，农闲多办，农忙少

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２）设立人民公社工
业管理总局，加强对社办企业领导；（３）退赔平
调社员的物资和现金，清算旧账；（４）规定社办
企业经营范围；（５）对原来下放公社的国营企业
收回归国营；手工业转为公社办的，仍然按手工

业社的办法实行集体所有制，单独经济核算。

（６）抓紧社办企业的经济核算。①经过整顿，到
１９５９年底统计尚有７０万个，产值１００亿元。

２．停办社队企业
进入１９６０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为了集

中力量于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坚决整治 “共产风”，强调价值法则，要求算

旧账、坚决退赔。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晋冀鲁豫和北
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提出，“凡是与农业生产

关系不大的社办工业，在农忙季节，都要停办或

者适当压缩。”②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人民

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

规定 “凡是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 （生产

大队），……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③１９６１年
６月具体规定：农业机械修配、农副产品加工
等，除了适宜集中生产又能办得好的，可以由公

社继续经营外，不适宜集中又办不好的，改为手

工业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小组，凡是没有经营条件

的，应该停办。９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当前

工业问题的指示》，进一步要求以最大决心把生

产指标和基建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切

企业必须实行 “精工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

提高工作效率和减轻城市对农村的压力。一些没

有原材料来源或是消耗过多、质量低劣、成本极

高、长期亏本而又短期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关

停或关闭一部分。１９６２年初的 “七千人大会”，

要求继续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压缩或者停止劣

质企业，加强对农业战线的支援。在中央 “挤出

一切可能挤出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

“整顿县社工业、精简人员”④的要求下，大批社

队企业人员返回农业生产领域。４月，中央财经
小组提出进一步缩小、合并、关掉一批工厂，继

续精减职工充实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林牧副渔各

业的生产，加大了调整力度，要求 “农村人民公

社和生产大队已经举办的工业企业，凡不是为当

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服务的，不具备正常

生产条件的，应该一律停办。”⑤５月２７日，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规定：“今后，在调整阶段，

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不办工业企业。”⑥９月 ２７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修正草案》，重申人民公社 “在今后若干年

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

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

办。”⑦１１月，中央又在 《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

产的决定》中进一步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

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

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

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⑧。至此，人民公社化

运动中大规模 “笋”长起来的农村工业企业，

经过 “去工业化”的国民经济政策调整，已所

剩不多，由１９５９年末的７０多万个，减少到１９６１
年的４．５万个，产值也由１９５９年的上１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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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至１９６１年的１９．８亿元；１９６２年减至 ２．４６
万个，产值７．９亿元；１９６３年只剩１．０７万个，
产值仅为４．２亿元。①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经济调整中人民公社的

“去工业化”，毛泽东是有所保留的。他关于社

队办工业企业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农

民增收、实现农村工业化乃至全国工业化的一贯

思路是比较明显的。政策大调整伊始，他在１９５９
年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时说：“公社和县办工业

是必要的”，只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而应当

“有步骤地举办”②。１９６１年９月在邯郸召集座谈
会时谈到，在 “大队应管之事”中应包括 “直

属企业 （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

米面加工厂，油坊等”③，可见此时他仍主张社

队企业有一定的坚持，同时也审时度势地指出：

“今后社队办起来的东西，不是大办，是小办，

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只能生产队。”④ １１月 ９
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在关于农村人民公

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向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

说到体制下放后大队的主要负担，其中包括 “办

好大队企业”一条，毛泽东批语：“邓子恢同志

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⑤在毛泽东对以

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反复强调和一再坚持

下，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

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其

中明确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大队

仍必须担负起 “经营大队企业”的任务，“根据

需要和可能，生产大队可以组织举办大队和生产

队共同投资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投资的企业”，

“对于大队原来经营的企业，应当妥善处理，不

使遭受损失；特别是对于某些直接影响当地工农

业生产，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副业和手工业，应

当加以保护。”并且规定：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

的，仍归大队经营和所有；凡是由生产队经营更

有利的，就给生产队经营并确定归其所有。⑥而

在１９６２年２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西楼会议”）和４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
会议 （讨论关于调整１９６２年计划并作出 “应该

一律停办”的决定），以及５月２６日中央政治局
常委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

出的 《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调计划的报

告》），毛泽东都没有参加。⑦据笔者所读到的文

献资料，未见到毛泽东对停办社队企业的具体意

见或批语。⑧

社队企业的停办意味着这次 “草根工业”

试验受挫，但毛泽东对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信念

并未因此而动摇。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他在给林彪的
信 （即 “五·七”指示）中说：“公社农民以农

为主 （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

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⑨。１９７５年９月
２５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毛泽东接到中
央办公厅送来的浙江省永康县周长庚等８位财政
金融干部写给他和中央请求重视和支持社队企业

发展的信，并附有两份关于社队企业的材料瑏瑠，

正值病重的他立即审阅，并于２７日在 “来信摘

要”栏头位置用红色铅笔写下：“小平同志：请

考虑，此三件 （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７页。

１９６１年３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六

十条”）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有步

骤地举办企业。社办企业，可以由公社单独投资举办，可以由

公社和大队共同投资举办，也可以由几个公社联合投资举办。”

见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３册，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３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３页；第６０５页。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２５页。
引文源自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２４册，１９８６

年，第２５、２６、２８页。这里同时指出：必须严格遵守自愿互利
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无代价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

资料或者其他物资。

１９６２年２月８日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离

京到外地去了，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６日回到北京。中央召开的会议
情况、讲话稿、报告等，都送往武汉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对 《中央转发财经小组关于讨

论１９６２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写的批语是： “退总理，
照办。”（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第９４页）。这里
显然不是单独针对停办社队办企业而言的，虽然指示稿中有这

一条规定。迫于当时经济困难、需要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以恢

复农业生产尤其是增产粮食的压力，毛泽东默认这一规定也在

情理之中。社队企业由１９６１年 “有步骤地举办”到１９６２年１１
月的 “一般地不办”这一实质性修改，当然不可能不经过毛泽

东的同意，但这并不代表他本人的真实意愿，当时或许更多地

出于无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４页。

一份材料是 《河南日报》１９７４年 １２月 １５日登载的
《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固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

业促农业的调查》，另一份是华国锋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关于支持社队企业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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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各中央同志。”①中共中央以文件 （１９７５）第
２２８号的形式将三份材料全文刊印，并在１９７５年
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
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其中一份材料是华国锋给湖

南省委的信，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取得了可喜

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 “三

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

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人对此却瞧不起，想

以种种理由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他劝这些同志

“要坚决丢掉这些错误思想，满腔热情地支持这

一新生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一年不

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

行十年，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长期坚持下去，

加倍努力工作，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

验，好的广为传播，坏的引以为戒。这样，社队

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

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

在我们的面前。”②这给社队企业在１９７０年代的
逐渐复兴以有力的支持。

在大调整中幸存下来的社队企业，是那些确

属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切合当地实

际又办得好的、深受群众支持的社队企业，这些

企业或明或暗地继续在政策的夹缝中悄然而努力

地生存着。到 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９
月５日发出 《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

示》，再次重提 “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

营”的方针③，情况有所改观。加之 １９６６年毛
泽东在 《五七指示》中明确指出，要在有条件

的时候由集体办些小工厂。这样，社队企业再次

陆续发展起来。通过调整后的社队企业，行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坚持就地生产、就

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

活服务方针，在基本没有国家投资和没有明令政

策的情况下，由原来的以修补农具、机械为主，

逐渐发展为能生产一些比较简单的农业机械，如

锄草机、粉碎机等，一些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

队相继办起砖瓦厂、白灰厂等，这些，为后来

１９８０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奠定了基础。

三、“去工业化”后人民公社的困境

人民公社的最终告罄有众多的归因，而 “去

工业化”使人民公社断失了发展之翼无疑是其中

之一，而且可以说有着基础性的因果关联。

在公社和生产队一般不许办企业后，大多数

社队企业解散了，农村经济也因此缺少了内生的

活力。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当时农业生产主要靠

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工具大部分是由社队企

业提供的。而社队企业一砍，生产队的手工业一

时又难以恢复，因而使得中小农具奇缺。二是由

于人均耕地有限，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很大程度上

从副业中获取资金，并且，农民的现金收入也主

要来源于副业。社队企业停办后，副业萎缩，直

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更为重要

的是，社队企业被 “砍”掉以后，大量的农村

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耕地上，从事单一的农

业生产。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人口对

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不断增大，传统的农业生产

方式出现 “内卷化”④，投入和产出的边际效益

渐趋于零。在这种成分均等、功能单一的社会组

织中，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难以产生社会

分化和分层，而 “有了社会阶层，才能有社会流

动。”⑤公社不办工业，流动又受到限制，成千户

２７

①

③

④

⑤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０页；第４７０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０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９８页。

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源于美
国人类家Ｃｌｉ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著作 《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

迁的过程》，他在对爪哇岛的稻作农业研究中，用以称谓由于缺

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增长的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

生产中的过程。他借用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ｏｌｄｅｎｗｅｉｓｅｒ在描述 “当达到

某种最终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

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这一类文化模式时使用的关键词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用来指征类似的
“哥特式”农业，即在资本和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

持续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并使得对土地的使用和租佃关系变得更

加精细，使合作性的劳动力安排变得更加复杂。黄宗智在 《华

北的小农经济》中引用农业内卷化概念时，引入了劳动的边际

报酬递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详见刘世定、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湾：三民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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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窝在公社圈定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劳动力大

量剩余，难免出现窝工、怠工、费工或重复劳动

等现象。一个组织的绩效，取决于激励和约束是

否有效。在人民公社体制中没有明晰产权的情况

下，一方面，监督和约束是困难的，存在着高监

督成本以及监督者的监督等问题；另一方面，衡

量个人劳动贡献是困难的，这跟农业不同于工业

的生产特点有关。农作物的生产周期长，社员付

出的劳动努力只能在几个月后作物收割时观察到

总产出，而在总产出中很难确定每个社员所作的

贡献，因此，要精确地计量劳动的边际贡献从而

采取相应激励措施是难以做到的。由此，集体劳

动变成集体出动，出工不出力、做活毛糙、贪数

量、抢工分而不顾质量等现象普遍存在，工分制

“激励”出许多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①由于体制

内缺乏对个人的有效监督和激励，“集体行动的

逻辑”中偷懒理性便会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

缚，从而搭便车、偷懒行为难以有效控制和杜

绝，使得劳动能力强的人丧失积极性，整体劳动

效率低下②，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在单腿的公

社体制中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毛泽东设想通过工农业并举 “两条腿走

路”、大办乡村工业企业、就地转移劳动力以避

免农村剩余劳动力盲流，把农村建设得跟城市一

样甚至更好，从而达到全国普遍共同富裕起来，

这或许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乃至实现农村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甚或唯一出路。正如

迈斯纳所理解的那样，毛泽东 “将发展的重点从

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

———即从重工业转移到相对来说投资较少且要求

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

工业企业上”， “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

农村中的失业的问题。”③有人认为，人民公社、

户口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城乡

经济发展。这里，将种种问题的出现简单地归咎

于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可以说是欠思考或有失

偏颇的。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不仅解决

不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反而给城市增加一系列

弊病。对城市的吸纳能力作过高的估计，企望以

此提供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事情恐怕不那么简

单。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符合中

国国情的，也是有远见的。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

些地区，毛泽东所设想的蓝图似乎展现出来：乡

镇企业 （其前身即社队企业）大发展的一些地

方，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农村生活

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城市的生活水平。河南

颍县南街村便是从最简陋的砖瓦厂起步，靠自身

积累滚动发展，做面粉，做饼干、点心、月饼，

到做日产４００吨的方便面，再扩展到汽车运输、
纸箱厂、彩印厂等配套企业，加工一条龙、产品

系列化，一业带着百业兴，“在农业和工业之间

的夹缝里找出路”④，并取得成效。此外，江苏

的华西和镇江、广东的中山以及河南的温县等

等，都提供着相似的实例。这种从农业里边生长

出工业之路，既来自农村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又

扎根于我国的经济传统之中。借用费孝通先生的

话说，这是否意味着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

力水平、不同耕作特点的农村，都存在着从农业

中生长出工业的要求、元素和契机？同时，其他

国家的实践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如泰国十分

重视乡村的发展，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力发展乡

村的手工业、服装业，组织村民从事纺织、铜器

等手工艺制作与加工，使农民获得可靠的收入，

从而将大部分人口留在了农村。

毛泽东主张将农民组织起来并赞成人民公社

这一形式的初衷，不是要集合农民进行纯粹的农

业生产，从他的文章和多处讲话所强调的来看，

是希望借助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进行分工

合作，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

３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张江华： 《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

率》，载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据 《盱眙县新湾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的初步调查》

（盱眙县档案馆１０５－７）记载：社员做一天半到两天，才抵上单
干时做一天的活。单干时晚上拔秧白天栽，现在拔栽分开，有

时拔一天还不够一天栽的。过去耕田，天麻麻亮就下田，现在

太阳出才下田。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

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分析道：在退社自由被取消后，窝挤在作
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内，农民用种种特殊方式来表明

自己的抗议，如 “工分挂帅”（社员在生产劳动中只顾拿工分，

不顾劳动质量的现象）、“搭便车”（自己偷懒却与他人拿一样的

工分）、损公利私、追求体制外收入 （外出务工或其它家庭收

入）等。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

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７９页。
见费孝通为陈先义、陈瑞跃所著 《中国有个南街村》

一书写的序言第２页。该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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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扩大经营范围，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将

社队工业与农业紧密配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问题，“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

发展”①，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之路。

而且，人民公社的 “草根工业”还承载着毛泽

东更多的期待：社队企业的收入可以被用来缩小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资助丧失劳动能力的以及

鳏寡孤独的农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补贴办学

校、医院、福利院等。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名称上也不要用集体农

庄或农场，就是因为他所理解的人民公社并不是

纯粹的农业组织，他力图使中国的人民公社避免

走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农庄之路。中国若照搬苏联

集体农庄的模式，效果只能更差而不会更好，原

因在于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人口更多，而耕地

更少，机械化程度和水平更无法与苏联相提

并论。

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代交接时的政策调

整中对社队企业 “去工业化”后，绝大多数公

社回到了纯农组织，与原来为其所设定的优越性

及应有功能相去甚远，实际上失去了应有的功

能，成为主要管束成百上千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

动力的组织。加之大规模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经营

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而

使得这种单一农业生产性质的人民公社难免陷入

困境。在上述种种原因的合力作用下，最终走向

消亡。在这些 “合力”中，“去工业化”可以说

是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

四、两点思考

（一）经验教训

从社队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看，至少有一点

经验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农村的发展，关键是使

其具有 “造血功能”。开办农村工业，应该可以

成为培植农村造血功能的一种可以考虑的途径。

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折腾主要来自于

“一哄而起”和 “一刀切”。这不仅是当年社队

企业曲折发展的重要教训，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

理论与实践在任何时候都应当避免的大忌。

当 “一哄而起”似乎被视为一种中国现象

时，时刻警惕其危害永远是必要的。 “一哄而

起”就其本身含义而言，是指没有经过认真准备

和严密组织，一下子就开始行动起来。１９５８年５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 “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

解放思想，提出争取１５年或更短时间在主要工
业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同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央
批转轻工业部党组 《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

的报告》，强调人民公社要大力举办工业，于是，

各地不顾具体经济条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

在不到一年时间大批社办工业企业 “建立”起

来。而一哄而起，势必一哄而散，如前所述，当

时一些十分缺乏资金、机械设备和技术力量的社

队企业，因先天不足而致夭折。前些年，不少地

方以快速发展经济为旗号，大建厂房、设公司、

盖商品楼等等，高屋大厦建了许多，肥田沃土被

侵占不少，各种招牌也纷纷挂出来，而结果，真

正见效益者却不多，系 “一哄而起”，不久便

“一哄而散”。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有的地方又

开始出现这种苗头。幸好历经多年的教训，政府

领导人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作 《政府

工作报告》时用坚定的口气强调：“要防止一哄

而起。”意味十分深远。

“一刀切”是另一大忌。国民经济困难时

期，对社队企业进行整顿和适当的收缩是必要

的，但 “一般不办”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却是

“一刀切”了，而且各级为了贯彻 “一般不办”

的政策，反复派出工作组对社队企业进行肃清，

这就使得乡村工业严重受挫，农村经济和农民利

益也因此遭受损失。

正如鲁迅在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说：“然

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

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成为中坚。”被誉为 “天

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村民和河南 “首富村”的

南街村村民等，便是这类 “中坚”的典型。他

们悄然将社队企业转入 “地下”，于政策的 “夹

缝”寻求生存，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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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５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 “实现了工农商学

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

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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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的前列。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不

“一哄而起”，也未 “一哄而散”，而是朝着既定

的目标步步前进。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在１９６０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绝大多
数社队企业被 “一刀切”停工下马时，各地社

队企业只星星点点地存在一些。１９６３年以后，
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可是由

于农村经济遭受的损失太严重，与农业息息相联

的社队工业仍只能在艰难的道路上缓慢爬行。当

时全国农村正在进行 “农业学大寨”活动，江

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吴仁宝书记也在带领全村人

“明修栈道”，却同时 “暗渡陈仓”，悄悄办起了

一家小小的五金厂，认准了 “无农不稳，无工不

富”之理。这家 “地下工厂”第一年就为村里

挣了五万元，正是在这家小五金厂以工辅农的支

撑下，华西大队很快在中国农村脱颖而出。

此外，曾以 “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见诸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河南日报》和１９７５年１０月
１１日 《人民日报》的调查报告，展示了河南巩

县回郭镇社队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其作用。

巩县人多地少，农民不得不寻找非农业生产

的新门路。解放初期，一些乡村组织了石灰、

砖、瓦、石子生产，开办了煤窑以及铁木业加工

社、纺织厂等。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成立了各式

各样的手工业互助组和合作社，成为第一批集体

工业。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各公社以手工业作
坊或小加工厂为基础，陆续办起了一些工厂。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多数工厂都停工下马。此后随

着农业生产形势的好转，市场上五金工具、生活

用具特别紧缺，在县委的支持下，部分工厂重新

开工，产销两旺。到１９６５年，全县社队工业的
产值已经达到了７００万元，占当年农村社会产值
的近１／６，农村集体经济有了显著的提高。 “文
革”对生产有一定的干扰，但是社员群众看到了

社队工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从心里愿意把它办

下去，再加上县委尤其书记许英对社队工业的大

力支持，认定社队工业是最适合农村和社员发展

生产的组织形式，从而该县确立了 “围绕农业办

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的总方针。他们说：不抓农业，这一大摊子人没

饭吃；不抓工业，老百姓没钱花。他们认为，要

增加积累，壮大集体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光靠那几亩薄地是不行的。

巩县社队企业实行按照投资来源明确社队工业归

属的管理体制，谁建厂谁受益，县里不平调，不

吃大锅饭。大队出资建厂，该厂收入归大队支

配；公社投资建的厂，收入由公社分配。经营方

式是农闲时做工，农忙时除直接提供农具的工厂

继续生产外，其他工厂停工，人员回队劳动。分

配上，参加社队企业的劳力按同等劳力水平在生

产队记工分，年终分配，从而使得在工厂上班和

在生产队搞农业生产待遇同等。这样，既可以解

决争劳动力的问题，也可以预防待遇不平衡而致

重工轻农的问题。

回郭镇公社的社队企业起步早、范围广、成

果多、基础好，成绩尤为突出。全社２１个大队，
５８万多口人，４９万亩土地，自然条件一般，
素有围绕农业办工业的传统，即使在 “文革”

期间，他们仍以农业需要为中心，开办了化肥

厂、机械厂，为各大队配备了农机修理组等。几

年时间里，全社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

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采用机械

操作。１９７３年全公社工副业总产值达到 ８４４万
元，１９７４年仅社办工业总产值就达５８９万元，还
完成土石工程 １０万多方，扩大水浇地 １万亩，
粮食平均亩产１０１６斤。１９７４年暮春时，河南省
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王维群曾路过回郭镇，惊叹

这里街道整齐，土地平整，庄稼茁壮，拖拉机轰

鸣，化肥厂、农机厂星罗棋布。后来，当 《河南

日报》送审由记者杜贵宝和通讯员牛玉乾撰写的

关于回郭镇 “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

业”调查文章时，他立即批示要 “突出发表”。

该文从 “公社必须办工业”、 “公社能够办工

业”、“公社办工业的道路”和 “社队工业威力

无穷”四个方面介绍了他们的做法、收获、体会

和前途，对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

业促农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这篇报导以

及回郭镇经验引起了全国许多关注，１９７５年９月
５日，它连同浙江永康周长庚的信等一同被送到
毛泽东手中，来自基层和群众的经验和呼声与毛

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积极发展农村工业、壮大集体

经济的思路不约而同，因而得到了充分认肯。

类似的经验还有陕西兴平县汤坊公社、清原

县土口子公社、铜川市黄堡公社等的社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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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队企业在当时为数虽不多，但无不显示出

“文革”前后和 “文革”期间，农民们在政策的

缝隙中，在与政府 “打游击”的过程中使社队

企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从当时的一些材料来

看，这些社队企业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增加公共积累，改进农业生产条件等方面，都起

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１９７７年以后，社队工业
不断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

尤为迅速。１９８４年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仍生机勃勃，被视为 “异军突起”。进入新世纪

以后，乡镇企业经过改制，依然是经济建设中的

一支生力军。就是这样的一支曾为新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并具有相当生命力和发展

前途的 “生力军”，缘何几经起落、步履维艰？

值得深思。

（二）深度思考

（１）体制上的束缚。社队企业的收与放、兴
与衰与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地方缺乏独立办企

业的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过度集权的

计划体制困住了社办工业的手脚，往往步入 “一

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济十分落后且地区间发

展极不平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影响下，建立

起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举全国

有限之力，来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当时中

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也 “只认识到社会主

义经济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

直接下达的指令性指标”①。并且，由于经济建

设各方面缺乏经验，因而 “一五”期间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主要搬用斯大林模式和办法。然而，在
这种刚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的经济活动大

都纳入中央计划，地方基本无自主权，不可避免

地带来许多弊端。例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反

映：淮南两万多人的大煤矿，矿领导在财政支出

上仅有２００元以下的批准权，无增加一个工人的
权力。并且中央有的部竟以安徽工业落后为由而

限制地方发展工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说：过去

总说广东是前线，不能办工厂，群众的就业问题

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包袱还得省

里背。天津市委也反映，建国后５年中，中央只
给天津地方工业安排了２０万元基建投资，建什
么都要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许多部强调垂直领

导，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②

然而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给地方以充分的自主

权的，即便在战争中强调全党在政治上的一致，

也倡导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为经济工作的

总原则。因而建国初他对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

制是存有疑虑的。１９５１年，毛泽东收到 “一向

不赞成中央 ‘统’得太死”③ 的黄克诚的来信，

信中反映权力向上集中、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问

题。毛泽东批示有关部门解决。１９５５年他外出
巡视，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

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

求中央向下放权。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些意见，多

次在中央会议上讲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

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年１１月１６日，毛
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经济要统一，但要分级

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但同时指出：

“要避免形成无数个独立国。”④１９５６年 ４月在
《论十大关系》中更十分明确地强调： “我们不

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

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

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⑤因此， “应当在巩

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

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情。”⑥他还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认为我们国家

大、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关于发挥企业的

积极性，虽然在 《论十大关系》中没有展开，

但在４月２８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阐
述。他说：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到如何程度，请

大家注意研究。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

我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

“独立王国”，即半独立性或者几分之几的独立

性，公开的、合法的 “半独立王国”。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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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２－４６３。转引自刘凌峰：
《“虚君共和”与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思想》，《长

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第３期。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０８页；第８０９页。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４页。当

时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

⑥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３１页；第３１页。



“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

一点自主权，那事情也很难办。①可贵的是，毛

泽东在这里提出企业自主权问题并要求加以研

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实质上是在叩击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
泽东在春节团拜会上讲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

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

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

张 ‘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

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地方只

要 “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厂；有铁矿，有煤

炭，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学肥料厂、机械

厂，各省都可以搞。”② 并说，中央、省、专区

和县都可以有自己的工业。这一 “虚君共和”

思想具体体现为１９５８年工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
革：一方面分权下放，即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各工

业部门，除一些主要的、特殊的和 “试验田”

性质企业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

理，下放比例为７６％；另一方面鼓励地方兴建企
业包括各种社队企业。由于操作过程中对企业一

下子下放过猛 （例如中央要求各部在不到半个月

时间内把近９００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省市区并完
成交接工作），加之下半年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各地基建项目迅速上马，职工人数猛增；企业间

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受到影响，工业秩序出现混

乱。于是１９５９年３月，国务院决定将有关全局
性的３４个企业的管理权收上来。与此同时，各
地绝大多数社队企业也因此而被要求停办。

调整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 “复归”原本

不太合毛泽东的心愿，１９６４年６月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他批评计委的计划方法是教条主义，提出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③，８月再次
批评说，“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

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

机构。”④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再
次强调： “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

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吃了个亏。”并再次

提出 “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

政策、计划。”“只管虚，不管实”，如果 “管得

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⑤ 并

在 “五七指示”中强调农民 “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因此， “文革”期间

尽管全国陷入政治动乱之中，但乡村工业却仍有

很大发展。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社队企业和小型工业
增加到四万多家。

这种 “分权”与 “集权”、“放权”与 “收

权”的反复，表明对原体制的改革尚未找到问题

的症结。当时国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毛泽东强

调企业应有 “独立性”，涉及的是企业的经营权

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所有权同经营权

相分离的问题。毛泽东还认为，公有制建立后，

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他制定的 “两参一改

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有的西方国

家仍在研究。１９６４年他赞同试办工业托拉斯，
说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要按

经济法则办事，按经济渠道办事。这些都是有远

见的。

（２）认识上的问题与执行中的偏差。在认识
论上，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认识能力和以往的

观念以及事物本身发展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人们

对一个新事物的认识往往会有分歧乃至殊异，而

对事物的认识决定着对待它的态度和方法，从而

影响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当这个新事物是一项社

会政策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政策在付

诸实施时常常会由于执行者基于知识水平而对政

策的理解能力、操作能力、固有观念以及执行手

段和条件等因素而发生偏差。当某个理念或某项

政策被提出来时，它有可能是良策，然而执行中

出了偏差，犹如好经被念歪的时候。于是，很可

能归咎于决策本身，从而在对它的认识尚不十分

清楚的情况下而将它简单地否定。另一种情况

是，人们也许意识到该决策的积极意义，但对执

行中产生的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由此，在没

有尝试进行调整和交流认识的情况下，而做出简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的总结讲话，《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５３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２３页。
毛泽东于１９６４年６月６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见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版。

韩钢：《李富春与三五计划的编制》，载 《中共党史资

料》第７４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０、１８６页。转
引自任志江：《毛泽东 “虚君共和”构想探析》，《社会科学辑

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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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否定的决定。当时社队企业的遭遇，或许两种

情况兼而有之。

社队企业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的国民经济调整
中之所以被近乎一刀切，最直接的认识在于，社

队企业占用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受

到严重影响。为确保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对劳动力

的需求，需要大力精简城镇人口和企业职工，这

是社队企业被简单否定的直接原因。然而，这样

一来，一个重要的问题被遮蔽了：究竟是战略或

政策有问题，还是在其执行中出了问题？具体到

这里讨论的问题上，即：究竟是人民公社办企业

的理念和政策不可欲不可行，还是各地在兴办社

队企业过程中出了问题？现在来看，答案应当是

明确的。然而在当时，党内在认识上并不十分明

晰。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 《论十

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他当时曾提出，“路线正在

创造中”，即一条新的路线正在形成之中。这条

新的路线，就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的实际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十分自信

社会主义建设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

路线。”①他说，过去我们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

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他因而对当时经济

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示不满。在成都会议上的讲

话中他指出：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经济工作中的教条
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

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

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

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③

但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

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

“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

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

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④而 “我们自己的建设

路线”，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大力发

展轻工业和农业，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兼顾国

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方面的关系，特别要照

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一

定的权力和独立性；要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

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人民公社

也是按这一思路的设计的，它完全不同于苏联的

集体农庄，而是集工农商学兵五位于一体、农林

牧副渔综合发展的模式。因此，社队兴办工业企

业，成为人民公社的题中之义。这既是人民公社

区别于集体农庄的标志性特征，也是人民公社的

“立社之本、强村之路”。然而，其积极意义在

当时是否被党内普遍地认识和接受？由于经济教

条主义在短时期内难以一下子完全转变，因而，

当人民公社办企业出现问题时，原来并不完全理

解其意义的偏差性认识就会更加突显出来。七千

人大会以后，毛泽东离京 “南巡”。北京召开的

西楼会议以及其后一系列财经会议和政治局会

议，对当时经济困难形势做出了某种程度上超出

七千人大会的估计，认为国民经济仍处于 “非常

时期”， “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

有过去。”⑤因而在调整力度上有所加大，主张在

工业、农业上要退够，包括社队企业的关停并

转。而毛泽东在南巡时却发现，农业形势开始好

转，各大区负责人也告诉他 “去年比前年好，今

年比去年好”。这些与毛泽东认识一致的汇报，

更坚定了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使他对在北京的一

些中央领导人不满，认为他们对形势估计过于悲

观。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实际上预示着未来的许

多历史事件的发生。⑥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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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毛泽东 《十年总结》，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８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３页。
④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８年３月９日。

《毛泽东文集》第 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３６８
页；第３６６页。

《刘少奇选集》 （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第４４４－４４６。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２－１３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

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

同意，回来再议。（邓力群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页。）该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
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文件。

郑谦、韦金：《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１９５６－１９７６），
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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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与不可知之间


———康德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比较

陈晓平

【摘要】近代批判哲学发端于 “笛卡尔式怀疑”，著称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笛卡尔从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可知

论的结论，而康德从不那么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康德不问 “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是否可

能？”，而只问 “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笛卡尔却首先关注前一个问题，为此他为哲学找到一个阿基

米德点即 “我思故我在”。事实上，康德对前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以致他后来承认对于 “先验统觉如何可能”的

问题无法解答。笛卡尔理论的缺陷已由康德指出，即在一些方面让理智越过了界限，犯了超验的错误。笔者认为，如

果把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同笛卡尔确立的阿基米德点结合起来，那将可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

【关键词】笛卡尔；康德；不可知论；先验范畴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７９－１０

　　康德 （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哲学以 “批判哲学”

而著称，批判哲学的核心是搁置一切成见，从审

慎的怀疑着眼，把哲学构建于确定无疑的基础之

上。然而，近代批判哲学的精神并非起于康德，

应该说是起于笛卡尔，即起于著名的 “笛卡尔式

怀疑”。笛卡尔 （１５９６－１６５０）为了使哲学获得
牢固的基础，他试图怀疑一切知识的真实性。从

这个意义上讲，笛卡尔的怀疑比康德来得更为彻

底，因为康德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并不

怀疑，他不去追问这样的知识是否可能，而只追

问这样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①有趣的是，笛卡

尔从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可知论的结论，而

康德从不那么彻底的怀疑论入手却得出不可知论

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康德和笛卡尔

都声称他们已经把哲学建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哲学基础就叫做 “形而上学”或 “第一

哲学”。事实上，作为后辈的康德对笛卡尔的形

而上学颇有微词，但却处处可见笛卡尔哲学对他

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对笛卡尔和康德的形而上

学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一、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著名论题，也是

他为哲学找到的确定无疑的 “阿基米德点”。其

论证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先假定我所知道的一切

都是假的或不可靠的，我正在怀疑一切，但有一

点我不能怀疑，即我正在怀疑。因为如果我怀疑

我正在怀疑，那正好证明我正在怀疑。所以，我

正在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怀疑就是我思

维，既然我思维是千真万确的，正在思维的我就

一定存在，即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找到这个

阿基米德点之后便有了底气，他说：“这条真理

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

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

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

条原理。”②

笛卡尔紧接着研究我是什么。我可以设想我

没有身体，也可以设想没有外部世界，但却不能

因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恰恰由于我正在怀疑我

９７



本文得到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为：０８ＪＤＸＭ７２００１。
作者简介：陈晓平 （１９５２－），男，山西昔阳人，（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科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① 康德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与之相关的有四个问题即：“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
如何可能的？”“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

②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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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才证明我是存在

的。“因此我认识了我是一个实体，它的全部本

质或本性只是思想。”① 这个实体也叫做 “灵

魂”。“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

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

存在，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②我的灵魂是

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这就是笛卡尔的心身

二元论。

笛卡尔进一步考察，一个命题必须具备什么

条件才是真实可靠的。既然我是真实存在的，并

且是我现在唯一知道的存在者，而我不过是正在

进行着的思维，因此，思维的清晰性是使一个命

题成为真实的必要条件，即：“凡是我十分清楚、

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③如果一个命题

不能够被我清晰分明地加以理解，那它也就失去

真实性的根据。不过，这一条件只是使命题成为

真实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使在

我的思维中十分清晰明白的观念也可能是假的。

要想获得充分条件就必须再加上一条，那就是上

帝存在，因为只有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上帝能

够保证在我的思维中清晰可见的东西不是假象。

笛卡尔说：“我相信，如果不设定神的存在作为

前提，是没有办法说出充分理由来消除这个疑

团的。”④

于是，笛卡尔试图证明的第二原理便是 “上

帝存在”。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基本继承

了中世纪神学家们给出的证明，其核心论据是：

“在动力的、总的原因里一定至少和在它的结果

里有更多的实在性。”⑤ 这个命题比起 “我思”

和 “我在”来更缺乏自明性和清晰性，但笛卡

尔却不加置疑地接受了这个命题，并进一步推

论：既然上帝是我的动力或原因并且我是存在

的，那么上帝便是存在着的。正如罗素批评的那

样，“笛卡尔的认识论的建设性部分远不如在前

的破坏性部分有味。建设性部分利用了如 ‘结果

决不能比其原因多具备完善性’之类各色各样的

经院哲学准则，这种东西不知怎么回事会逃过了

起初的批判性考查。”⑥

笛卡尔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后，他便为哲学奠

定了两块基石，即存在着的我和存在着的上帝。

在上帝的护航下，我思的航船便扬帆启程了。既

然我心中关于外物存在的观念是如此清晰，所

以，外物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善良全能的上帝

还给了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所以我关于外物和自

我的许多属性的认识也是真实可靠的。笛卡尔乐

观地说道：“就像光、声音、痛苦，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十分可疑、十分靠不住

的，可是上帝肯定不是骗子，因而他没有允许在

我的见解里能有任何错误而不同时给我什么能够

纠正这种错误的功能，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我

就认为能够断言在我心里有确实可靠的办法认识

它们。”⑦至此，笛卡尔的可知论哲学便 “大功告

成”。

不过，笛卡尔坦言，即使上帝被证明是存在

的，“要确切指出哪些东西是我们清楚地理解的，

我认为多少有点困难。”⑧ 请注意，这个被笛卡

尔遗留下来的问题正是后来康德所着力解决的。

相反，笛卡尔所着力解决的前一个问题 （被我清

晰理解的命题何以是真实的），在康德看来相当

于 “被我清晰理解的命题何以是对象本来的样

子？”；“对象本来的样子”就是康德所说的 “自

在之物”的样子，它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这一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是不必解决

的。对于这个在康德看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笛

卡尔是通过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来解决的，而这个

证明是公认地不成功的，当然也遭到康德的严厉

批评和拒绝。

不少学者指出，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个论题一提出便犯了

预期理由或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因为：既然我

是现在唯一的存在者，那上帝的存在也必须由我

的存在来支撑，而支撑上帝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上

帝在我的思维中能够被清晰地理解。但是，能被

我清晰理解的东西一定存在吗？这个问题正是笛

卡尔通过证明上帝存在而想要解决的问题。

康德把 “凡在我思维中被清晰理解的东西是

否真实”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只问我们思维中清

０８

①

⑤

⑥

⑧

②③④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８页；第２８页；第２８页；第３２页。

⑦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４０页；第８４－８５页。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９０页。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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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确凿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笛卡尔所遗

留下来的。可以说，康德的力作 《纯粹理性批

判》就是专为回答这一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休谟问题而写的。其研究的结果就是提出著名的

先验直观、先验范畴和先验理念。康德承认他和

笛卡尔同属唯心主义，为区别起见，他把笛卡尔

称为 “经验的唯心主义”，意指笛卡尔关心经验

对象的存在性；而把自己称为 “先验的唯心主

义”或 “批判的唯心主义”，意指他只关心经验

对象的先验形式。①

二、关于先验范畴②

范畴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被作为认识论的

最为基本的概念，康德则强调范畴的先验性，即

思维中固有的形式，并重新审视范畴的成员，提

出四组共十二个范畴，其中包括实体－属性、原
因－结果、单一－复多，等。与之相比，笛卡尔
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先验范畴，但是从他对实体的

分析中已经透露出关于先验范畴的精辟见解，事

实上成为先验哲学的先驱。笛卡尔以蜂蜡为从例

加以分析。

一块刚从蜂房里取出的蜂蜡有蜜的甜味、花

的香气，是硬的、凉的、颜色和形状是分明的，

等等。但是，当这块蜂蜡被移到火边后，甜味和

香气消失了，由固体变成液体，颜色和形状都发

生了变化。请问：原来的那块蜂蜡还存在吗？我

们都会认为那块蜂蜡还存在。那么，那块蜂蜡的

什么还存在呢？显然不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感觉到

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已经发生变化。

“把凡是不属于蜡的东西都去掉，看一看还剩些

什么。当然剩下的只有有广延的、有伸缩性的、

可以变动的东西。”③ 我们继续问，有广延的、

有伸缩性的和可以变动的是指什么？是不是我们

可以在它上面想象圆的可以变为方的，又可变为

三角形的？不是的，因为广延性、伸缩性和变动

性可以理解为无数这样的改变，而我却不能想象

这无数的改变和形状。可见，我们关于原来那块

蜂蜡还存在的观念也不是靠想象得到的。经过以

上分析之后，笛卡尔得出结论：“我们只是通过

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

是通过感官来领会物体，而且我们不是由于看见

了它，或者我们摸到了它才认识它，而只是由于

我们用思维领会它，那么显然我认识了没有什么

对我来说比我的精神更容易认识的东西了。”④

从笛卡尔的这一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

样的启发：在蜂蜡的一切感觉性质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仍然认为原来的蜂蜡存在，这是一种对蕴涵

于广延性和变动性中的不变性或常住性的判断。

这种不变性或常住性就是那块蜂蜡的实体性，而

这个实体性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仅仅是我的

一种判断。因此，与其说蜂蜡的实体存在于那块

蜂蜡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相

应地，认识自我的精神比认识其他东西更容易

些，我们认识任何实体都应从认识自我的精神

入手。

事实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正是从对自我的精

神进行审视和批判入手的。康德致力于对人的认

识能力进行先验分析，从而给人的认识能力划出

界限，并得出若干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验范畴

（或先验直观），这些先验范畴是一切经验知识

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一切经验知识的存在方

式。不过，康德提出的那些先验范畴 （或先验直

观），在笛卡尔那里已经初见端倪。

１８

①

②

③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５６－５７页。
康德哲学中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ｐｒｉｏｒｉ，英

文分别译为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ｐｒｉｏｒｉ，中文译名比较
通行的分别是先验、超验、先天，这种译法主要出于蓝公武先

生。不过，对这种译法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商榷。笔者认为， “ａ
ｐｒｉｏｒｉ”就其本义就是先于经验的意思，只是蓝公武先生把 “先

验”一词给了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为了加以区别，才引入 “先

天”一词作为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译名。但是，“先天”一词有发生学
的 意 味， 如 “先 天 不 足 ”， 因 而 不 妥。 从 康 德 对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和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用法来看，前者主要用于整个
哲 学 系 统 和 方 法 论———如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等，而后者主要用于其中的部分———如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ｏｒｉ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因此，笔者把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和 “ａｐｒｉｏｒｉ”分别译为 “先验论的”和 “先验

的”；相应地，把中文文献中通常所说的 “先天综合判断”和

“先天 范 畴” 译 为 “先 验 综 合 判 断” 和 “先 验 范 畴”。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和 “ａｐｒｉｏｒｉ”的共同特点是：先于经验却用于
经验，而不超越经验。与之不同，在康德那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不仅先于经验，而且超越经验，因而为人的认识所不及，具有

这种性质的对象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此，对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笔者保留 “超验”的译法。

④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３０页；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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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谈到：“至于我具有的物体性的东西

的清楚明白的观念，有些似乎是我能够从我自己

的观念中得出来的，象我具有的实体的观念，时

间的观念，数目的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

西的观念那样。”① 在这里，笛卡尔不仅指出，

我们关于外物的清楚明白的那些观念可以从自己

的观念中得到，这正是康德所说的先验观念；而

且他所列举的先验观念如实体、时间和数目也都

属于康德的先验范畴或先验直观。值得注意的

是，笛卡尔没有提到空间，而空间属于康德的先

验直观。这并非出于笛卡尔的随意所为。

笛卡尔谈到：“我想到石头是一个实体，或

者一个本身有能力存在的东西，想到我是一个实

体，虽然我领会得很清楚我是一个在思维而没有

广延的东西，相反石头是一个有广延而不思维的

东西，这样，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明显的不

同，可是，无论如何它们在表象实体这一点上似

乎是一致的。”②在此，笛卡尔看到实体概念比起

广延性和思维来更具普遍性，因为实体性是主体

和客体所共有的，而广延性只为客体所具有，思

维只为主体所具有。对于笛卡尔，广延性就是占

据空间的性质，广延性的这种局限性也就是空间

概念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时间概念没有这样的

局限性，它共同适用于主体和客体。正因为此，

笛卡尔不把时间和空间等量齐观，而是把时间看

得更为重要。

有趣的是，康德也承认空间只是外感觉 （关

于客体的感觉）的形式，而不是内感觉 （关于

主体的感觉）的形式；也承认时间比空间更具普

遍性。略有不同的是，康德认为时间的普遍性是

间接的，就其直接性而言，时间只是内感觉的性

质，而不是外感觉的性质；而空间就连间接的普

遍性也没有。③ 令人不解的是，康德不仅把空间

和时间等量其观，而且把它们一道作为具有普遍

性的先验直观。这样，康德的时空理论便存在逻

辑上的不协调：既认为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不一

样，但却把二者等量其观；既然二者 （至少空

间）不具有普遍性，但却把它们作为普遍的先验

直观。这种矛盾在笛卡尔那里是没有的。这并不

是说，康德也应当像笛卡尔那样把空间从先验直

观中排除，而是说，他或者降低空间的地位，或

者对空间和时间概念的内涵做出修改，以维持它

们的普遍性。笔者更倾向于后者，但需另作

讨论。

三、康德对 “我思故我在”的批评

前边提到，康德放弃追问外部世界是否正如

我思维中清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他对此的回答

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但是，他并不否认外部

世界的存在性，只是否认我们能够知道它以什么

方式存在或是什么样子。在我们思维中呈现的东

西不必是外部事物本身的样子，而是经过我们思

维的先验直观或先验范畴加工之后的结果，康德

把这个经过主观加工的结果叫做 “现象”，而把

那个提供原材料的对象叫做 “自在之物”（也译

为 “物自体”）。

康德说道：“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

仅看做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

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道自

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

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

感染的方式。理智由于承认了现象，从而也就承

认了自在之物本身的存在，并且因此我们就可以

说，把这样的东西表现为现象的基础，也是说，

它不过是理智存在体，这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

且是不可避免的。”④

请注意，康德把自在之物称为 “理智存在

体”。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只是被我们凭借理

智推导出来的，并不是被我们直接感觉到的。我

们直接感觉的只是一些现象，由于这些现象并非

主观想象的产物，必有其超越主观随意性的客观

基础或来源，于是，我们就把这个超越主观随意

性的客观基础或来源叫做自在之物。仅此而己，

至于自在之物是什么样子，我们全然不知。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尽管作为客体的自在

之物是被推导出来的理智存在体，作为主体的我

也是如此吗？对此，笛卡尔显然持否定的态度，

２８

①

③

④

②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４５页；第４５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泽民译，武汉：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５页。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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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认识主体要比认识客体更容易一

些。事实上，笛卡尔已经通过 “我思故我在”

的分析表明，我的存在是被真切地感受到的，即

那个正在进行着的思维本身。与之不同，康德认

为主体同客体一样只是理智的存在体，在其存在

的真实性上，主体同客体完全是平权的，不具有

任何优先性。康德坚持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

出于他对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的否定。

康德说道：“在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识 （能

思的主体）里似乎是有这种实体性的东西，当然

是在一种直接的直观里；因为内感官的一切属性

都涉及自我作为主体，而且我不能把我自己想成

是任何别的主体的属性。因此在这里，在既定的

概念作为属性，对一个主体的关系中的完整性似

乎是已经在经验里提供出来了。这个主体不仅仅

是一个理念，而且是一个对象，即绝对的主体本

身。然而这种希望是白费的。因为自我决不是一

个概念，它仅仅是内感官的对象的标记，因为我

们没有任何属性用来进一步认识它，所以它本身

当然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属性；不过它也并不

是一个绝对主体的一个确定概念，而是，如同在

别的情况下一样，仅仅是内部现象对它的不知道

的主体的关系而已。同时，这个理念经过一种完

全自然的误解而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像样的论证，

这种论证从我们的能思的存在体的实体性的东西

这一遐想的认识中，推论出这个实体性的东西的

性质，这样一来，对于这个实体性的东西的认识

就完全落在经验总和之外去了。”①

康德在此所说的 “非常不像样的论证”就

是指笛卡尔关于 “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及由

此出发的一系列关于可知论的论证。前边已经提

到，笛卡尔关于可知论的论证是借助于 “上帝存

在”的命题完成的，而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是

不成功的。所以，笛卡尔关于可知论的论证从总

体上可以说是 “非常不像样的”。然而，这个评

价不能直接用于笛卡尔关于 “我思故我在”的

论证，因为这个论证并没有借助于上帝存在的命

题。当然，康德在这里并未提及上帝存在的问

题，只是针对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在

笔者看来，康德的这一批评是比较混乱的，我们

先顺着他的思路尽量地理解他，然后指出他的不

妥之处。

康德强调，“自我决不是一个概念”，“如同

在别的情况下一样，仅仅是内部现象对它的不知

道的主体的关系而已”。我即主体正如自在之物

即客体，它们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

仅仅是它们同我们感觉到的某些属性有关系，而

只有感觉到的属性可以用概念来表达。由于主体

和客体实际上都不是属性，所以它们都不是概

念，仅仅是 “感官的对象的标记”即 “理念”，

亦即 “理智存在体”。为什么说主体和客体都不

是属性？因为我们只能将其他属性归于主体或客

体，而不能将主体或客体归于任何其他属性。比

如，思维、行走、有形状等是我的属性，而不能

说我是思维、行走、有形状的属性。这样，我似

乎成了一个绝对的主体，一个实在的对象，并且

可以用 “实体”这一概念来表达。这样一来，

“对于这个实体性的东西的认识就完全落在经验

总和之外去了”，这是 “一种完全自然的误解”。

令人费解的是，“实体”是康德的先验范畴

之一，用它来形成经验对象 （如我）完全是合

理合法的，为什么一用 “实体”表示自我就会

使这种认识落在经验总和之外去了？在这里，康

德把 “实体”和 “自在之物”混为一谈了。如

果笛卡尔声称，我是存在于经验之外的实体即自

在之物，康德可以这样批评他；可是，笛卡尔在

“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中并没有这样说，相反笛

卡尔恰恰是说，我不过是正在进行着的思维，除

此之处，什么都不是；正在进行着的思维就是当

下的经验。然而，康德却说笛卡尔的自我是落在

经验之外的，只因他说我是实体。如果笛卡尔在

世，他真是要大喊冤枉和不公的：你康德不也说

桌子是一个实体同时又在经验之内，为什么一说

我是实体就落到经验之外了呢？

康德又说：“假如统觉的表象 （自我）是任

何东西必须由之而被思维的一个概念，那么它就

能够被用做别的东西的一个属性，或者本身能够

包含这样的属性。然而它不过是对一种存在的感

觉，没有一点点概念，并且仅仅是一切思维与之

发生关系的那种东西的表象。”②康德在此提到，

自我 “不过是对一种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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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３－１１４页；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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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所谓的 “统觉”。在康德看来，笛卡尔的错

误根源在于，他把关于自我的统觉当作一种真实

存在的对象，进而从 “我思”这种将思维归于

某处的统觉中得出我这个对象的实在性。

在笔者看来，康德对于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

在”的批评是不到位的，因为笛卡尔对于属性和

实体之间的本质差异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一点我

们很容易从他对蜂蜡的分析中看出。正如笛卡尔

指出的，当把蜂蜡的一切可感觉和可想象的属性

去掉之后我们仍然认为原来的蜂蜡存在着，可

见，那块蜂蜡的实体不是靠我感觉到的，“只有

我们的理智才能够领会它。”①。用康德的话说，

“实体”只是在思维中固有的一个先验范畴，而

不是独立于思维的自在之物。这表明，对于实体

的看法，康德和笛卡尔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差别；

看来二者的分歧仅仅在于，关于我的存在感觉同

关于其他对象的存在感觉在认识论上进而在本体

论上是否等价的：在笛卡尔看来不等价，前者比

后者更为明白清晰，在这个意义上更为真实，所

以可以成为认识的立足点；而在康德看来二者是

等价的，所以，我这个实体正如自在之物并不能

成为认识的立足点。

在关于我的实在性上，笔者赞成笛卡尔的可

知论观点，即使在自在之物的问题上，笔者站在

康德的不可知论一边。正如康德所说，对于自在

之物，我们只能认识它的现象，即使把它看作一

个实体，这个实体性也是通过我们的先验范畴赋

予它的，自在之物的实体性并不是它本身的性

质。然而，这个分析不能用在作为主体的我之

上，因为实体的范畴或统觉都是我的。我对我的

感觉和经验就是那个真正的我，没有什么比当下

感觉到的我更真实的了。康德总是不满足自我感

觉或自我意识，仅仅把它们看作关于我的现象，

还要追问自我感觉或自我意识背后的那个我即我

的本质，进而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对此，我想借

用现象学的术语来回答：对于自我而言，现象即

本质；或者说，康德只是把我看作存在者，而没

有看作存在本身。如果把我看作存在本身，那

么，当下活生生的自我感觉或自我意识就是真正

的我。② 笔者接受康德把 “现象”看作主体和客

体之间的中介物的概念。然而，对于我的认识，

客体就是主体，因此，现象就是本质 （本体）。

这是一个被康德忽略了的重要原理。

四、关于 “先验统觉”

前边提到，康德说作为实体的我不过是一种

先验统觉。“先验统觉”这个概念在康德的形而

上学中占据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它虽然不属于先

验范畴，但却对所有先验范畴起着一种统帅的作

用，或者说，统觉是先验范畴的先验基础。关于

统觉，康德说道：

“如果没有先行于直观的一切材料而存在的

‘意识的统一性’（（惟有由于和此意识的统一性

相关，对象的表象才有其可能 （（我们就不能有

各种知识，不能有知识的这一方式和知识的另一

方式的联系或统一。这种纯粹本源的、不变的意

识，我将称为先验统觉。它之所以配上这个名

称，从如下一种事实就可看得清楚，即：甚至最

纯粹的客观统一性，即验前概念 （空间与时间）

的统一性，都仅由直观与这种意识的统一性的关

系才成为可能。可见这个统觉数目上的统一性乃

是一切概念的验前根据，正如空间、时间的杂多

性是感性直观的验前根据一样。”③

在此，康德把先验统觉看作 “意识的统一

性”和 “纯粹本源的、不变的意识”。正如 “时

间” “空间”这两个先验直观离不开先验统觉，

“实体”这个先验范畴也离不开先验统觉。按照

康德的说法，正是在先验统觉的作用下，我和自

在之物才分别成为一个实体，即统觉对那个联结

各种属性但却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给予意识的统

一性和不变性 （常住性）。

不过这样一来，康德的形而上学便面临一个

问题：被他作为经验知识的先决条件或存在形式

的先验范畴 （和先验直观）其实并不是最终的，

因为它们都是以先验统觉为先决条件的。看来经

验知识的最终的先决条件应是先验统觉。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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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３０页。
顺便提及，在我看来，现象学的一些观点用于对主体

我的分析是深刻的，然而，一旦将它推广到对客体和外部世界

的分析，便越界了，犯了康德所说的 “超验”的错误。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泽民译，武汉：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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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承认的。他说：统觉 “这种性质决定了感

性的一切表象必然被联系到一个意识上去，这就

首先使我们进行思维的特有方式 （即通过规则来

思维）成为可能；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就使经验

成为可能。”①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统觉这种思维性质如何

可能？康德承认，这个问题无法解答。他说：

“我们的感性本身的这种特性，或者我们的理智

的特性，以及作为理智和全部思维的必然基础的

统觉的特性，是怎样可能的，不能进一步得到解

决和答复；因为我们永远必须用它们才能做出任

何解答，才能对对象有所思维。”②这表明，康德

只是把统觉这种思维特性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承

认下来，而对它的合理性不再追问。

不难想象，如果笛卡尔还在世的话，他一定

会嘲笑康德：既然你所谓的先验直观和先验范畴

都是建基于统觉这种思维特性，而这种思维特性

只是一个不加说明的心理学事实。你对这一心理

学事实的认识属于经验知识，而你又说一切经验

知识都建基于先验直观和先验范畴。这是典型的

循环论证。看来，康德的形而上学大厦就此悬空

起来甚至面临倒塌。

在笔者看来，康德的形而上学遭致这样的结

果并非出乎意料。因为康德的形而上学的立足点

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不能

置疑的。” （这是 《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句

话。）相应地，作为其研究起点的问题是：经验

知识如何可能？而不是：经验知识是否可能？因

为在康德看来，经验知识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确凿

无疑的事实。请注意，康德所说的经验知识是具

有客观必然性的判断，而不是那些仅仅具有主观

偶然性的知觉材料。为此，康德严格区分经验判

断和知觉判断。③相应地，“经验知识如何可能？”

实际上是 “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如何可

能？”；为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提出先验范畴

（和先验直观）。其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如果人

的思维中没有先验范畴，那么就没有普遍必然的

经验知识；事实上普遍必然的经验知识是存在

的，所以，人的思维中存在着先验范畴。同样的

思路可以用在先验统觉上：如果思维中没有先验

统觉，那么思维中就没有先验范畴；思维中有先

验范畴，所以，思维中有先验统觉。先验范畴是

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由于先验范畴得自先验统

觉，这样，先验统觉的普遍必然性也就被证

明了。

然而，在笛卡尔看来，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

性并不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相反恰恰是他所

要追问的，其追问的结果就是得出 “我思故我

在”。只有我思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其他都

不是。应该说，笛卡尔的前提比起康德的前提更

为清晰自明因而更为确实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

笛卡尔从 “我思”推出 “我在”的论证是完全

恰当的。

五、“我思故我在”之我见

从 “我思”推出 “我在”，用笛卡尔的话

说：“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在，

才能思。”④ 这就是说，我在是我思的必要条件，

没有我在就没有我思；既然我思是一个确凿无疑

的事实，因此，我在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

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 “我思”中的 “我”

和 “思”的含义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

同，那 “我”就不能出现于前提，因为笛卡尔

的分析只表明 “正在怀疑的那个思维”是确实

无疑的，而没有表明此外的任何其他东西也是确

实无疑的；这使得不同于 “思”的那个 “我”

并不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不能出现于前提中。如

果 “我”和 “思”是相同的，那么 “我思”就

是同义反复，由它推出的 “我在”实际上是

“思在”，没有任何新意。

对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的这一质疑是

由罗素提出来的。罗素指出：“‘我思’是他的

原始前提。这里 ‘我’字其实于理不通；他该

把原始前提叙述成 ‘思维是有的’这个形式才

对。‘我’字在语法上虽然便当，但是它表述的

不是已知事项。”⑤ 笔者认为罗素的这一批评是

正中要害的。为维护 “我思故我在”，笔者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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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②③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９１页；第９１－９２页；第６３页。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第２８页。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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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做出新的解释。

“我思”中的 “我”和 “思”都指 “进行着

的思维”，但是二者的含义却不尽相同。我是当

下直接感受到的思维，思是用以描述的 “进行着

的思维”，后者是关于前者的摹状词，而不是前

者本身。这也就是说，作为摹状词的 “思”不

是正在进行的那个思，因而不是我，而是对我的

某种描述。我作为当下进行着的思维是不能说

的，一旦说出就不是我，而是对我的回忆。正如

现在是不能说的，一说出来就成为过去，而过去

是对某一现在的回忆。可见，尽管听上去 “我

“和 “进行着的思维”指称同一个对象，但它们

在逻辑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是一个专名，

而 “进行着的思维”是一个摹状词。对于 “我”

这个特殊的专名即罗素所说的逻辑专名，笔者接

受罗素的看法：逻辑专名的意义只能通过亲知来

把握，而摹状词的意义则是通过语言来把握和传

递的。

关于 “我”的亲知特性，罗素有时用 “我

－这里－现在”表达之，并称之为 “自我中心

的特称词”。① “我”正如指示词 “这” “那”，

其意义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直接去感受，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我虽然不可言

说但却可以亲知或体验或统觉，因而是最实在

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说出我的实在？在笛

卡尔的启发下，我们有理由赋予我一种可以言说

的性质即我思，于是，我在便成为可以言说的

了。这就是 “我思故我在”的逻辑内涵，其本

质正是 “说不可说”，或 “道可道，非常道”。

不过，笛卡尔本人对于 “我思故我在”并

未做出如此明确的阐述，甚至有时还犯了康德所

说的超验的错误。当他把我只看作正在进行着的

思维，他是在经验之内谈论我这个实体的，而当

他把我即灵魂看作可以离开身体而存在的实体

时，则是把我放到经验以外去了。在这些方面，

康德对笛卡尔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康德因此而忽

略了笛卡尔那个纯粹经验的我的实在性则是错

误的。

我的存在被证明之后，我们就可以像笛卡尔

那样去证明其他事物的存在，既然其他事物实实

在在地妨碍或有利于我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比

如，我想穿墙而过，但我却被碰得头破血流，疼

痛不巳。既然我是存在的，那么我的疼痛感觉是

真实的，因而引起我这种感觉的那个事物也是存

在的；于是，那座墙是存在的便得以证明。然

而，笛卡尔对此还不放心，他设想，也许有一个

神通广大的恶魔造成我的这种真实的感觉，尽管

我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未必有那座墙存在。

这就导致了笛卡尔的第二个大问题：如何保证我

思维中清晰明白的观念是真实的？为此他用全能

至善的上帝取代那个恶魔。

在康德看来，笛卡尔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

是 “我关于外物存在的认识是否真实的？”，另

一是 “我关于外物是什么样子的认识是否真实

的？”。康德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用康

德的话说，自在之物是存在的；因为人们的经验

知识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自在之物是导致经

验知识即现象的原因之一。至于后一个问题，康

德认为是不可能解决因而是不必解决的，所以就

让那个问题悬着，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康德

认为，把那个问题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

我们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并由此形成的经验世

界是真实存在的，那就足矣。事实上，我就生活

在经验构成的现象世界里，至于现象世界背后的

那个本体世界即自在之物，它对我们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康德说道：“在我们之外，同我们的外

知觉相对应 （不仅相对应，而且必须相对应）

的，有某种实在的东西，这也同样地只是在经验

中，才能得到证明，而永远不是从自在之物的连

结上得到证明。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证明有

某种东西经验地 （亦即作为空间里的现象）存

在于我们之外；因为除了属于一种可能经验的那

些对象以外，我们不管其他对象，这些对象不能

在任何经验中提供给我们，从而对我们毫无

意义。”②

笔者认为，康德对于笛卡尔的这一批评是正

确的，但不适用于笛卡尔关于 “我思故我在”

的证明。这是因为，作为当下思维的那个我恰恰

是最为真切的经验，对它的证明只需在经验之

内，而无需在经验之外。既然我是存在的，而我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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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０页。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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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地感受到外物对我的限制，由此推出外物是

存在的。正因为外物存在，我们的经验知识才未

必是对它的真实描述，因为一切经验知识都是思

维主体和外物即自在之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样，关于主体的可知论和关于客体的不可知论便

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可是，笛卡尔和康德却

各执一端：笛卡尔在恰当地给出主体可知论的证

明之后，出于客体可知论的需要而引入上帝，从

此误入独断论的歧途。与之相反，康德正确地坚

持客体不可知论的立场，但却不恰当地把不可知

论推广到主体，以致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用

以立足的阿基米德点。此外，康德对客体即自在

之物的存在性的承认是未加证明的，因而是武

断的。

六、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

笛卡尔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是：知识的真实

可靠性、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对于这三个问

题，康德同样给以极大的关注。前边我们着重讨

论第一个问题，本节将进一步讨论后两个问题。

关于灵魂不灭的观点，笛卡尔是从心身二元

论中得出的。笛卡尔从 “我思故我在”的前提

引申出 “精神是独立于身体的实体”，并且这个

精神实体即灵魂是不可分解的，因而是单一的和

不变的；所以，灵魂是不灭的，至少不随身体

而灭。

在这样一个推论中，笛卡尔显得过于草率，

因为作为推论出发点的 “我思”的我只不过是

当下进行着的思维，是活生生的经验， “实体”

只是人的精神加于这一活生生的经验而来的。因

此，作为灵魂的我是不能离开当下思维而存在

的，或者说，灵魂就是不断延续的当下思维，灵

魂只能是 “活的灵魂”。这本是笛卡尔 “我思故

我在”的应有之义，但笛卡尔却不恰当地把作为

灵魂的实体性加以扩大，以致让我的灵魂可以离

开的我的身体而存在。活的灵魂在身体死后还可

以存在，这里包含某种逻辑上的矛盾，对此，康

德有所揭示。

康德说道：“如果我们打算从作为实体的灵

魂概念推论出它的常住性，这只有在可能经验中

才是有效的。在把灵魂当作自在之物而超出一切

可能经验时就无效。然而我们的一切可能经验的

主观条件是生活，因此我们只能在生活中推论灵

魂的常住性；因为人的死亡是全部经验的终结，

这就关系到作为经验的一个对象的灵魂问题，除

非证明灵魂不是经验的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这

里。因此，灵魂的常住性只能在人活着的时候得

到证明 （这个证明是人们不需要我们去做的），

而不是在死后 （而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证明

的）；当然，从一般的道理来说，实体概念既然

必须被看做是必然与常住性概念相结合的，那么

它只有根据可能经验的原则，也说是只有在可能

经验中，才能成立。”①

康德强调 “实体”只不过是思维固有的一

个先验范畴，它的作用只是整理组织经验材料，

而不能超越经验，一旦超越经验，那就犯了他所

谓的 “超验”的错误。当我们把灵魂看作一个

具有常住性的实体的时候，这个实体只能是经验

的实体，而不能是超验的实体，而经验只能是人

们活着的时候才有的，人一旦死去便没有经验

了。断言灵魂在人死后还存在，实际上是把灵魂

作为一个超验的自在之物，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实

体了。自在之物可以存在，但它是什么，我们全

然不知，更不知道它就是那个具有常住性的灵魂

实体。灵魂实体只能存在于经验之中，而经验的

基础便是活着。所以，灵魂不灭的观点是不能成

立的。

笔者认为，康德的以上论证是比较有力的，

但还不够充分，因为这个论证同样可以用来反驳

命题 “地球这个实体在我死后还可以存在”，因

为地球的一切属性 （包括实体性和常住性）也

都是只有在我活着的时候才能被我经验到，但是

这个命题却是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为此，在康

德论证的基础上，笔者加以如下的补充。

我根据活着的时候的经验可以推测在我死后

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个被推测者必须是经验认

识的对象，而不是经验本身。我可以推测经验的

对象如地球在我死后还存在，但我不能推测我经

验地球的经验本身在我死后还会存在。作为灵魂

的我，其特殊性在于它是正在进行着的思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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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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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是正在被我反思的正在进行着的思

维，既是经验对象又是经验本身；作为经验对

象，灵魂是一种实体，作为经验本身，灵魂在我

死后便不存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谈论人死后

的灵魂，不过，那个不灭的灵魂只是一个假设，

而不是知识。

事实上，康德在反驳 “灵魂不灭”的命题

之后，把它作为一条 “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

引进来。在康德看来，引入这条公设，不仅是允

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其必要在于，它可以引导

人们向着自由意志的方向去做不懈的努力。

关于 “上帝存在”，那个所谓 “全知全能、

尽善尽美”的存在者是不可能被经验到的，因

此，康德否认一切关于 “上帝存在”的证明，

包括笛卡尔的论证。康德说：“企图用笛卡尔著

名的本体论论证来证明一个最高存在者的存在，

只是白费气力和自吃苦头；我们仅仅由理念来丰

富我们的洞见，所得的结果，和一个商人在他的

现金账上加上几个零来改善他的地位，毫无二

致。”① 在康德看来，用 “上帝”的理念建构知

识，其虚幻性正如用在账本上画零的办法来增加

财富。

康德在反对把 “上帝存在”看作真实可靠

的知识以后，把它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另一条公

设引了进来，用以促进人们达到至善的目标。康

德所说的至善是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即道义和

幸福的恰当配合；大致说来就是：多德多福，少

德少福；或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在

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不是如此，甚至相反；这

是因为达到德福相配的目标不是讲道德的人凭借

自身力量可以实现的，他必定会受到经验世界的

种种限制。只有那个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上帝

可以让德福相配的理想得以实现。因此，有了

“上帝存在”的理念，人们就能够不被现实社会

中的不公现象所困扰，而义无反顾地向着至善的

目标去实践道德法则或自由意志。②

康德强调，“灵魂”和 “上帝”正如 “自在

之物”只是一个先验理念而不是一个先验范畴，

二者的区别是：先验范畴是用来建构经验知识

的，而先验理念不能建构知识，只能引导知识向

那实际上不可迄及的理想的极限去逼近，其实质

只是一个预设或公设。康德特地用两个术语来区

别二者，与先验范畴相联系的认识原则叫 “建构

原则”，与先验理念相联系的认识原则叫 “范导

原则”。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告

诫人们不要把理念当作范畴，不要把范导原则当

作建构原则，否则就会犯 “超验”的错误。笛

卡尔的错误就在于把 “灵魂不灭”和 “上帝存

在”看作已经确立起来的知识，而不是起范导作

用的公设。

七、结　　语

笔者赞赏康德对 “灵魂不灭”和 “上帝存

在”的处理，即把它们作为理论上的公设，而不

作为真实可靠的知识。说到底，这些公设的根据

是人的需要，确切地说，是人的终极关怀的需

要。这样，康德便把信仰和知识区分开来，同时

给信仰留出一块地盘。

笔者也赞成康德从大的方面把理性分为理论

理性和实践理性。二者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不同

的。理论理性的立足点是经验知识，出发点是解

答 “经验知识何以可能？”；实践理性的立足点

是自由意志，出发点是解答 “自由意志何以可

能？”康德由此建造的形而上学大厦从其整体框

架看是基本成型的，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

的参照系。

然而，在笔者看来，康德理论的最大缺点

是，作为其立足点的经验知识和自由意志都不到

位。具体地说，作为其理论理性的立足点的经验

知识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他对此毫不怀疑。而

笛卡尔以及休谟首先对此提出疑问。事实上，康

德对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以致他后来不得不

把 “先验统觉”引入，并且承认对于 “先验统

觉何以可能？”的问题无法回答。正因为这样，

尽管康德宣称他已对著名的 “休谟问题”给以

解决，但在许多学者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类似地，作为其实践理性的立足点是自由意

志，康德对自由意志的客观必然性毫不怀疑，他

（下转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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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５３７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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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视角看量子干涉、纠缠与消相干


沈　健

【摘要】量子干涉、纠缠以及消相干是量子信息理论的三大重要概念，同时也是哲学所要关注的重要物理学前沿概念。

不管是从历史的发展脉络、还是从概念之精细分析，这三大概念皆保持了一种关联性。基于这三大概念的意义和关联

性分析，本文概括了由它们所触发的典型哲学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典型问题包括：宏观量子态的制备、非相互作用

与相互作用、还原与突现、理论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关键词】量子干涉；量子纠缠；量子消相干；哲学问题

中图分类号：Ｎ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８９－０６

一、干涉、纠缠、以及消相干的历史考究

最早进入人类眼帘的是那些自然状态下的干

涉现象，比如声波、水波等机械波干涉。而从实

验去审视干涉，起始于１７世纪光的微粒说和波
动说之争。牛顿发现的牛顿环第一次真正从物理

实验之角度洞察了光的干涉现象，其中，他的干

涉理论是建构在 “光的微粒说”认识论基础之

上的，“光是一群难以想象地微细而运动迅速的

大小不同的粒子”①。与其相反，在笛卡儿、惠

更斯那里，光被确定为一种波。不过关洪先生考

证认为，惠更斯的波仅指一种扰动和脉冲，他并

没有建立起真正周期性变化的波动观念。在发展

并坚持光的波动说中，英国科学家杨 （Ｙｏｕｎｇ，
Ｔ．）受到牛顿潮汐理论的启发，在１８０２年明确
地提出了光的干涉原理，“只要同一光线的两部

分精确地或者非常接近地沿着相同的方向以不同

的路线到达我们的眼睛，如果其路程差是某一长

度的整数倍，则光会变得最强；而在这些干涉部

位中间的状态，光会变得最弱。对于不同颜色的

光，这一长度是不同的”②。杨不仅以此来解释

薄膜色彩和牛顿环，而且以此形象表示著名的双

缝干涉实验图样，杨的理论第一次使干涉现象获

得了明确的理论解释。早期关于光的干涉研究是

与光的本性认识纠缠在一起的，当时光的干涉原

理并没有在现实得到具体的应用。直到麦克斯韦

建立起了统一的电磁场理论之后，尤其是利用其

中的电磁波干涉原理，通过发射电磁波，才实现

了无线电通讯上的应用。

纠缠概念最早由薛定谔在１９３５年提出，围
绕该概念所涉及的争论就是著名的 “ＥＰＲ佯
谬”。１９５１年，玻姆以自旋为１／２的二粒子体系
的自旋单态为例，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非局域关

联。当时，玻姆试图以隐变量理论去解释和消解

这一非局域关联现象。正是基于玻姆的隐变量理

论，１９６４年贝尔提出了贝尔不等式，由此便可
借助实验来验证量子理论与局域性隐变量理论。

后来 的 埃 斯 贝 克 特 （Ａｓｐｅｃｔ）、勾 瑞 伯 特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梅泌 （Ｍｅｒｍｉｎ）等实验正是奠
基于贝尔原理的基础之上，不过这些实验毫无例

外地都证实了非局域关联，而否定了玻姆的隐变

量理论，由此也就奠定了量子远程非局域关联的

理论基石。此后，纠缠这一非经典特性被广泛应

用到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之中，其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是１９９３年本内特 （Ｂｅｎｎｅｔｔ）等人提
出的量子离物传导方案，四年之后，即１９９７年
泽林内 （Ｚｅｉｌｉｎｇｅｒ）小组在实验上实现了量子离
物传导。除此之外，１９９１年基于量子纠缠的量
子加密协议以及后来的实验实现、１９８５年的量
子图灵机模型、１９９４年量子计算里的 Ｓｈｏｒ算法
以及实验演示，都是围绕量子纠缠概念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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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研究成果。

消相干概念直接源自于量子纠缠态。纠缠态

通常归属一个体系，即一个有限的封闭体系。这

一体系实际上又处于一定的外界环境之中，而这

些环境都是由大量处于混乱运动状态的原子集合

所构成的，环境与体系之间的耦合必然逐渐破坏

体系内部的量子相干性，这就是消相干。量子体

系增大、且与环境耦合增强，那么体系消相干所

需的时间就越短。由此可以看出，量子态的干涉

性和纠缠性既给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带来了绚丽

的前景，同时，量子干涉的脆弱性也给量子信息

和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带来了巨大困难。量子信

息其实就是量子位所处的量子态，量子信息的演

化遵循薛定谔方程，量子信息传输就是量子态在

量子通道中的传送，信息处理就是量子态的幺正

变换，信息的提取则是对量子系统实行量子测

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量子位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或其它原因，量子位能量会产生耗散或者相对

位相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量子干涉性逐渐消

失，由此量子信息也就散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之

中。量子消相干通常被认为是制约量子信息技术

发展的一个瓶颈。１９９６年，维兰德 （Ｗｉｎｅｌａｎｄ，
Ｄ．）和门罗 （Ｍｏｎｒｏｅ，Ｃ．）实现了单原子的薛
定谔猫，该实验对如何长时间保持量子相干叠加

态、增长消相干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亥如齐

（Ｈａｒｏｃｈｅ，Ｓ．）研究组利用腔量子电动力学方
法，制备了腔中振荡相干态的叠加，他们发现，

消相干时间的长短直接与场状态的相位角大小有

关。由此，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某种程度上也

能克服量子消相干。

二、干涉、纠缠、消相干三者的内涵

以及关系分析

　　经典干涉。干涉概念涉及的范围广泛，最早
的干涉主要指经典物理世界的干涉。通过分波面

法或者分振幅法可获得两列相干波，它们能在空

间形成一种明暗相间的条纹图样，这就是所谓的

经典干涉。双缝干涉实验是一个经典干涉的典型

例子，可以直接拿这一实验来检验某些未知物体

是否具有波动性。在经典力学里，波动和粒子是

两个互斥的概念，二者互不相容。设有两个相干

波源，波函数分别为ｙ１、ｙ２，其中：

ｙ１ ＝Ａ１ｃｏｓωｔ＋φ１－
２πｒ１( )λ

ｙ２ ＝Ａ２ｃｏｓωｔ＋φ２－
２πｒ２( )λ

假如Ｐ为两列波叠加区域中的某一点，ｒ１、ｒ２分
别为两波源到该点的距离，λ为两相干波的波
长。按照叠加原理，Ｐ点的合振动波函数为

ｙ＝ｙ１＋ｙ２ ＝Ａｃｏｓ（ωｔ＋φ）
此时Ｐ点的振幅Ａ、相位φ分别为

Ａ２ ＝Ａ２１＋Ａ
２
２＋２Ａ１Ａ２ｃｏｓ［（φ２－φ１）－

２π
λ
（ｒ２－ｒ１）］

φ＝ａｒｃｔａｎ
Ａ１ｓｉｎφ１－

２πｒ１( )λ ＋Ａ２ｓｉｎφ２－
２πｒ２( )λ

Ａ１ｃｏｓφ１－
２πｒ１( )λ ＋Ａ２ｃｏｓφ２－

２πｒ２( )λ
令Δφ＝（φ２－φ１）－

２π
λ
（ｒ２－ｒ１），对于点Ｐ，Δφ

为一常数，一般有 Ａ≠Ａ１＋Ａ２，但是 Ａ为定值，
所以合成波的场内有一个稳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

振 幅 分 布， 这 就 是 干 涉 现 象， 其 中

２Ａ１Ａ２ｃｏｓ（φ２－φ１）－
２π
λ
（ｒ２－ｒ１[ ]） 就 是 干 涉

项。当Δφ＝２ｋπ（ｋ＝１，２…）时，Ａ＝Ａ１＋Ａ２为
干涉加强；而当 Δφ＝（２ｋ＋１）π（ｋ＝１，２…）
时，Ａ＝ Ａ１－Ａ２ 为干涉相消。

量子干涉。经典干涉是宏观波动叠加所产生

的现象，描述的是振动能量在叠加区域的分布情

况。量子干涉是完全不同于经典干涉的一种量子

现象，描述的是同一量子系统若干个不同态叠加

为一个纯态的情况。因而，量子世界里的干涉必

然具有经典干涉完全不同的性质。所谓量子干涉

就是 “同一量子系统若干个不同的态叠加构成一

个纯态的情况”①。用电子的双缝实验来说明量

子干涉性，设 φ１〉、 φ２〉分别是电子穿过狭缝
１、２到达观察屏的量子态，根据量子态叠加原
理，电子穿过狭缝到达屏的量子态为

φ〉＝ｃ１ φ１〉＋ｃ２ φ２〉
其中 ｃ１、ｃ２为复数，且 ｃ１

２＋ ｃ２
２ ＝１，此

时，电子到达屏上一点Ｐ的概率为
〈φφ〉＝ ｃ１

２〈φ１ φ１〉＋ ｃ２
２〈φ２ φ２〉＋

ｃ１ｃ２〈φ２ φ１〉＋ｃ１ｃ２〈φ１ φ２〉

０９

① 李承祖、黄明球、陈平形、梁林海：《量子通信和量子

计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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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φ２ ＝ ｃ１
２ φ１

２＋ ｃ２
２ φ２

２＋
ｃ１ｃ２φ２φ１＋ｃ２ｃ１φ１φ２

其中 ｃ１ｃ２φ２φ１＋ｃ２ｃ１φ１φ２是量子干涉项，代表了
两束粒子间的干涉效应，这就是量子相干。量子

信息中的量子位就是一个微观粒子构成的两态系

统。假如两态是 ０〉、 １〉，则量子位可以是

０〉态或者 １〉态，同时还可以处于它们二者的
叠加态ｃ１ ０〉＋ｃ２ １〉上，所以可以说量子位同
时处于 ０〉态和 １〉态，也就是一个量子位可
同时存储两个状态的信息。不同的量子系统还可

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更大的复合系统，只要这

种相互作用是一种纠缠，也可获得各子系态的相

干叠加态。量子相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叠加态

的相对位相具有可观测的效应。总之，量子干涉

与经典干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不过经典干涉的

直观干涉图样能帮助我们理解量子干涉，量子相

干的特异属性为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计算带来了

希望，并支撑起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巨大空间。

量子纠缠。纠缠是一种特殊的相干叠加态，

如果两个量子位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纯态 ψ〉不
能写成分属于两个量子位的纯态 ψ１〉和 ψ２〉的
直积，即 ψ〉＝ ψ１〉 ψ２〉，我们就说这两个
量子位处于纠缠态 ψ〉。通常，二体系统纯态
的纠缠有相当完善的理论去加以描述，要理解二

体纯态的纠缠，首先必须清楚两个概念：ＬＵ变
换局域酉变化，ＬＯＣＣ局域操作和经典通讯。按
照量子信息论的观点，量子纠缠总是指不同粒子

的量子态之间的纠缠，而不是指单个粒子不同自

由度的波函数之间的耦合。而且，量子纠缠也不

是一个仅仅依赖于态表达方式的纯形式东西，而

是一种具有测量效应的物理存在。由于理解 “两

体纯态”概念是理解 “纠缠”内涵的先决条件，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究竟什么是两体纯态。两

体纯态是指那些能用单一波函数描述的两体态，

也就是态空间中任意基矢下的任一相干叠加态。

就一般系统而言，任一纯态为

ψ〉＝∑Ｃｍ ψｍ〉，
（｛ψｍ〉｝是正交归一基矢）

就两体系统Ａ和Ｂ而言，它表示为

ψ〉ＡＢ ＝∑Ｃｍｎ ψｍ〉Ａ φｎ〉Ｂ，其中 （正

交归一基矢为｛ψｍ〉Ａ φｎ〉Ｂ｝）
两体纯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可分离态——— ψ〉ＡＢ ＝ ψ〉Ａ 

φ〉Ｂ， Ａ和 Ｂ均处于确定态，如两体量子态

０〉Ａ １〉Ｂ。
一类是不可分离态，即纠缠态——— ψ〉ＡＢ不

能表达成 ψ〉Ａ φ〉Ｂ。Ａ和Ｂ均不处于确定的

量 子 态。 例 如 ψ＋〉＝
１

槡２
（０〉Ａ １〉Ｂ ＋

１〉Ａ ０〉Ｂ）。从这里可以看出，纠缠态其实是量
子相干态的一种，也就是不可分离态的两体纯态

或者多体纯态。

量子消相干。对一个量子系统与其环境而

言，消相干效应指这一量子系统，由于与其环境

存在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统所处的 “由某个观察

量的多个本征态相干叠加而成”的状态，不可逆

地消去了各个干涉项，这样，系统的行为就表现

得与经典物理学系统一样。一个粒子，假设用隔

开一段距离的两个一大一小的高斯型波包所叠加

起来的一维态函数来描写。在密度矩阵中，除分

别代表粒子落到这两个波包的概率的两个对角项

之外，还有处在非对角位置的两个交叉项，即干

涉项。消相干效应就是，环境的影响会让密度矩

阵的非对角元，即干涉项基本消失，实际上只留

下两个对角元，从而变成同经典物理学一样的概

率分布。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量子消

相干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在实际的量子计算和量

子信息模型中，形成测量仪器和被测系统的纠缠

态才是影响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系统实现的核心

问题。通常，我们把量子位所处的物理环境看作

电磁辐射场，这种电磁辐射场正是量子计算机噪

声的主要来源，量子位与电磁辐射场相互作用就

会引起消相干。量子消相干作为量子相干叠加态

与环境作用的必然结果，直接阻碍了量子信息和

量子计算的实现。此外，即使对于一个量子系统

本身，假如两个子系构成的复合系统是一个纯

态，即纠缠态，这时，子系纠缠的直接效应是直

接破坏各子系内态之间的干涉，从而也就引起了

子系态的消相干。按照复合系统幺正演化的一般

理论，单量子位量子态衰变具有三种典型方式：

“量子位的退极化引起的消相干；量子位相对位

相阻尼引起的消相干；量子位自发衰变引起的消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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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①。

总之，经典干涉和量子干涉有着形式上的相

似性和本质上的区别性。干涉是通过相互作用产

生的，然而相互作用却不是纠缠的必要条件。消

相干是相干的反作用，是专门破坏相干态的。为

了使量子位内存的信息得以保真输出，必须抑制

消相干的产生。

三、量子干涉、纠缠、消相干

引发的哲学思考

　　笔者认为，量子干涉、纠缠、消相干目前所
引发的哲学思考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量子消相干验证了切克兰德的软系统

方法论

在薛定谔猫实验中，整个系统的波函数由活

猫和死猫这两部分以
１
２的概率来描写。按照正统

的量子力学诠释，这个波函数是能够描写个别系

统的。因此在未观察之前，猫处于死活各半的状

态中。冯·诺依曼认为，一旦我们打开箱子去观

察，这时波函数便突然发生波包塌陷，以相等的

概率分别落到猫活着或者猫死了的状态。这一解

释被许多学者所拒斥，爱因斯坦等人就明确指出

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应该理解为描写系综而不是

描写个别系统，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为了弄清

楚这个佯谬，１９８６年，依靠激光以及非线性光
学、微波激射器等实验技术的进步，所谓的薛定

谔猫态被制造出来了。倪光炯先生认为，被制造

出来的这个薛定谔猫态 “即使不算宏观，至少也

是 ‘介观’的尺度”②，因而它是两个宏观 （或

介观）上可分辨的态的量子叠加态，或者说是准

经典的量子态而非经典的态。通过对实验的研

究，诺埃尔 （Ｎｏｅｌ）和斯追德 （Ｓｔｒｏｕｄ）认为，
所谓 “‘宏观与微观间的区别在于自由度数的多

少’是不准确的”③，问题的关键真正在于量子

相干性以及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消相干。量子

力学的有限封闭体系实际上都处于一定的环境

（热库）之中，而后者是大量处于混乱运动状态

的原子集合，它们与体系之间的耦合必然使得体

系内部的量子相干性逐渐被破坏掉，体系的消相

干才是薛定谔猫不可能实现的真正原因。当量子

体系变大、且与环境耦合增强时，体系的消相干

实际上很快就发生了，以至根本就看不到宏观上

的薛定谔猫态。消相干预示了要洞解一个量子系

统，需要最大限度地理解系统外在环境的可能情

况，但同时也预示了我们对外在环境的认识将是

非绝对客观和非绝对完备的。这一思想正好为切

克兰德最近所提出的软系统 （ｓｏ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方
法④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沿的案例支撑。软系统方

法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在无结构的问题情景中

去表达问题情景，即 “建立所研究情景的最充分

的可能图景”⑤。但同时，他们也强调系统模型

应该是 “关于问题情景的某些方法的理想类型，

而不是对它们的简单的描述”⑥，也就是，我们

对问题情景的描述将是一幅非完全客观和非完全

完备的描述，这正好吻合了量子消相干的相关

思想。

（二）关于相互作用与非相互作用的新理解

经典语境下的相互作用通常有四种，按照强

度大小依次为：强核力，即强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电磁力，即在带电荷的强子和轻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弱核力，即所有强子和轻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引力，即迄今为止最弱的、并发生在任何

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经典语境下的两个系统要

有关联，必须存在上述这些相互作用，无相互作

用也就无关联。然而，在量子纠缠中，这一情况

发生 了 改 变。因 为 通 过 量 子 纠 缠 交 换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ｐｐｉｎｇ）⑦ 获得的量子纠缠是通
过一种非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由此也就意味着，

在量子力学里面，关联的产生可以不依赖传统语

境下的那些相互作用。这种非相互作用所引发的

关联丰富了我们对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理解，也

就是需要将经典物理表观上的相互作用延伸至不

２９

①

②

④

⑤

⑦

李承祖、黄明球、陈平形、梁林海：《量子通信和量子

计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９－２４４页。
③　倪光炯、陈苏卿：《高等量子力学》，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１２页；第５１３页。
软系统方法论 （ｓｏ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的详细理解参

考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切克兰德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的 “系统科

学哲 学 与 社 会 发 展” 国 际 研 讨 会 上 的 主 题 报 告 论 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⑥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复杂

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４６页；第４５１页。
量子纠缠交换指用两个下转换源产生两个互相之间没

有相互作用的纠缠光子对，具体参见 “张镇九、张昭理、李爱

民： 《量子计算和通信加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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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借助介质的非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和非相互作

用都会导致不同物体或物理态的关联。事实上，

在笔者看来，“非相互作用”其实只是借助经典

语词的一个概念，预设的语境仍然还是宏观世界

中的两体问题。由此，这里也就存在着一种经典

语境与量子语境的混淆。将相互作用理解宽泛

化，“非相互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非”

相互作用。两个存在关联的量子态，其实需要某

种先决语境的存在，这一先决语境就是两个态的

中介，在时间维度上，这种语境要先在于我们对

于 “关联与否”的判决。比如，两个盒子里各

有一球，颜色必一黑一白。“两个盒子里各有一

球，颜色必一黑一白”这一语境事前已经确定。

然后，将两个盒子分开，哪怕分开到地球的两

端，我只要打开我所拿的那个盒子，并看到是黑

球，即时就知晓地球另一端那个盒子里面装的球

的颜色是白色。也就是打开我手上盒子这一刻，

我能根据我手上盒子里球的颜色，不借助任何经

典信道即时知晓地球另一端盒子里的球颜色。此

时，两个盒子在分开之后确实已不存在物理上的

相互作用。然而，假如没有先前 “两个盒子里各

有一球，颜色必一黑一白”这一语境，那也不可

能获得即时信息。因而，先前语境的间接衔接，

促使了所谓的经典语境下的非相互作用。所以，

在本人看来，量子纠缠并没有否定传统意义上的

相互作用，而是扩大了相互作用的内涵，也就是

将时间尺度融合进相互作用的分析之中。“纯粹

经典语境下的非相互作用”合取 “存在关联”

当然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最近有人提出一种无

相互作用的测量，也就是认为在没有光线或者其

他任何东西作用到物体的情况下探测到物体是可

行的。这个实验就是１９９３年特拉维夫大学的伊
莱策 （Ｅｌｉｔｚｕｒ）和魏德曼 （Ｖａｉｄｍａｎ）所提出的
一个实验①，这个实验里一个物体可以在某些时

候被探测到而不吸收一个光子。不过，这种测量

的效率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非相互作用。

（三）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本体论层面上还

原的艰难性

量子纠缠理论揭示了量子世界同经典世界之

间还原的艰巨性，一大理由就是量子纠缠使得微

观粒子具有非分离性。按照微观还原论者的观

点，宏观世界及其属性是可以通过微观粒子的属

性及其它们间的关系加以说明的，这一要求的前

提就是微观粒子的相对可非分离性。按照量子力

学理论，“一个量子系统仅当我们不知道它处于

一组态中的那一个态时，它才可能处于这组态的

叠加态中，一旦系统处于那一个态变成了物理现

实，则相干叠加就会被破坏”②，量子纠缠这一

特质正好为突现论提供了案例支撑。在新近量子

力学关于还原与突现之争中，克瑞兹 （Ｋｒｏｎｚ）
和梯恩 （Ｔｉｅｈｅｎ）结合量子理论提出了三种情形
的突 现③：一 种 是 原 质 突 现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每一整体完全由同时存在的具有独
立特性的部分所构成，这时候判断突现和合成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的依据是看整体中是包含不可加和性
还是可加和性，如果是包含可加和性的那么就是

合成的，而包含非加和性的就是突现的。第二类

就是激进突现 （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只有合成的
整体才有同时存在的部分，而突现的整体没有同

时存在的部分，突现整体产生于一种类似于部分

的某种实体的聚变。部分只在整体不存在时才存

在，而一旦整体存在，部分就消亡不存在了。第

三种就是动力突现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突现
整体有同时存在的部分，但是这些部分的特征不

能独立于它们各自的整体而被说明。突现整体是

由它的部分的一种本质的、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

而产生。他们认为，非分离的哈密顿函数组成了

一个本质持续的相互作用。同时，他们也明确指

出，第三种突现情况没有还原的可能性。由于量

子态的叠加，克隆和删去一个未知的量子态变得

不可能，因为要实施这种克隆和删除操作，就必

须知道那个态，而假如要知道那个态，就势必要

进行测量，而一测量，则马上就破坏了被测态，

这一两难本身也就体现了微观世界在本体论上的

复杂性。

（四）关于理论的意识介入问题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消相干可以为量子力学

提供一个很好的所谓客观的解释，由此便可消除

３９

①

②

③

董志川、朱政：《无相互作用的量子侧量》，《现代物理

知识》，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李承祖、黄明球、陈平形、梁林海：《量子通信和量子

计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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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变量解释、心理意识的介入问题。他们的主要

观点是：“首先，通过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消

相干，量子测量过程能由复杂量子系统的普通演

化而解释，而不必增加一个不自然的特设的塌缩

假设。其次，有意识的观察者、有生命的动物的

任何特殊的作用，几乎从整个讨论中消失了”①。

本人认为，消相干解释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意识的介入问题，并为量子测量理论寻求某些客

观的基石，但并不能为意识的完全剔除提供充分

的辩护。按照他们的观点，量子测量过程可以通

过复杂量子系统的演化来解释，但复杂量子系统

的测量就势必要靠更复杂的量子系统的演化来解

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无穷的退却。这种无穷的

退却的最终截止点在哪里呢？本质上，这个最终

截止点的确定非人不可②。正如冯·诺伊曼所认

为的，在被观察和进行观察的两部分之间，“尽

管其分界线可以移动，但也是互不约化的”③。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的意识的介入问题，至

少就现有的辩护理由而言，还是不够充分的。其

实，意识的介入倒可以有效呼应目前发生在哲学

领域的观察渗透理论、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等哲学争论。

（五）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

实在论的基本内涵是 “存在一个客观的、独

立于观察者的、科学试图描述和理解的实在”④。

在量子力学中的双缝干涉实验中，如果对电子通

过狭缝进行观察，则这一观察将影响电子以后的

行为。按照正统的哥本哈根诠释，只有首先执行

观察，才能确定电子的确定位置。由此使得现象

依赖于它所受到的观察，这样也就直接对现象的

客观实在性构成了威胁。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究

竟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还是仅是关于我们的观

察的理论，此类问题和争论就变得日益突出。玻

尔就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量子世界，仅仅只

有一个抽象的量子物理描述。认为物理学的任务

是发现自然是怎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物理学关心

的只是我们关于自然能说什么”⑤。工具主义对

哥本哈根诠释是极度欢迎的，因为正好迎合了它

的核心主张，“科学理论的任务，只是整理先前

的观察和预言新的观察”⑥。而目前已有的实验

和技 术，尤 其 是 量 子 离 物 传 导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ｔｅｌ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⑦ 实验，更激发了量子力学里的反
实在论思潮。与此相反，实在论的进路是坚决反

对哥本哈根学派所提供的那种量子力学的诠释，

比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最近

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ｓｐａｇｎａｔ指出，量子力学里的实在其
实是被某种面纱所罩上了 （Ｖｅｉｌ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并
指出目前的物理界仍然支持一种 “独立性实在是

一种有效概念”的主张⑧，即 “独立性实在”概

念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ｓｐａｇｎａｔ认
为，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拓展性因果关系，这一新

的因果关系区别于康德的那种决定论属性的因果

关系以及爱因斯坦的那种因果关系。

总之，量子干涉、量子纠缠、以及量子消相

干不仅带来了众多新的哲学问题，而且许多形而

上学和科学哲学里的传统争论在这些新事实面前

也需进行新的评介和分析。上述所提及的哲学问

题不过是笔者为激发学界共鸣所做的一些非完全

概括，许多分析都还只是一根引线。在笔者看

来，就这三个概念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解决所

有的哲学问题、或终结某些哲学争议，因为关于

它们自身的理解，目前就远还没有达及共识。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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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

———论古希腊医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张轩辞

【摘要】在西方古代世界，医学和哲学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文尝试从讨论古希腊理性医学的起源入手，对前苏格拉

底时期至希腊化时期的古希腊医学和哲学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初步梳理。通过对古希腊哲学与医学关系演变的线索的勾

勒，指出了解古希腊医学对于古希腊哲学学习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Ｒ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９５－０７

　　与现代西方医学和哲学间关系疏远的现象不
同，在古代希腊，医学与哲学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医学作为当时理智生活的一部分，与哲学、

修辞学一起构成人们生活的文化背景。对于那时

的希腊人而言，医学与哲学的关联是显而易见

的。而哲学和医学间的相互影响从医学产生的最

初阶段就已然存在了。本文尝试从讨论古希腊理

性医学的起源入手，对前苏格拉底时期至希腊化

时期的古希腊医学和哲学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初步

梳理，并希望通过这一项工作帮助人们对当时的

医学和哲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希腊医学的产生与自然哲学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

还是希腊，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上的疾病是因为触

怒神灵而导致的。在荷马史诗中可以找到关于希

腊医学的最早记载。①在那里，疾病的起源和治

疗都与超自然的力量相关。很多神或者半神具有

治愈伤痛、赋予生命的能力，阿波罗是其中最为

杰出的一位。后来，他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

（Ａｓｃｌｅｐｉｕｓ）在治疗方面的声誉渐渐超过他的父

亲，成为后世崇拜的医神。直至今日，他所执持

的盘蛇手杖仍然是西方医学的标志。位于科斯岛

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被人们看作为希腊医学

的摇篮。神庙中的祭司们同时也是医生。约生于

西元前４６０年的希波克拉底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ｏｓ）
就是其中一员。②正是这位神庙祭司建立了与史

诗时 期 的 医 学 不 同 的 理 性 医 学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成为西方医学的奠基人，被后人尊称
为 “西方医学之父”。

在西方医学的历史中， 《希波克拉底文集》

（Ｃｏｒｐｕｓ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ｉｃｕｍ）③是现存最早的对各种疾
病和症状的起因进行理性解释的著作。疾病和康

复不再被认为与神意相关，治疗技艺不再是神的

专利。但是，这种把医学从迷信、巫术、宗教中

解放出来的努力，并不是从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开始的。在更早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那里，

这种努力就已经开始了。在早期自然哲学家那

里，对医学感兴趣，或者说对人体的生理感兴趣

是很自然的事。对人体生理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

然从属于他们关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之中，在他们

看来，对医学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对别的学科领域

的侵入，医学关心的对象和问题也是自然哲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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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ｍｅｓＬｏｎｇｒｉｇｇ，Ｇｒｅｅｋ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３，ｐ１１．
② 柏拉图 《普罗塔格拉》３１１ｂ。柏拉图把他作为医学的化身 （《裴多》２７０ｃ），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他是伟大医生的完美代表

（《政治学》７．４．１３２６ａ１５）。
③ 《希波克拉底文集》不是希波克拉底一人的著作集，而是很多人的医学著作合集。是西元前三世纪的亚历山大学者们保留给后

人的，于科斯的医学院档案馆中发现的古代医学著作的全集。其中绝大多数论文的写作时间是西元前４３０至３５０之间。它们都是用伊
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关于医学的著作，除此之外没有非常严格的内在统一性。其中有些文章是为专业医生所做，有些是为非专业人士所

做，有些是给学医的学生的讲稿，有些则是由对医学感兴趣的哲学家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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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关心和研究的方面。在神话解释主宰疾病和

治疗的背景下，在希波克拉底医学诞生之前，正

是这些自然哲学家们最早开始了关于医学理论的

讨论。① 希波克拉底著作中所体现的理性认识方

法和态度，是与自然哲学家们对他的影响密不可

分的。在一定程度上，《希波克拉底文集》可以

被看作是自然哲学对医学影响的体现。

二、古希腊哲学对医学的影响

古希腊医学受到当时哲学影响的最明显和最

直接的证据是医学著作所使用的语言。生活在说

多利亚 （Ｄｏｒｉｃ）方言的科斯 （Ｃｏｓ）岛上的希波
克拉底和他的门人用伊奥尼亚式 （Ｉｏｎｉｃ）散文的
形式写作。② 用一种语言写作和思考，不仅意味

着对这种语言的使用，而且意味着接受这种语言

所代表的文化。所以对这一现象可能的合理解释

只能是：这是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受到当时伊奥

尼亚文化、尤其是自然哲学影响的结果。

当然，这种影响决不仅仅表现在语言的使用

上，在思想继承方面这种影响也非常明显。例

如，希波克拉底医学很显然受到赫拉克利特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ｔｕｓｏｆＥｐｈｅｓｕｓ）思想的影响。在思想
上，除了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之外，毕达哥拉

斯 （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ｏｆＳａｍｏｓ） 和 恩 培 多 克 勒
（ＥｍｐｅｄｏｋｌｅｓｏｆＡｃｒａｇａｓ）也是对希波克拉底医学
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是持续的流，没有东

西是永恒不变的。世界是一团不断燃烧和熄灭的

永恒活火。他把对世界的理解应用到对人体的解

释中，因为在他看来人体和宏观的世界一样，也

由火、水和土构成。在人体中只有火是持续的，

如果这个火离开了人体，那么剩下的水和土就没

有任何意义。和世界中的火一样，人体中的火也

遵循着 “向上、向下”的法则。③ 与火相对立的

水，和火一起构成人的灵魂。水与火的不同比例

形成了灵魂的不同状态，而这对立双方又是不断

相互转换的。在 《论养生》（Ｐｅｒｉｄｉａｉｔēｓ）④ 中我
们可以看到关于流变、对立面和灵魂构成的类似

表述：“所有的事物，人和神都处于向上、向下

的流变之中”⑤ “‘生成’和 ‘消灭’是相同的；

‘混合’和 ‘分离’是相同的；‘增加’和 ‘减

损’是相同的”；⑥ “人的灵魂，就像我已经说过

的那样，是水和火的混合物。”⑦除此之外，赫拉

克利特所持有的 “不可见的和谐”的观念同样

持续影响着养生和医疗的思想。⑧

毕达哥拉斯对医学的影响在早期哲学家中可

以说是最大的一位。⑨Ｗ．Ｈ．Ｓ．Ｊｏｎｅｓ认为毕达
哥拉斯以及他的学派是最早对医学有着严肃兴趣

的哲学家团体。瑏瑠 虽然相对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

家而言，毕达哥拉斯思想中有着较强的宗教因

素，但对世界起源及如何运行的解释却和其他自

然哲学一样没有诉诸超自然的力量。瑏瑡 他说 “万

物是数”。医学上讲的 “危险期天数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ｙｓ）”瑏瑢 与毕达哥拉斯对数的强调有很大关系。
它是在毕达哥拉斯数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并被认

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数的神奇力量的一种表现。

恩培多克勒讲胎儿在子宫中的成型时间，始于第

３６天，成于第４９日，瑏瑣 也显然受了毕达哥拉斯
的影响，因为４９天是７的平方，而７在毕达哥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⑧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ｄｅ，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８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ｐ２２７．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
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３－４．

⑨　Ｒ．Ｏ．Ｍ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１９０９，ｐ４－６；ｐ６．

四卷本 《论养生》的作者似乎对哲学理论非常感兴趣，

在 《论养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些论述像是在模仿赫拉克

利特，有些像在模仿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等其它人。

⑥⑦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ｖｏｌ．ＩＶ，ｔｒａｎｓ．Ｗ．Ｈ．Ｓ．Ｊｏｎ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１，ｐ２３７；ｐ２３５；ｐ２６３．

和谐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这一概念对于希腊哲学和医学来说都
非常重要。毕达哥拉斯，阿尔克迈翁和恩培多克勒都讨论 “和

谐”，医学上的这一 “和谐”概念到底是来自于自然哲学，还是

自然哲学从医学思想中借用这一概念，一直存在疑问。参见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ＩＩＩ，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６。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ｔｒａｎｓ．Ｗ．Ｈ．Ｓ．Ｊｏｎ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３，ｐ．ｘ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关于毕达哥拉斯和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区别可参见亚

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９８９ｂ２９及以下。
“危险期天数”指疾病将会在第几天发生危险。《流行

病学》Ｉ．ＸＸＶＩ中讲，在偶数天发生恶化的疾病，危险期会在偶
数天；奇数天发生恶化的疾病，危险期会在奇数天。

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ｌｓａｎｄＷａｌｔｈｅｒＫｒａｎｚ，ｅｄｓ．，Ｄｉ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Ｖｏｒｓｏｋｒａｔｉｋｅｒ，１９６０，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ｖｏｌ．
Ｉ，Ｄ８３，ｐ３０１．



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

拉斯那里尤为重要。① 另外，毕达哥拉斯派的一

些实践上的行为也体现或者说指引了后世医学中

养生及体育锻炼的方向。他们强调饮食和锻炼的

重要性，每天严格执行。按照拉奥修的说法，健

康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就是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都处于和谐状态。② 和谐状态被打乱，首先是因

为身体的使用，营养的摄入和休息之间的合适比

例发生缺失。这些方面中任何一方的无节制都会

产生疾病。这种不节制也会造成消化不良，而这

也是绝大多数疾病的成因。③ 强调 “自然是最好

治疗师”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同样对养生术极为重

视。《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对饮食和锻炼的讨论

在所有讨论中占有很大的篇幅：以此为主题的文

章有 《重症之下的养生法》（Ｐｅｒｉｄｉａｉｔēｓｏｋｓｅōｎ），
《健康状态下的养生法》 （Ｐｅｒｉｄｉａｉｔēｓｈｙｇｉｅｉｎēｓ）
及四卷本的 《论养生》，还有不少相关论述散见

于其他文章中，如 《流行病学》 （Ｅｐｉｄēｍｉａｉ）第
一、第三卷。 《论古代医学》 （Ｐｅｒｉａｒｃｈａｉēｓ
ｉēｔｒｉｋēｓ）的作者所讲的医学似乎只关涉养生法，
与解剖和药物无关，虽然在当时外科手术和药物

已经被使用。

就自然哲学家对医学的影响而言，不能不提

毕达哥拉斯的学生恩培多克勒。哲学家恩培多克

勒本身就是一位医生。他提出的四元素说对古代

医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影响医学本身，还通过对

医学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整个科学思想的发展趋

势。他创办的医学学校直到柏拉图的时代依然存

在。他的核心学说是对冷、热、干、湿四元素的

界定。④ 受四元素说的影响，对构成身体的体液

的界定也限制为四种： “血液，粘液，黑胆汁，

黄胆汁”。四体液说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方医学史

两千年之久。通过四元素的混合来解释人体，不

仅可以解释疾病和健康，还可以解释个体间的差

异，因为元素的组成不同，个体就不同。这对于

希波克拉底医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认为治疗

是针对个别人的。医生面对的是变化多样的具体

的人，医学上的一般原则必须运用在不同的个体

身上。耶格尔认为普遍原则如何运用于具体个人

是医学与教育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⑤ 恩培多克

勒对感觉的重视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

我们不能拒绝感觉的帮助，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感

觉途径，我们才能获得知识。⑥ 后来的许多生理

学家都是沿着恩培多克勒的这条道路前进的。

当我们考察恩培多克勒对医学的影响时，我

们注意到，和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通过帮助医学

从迷信和巫术中解放出来从而影响医学的单向影

响方式不同，在他们那里，哲学不再是单方面地

对医学产生影响，而是同时也受到来自医学的影

响。因为这个时期的很多哲学家不仅单纯对作为

自然一部分的人的结构和本性 （ｎａｔｕｒｅ）抱有一
种理智上的兴趣，而且本身就是有着实践经验的

医生。⑦ 所以在他们那里，哲学和医学的关系变

得较之以前更为复杂；这两者在更多的层面和更

深的意义上彼此交织在一起。耶格尔认为从这时

起，医学和哲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哲

学和医学之间的研究领域相互重叠，医学和哲学

间的界限变得不那么清楚。⑧ 所以就像要认识那

时的医学离不开对当时哲学的认识一样，要认识

那个时期的哲学也就自然离不开对医学的了解。

最早的医学文献，也就是以希波克拉底命名

的医学论文集就出现在这一时期。⑨文集中有些

文章受某一位哲学家的影响，有些则同时受好几

位哲学家的影响。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对我们

理解无论是 《希波克拉底文集》还是希腊医学

都是不够的。借助哲学的力量从巫术和迷信中解

脱出来的希腊治疗术，还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还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说希腊医学得以诞生：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Ｏ．Ｍ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１９０９，ｐ８．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Ｌａｅｒｔｉｕｓ，ＬｉｖｅｓｏｆＥｍｉｎ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ＶＩＩＩ．
３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ｖｏｌ．２，ｐ３４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ｄｅ，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８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ｐ２２８．

ＪｏｈｎＢｕｒｎｅｔ，ＥａｒｌｙＧｒｅｅ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３０，ｐ２００－１．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
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２４．

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ｌｓａｎｄＷａｌｔｈｅｒＫｒａｎｚ，ｅｄｓ．，Ｄｉ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Ｖｏｒｓｏｋｒａｔｉｋｅｒ，１９６０，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ｖｏｌ．
Ｉ，ｐ３１０－３１１．

“治疗疾病和对自然事物进行沉思的人，往往是同一批

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哲学为业的人精通医学，最为著

名的就是毕达哥拉斯，恩陪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 （Ｃｅｌｓｕｓ，
Ｄ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ｔｒａｎｓ．Ｗ．Ｇ．Ｓｐｅｎｃ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ｒｏｏｅ，７－８）

⑨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８；ｐ８．



《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它还必须从哲学中脱离出来。而这种从哲学中脱

离出来的努力我们在 《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已

经看到。编在 《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一篇的

《论古代医学》，一开篇就质疑假设一个理论对

于医学的必要性。① 越来越多地对具体事物的详

细观察，使得医生们回到经验的立场上来，也因

此使医学自身有了更多的不同于哲学的独立性。

三、医学对哲学的影响

虽然在希腊自然哲学产生之后，医学作为一

门科学才得以产生，但早在这之前治疗术就已经

存在。《论古代医学》的作者认为仅仅因为那种

治疗技艺不能在各个方面达到精确就否认它的意

义是不公正的。② 医生可以依据长时间观察所得

的经验进行医疗实践。与哲学不同，医学有着、

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医学不是像数学那

样严格精确的科学，除了身体的感觉，你找不到

任何一个标准可以保证治疗的准确。作为医生能

做的只是尽量少地犯错。③ 医学有别于哲学的独

特之处很大方面是因为他所采用的经验方法。从

经验而来的知识虽然不能保证医生所做的每一个

决定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这却可能是最为有

效的方式。在早于希波克拉底的阿尔克迈翁

（Ａｌｃｍａｅｏｎ）那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倾向。
即使深受自然哲学家的影响，阿尔克迈翁仍然认

为，较之从一个本源出发进行推演的方法，经验

的方法更适合医学。

医学的新方法和新概念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以及后世哲学家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柏拉

图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既不是以精确的数学，也不

是以自然哲学，而是以医学作为其模型，通过医

学与伦理学、政治学的类比来解释政治学的方法

与目的。在 《高尔吉亚》中，柏拉图把医学作

为真正技艺 （ｔｅｃｈｎē）的代表，并用它来解释什
么是技艺。因为医学作为一种技艺，考察对象的

本性，事物运行的原因，并能对每一具体事例给

出解释。④ 所以，拥有关于健康的知识的医生可

以认识每个具体病人的疾病，并使个人从患病的

状态回归到健康状态，耶格尔认为这也正是哲学

家要做的工作。⑤ 不同的只是，医生关注的是人

类身体的健康，而哲学家关注的则是灵魂的健

康。最早把医学和哲学进行类比的是德谟克利

特，他说 “医学治疗身体的疾病，而智慧去除灵

魂中的激情”，⑥ Ｌｕｒｉａ认为这里的 “智 慧

（ｓｏｐｈｉē）”指的就是哲学。⑦ 哲学与医学的这一
类比后来被许多哲学家所接受。

在 《斐德罗》中，柏拉图把医学和修辞学

相比较，说明医学的方法和修辞学的方法相似。

因为这两者都必需考量某物的本性 （ｐｈｙｓｉｎ），
医学考察身体的本性，修辞学考察灵魂的本性。

而无论是对灵魂的考察还是对身体的考察，都首

先必须有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本性的认识。柏拉图

在 《斐德罗》２７０ｂ－ｄ中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方
法进行了最为详细而明确的解说。仅从 《斐德

罗》的对话安排来说，柏拉图在这里讲希波克拉

底的医学方法是为了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修辞学该

用的方法。而如果我们通观柏拉图的对话，就像

耶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会发现这也是柏拉图

自己使用的方法，而且尤其体现在他的后期对

话中。⑧

耶格尔甚至认为柏拉图不仅在方法上认可希

波克拉底，而且他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理

念 （ｅｉｄｏｓ，ｉｄｅａ），也与医学上的使用有着密切
关系。ｅｉｄｏｓ和ｉｄｅａ⑨ “这些概念首先是医生们在
研究身体及其功能时开始使用的，后来柏拉图把

它用到他所考察的特别对象上：用到伦理领域

上，并从伦理领域到整个本体论领域。”⑩对此，

耶格尔的解释是：那些经验医生通过长期的实践

经验，开始把有着共同特征的个别病例放在一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ｔｒａｎｓ．Ｗ．Ｈ．Ｓ．Ｊｏｎ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３，ｐ１３－１５，“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

同上，ｐ３３，“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Ｉ．
同上，ｐ２９，“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Ｘ．
柏拉图，《高尔吉亚》５０１ａ。

⑧⑩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２１－２２；
ｐ２４；ｐ２４．

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ｌｓａｎｄＷａｌｔｈｅｒＫｒａｎｚ，ｅｄｓ．，Ｄｉ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Ｖｏｒｓｏｋｒａｔｉｋｅｒ，１９６０，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ｖｏｌ．
ＩＩ３１ｐ１５２．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同意 Ｌｕｒｉａ的说法，认为德谟克利特只用
ｓｏｐｈｉē指哲学。如果出现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这个词，说明那是伪作或是
后人的意译。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Ｍ，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１９９４，ｐ５１，ｎ．１２．

ｅｉｄｏｓ和ｉｄｅａ这两个词的区别这里暂且不加讨论，在很
多情况下，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

起，把它们视为一个种或型 （ｅｉｄē）。当他们要
说出对复杂现象的统一理解时，他们用 ｍｉａｉｄｅａ
（一个理型）来表示。柏拉图对 ｅｉｄｏｓ和 ｉｄｅａ的
使用与医学著作中对这些词的使用确有相近之

处。① 当然，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ｅｉｄｏｓ一词的使
用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医学文献中对 ｅｉｄｏｓ的
使用及其与柏拉图的 ｅｉｄｏｓ的关系，或许并不像
耶格尔在这里为我们描述的那样直接清楚。② 柏

拉图对ｅｉｄｏｓ的使用是否直接受益于医学文献似
乎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耶格尔这一论断的意

义仍然不容忽视：它至少提醒我们，在理解柏拉

图的ｅｉｄｏｓ概念的时候，参考古希腊医学文献中
对这一词的使用是有一定价值的。③

相对于柏拉图而言，医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影

响更为全面而深远。这当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家庭

教育密不可分：出生在医学世家，加之自己长期

对动物进行观察和解剖的实践经验，使得亚里士

多德对医学及其方法的理解较之其它人更为具体

深入。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常

常提到医学和哲学的类比，尤其是当他讨论伦理

问题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医生所从事的

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面对的是每一位具体的

病人。就像他自己表述的那样，医生研究的不是

抽象的健康，而是人的健康，或者说是具体的个

人的健康。④ 在反驳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以及后

来讨论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教育、法律的时候，亚

里士多德都特别提到医学，并用医学的这一特点

来佐证自己的观点。⑤ 除了总体而言，医学和政

治、伦理有着某种可类比性之外，在讨论具体德

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也常常举与身体及健康有

关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讲机敏的时

候，就举了饮食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和不及的关

系。在讲过度和不及对德性的伤害的时候，亚里

士多德多次提到锻炼和饮食。锻炼过多或过少都

会影响体力，饮食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健康。⑥

而适度饮食的观念在古希腊医学中非常普遍：在

健康的状态下，或是重病的情况下，食用什么样

的食物是对人身体最好的，一直是希波克拉底派

的医生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

想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之前医生们关于养生术

的讨论。耶格尔甚至指出，中庸思想中有不少词

汇本 身 就 直 接 来 自 于 医 学，比 如 过 度

（ｈｕｐｅｒｂｏｌē）、 不 及 （ｅｌｌｅｉｐｓｉｓ）、 中 庸

（ｍｅｓｏｔēｔｏｓ）等等。⑦

值得注意的是，关注身体的医学和关注灵魂

的哲学之间的类比，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反对的

那种不清楚的类比。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我们

认识灵魂来说，这一类比似乎是必需的：因为在

证明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清楚的东西来说明模糊

的东西。⑧ 相对于灵魂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更为

清楚的，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它。而感觉，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科学证明前提的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同上。的确，我们可以在 《理想国》５９６ａ中看到类似
的表达： “我们习惯上把诸多事物构成的每组称为一个形式

（ｍｉａｉｄｅａ），给予相同的名称。” （Ｃｏｏｐｅｒ，ＪｏｈｎＭ．（ｅｄｓ．），
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７，ｐ１２０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涉及柏拉图
对ｉｄｅａ描述的一个方面，ｉｄｅａ作为感觉世界的完美范型，知识
（ｅｐｉｓｔēｍē）的认识对象的方面在这里没有被提及。

ｅｉｄｏｓ一词早在荷马时期就开始使用，其词根 ｅｉｄō本意
为 “看”，在当时主要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看到的东

西，荷马史诗中尤其指看到的人像，人形，之后渐渐引申出形

式 （ｆｏｒｍ），内在结构，本性 （ｎａｔｕｒｅ），种类 （ｃｌａｓｓ，ｋｉｎｄ）等
涵义。在后来的使用中 ｅｉｄｏｓ的原初含义，即指人或物的外表、
外形，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医学文献，甚至在柏拉图的著作中

都有所保留，比如 《普罗塔格拉》３１５ｅ处把人写为 “一个在

ｉｄｅａ上非常美丽”的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Ｓｃｏｔｔｅｄｓ，Ｇｒｅｅｋ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４０，ｐ８１７），这里的 ｉｄｅａ主要指外表方面。
把ｅｉｄｏｓ作为类型或种类来解释是否像耶格尔说的那样最早出现
在医学文献中，也有待进一步考察，虽然医学文献中把 ｅｉｄｏｓ在
分类的意义上进行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在其它著作中我

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使用，比如恩培多克勒，残篇９８“血及另
一种肉 （ａｌｌēｓｅｉｄｅａｓａｒｋｏｓ）”。

关于早期医学文献中 ｅｉｄｏｓ一词的使用，可参见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Ｃ．Ｍ．，“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ｅｉｄｏ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ｉｎ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６，Ｎｏ．３（Ｊｕｌ．１９１２）：１７９－２０３．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１０９７ａ１０，廖申白译
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７页。

同上，１１８０ｂ５－１５，１１８１ｂ１－５。中译本第３１５页，３１７
页。

同上，１１０４ａ１４－１７，《大伦理学》１１８５ｂ１５－２０，徐开
来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８卷，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３页。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ｉｄｅｉａ：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ｓ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
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ｐ２５．

亚里士多德， 《大伦理学》１１８３ａ２５，徐开来译，苗力
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８卷，第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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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而从科学前提出发，我们才可以获得知

识。①所以，对可感觉的身体的认识可以帮助我

们认识不可见的灵魂。在讨论一些具体的伦理难

题时，亚里士多德常通过对身体状态的描写来说

明灵魂的状态，比如是否可以对坏人行不公正的

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坏人应该剥夺其统治

权和财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其灵魂的变

化。这就好比患病的人想让自己康复，就只能给

自己供给水和少量的食物，因为只有这种饮食方

式是适合于病体的。②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家的

工作和医生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哲学家认

识、关心灵魂就像医生认识、关心身体一样，但

是，这一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展开，对自身

的关心和对灵魂的治疗泛化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文

化现象，③ 却要到数百年之后的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

派和学园派都接受医学和哲学之间的类比话语，

都把自己看作是灵魂的医师。在他们看来，哲学

家的任务与医生的任务相像：医生使人的身体不

受疾病的侵袭，哲学家使人的灵魂不受激情

（ｐａｔｈｏｓ）的控制。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的技艺
（ｔｅｃｈｎēｂｉｏｕ），它照看人的灵魂，使之健康、幸
福。④ 伊壁鸠鲁认为，对于灵魂的照看无论谁，

无论在什么年纪都不应懈怠。年轻人和年长者都

应该从事哲学实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灵魂

的健康。⑤ 判断哲学是否有用如同判断医生的好

坏一样，能够去除身体病痛的医生是好的医生，

同样的，能够治疗灵魂疾患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

学。⑥ 斯多亚哲学家们也在这种 “有用”的意义

上理解哲学，把哲学视为一种践行。⑦他们把灵

魂中的激情看作一种疾病，或是身体容易感染疾

病的状态。⑧ 要使灵魂获得健康就应该听从理性

的安排，回归自然的状态，而这也就是哲学家的

工作。斯多亚哲学家们花了很多笔墨讨论灵魂中

的激情，讨论如何远离这种非理性，非自然的状

态而保持灵魂的安宁。有趣的是，当他们讨论如

何治疗灵魂中的激情时，常常会同时谈及自己身

体的状况，谈及饮食及睡眠。⑨ 当柏拉图在 《阿

尔西比亚德》中讲关心自己的时候，曾明确指出

要关心的是人的灵魂。瑏瑠 而在斯多亚这里我们看

到，对灵魂的关心，并没有与对身体的关心截然

分开，相反，对身体的关心被整合进对灵魂的关

心中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对身体的关心是有利于

灵魂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灵魂的健康。希腊化

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把

养生术作为关心自己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关心自

己的灵魂是否安宁的同时，都会关心自己的饮食

和日常起居，并如同向哲学家咨询一样，向医生

咨询。两方面的咨询和照料往往结合在一起，难

以区分。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医生盖伦 （Ｇａｌｅｎ），
在很多时候就同时承担了医生和哲学家两方面的

咨询指导工作：他接受别人有关养生方面的咨

询，帮助人们增进照料身体的技艺，同时，他也

直接参与到帮助人们控制不好情绪的工作中去，

开给人们安顿灵魂的哲学良方。他写了 《灵魂中

的激情与错误》，具体讨论灵魂中这两者的差异，

并告诉我们为了达到行为上的中庸适度，成为完

美的人，该如何去避免激情与错误这两种非理性

的力量对人灵魂的影响。医生盖伦像哲学家那样

劝告人们要终其一生地训练自己，既要改善我们

的身体也要改善我们的灵魂。瑏瑡 在哲学家们认为

自己是治疗师的时候，医生们也认为真正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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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因为科学前提除了必须是真实的之外，亚里士多德还

强调了它是 “在先的”，和 “更易了解的”。而对于我们来说

‘在先’和 ‘更了解’的就是与我们的感觉比较接近的东西 （ｔａ
ｅｎｇｕｔｅｒｏｎｔēｓａｉｓｔｈēｓｅōｓ）（参见亚里士多德 《后分析篇》，７２ａ１
－５，余纪元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１卷，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４８页。）。

亚里士多德， 《大伦理学》１１９９ｂ２８－３５，徐开来译，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８卷，第２９７页。

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５页。
参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Ｍ，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１９９４，ｐ１３－１５．
⑦ 　 Ａ．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Ｄ．Ｎ．Ｓｅｄｌｅｙ，Ｔｈｅ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１５４－１５５；
ｐ１５８．

同上，ｐ１５５。“那些不能为人的苦难提供治疗的哲学
家所说的都是空话。因为就好像不能为身体的疾病提供治疗在

医学实践中是无用一样，如果不能去除灵魂中的苦难，哲学也

是无用的。”

Ｇａｌｅｎ，Ｏｎ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５．２．３－
７，（ｔｒａｎ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ｄｅＬａｃｙ，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１．　

参见Ｓｅｎｅｃａ，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Ｓｔｏｉｃ，ｔｒａｎｓ．Ｒｏｂｉ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９。

柏拉图，《阿尔西比亚德》（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１３０ｄ。
Ｇａｌｅｎ，Ｏｎ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Ｗ．Ｈａｒｋｉｎｓ，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

同时必然是哲学家。①哲学家和医生都要使自己

的对象———灵魂和身体———达到完美状态，他们

要去除灵魂和身体上的病痛和缺陷，为此他们要

对这两者时时刻刻进行悉心照看。哲学家和医生

照看的对象虽然不同，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身

体，但却都是人的灵魂，人的身体。他们都认为

身体的状况会影响到灵魂的状况，而有健康灵魂

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在这里，我们注意

到，哲学与医学的类比话语之所以在希腊化时期

那么普遍地被接受，不仅因为修辞上的方便，以

及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是因为治疗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ō）这一概念本身，它必然要求这样的
一种类比。当通常在医学领域中使用的 “治疗”

一词被用来说明哲学功用的时候，哲学和医学间

的这一类比就变得几乎是必然的了。对于希腊化

时期的哲学家及医生而言，他们都在从事治疗工

作，这种治疗不仅针对灵魂也针对身体，不仅针

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哲学工作和医学工作间的界

线在这里再一次模糊起来。不过，与早期哲学和

医学间的界线模糊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研

究领域的相互重叠这一情形不同，在希腊化时

代，两者之间的彼此相关更多的是从实践的意义

上来讲的。

至此，我们概要勾勒了从前苏格拉底，中经

雅典鼎盛文化，直到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哲学与

医学关系演变的线索。在古希腊，哲学家和医生

有着共同的理智背景，他们的关系紧密而复杂。

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与之前或当时的哲

学分享同一个普遍假设，使用相同的概念范畴和

推理方式。但我们也看到，医生们在从哲学中汲

取养分的同时，也试图使自己不成为哲学的附

属，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对生理学进行

深入的研究，探讨适合医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医

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它重视实践经验的特

点，使得它常被用来和伦理学做类比。恩培多克

勒之后，很多以哲学为业的人同时精通医学，②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无论对于当时的哲

学家而言，还是对于当时的医生而言，对哲学和

医学两者的学习都是不可避免的。ＪｏｈｎＢｕｒｎｅｔ甚
至认为 “恩培多克勒之后，离开对医学史的关

注，……对哲学史的理解是不可能的。”③这虽然

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过强的论断，但至少说明了解

古希腊医学对于希腊哲学的学习者来说并不是无

关紧要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①　 Ｇａｌｅ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ｔｒａｎｓ．Ｐ．Ｎ．Ｓｉｎｇｅ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３０－３４．

②　Ｃｅｌｓｕｓ《论医学》Ｐｒｏｏｅ，７－８：“治疗疾病和对自然事

物进行沉思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

哲学为业的人精通医学，最为著名的就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

克勒，和德谟克利特。”

③　ＪｏｈｎＢｕｒｎｅｔ，ＥａｒｌｙＧｒｅｅ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３０，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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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文集》第七卷中译本由倪梁康翻译出版

该卷题为 《文章与讲演 （１９１１－１９２１）》，是胡塞尔三卷册论文与讲演集的第二卷，收录了
胡塞尔１９１１－１９２１年间的文章与讲演文稿。其中包括１９１１年发表在 《逻各斯》杂志上的著名

的 “现象学的宣言”———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以及１９１７年胡塞尔弗莱堡就职演讲。该卷
还收入 《现象学与心理学》和 《现象学与认识论》这两篇胡塞尔为一般哲学爱好者所作的现象

学引论。值得一提的还有，该卷收入了胡塞尔１９１７年关于 “费希特的人类理想”的三次演讲

稿，该讲演构成了胡塞尔前后期伦理学思考的一个转折。

该书的出版，将使得中文世界对胡塞尔１９１１－１９２１年间的思想的了解与研究有了基本的文
献基础。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胡塞尔文集》第七卷，［美］托马斯·奈农、［德］汉斯·莱

纳塞普编，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５月）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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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论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李亚宁　张增一

【摘要】达尔文在１５０年前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首要机制的进化理论，引发了达尔文革命。本文主要分析迈尔关于达
尔文革命的有关论述，揭示这场革命的实质，即，它不仅是一场科学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它对西方传统观

念的许多重要方面 （设计论、宇宙目的论、人类中心论、本质主义等）提出了挑战。同时，迈尔还提出了 “种群思

维”、“物理主义”等概念，有助于人们理解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内涵，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迈尔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思想。

【关键词】达尔文；迈尔；进化论；达尔文革命

中图分类号：Ｑ１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０２－０６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Ａｙａｌａ）在纪念达尔文诞辰２００周年的
一篇文章中感叹道：在牛顿诞辰２００年时，运动
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已被普遍接受，成为美国

中学和大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在爱因斯坦在世

时，他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已被科学

界普遍接受，也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今年是达

尔文诞辰２００周年以及 《物种起源》出版１５０周
年，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对学校讲授进化论仍抱

有敌意，令他感到十分忧虑。①的确，牛顿力学、

爱因斯相对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都是在科学史上引

发了科学革命的伟大理论，为什么在美国的境遇

竟如此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大致可以从两个方

面展开研究：一是美国社会文化的特性，二是达

尔文革命的特殊性。本文关注的是后者。作者通过

重点分析恩斯特·迈尔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关于达尔文
革命的有关论述，以阐释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内涵，

揭示达尔文革命的特点和实质，认识这场在１５０年
前由达尔文引发的伟大革命对现代思想的影响。

一、迈尔其人

２００５年２月３日，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奠基

人、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家和生物学哲

学家恩斯特·迈尔逝世，它 “标志着一个科学时

代的结束”。迈尔出生于１９０４年，他在１９４２年
出版的 《系统学与物种起源》与杜布赞斯基的

《遗传学与物种起源》 （１９３７）一起奠定了现代
综合进化论的基础。他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生物
学家之一，甚至被誉为 “２０世纪的达尔文”②。
迈尔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成功地解决了达

尔文回避的一个重大科学难题：生物多样性的起

源。尽管其他生物学家对解释新物种形成做了大

量工作，但是，迈尔与杜布赞斯基为综合和繁荣

物种研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在长达８０年的学术生涯中，迈尔先后从事
了三个研究领域：系统学与遗传学、进化生物学

以及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出版了２１部学术著
作，发表了７５０多篇论文。③他是进化研究学会
的创始人之一、 《进化》杂志的首任主编以及

《生物学史杂志》的创办人。迈尔一生荣获了３０
多项学术奖项，其中，包括生物学领域的三大

奖：巴仁 （Ｂａｌｚａｎ）奖 （１９８３年）、 （日本）国
际生物学奖 （１９９４年）和克拉夫 （Ｃｒａｆｏｏｒｄ）奖
（１９９９年）以及科学史最高荣誉萨顿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ｒｔｏｎ）奖章 （１９８６年）。他被誉为 “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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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论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历史和哲学这三个不同的领域中，对２０世纪思
想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的伟大学者。著名生物学

家古尔德 （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ａｙＧｏｕｌｄ）曾批评诺贝尔奖
授奖范围和评选标准，为迈尔鸣不平。②

在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领域，迈尔发表了上

百篇论文，其中有５０多篇重点围绕着达尔文进
化论的产生、发展、被接受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

深入探讨。他的主要著作有 《进化与生物多样

性：论文集》 （１９７６）、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
史》（１９８２）、《走向一种新的生物学哲学：一个
进化论者的观察》（１９８８）、《很长的论点：达尔
文与现代进化思想的产生》（１９９１）、《进化是什
么》（２００１）和 《什么使得生物学与众不同：对

一个科学学科自治的思考》（２００４）等。
迈尔是在１９５９年的 “达尔文年”（《物种起

源》发表１００周年以及达尔文诞辰１５０周年）转
向研究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的。他在一封信中

说：“在１９５９年这一年，似乎没有人会给我们进
化生物学家任何懒惰和懈怠的机会。从一个纪念

大会到另一个，我觉得自己像古时候赶场的杂耍

演员一场接一场。但是他们的优势是同样的把戏

演给不同的观众，而我每次都希望讲一些新内

容，因为这些讲演最后都会被发表。”③ 就在这

一年，迈尔发表了５篇生物学史和生物学哲学方
面的论文。

与专业科学史家致力于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

专业科学哲学家重视纯理论分析不同，迈尔的历

史和哲学研究主要是以他在系统学、遗传学和现

代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为基础，审视生物学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澄清现代生物学中存在的问

题，促进其未来发展。他的这一研究思路早在

１９５９年已经形成。他在一次纪念大会的发言中
说：“我们庆祝以自然选择为首要机制的进化理

论发表１００周年，不只是为了历史的原因。我们
庆祝它，是因为达尔文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自然选择仍然保留下来，并且成为了现代综

合进化论的基石。”④ 因此，迈尔的一些论著有

时会成为争论的焦点，甚至被批评的对象。例

如，迈尔强调，只有承认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首要

机制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按照这一标准，

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赫胥黎 （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ｎｒｙ

Ｈｕｘｌｅｙ）也算不上是一个 “达尔文主义者”。在

这里，“历史学家的迈尔遇上了科学家的迈尔”⑤。

他强调达尔文在科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成了鲍勒

（ＰｅｔｅｒＪ．Ｂｏｗｌｅｒ）批评的辉格式进化论历史研究
的典型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由

于迈尔的科学家视角，使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独

具一格。他敏锐地发现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不能

对达尔文革命做出圆满的解释，启发了Ｉ．Ｂ．科
恩在 《科学中的革命》（１９８５）一书中对科学革
命标准的探讨以及对达尔文革命的检验。他探索

了许多专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难以接近或回

避的现代生物学中的重要问题。

迈尔的一生与达尔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

科学家，迈尔引领了 “第二次达尔文革命”（现

代综合进化论），确立了自然选择理论在现代进

化生物学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

家，迈尔致力于研究达尔文思想的产生、发展及

其对生物学发展的影响，重视挖掘和阐释达尔文

思想的深刻内涵。他系统地阐述了达尔文革命的

实质和及其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把分析达尔文学

说的理论结构作为他的切入点。

二、达尔文学说的独特结构

早在１９７１年，迈尔在美国 《科学》杂志发

表的长篇论文 “达尔文革命的实质”，为他后来

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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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ＩＳＩＳ，９６：
３（２００５），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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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７，ｐ３４２．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 “Ｄａｒｗ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Ｂ．Ｊ．Ｍｅｇｇｅｒｓ，ｅ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５９，ｐ１．

ＤａｖｉｄＬ．Ｈｕｌｌ，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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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注意到，当科学史家把某个科学家的名字与

科学革命联系起来时，他们一般会联想到哥白

尼、牛顿、拉瓦锡、达尔文、普朗克、爱因斯

坦、海森堡等，而在这些科学家中，除了达尔文

之外，其他都是在物理科学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领域，所依据的理论则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Ｓ．
Ｋｕｈｎ）以一个新范式代替一个旧范式为特征的
科学革命模式。然而，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不能

很好地解释达尔文革命的过程，或者说达尔文革

命不符合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其主要原因在

于，一个科学的进化论学说的创立需要很长的时

间积累事实材料，而且达尔文学说也不是一个单

一的理论，它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思想观念所组

成，这些思想观念被接受的时间和程度也不尽相

同。① 关于达尔文理论的构成，迈尔后来在 《生

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１９８２）一书中对上述观
点进行了具体化。

迈尔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是由五个相对独立

的学说组成②：（１）进化是事实。虽然进化观念
并非达尔文的首创，但是，只有在１８５９年达尔
文出版 《物种起源》一书之后，由于达尔文提

出的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才在短短几年中使大

多数生物学家接受了进化论。（２）共同祖先。它
由达尔文首次提出，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由一个共

同祖先经过不断的分支发展过程进化而来的，这

也是达尔文学说与拉马克进化论的重要区别之

一。它能说明比较解剖学、生物地理学、系统学

以及生物学其他领域中过去很多无法解释的现

象，有助于人们接受进化观念。（３）进化的渐进
性。在达尔文时代流行的观念是，物种是不连续

的，物种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达尔文

坚信进化的渐进性。 （４）种群成种作用。 （５）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也是达尔文

进化论中最具有革命性的部分。这一思想不但否

认了进化的方向性，而且，还要求人们完全用唯

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进化过程，从而否定了设计

论和宇宙目的论。因此，迈尔认为。自然选择学

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第二次达尔文革命。

迈尔认为，所有的进化论者在承认进化这一

事实的前提下，存在着很大差异。

表：达尔文进化论与其他形式的进化论的比较③

共同祖先 渐进性 种群成种作用自然选择

拉马克

（Ｊ．Ｌａｍａｒｃｋ）
否 是 否 否

达尔文 是 是 是 是

海克尔

（Ｅ．Ｈａｅｃｋｅｌ）
是 是 不知道 否

新拉马克

主义者
是 是 是 部分同意

托马斯·赫

胥黎
是 否 否 否

德弗里

（Ｈ．ＤｅＶｒｉｅｓ）
是 否 否 否

摩尔根

（Ｔ．Ｍｏｒｇａｎ）
是 否 否 不重要

从上表不难看出达尔文进化论与拉马克等其

他进化论之间的区别。达尔文提出的共同祖先、

种群成种作用和自然选择这三个学说不但是拉马

克进化论中所没有的，而且，作为达尔文理论最

有力的捍卫者的赫胥黎也只承认了共同祖先这一

学说，甚至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其他进化论
者也都对达尔文理论的其他方面有所保留，尤其

是对自然选择。

三、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那么，达尔文理论对哪些科学思想观念带来

了冲击，或接受达尔文理论必须放弃西方科学和

文化传统中哪些重要观念呢？迈尔认为，作为达

尔文理论核心的自然选择学说最具有革命性。也

正因为如此，生物学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现代综合进化论确立后，即在
《物种起源》发表８０年之后才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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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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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论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一）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

根据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达尔文进化论作

为一个科学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代替了旧的

观念①：

首先，用古老地球观念代替了年轻地球的传

统观念。在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时，欧洲

人一般所接受的地球年龄是由爱尔兰大主教厄舍

（ＪａｍｅｓＵｓｓｈｅｒ）通过研读 《圣经》推算出来的，

宇宙创生于公元前４００４年，地球的年龄大约为
６０００年。而达尔文则提出了古老地球的概念，
以满足缓慢、渐进的自然选择过程所需的时间，

它比当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估计的地球年龄大

很多。因此，一些人以此为理由批评达尔文理论

的科学性。尽管后来人们估算的地球年龄比达尔

文当年估算的要大很多，但是，达尔文理论促进

了人们接受古老地球这一观念。

其次，反驳了灾变论和静止的生命世界观。

尽管进化观念在达尔文之前已有很长的历史，而

且拉马克的进化论也主张一个变化的生命世界更

符合事实，但是，只有在达尔文学说发表后生物

学家才承认进化是一个事实，进化思想才取得了

决定性的胜利，成为人们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第三，反驳了物种必然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观念。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想当然地认为，

生命世界不断朝着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这是一

种直线式的、连续地朝着完美状态上升的观念。

这种观念为许多社会进步论者所信奉。对于他们

来说，新的创造代表了上帝设计的世界中的一个

更高阶段。在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

中，进化是没有预定方向的，并且也不一定持续

地朝更好的方向。这是达尔文理论中最具有革命

性的方面，达尔文之后的生物学家回避它，拒绝

它长达８０年，即使在今天许多非生物学家还在
忽视它。

迈尔认为，“上述三个方面都关系到一些元

科学的 （ｍｅ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重要观念，它们又与某
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密切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全

新的世界观。因此，达尔文理论所引发的不只是

一场科学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文化思想革命，它

是由一个不同的世界观完全代替另一个世界观。

这就涉及到宗教、哲学和人本主义。”②

（二）文化思想中的达尔文革命

首先，在宗教方面，达尔文理论反驳了创世

论。在１８５９年之前的反进化论者都允许上帝以
持续或间断的形式干预自然进程，而这一时期的

进化论者虽然强调用自然原因解释生命现象，把

上帝与其创造物分离开来，但是，无论是拉马克

还是钱伯斯的进化思想都没有动 摇 佩 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ｌｅｙ）自然神学的基本框架，即，作
为设计者的上帝。而 “这种新的解释模型 （达

尔文理论）通过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取代了设计

的宇宙目的论。这就需要一个新的上帝观念和新

的宗教基础。”③

在１８６０年以前，自然神学一直在科学家尤
其是英国科学家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１７
世纪和１８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发了人们研究
自然的强烈兴趣，并且从两个方面似乎论证了上

帝的存在。一是所有动植物所表现出的适应其生

存环境的非凡能力；二是支配所有自然过程的自

然定律如此完美地发挥其作用。而在１８世纪后
期和１９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似乎又在动植物的等
级序列中进一步发现了上帝之手存在的证据，并

且导致了比较形态学和动物分类系统的确立。终

其一生也没有接受进化论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阿

加西 （ＬｏｕｉｓＡｇａｓｓｉｚ）就曾发出过与佩里一样的
感叹，除非有一双上帝之手存在，否则无法解释

如此完美有序的自然界。达尔文进化论不仅用共

同祖先这一学说成功地说明了比较解剖学、生物

地理学、系统学以及生物学其他领域中过去很多

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且自然选择学说也使得 “上

帝之手”这一假设成了一个多余的概念。④

其次，在哲学上，达尔文 用 种 群 思 维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代替本质主义和唯名论。
迈尔认为，“在达尔文的新思想中最具有革命性

的是用种群思维代替本质主义，正是种群思维这

一概念使得自然选择得以引入。因为它如此地新

颖，所以其接受过程特别缓慢，尤其是在欧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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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３５，Ｎｏ．２（Ｊｕｎ．，１９９１），ｐ１２６．



《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陆和生物学领域之外。的确，时至今日它也没能

普遍取代本质主义。”①

种群思维这个概念是迈尔在１９５９年提出来
的，被认为是达尔文认识论中最具有特色的思维

方式。以本质主义和唯名论为基础的类型论强调

生命世界的共性，认为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变异

背后存在着有限的、固定不变的 “观念”，并且

认为这些 “观念”是真实的，而变异只是假象。

相反，“种群思维者强调生命世界万物的唯一性，

认为所有生物和生命现象都是由具有唯一性的特

征所组成，关于它们总体特征只能用统计意义上

的术语描述。个体或任何一个生物实体组成了群

体，我们可以确定其算术平均值和对其变异程度

进行统计。平均数只是一个抽象，只有组成群体

的个体才是真实的。种群思维者与类型学家的结

论正好相反：对于类型学家来说，类型是真实的

而变异是一种假象；而对种群思维者来说，类型

（平均数）是一种抽象，只有变异才是真实的。

没有比用这两种方式来看自然界更不同的了。”②

因此，迈尔认为，种群思维使达尔文看到了其他

生物学家所看不见的东西，是达尔文创立自然选

择理论的关键；而达尔文时代的大多数生物学家

则是坚信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类型论者，他们认

为各种物种都有其不变的特征，物种被划分为不

连续的等级，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不容跨

越。这些思想长期阻碍了生物学家接受达尔文理

论，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种群思维才被进化生物
学家普遍接受。

本质主义思维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于，首

先，本质主义思维不仅在大多数数学分支领域而

且在经典物理学领域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其次，

本质主义具有某种语义学 －语言学上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基础，它根植于人们的日常
语言和哲学方法论之中。③ 本质主义思维在经典

物理学中的具体体现是以 “经典力学的信条”

为代表的 “物理主义”。它坚信 “（１）普适定律
是所有现象和过程的原因；（２）所有过程都是严
格决定的 （拉普拉斯），因此，精确预言是可能

的；（３）所有现象的结构和变化都可以用本质主
义的术语来解释；（４）完整的解释是逻辑一致的
还原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５）只有以数学术
语 （伽利略、莱布尼兹和康德）表述的理论才

真正是科学的； （６）实验是最重要的 （或许也

是唯一合法的）科学方法。”而另一方面，达尔

文的思维方法强调： “概率论、呈现的重要性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种群思维、定性、
观察和比较的重要性”。④ 虽然迈尔承认，他所

描述的 “经典力学六大信条”是一种极端形式，

许多物理学家会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上述

原则，但是，他坚信约翰 · 赫歇尔 （Ｊｏｈｎ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把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一书中的论

证说成是 “一塌糊涂”，则是受 “物理主义”影

响的典型例证。

第三，在人本主义方面，达尔文理论摈弃了

人类中心论。迈尔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打破了人

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使人类成为进化潮流的一

部分，这种观念令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非常难以

接受，即使今天也有许多人讨厌它。”⑤

在１８５９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人与自然
界中的其它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在自然界中

处于中心地位，从人类的特殊视角来看待自然界

中所有事物是合理的。尽管早在１８世纪人类中
心论的观点就开始遭到挑战，甚至出现在一些哲

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但是，对普通人似乎没有

多大影响。达尔文的理论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剥夺

了人类中心论思维方式的合法性基础。根据共同

祖先学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来自共同

的祖先，人类不过是灵长类动物或准确地说是

猿。⑥ 达尔文同时代的反对者们，先对这一学说进

行了极端解释，认为该学说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

然后以此为由反对达尔文进化论，认为它践踏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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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⑤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１７６，Ｎｏ．４０３８（Ｊｕｎ．２，１９７２），
ｐ９８８；ｐ９８８．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ｅｒｓｕ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Ｅｄ．ＢｙＭａｙ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２８－２９．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ｒｗｉ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３５，Ｎｏ．２（Ｊｕｎ．，１９９１），ｐ１２７．

Ｅｒｎｓｔ Ｍａｙｒ， Ｄａｒｗｉ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３９，Ｎｏ．４
（Ｄｅｃ．，１９９５），ｐ３２１．

Ｅｒｎｓｔ Ｍａｙｒ， Ｄａｒｗｉ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３９，Ｎｏ．４
（Ｄｅｃ．，１９９５），ｐ３１９．



迈尔论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类的尊严，甚至今天仍有人以这一理由反对它。

关于达尔文革命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也

有些学者认为很可能没有像迈尔所认为的那么

大。在向基督教挑战方面，几乎与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同时，源自德国的 《圣经》历史研

究传入英国，它对 《圣经》的权威所带来的挑

战更直接，威胁也更大。迈尔激烈批评柏拉图哲

学的本质主义、经典力学的物理主义，把它们当

作阻碍生物学家认识进化现象以及接受达尔文进

化论的重要原因，当作阻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

识达尔文革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强调自然选择的

唯物主义解释，与约翰·格林 （ＪｏｈｎＧｒｅｅｎｅ）进
行了多年的争论①。

总之，迈尔认为，达尔文革命与科学史上的

其他科学革命有很大差别。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几乎对普通人的世界观和宗

教信仰没有多大直接的影响；哥白尼和牛顿革命

尽管对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带来了的冲

击，但是，人们通过对某些传统观念进行重新解

释仍可以将它们纳入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框架

中。而达尔文革命不只是用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代

替一个旧的科学理论，要接受它人们必须放弃西

方文化传统中许多重要方面，甚至它的基本框

架。换句话说，要接受达尔文理论必须同时接受

一整套全新的世界观。因此，他认为，达尔文革

命是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革命”②。

（责任编辑　行　之



）

（上接第８８页）

断言 “为避免将这个法则 （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

法则，亦即普遍律原则———引者）误解为被给予

的起见，我们还必须注意：它不是任何经验的事

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凭借这

个事实宣布自己是源泉地立法的。”③在这里，康

德把 “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看作理性的唯

一事实，而这个法则就是自由意志。康德强调实

践理性或自由意志的纯粹性在于彻底剔除主观意

志中的经验成分，特别是防止把快乐或幸福加入

其中。然而，如此纯粹的自由意志是否可能，正

是许多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致康德本人也并未

把它坚持到底，最后不得不把德福相配的至善引

进来，进而承认 “灵魂不灭”和 “上帝存在”的

公设性。这表明，在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存在

着严重的不协调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给出

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在笔者看来，形而上学的立

足点由笛卡尔大致给出，即 “我思故我在”，尽

管他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不够完善。

笛卡尔理论的严重缺陷已由康德中肯地指出，

即在一些方面让理智越过了界限，犯了超验的错

误，特别是他关于 “上帝存在”和 “灵魂不灭”

的证明。在康德看来，笛卡尔硬是把一个假设的

命题当做一个真实的命题来论证，不仅不可能做

到，而且不必去做；只需知道我们的经验知识是

客观有效的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只是生活在经验

世界中。至于我们的经验知识是否符合那个永远

不可知的本体世界即自在之物，这个问题对我们

是没有意义的，可以不去理睬。当然，为了满足

我们的终极关怀，不妨把 “我们可以不断接近自

在之物”当做一个公设 （或范导原则），正如我

们把 “灵魂不灭”和 “上帝存在”当作公设一

样。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笔者认为，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没

有什么不对，恰恰可以使人轻装上阵，做力所能

及的事情。康德所建立的先验范畴和范导原则体

系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存在欠妥之处，特别是缺

乏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如果把康德的先验范畴同

笛卡尔的阿基米德点即 “我思故我在”结合起

来，那将会把不可知论和可知论纳入一个合适的

框架之中，从而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形而上学体

系；在此基础上，可望对康德耿耿于怀的休谟问

题给以进一步的解决。

（责任编辑　行　之）

①　ＪｏｈｎＧｒｅｅｎｅ，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Ｄａｒｗｉｎ，Ｃｌａｒｅｍｏｎ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ｅｇｉｎａ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１７－２５８．

②　ＥｒｎｓｔＭａｙ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６， Ｎｏ． ４０３８ （Ｊｕｎ． ２，

１９７２），ｐ９８１．

③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９年，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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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的教主

———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余树苹

【摘要】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

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 “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 《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孔子在其所处时代

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

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

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关键词】康有为；孔子形象；圣王；教主；大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０８－０６

　　近三百年的学术特点，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即疑古、复古和解放。康有为正是处于近三百年

学术史中倡导以上主题的重要代表，其思想风格

具有时代所赋予的一般性。他上承古代与宋明以

来的经学传统，提倡复古、尊孔、立教，同时又

因新思想、新观念的需要而疑古，根据他自己的

思想背景与社会理想，复了一个全新的 “古”，

实质上是提倡解放与改革。

康有为一生的政治活动与学术 （或者说与经

学）是分不开的，而他的学术或政治活动所围绕

的一个中心人物，正是孔子。康氏对孔子及其学

说的理解与运用，集中体现了他学术思想的独特

风格。康氏指出古文经是刘歆所伪造，古文经学

家以孔子为史学家的认识是错误的，孔子并非述

而不作，相反，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中国

历史上托古改制的先行者；在孔子的思想中有许

多后人所未曾体会的微言大义，包括进化、大同

等社会学理论与理想。康氏的任务，就是揭示这

些隐藏在孔子言论与著述中的大义，并立孔子为

教主，使其理论应用、光大于后世。研究康有为

所理解、塑造的孔子形象，着手处在于康氏对

《论语》的注解。

《论语注》的进路

《论语注》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是既能

充分体现康有为对孔子及其形象的理解、又能表

达康氏本人政治思想的作品。康有为的注释，目

的在于发现 《论语》中的微言大义。读康有为

《论语注》，可以发现几个不断出现的概念：时、

进化、大同。康有为的注释正是沿着这三个概念

所联系的进路而来，这也是康氏用以理解孔子形

象的思想基础。

（一）时

“时”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对 《论语》

的开章首句 “学而时习之”（《学而》），康有为

已经在注释中表达了关于 “时”的思想。关于

此句的一般理解，古代以朱熹为首，现代以李泽

厚为代表，皆认为 “既学而又时时习之”，“时”

在这里是经常、时常的意思。康有为并不是从

“时常”、“经常”的意义上来理解 “时”，也不

是从 “时间”上去理解，而是与 “时机”有些

相似，基于一种社会进程、政治状况，即所谓的

“时势”来解释： “时当乱世，则为乱世学；时当

升平太平，则为升平太平之学。礼时为大，故学

亦必随时而后适。孔子为时圣，学之宗师也。”①

虽然康氏也承认 “时有数义”，并从 “时时为

学”的意义上去理解 “时”，但他更注重的是赋

予 “时”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此言，修

己以自得为先，不得冥心坐废；以时为中，不得

守旧泥古。此为开宗明义第一旨，故上 《论》

８０１

 作者简介：余树苹 （１９７６－），女，广东饶平人，（深圳５１８０６０）深圳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经典解释学、比较哲学研究。
①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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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以时为始以时为终，以明孔子之道全达于

时，学者不可不察也。”① 与此类似，在解释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时，康氏又作发

挥：“若执一而不知时中，则为拘儒小儒而害大

道矣。故孔子之道，主于时，归于权。”②又如对

于 “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述而》）一句，康有为也主张以 “时”的观念

来理解：“孔子言各有为，但以救时。孔子为圣

之时，若当平世，必言与其俭也宁奢。”③

以 “时”为 “时势”，并以孔子为 “主时”、

“救时”的圣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

一，如果确定孔子以 “时”为时势，那就意味

着后人学习孔子言论时，也要用相应的 “时”

的观念去理解，不能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而要考

虑到孔子是因时而发，此一时有这样的言论，彼

一时应该有别样的言论，读者应好学深思，发掘

圣人未明言的含义。其二，孔子主 “时”，说明

“时”是一个变化、进化的范畴，也就是说，社

会与政治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种进化的次

序，依康氏的理解，即为从乱世到升平、太平

世。因此，康氏在 《论语》中体会出孔子 “时”

的观点之后，便更进一步，发挥其 “进化”的

思想。

“进化”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是由对西方学

说的介绍而进入中国的新范畴，其最初来自于生

物学上的进化论，后来则推演到社会和历史的进

化中。在距近代二千多年的孔子言论中发现 “进

化”的思想，不可不谓为康有为的新创获。

（二）进化

在 《八佾》中，“子曰： ‘周鉴于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从周’”。康氏以孔子为托周之古

作改制之实，并指出 “孔子之道，以文明进化为

主”④，确立了 “进化”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

位。在 《公冶》篇，“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

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 ‘赐也，非

尔所及也。’”以往注者的理解，将 “非尔所及”

理解成子贡本身的修养 （或能力）问题，如朱

子注为 “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

子贡所及”⑤，康氏则认为： “孔子以生当据乱，

世尚幼稚，道虽极美，而行之太早，则如幼童无

保傅，易滋流弊，须待进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

之。”⑥这里将孔子对子贡学问或修养上的 “不

及”解释成现实社会进化上的未到一定程度，并

明确指出社会的进化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太平

世。康氏阐述孔子的进化思想，不仅在于说明孔

子进化思想的实际进程即三世说，而且与 “时”

相联，进一步指出由于进化需要一个过程，因

此，在不同的 “时”上要有不同的思想与行为。

如 《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

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康氏指出：“时未至于太平，则只能用拔乱之礼

乐，故曰从先进。今略近升平，然亦未可用太平

之礼乐也。”⑦又如 《阳货》： “子曰： ‘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 “子曰： ‘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康氏将此两句合为一章，认为：“圣人立

教，务在进化，因人之性，日习之于善道，而变

其旧染之恶习，变之又变，至于恶习尽去，善习

大明，至于太平大同之世，则人人皆成上智，而

无下愚矣。”⑧康氏借此说明无论从教学上还是从

政治上，孔子都依进化、据时势而确立其适用的

思想为指导。

毫无疑问，进化的观念是康有为在注释 《论

语》过程中有意引入的，对照康氏的其他著作，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与其说进化是孔子的主

要思想，不如说是康有为本人受西学影响与启发

的重要思想收获。马洪林是现代研究者中最重视

进化论在康有为思想中之重要性的学者，他指

出：“康有为掀起维新运动的核心内容和指导思

想，是西学中的进化论学说，而不是传统的今文

经学。”⑨ 萧公权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康有为的进

化论思想，但也认为，在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认

识以及他增删取舍儒家学说而纳入他自己的哲学

著作中，进化论处于首位瑏瑠。因此我们可以十分

肯定地说，《论语》中的进化思想，与其说是康

９０１

①

⑤

⑨

瑏瑠

②③④⑥⑦⑧　康有为：《论语注》，第２页；第１４１页；
第１０６页；第３８页；第６１页；第１５９页；第２５９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
３１７页。

马洪林： 《康有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１页。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

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２页。康有为对
儒家学说增删取舍的其他的三部分是政治、人伦、经济 （作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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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对孔子微言大义的发挥，不如说是康有为借

孔子发挥他自己的 “大义”。但康氏的大义不仅

在此，更在其大同思想之中。

（三）大同

“时”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概念，康有为给了

它新的内涵；“进化”是西方引进的概念，康氏

把它纳入孔子的思想中；“大同”则是康有为自

己的一个理想概念，同样在 《论语注》中借孔

子进行阐发。

《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对这一章的解释，康有为十分具体地阐

述了关于三世、三统、进化、大同的理论，对于

孔子之道如何分为三世、三统，三世如何进化，

并最终会达至大同，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①。又

如 《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康有为认为：“孔

子不甚言国义，盖圣人言论皆为天下万世立公

律，不暇为区区一国计也。”②也就是说，当人类

达到大同时，国与国的区分已经不再存在。对

《颜渊》篇 “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一章，康有

为解释为： “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

自同为兄弟也。此固子夏安慰司马牛之言，而实

孔子乾父坤母，万物同体之义。大同之义，亦出

是也。”③对 《公冶长》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一句，康氏更是大大发挥：“孔子与

人如同体、同胞、同气，所谓 ‘天下为公，不独

亲其亲，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也，使普天下人，各得其欲，各得其所。三

者虽有精粗小大，而其志在大同则一也。大同

者，孔门之归宿，虽小康之世，未可尽行，而孔

门远志，则时时行之，故往往于微言见之。”④在

大同之世，不仅没有国界之区分，人与人的差别

也将消失，同样的天性，同为兄弟，并且各各能

安居乐业。孔子大同理想的 “微言”，至康有为

始得阐发！

如果说 “进化”只是对西学的引进， “大

同”则是康有为自身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构想。关

于 “大同”理想的具体内容，《大同书》中有更

详细的阐述。对于康氏的大同理想，马洪林给予

极大的赞赏，他认为 《大同书》是中国人第一

部系统研究世界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奇书，可以

与西方所有乌托邦名著相媲美⑤。不容置疑，康

氏在 《大同书》中的许多理想，在当时具有十

分重要的解放思想束缚的意义，如对妇女的解放

等。还有很多设想，就算今人看来，也是十分震

惊于其超前意识的，如他对于家庭、国家最终消

失的看法，对于人类关系和世界各种具体制度的

构想。《论语注》表达的 “大同”思想，虽然因

为受孔子言论范围的限制，并非康有为 《大同

书》所阐发理想的全部，但二者在总体目标上是

一致的。

我们由康有为注 《论语》的几个主要概念，

已经可以大致了解康氏所理解或期待的孔子的思

想与形象。与古文经学家以孔子为史学家不同，

康氏以孔子为政治家。在康氏的注释中，孔子不

仅有着极大的政治热诚，而且有极清晰的政治理

想，是一个政治家、实践家，甚至是中国的教

主。康有为对于孔子形象的关注点在于孔子的外

在事功与地位。事功是政治上的，地位则是宗教

性的、世界化的。

托古改制的圣王

康有为所理解的孔子，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

为的 “圣人”，而是 “圣王”。康氏以孔子为新

王、素王、文王、圣王、先王、后王，王者⑥，

无一不与 “王”相关。他认为：“既天下义理制

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莘莘皆不归往嬴

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

子。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

有王之名，乃固其然。”⑦康氏很重视 “王”这一

称号，这是由于他的学术目标在为政治活动服

务，也是上面所说 “重外”的体现。并且康氏

认为，孔子之所以为 “王”，正在于他的托古改

制。在 《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引用大量文

献资料以说明孔子托古改制的真实性。

０１１

①

⑤

⑥

②③④　康有为： 《论语注》，第２７－２８页；第５１页；
第１７８页；第６９页。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

研究》，第４２１页。
⑦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

第１９４页；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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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康有为认为孔子托古改制的一个重要

理由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由此康

氏得出结论：“则尧、舜事迹，必已茫昧，故孔

子、墨子各得托其义。若有古书可参验，如今之

汉、晋、唐、宋之史，则引用者岂能相反乎？”①

“合比考之，三代 （夏商周）文明，皆藉孔子发

扬之，实则茫昧也。”②即是说，尧、舜等人物及

夏商周三代的礼仪，皆是孔子因改制需要而借托

于古人的，事实上并无真实之人物与事件。其

次，康有为指出，不仅孔子改制，墨子、管子、

晏子等人都是改制，托古改制已经成为当时的一

种潮流，孔子只是处于其中，当然也由于孔子是

大圣的缘故而格外显眼： “今揭诸子改制之说。

诸子之改制明，况大圣制作之孔子，坐睹乱世，

忍不损益，拔而反之正乎？”③康氏还认为，即使

是 《庄子》中屡用寓言的写作手法，也是当时

的一种风气，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如黄帝、孔

子、老聃等，也是庄子托之而行改制之实：

“《庄子》寓言，无人不托，即老聃亦是托古

也。”④最后，康氏解释孔子及诸子托古改制的原

因：“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人之情哉！耳、

目所闻、睹，则遗忽之；耳、目所不睹、闻，则

敬异之；人之情哉！……庄子曰： ‘其言虽教，

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古之言，莫

如先王，故百家多言黄帝，尚矣。一时之俗

也。”⑤托古成为潮流，孔子受潮流而动，这只是

外因，而此一潮流之形成，却有其内因，即源自

于人们对更古远的世界的敬畏之心理因素。“荣

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这确实是常人的一般

心理状态。康有为紧紧抓住了孔子言论中体现这

一内容的语句进行发挥，如对 《八佾》中孔子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

之……”一句，康氏认为：“盖诸子皆托古……

孔子上称尧、舜，而下称周，亦称二代。盖圣人

改制，无征不信，故皆托之先王而行之后世

也。”⑥ 又如对 《卫灵公》中孔子 “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一节，康

氏注释为：“乐制，宜用某朝，某物，宜用某王，

虽皆出于前代，实已定于新圣。六经皆孔子改制

所托，此为商定改制明据。”⑦孔子尊崇古制，特

别是周礼，如果说托古，这是不争的事实。然

而，托古与改制本来是两回事，称引古人古事可

以是托古，但未必有改制的野心。事实上，只有

有此野心或者理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发现。康

有为正是这样的人，他希望将时、进化、大同等

观念托诸孔子而得到理论的合理化。所谓 “布衣

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兴之先王，既不惊人，

自可避祸”⑧，其实是康有为自己想法的写照。

陈少明指出 “不是古人而是康氏本人在
!

古改

制，制造神话”⑨，可谓一语道破康氏的动机。

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用的是传统的考

证形式，然而却犯了考证的大忌，他太有先见，

过于牵强，依先见来寻找资料，而非从资料中寻

找结论，当资料与先见不符合时，则指其为伪。

这一做法，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不忌讳地对他作

出批评：“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

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

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

忌，此其所短也。”瑏瑠 章太炎以及康氏同期的许

多人对康氏的批评，也正基于此。但是，现代学

者反而对康有为怀有同情的理解。如喻大华认

为：“儒学的改造者可否被视为圣人，关键本来

不在于其对儒学经典的诠释是否合于其原始含

义，而主要在于是否合于时代精神。从这个意义

上说，康有为同荀子、董仲舒以及程、朱、陆、

王等人一样，都是儒学的改造者，也都是儒学中

人，‘叛逆’之说只是门户之见。”瑏瑡 萧公权几乎

是所有的研究者中对康有为最维护的：“批评康

氏漠视或曲解证据不过是显示他并未给孔子学说

以正确的说明；但并不减少他 ‘武断’解释的

理论意义，因为我们不以 ‘客观’为标准来估

量它，而是从历史环境的逻辑来衡量。”瑏瑢 虽然

将康有为仅仅视为 “儒学的改造者”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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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⑥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②③④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１９５页；第３页；
第６页；第３４页；第７０－７１页；第３４页。

⑦　康有为：《论语注》，第３６页；第２３４页。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

第２６７页。
陈少明等：《被解释的传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７页。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７８页。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３页。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

研究》，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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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经学史上，可以说真的无所谓叛逆、悖

理与否，大家都在发挥经典的意义，都在以其所处

的社会思想环境为背景进行理论创新，只是程度

不同而已。虽然褒贬不一，但康有为的学术活动

对于顾颉刚等人疑古运动的兴起，却是功不可没。

创儒立教的教主

圣王与教主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朝代、一个

国家的圣人，而后者则是具有宗教性、超时空性

的圣人。托古改制所能产生的影响，只是一时

的；而建立成为一种宗教之后，其影响却是历时

性的。康有为不仅在经典中寻找孔子创教的依

据，而且在其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为创立孔教、

立孔子为教主而奔忙。

康有为以孔子为创教的教主，可见于 《孔子

改制考》。康氏以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及西汉

时的各种纬书为依据，认定孔子为素王。纬书是

汉代人们神化孔子的工具，但康有为并非为了神

化孔子而引纬书之言，而是为了自己立教的目

的：“孔子为素王，乃由于子夏等尊师之名。素

王，空号也，佛亦号空王，又号法王。凡教主尊

称，皆取譬于人主，何异焉？”① 在康氏眼里，

孔子之所以有素王之称号，是因其为教主之实

质。孔子作为教主，其实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康氏指出：“孔子创儒教，齐鲁之间先行之。太

史公谓鲁人以儒教是也。儒者传道，不为其国，

但以教为主。如佛氏及今耶、回诸教皆然，务欲

人国之行其教也。”②孔子作六经、授时，定丧

葬、选举、刑罚之制，定礼乐，这些都是孔教之

内容。有经典，有教旨，孔子似乎确有创教的行

为。康氏并且认为，孔子的关怀是世界性的，并

不拘泥于一国、一处。 《论语·公冶长》云：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康氏解释

为：孔子抱拔乱反正之道，太平大同之理，三世

三重之法，横览中国皆不能行，私居忧叹，欲出

海外……使当时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罗马，

东渡日本以开美洲，则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

道，当有一地早行之也…… 《论语·子罕》云：

“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康氏的解释为：万物

一体，天下一家，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其

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进而文明矣。……孔

子日思以道易天下，既不得于中国，则欲辟殖民

之新地，传教诸夷。圣人但欲开化救人，无所

择也。

将 “海”解释为 “海外”，将 “乘桴浮于

海”这一对理想不容于现实的感慨解释为积极的

传教活动，将 “居九夷”解为 “辟殖民之新

地”，这是对孔子言论的积极意义的理解，也是

一种全新的诠释。我们承认孔子确有远大的理想

与抱负，但却无法想象以上的观念会在孔子的脑

海浮现，即使类似，但在孔子的时代，也许世界

并没有被理解得如此广大。这些都是在康有为所

处的时代才会有的概念，也是具大同理想的康氏

本人才会体会到的新境界。无论如何，康有为还

是自认为找到了建立孔教的依据。

康有为的孔教活动并不仅满足于从书本中找

寻根据，而是寄望于清政府能自上而下地确立孔

教在中国的宗教地位。他在著名的奏折 《请尊孔

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

指出：“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

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

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若不以

孔子大教为尊，则人心世道不可问，故今莫若令

治教分途，则实政无碍而人心有补焉。”③ 康有

为并在此奏折中提出以孔子纪年。在另一政论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康有为云： “国教

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

人心者是也。虽诸教并立，皆以劝善惩恶，然宜

不宜则有别焉。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

言，于人道之条理未详也；基督尊天爱人，养魂

忏恶，于欧、美为盛矣，然中国四万万人能一旦

舍祠墓之祭而从之乎，必不能也。然而今中国人

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尊信之，则

是绝去教化也。夫虽野蛮亦有其教，否则是为逸

居无教之禽兽也。”④ 从康有为的理解看，所谓

的 “国教”，实质上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发

展而来的。

为何文化传统一定要发展为 “国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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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的教主

理解，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目的，与其一贯的政

治、维新活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救国。康氏希

望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古代圣人中找到救国的良

方。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化，康氏对救国方案的侧

重 （前期更重西学的引入，后期更依靠本国的资

源）有所不同，但他对孔子的尊崇却是一致的。

将儒家的教化引申为宗教，这是康有为的创意，

事实上，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

事情，他使后来学者开始从学术与文化的角度思

考儒学与宗教的关系，促进了儒家思想与世界宗

教思想的比较与交流。但就康有为而言，交流与

比较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在于由此得出儒教的优

势与建立儒教的必要性，使得中国能够在世界思

想交汇的过程中处于不败之地，这是很可贵的爱

国情操。康有为创立孔教之努力，并不像钱穆先

生所说的：“长素何以必奉孔子为教主？以西人

有教主故。”① 钱先生言下之意，这是一种人云

亦云的行为。其实不然，正如前文所举，康氏创

立孔教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有一种对儒学、

对孔子的热爱为底蕴。而且，如后代研究者所认

为的，儒学确有它的宗教性。如安乐哲认为：

“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

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

教，是一种肯定人类自身经验积累的宗教。”②

安乐哲还认为，儒学的这种宗教性与 “礼”有

关：“礼既是认知的，又是审美的，既有道德性，

又有宗教性，既关涉躯体，又关涉精神。”③李泽

厚也认为，儒家的 “礼”与 “仪”是一种有宗

教性与神秘性的东西④。可见，后人有从 “礼”

的宗教性来说明儒学的宗教性者。而康有为并不

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儒学的宗教性。应该说，康

有为之孔教活动有着他自己的目的性，后人多从

儒学的文化性来讲其宗教性，而康氏却多从政治

上的实用性来讲其宗教性，因此对孔学中真正涉

及义理的内容反而并不注意。这是康有为受批评

的原因之一。再有，正如马洪林所指出的：“可

悲的是康有为迷信孔教可以救国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⑤ 康有为真正可悲的是太过于相信孔学

对政治现实的作用，这种孔教救国论不仅当时的

有识之士不会接受，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孔子

学说向来以道德教化的实质存在，虽然长期处于

独尊的地位，但它所形成的影响，在文化、价

值、人生哲学方面，远多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当时

中国处于国运转折的当头，康有为忧心国政情有可

原，但以孔教为救国的良方，则是病急乱投医了。

以 “时、进化、大同”来注释 《论语》，并

以孔子为圣王和教主：康有为所塑造的全新孔子

形象，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同情的理解是必

要的。康有为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可以

说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新的

生产方式的出现，新的文化的流入，都在潜移默

化地引导着中国政治格局向更适合的方向转化。

康有为虽然受到新知识的启发，但他毕竟生长于

传统教育之下，儒学所产生的文化心理、价值取

向及思维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中国

的经学传统，以注释经典、延伸经义为主要方

式，二千年的传统已经慢慢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

的行为习惯，正如上引康氏自己所说，“荣古而

虐今”，这是一般的心理倾向。在当时的中国，

如果希望注入新的思想、并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别

人接受，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以经典为依托，而且

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就这一点而言，康有

为与孔子注解六经的动机其实是一致的。需要平

反的，康有为对于儒学与孔子，并非纯粹的利

用，而是诚心的信奉：“说康氏利用儒家之名以

息反对变法者之口，忽略了他的诚心。说他自认

为儒家乃是因为需要而非信服，同样是不公平

的。”⑥ 这种诚心并不需要证明，因为，若非真

心信奉儒学与孔子，康氏决不会由始至终打着尊

孔、创立孔教的旗号。如要实施政治活动，除了

举出孔子之外，确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这一

点聪明的康有为不会不明白。只不过戏剧性的

是，康氏所做的努力实质上动摇了孔子与经学的

根基，这一点恐怕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３１１

①

②

④

⑤
⑥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第７８０页。
③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３页；第１００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页。
马洪林：《康有为评传》，第４２３页。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

研究》，第８２页。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总第１０６期）／九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５２００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０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马一浮 “为学之方”抉微

李虎群

【摘要】马一浮是２０世纪中国的一代儒宗。他一生始终以六艺之学统摄一切学术，以发明自性为为学宗旨，完全漠视
２０世纪以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问题意识来整理、阐释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主流，笃守读书穷理、悟证笃行的为
学方式，批评时人为学是徇物外求、舍本逐末，并讲学著述、兴办书院，培育圣贤种子，以传承六艺之学。他迥异时

伦的学术取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关键词】马一浮；为学之方；自性；穷理；种子；舍本逐末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１４－０６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学人中，马一浮 （１８８３－
１９６７）是卓尔不群的一代儒宗。他弱冠科举，县
试第一；青年远游，饱揽西学；回国后却孑然林

栖西湖近三十年，孜孜向学，其间蔡元培、陈百

年、竺可桢等几次函电相请至北大、浙大任教，

均辞不就；后抗战起，遂应竺可桢之邀，讲学泰

和宜山；继于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讲明义理，育

才刻书；抗战结束，又归隐杭州以至终老。马一

浮一生，完全漠视２０世纪以来以西方哲学的概
念框架、问题意识来整理、阐释中国传统学问的

学术主流，在写作方式、讲学方式以至生活方式

上无一不保持着传统学者治学为人的风貌。随着

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和学科体制的逐步落实，马一

浮曾长期淡出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学界提出

了中国哲学 “合法性”问题，开始反省一个世

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治学方式，马一浮迥异世伦的

学术取向开始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说所为何学：六艺之学、识取自性

１９３８年初，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
在学校正式科目以外，特设 “国学讲座”，出山

讲学。马一浮认为此举虽有似教外别传，却是诸

法实相，圣贤血脉，人心根本，遂楷定国学名

义，指出自己所为之学：“今楷定国学者，即是

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

无所不备。” “圣人以何圣？圣于六艺而已。学

者于何学？学于六艺而已。”①

这里的 “六艺”即是指 《诗》、《书》、《礼》、

《乐》、 《易》、 《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六

经”。他认为孔子之教，即是六艺之教，而我国

两千余年来一切学术的源头皆出于此，其余都是

六艺之支流；不仅如此，“六艺”还可统摄西来

一切学术。马一浮如此推重六艺，是要学者对于

国学得一总纲，然后可以学有定向、循序渐进，

不致泛泛寻求、劳而少功。他进一步认为，六艺

之理人人本来具足，不是圣人思考安排出来的，

“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

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

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

外无道也”②。既然六艺之道是从吾人性德中自

然流出的，因而六艺之学也就是见性之学，所谓

“圣贤千言万语，虽诠表之辞多端，只是教人识

取自性，合下用力而已”③，所以马一浮１９３９年
在乐山办立书院，讲明六艺，即命名为复性

书院。

既然六艺之学的宗旨即是教人识取自性，那

么何谓自性呢？马一浮认为就是 《诗》中的

“秉彝”、《书》中的 “降衷”、 《易》中的 “各

正性命”、 《中庸》中的 “天命之谓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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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揭示的父子天性，他多次引用孟子著名

的一段话———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

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无他，达

之天下也”，认为孝悌之心，是万化的根源，至

道的归极。他在 《孝经大义》中详细分析道：

“有生之伦，谁无父母？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

亲者，未知私其身也。……如此，则私吝之心无

自而起，而不仁之端绝矣。即此一念爱敬之心，

便是性德发露处，莫知所由，然若人当下体取，

便如垂死之人复活，此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本

此以推之，礼乐神化皆从此出。”① 自性即是天

之所以予人的一念孝悌爱敬之心，这是天地生物

的根本，顺之则昌，则满腔都是恻隐，都是和

乐，都无偏倚，都无滞碍；逆之则伤，则如险阻

当前，触处皆碍，计较横生，天地变色。可惜的

是，人却多失其本心，逆性而为，因为人人自性

本来具足，但为习气缠缚，遂至汩没，不得透

露，并且互相影响，愈陷愈深，人们才不得已需

要为学，“人唯为习气所坏，故需学；天下唯无

道，故需易：此皆不得已之事”②。因此，学习

六艺，返本溯源，廓落习气，发明自性，是马一

浮为学的大范围、大纲领、大方向。

近现代以来，举国谋求变法革命富强发展，

学界也忙于 “新瓶装旧酒”，马一浮的这种学问

取向是寂寞的。他在江西泰和讲座后寄信丰子

恺，“古调独弹，实少赏音。此学将来恐成广陵

散。现在实无人能注意体会，视为迂远不切。然

天下最近者，莫近于自己身心，今人只知向外驰

求，徇物忘己。孟子云：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

在易而求诸难。’古今人病痛亦相似，但征候有

轻重寒热耳”③。因为他认为古来真儒都是在做

这样的学问，“真儒出濂洛，性证良不二。得旨

苟逢源，廓然去蒙蔽”，所以，即便古今学风大

异，他仍要继承这一道统，救人迷途，今人不

识，则俟来者。

在马一浮那里，六艺之学也常被称作圣人之

学、君子之学、义理之学、中土圣贤之学、身心

性命之学等等。他强调指出，此学和哲学不同，

“近世哲学始有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

论之分。中土圣人之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

复性书院回复学人参问的信函又说：“然书院所

讲习者，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所具之义理，

与今之治哲学者，未可同日而语。”④他截然划分

开了圣贤之学和哲学的界线，这是和他对于学问

的看法分不开的。他认为多知多能只能是学问的

资藉，而不就是真正的学问。真学问是要尽知尽

能：尽知，不是闻见之知的广博，而是德性之知

的实际证悟；尽能，不是天下万事的无所不能，

而是践形尽性的盛德大业。马一浮经常讲 “性外

无理”、“性外无事”，我们可以说，尽知即是性

内之理，尽能即是性内之事。尽知尽能即是顺

性，顺性尽知，则私智不起；顺性尽能，则小慧

不生，然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也即是

说，尽知尽能的真学问是识取自性的必然结果，

尽知尽能是用，识取自性是体，正是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马一浮又析学问为二义：学是自学，

问是问人。自学是要自己证悟，问人是要就人抉

择；学是六艺之学，问是问取自性。于是，马一

浮把自己的为学再度归结为以六艺之学识取自

性。他对此坚定不移，一生表里如一，讲论

践行。

二、论为学之方：读书穷理、悟证笃行

马一浮是发了大志愿来弘扬六艺之学的，早

在１９１１年以前，他便做过一首 《愿歌》，后又裁

度 《华严经·净行品》做偈语一首自勉，接着

在１９４３年的 《杂感》诗中写道： “楼台弹指顿

时开，活水灵苗遍地栽。无尽苍生无尽愿，一花

应现一如来。”⑤ 既以六艺之学为圣贤血脉，人

心根本，那么，应如何为学才能趋进此道、识取

自性呢？他在泰和讲学时，首先要学者祛除成

见，虚心涵咏，不要以私智小慧轻易非议古来圣

贤之学；并具足信念，信我国古来先哲道理之博

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必要；同时，竖

起脊梁，立大志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志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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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②④　 《马一浮集》第 １册，第 ２２４页；第 ９７页；第
５８４、５２７页。

《马一浮集》第２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７页。

《马一浮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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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夺，便可以志帅气，气志合一，才可以

为学。

在复性书院讲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阐述了

为学之道。他在 《复性书院简章》里标明书院

宗旨是确立六艺之教，昌明圣学之后，接着指出

了为学的方法：“始于读书穷理，反身修德，终

于穷神知化，践行尽性。其教学方法，体验重于

思索，涵养重于察识，践履重于知解，悟证重于

讲说。”①

马一浮自己曾经是无书不读的，并且是藉读

书以入道，他教人即本此体验出发，首重读书。

他在复性书院讲明六艺，就是设立通治、别治两

门。通治门明群经大义，别治门则专主一经，并

要求先通后别。通治门即要研读 《论语》 《孝

经》，以及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周敦颐、

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著作；然后再别

治 《诗经》 《尚书》等六经。马一浮重视读书，

既是本自己体验而发，同时也是针对时人不好读

书、只发空言的学风： “古之外道，无不读书。

神仙家若葛洪、陶弘景，皆极博雅。今不独儒书

束阁，即好外道者亦只是单传口诀，不解读书，

故无往而不自安下劣，真可慨也。”他在书院讲

习实际上是以理学为主，认为理学是中国学术发

展的集大成，“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

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

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

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

也”②。所以马一浮教人读书，一以折衷于理学

义理，而兼治玄学、义学、禅学。值得注意的

是，马一浮要人读书，不废经史，但以经为重，

以史次之。同时，他总结读书之道，概括为四

点：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

固。具体地说， “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

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

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反之，

“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

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③。

他还详细列举了通治门更为详细的书目。

马一浮认为，治六艺之学必有资于读书，而

但凭读书，却未足以为学。读书再广，不能切己

体究，也只是记取语言文字而已。他打了一个绝

妙的比喻： “书譬则钥，心譬则锁。置书案头，

日事讽诵，譬如钥匙在手，然不与锁发生关系，

终无由开。故读书贵能切己体究，方是锁钥合在

一处，否则任读多少，终是了无干涉。”④所以，

马一浮经常说 “读书而不穷理，只是增长习

气”，要学者把书读活，致思穷理。他更指出，

此理不是一般所说的 “真理”，而是人人本具、

个个不无的实理，穷理即是穷此理，而不是一般

所说的追求真理或思想的创造。“实理与今言思

想不同。《大学》首言 ‘明德’，是人性本具之

实理，尽人皆同；思想则是安排编造出来的，故

因人而异。”⑤吾心本具之实理，即是古来圣贤经

籍所载，“故穷理工夫入手处，只能依他古来已

证之人所说，一一反之自心，仔细体究，随事察

识，不等闲放过。如人学射，久久方中”⑥。

显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和近现代以来流行的

怀疑、分析、阐释甚至批判的态度是大相径庭

的。它不是把圣贤典籍当作和我们实际生命漠不

相关的死书，而是视其为打开我们心灵宝藏的钥

匙；应视古来圣贤为当世之师，指引学者的身心

行事，使学者一一反之自己，时时刻刻勘验，在

在处处炼磨，内外交养，体用兼顾。如此对勘经

典，就必要引入思维，引入思维，则不能离开名

相，但一般学者往往错会经典文义，荼毒后学。

马一浮因此特别注重儒学典籍名相的分梳，他在

泰和宜山讲解 “居敬”“知言”“止观”等名相，

在乐山讲解 《论语》 《孝经》 《洪范》等典籍，

以及 《尔雅台答问》答复学人的疑惑，就是把

他自己多年读书穷理的心得体验和盘托出，给予

学者一个真确的引导，以便后学读如此书，如此

读书，穷如此理，如此穷理。

马一浮认为，穷理即是 《大学》修身功夫

中所讲的 “格物”，这是最难透过的一关，此关

一过，以后只是保任长养、顺水行舟。这关难

透，是因为名相所言之理，还是理之表相，若理

之本体，即性，非言说可到，是要自证的。自证

自性，不可言传，更不可授受，惟须自得。所

以，马一浮极为重视穷理到极致之后的悟证：

“夫义理无穷，非言语可尽，贵在自得自证。圣

人垂教，亦是将此个有言底显那个无言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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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 “为学之方”抉微

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一切名言施

设皆权也。”①

马一浮推重悟证，也是出自自己的为学经历

和体验，深有得于禅宗直指人心的宗旨。穷理至

于证悟，才真正实有诸己，才是尽己之性，才是

知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

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

是勉强揣摩一个体段”②。证悟之知，才是真知，

而证悟所得，只能自得，非见闻所及，更非思量

能致，只有证悟，才能真正体贴古来圣贤用心，

才能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神奇；儒佛周孔都

是闲名，不有证悟，总为糟粕。

马一浮认为，为学必资于读书，读书必致于

穷理，穷理必达于悟证，而读书穷理悟证则赖于

笃行。读书要切实理会文义，不轻议古人；穷理

要着实用力，不可当作一场空话；悟证则要于日

常践履中廓落习气，切莫随语生解：“为学吃紧

处在力行。……古之圣贤成就，未有不由修己力

行者。吾人学圣贤，惟有切己力行，若门外寻

求，或只当作一场话说，则终身不能入道。”③

马一浮认为，为学必须实实在在下功夫，才

能真正有受用，才能了解古来圣贤用心，才能辨

别各家各派学说之同异，那时，或语或默皆可，

只是随缘尽性而已。他反对未曾笃行的影响之

谈，把为学比作操舟，“若不切己用力，只记他

人言语，犹站在岸上看人操舟，有何用处？须是

自己下船摇浆，用过一番力气，亲身经历过几次

风波，然后方有把柄，才见省力处来”④。他指

出古来圣贤之学的 “学”，既不是求知识的积

累，也不是求思想的创获，而是效法圣贤，验之

身心，躬行践履。

总之，马一浮认为虽然性德人人本具，但不

因修证，也不能显发，切不可执性废修，冒然承

当。因而要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初学本体

未显，所以要读圣贤性体流露的典籍以为资藉，

反照身心，体究穷理；同时，要全修在性，即功

夫即本体，初学功夫未尽，所以要在日常生活中

践履笃行，廓落习气，悟证自性。性修不二，故

读书穷理与悟证笃行，上下交养，内外本末，一

以贯之。

三、评 “时人”为学：徇物外求、舍本逐末

马一浮对于六经等古来圣贤典籍是极为尊崇

的，他之为学，以及教人为学，莫不是资藉圣贤

典籍，来循序渐进、穷理尽性。因此，他非常反

对将之只是视为一堆材料，当作研究对象，来轻

加怀疑论断，“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

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

更信何人？”⑤因此，马一浮在乐山主持复性书院

的时候，接受参学人问学，有位张某，寄来自己

所著 《我的儒家观》，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学，欲

建立大同文化体系，他即复信说张某于时人之书

博采多闻，于儒家本源之学却未尝致力，所以未

能得之于己，著述未免驳杂。马一浮接着指出，

张君为学，错在方法， “今时科学哲学之方法，

大致由于经验推想、观察事相而加以分析，虽其

浅深广狭所就各有短长，其同为比量而知则一。

或因苦思力索如鼷鼠之食郊牛，或则影响揣摩如

猿狙之求水月。其较胜者，理论组织饶有思致可

观，然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以视中土圣人 ‘始

条理’、 ‘终条理’之事，虽霄壤未足以为喻。

盖类族辨物必资于玄悟，穷神知化乃根于圣证，

非可以袭而取之也”⑥。也就是说，用科学与哲

学所用的 “比量”的 “推想”方法苦思力索、

影响揣摩，只能如鼷鼠之食郊牛，劳而少功，如

猿狙之求水月，系风捕影；马一浮注重的则是所

谓 “现量”的 “圣证”方法，如此为学，才可

类族辨物，穷神知化。又有许某寄来人生哲学的

著作论文和图表，广泛比较东西方哲学、宗教等

以成一家之言。马一浮认为，许某只是把中国经

书典籍当作一种材料、作为参考，如此为学，必

不能成就，因为无论如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却与自性了无干涉。他建议许某，“将此等哲学

思想暂时屏却，专读中土圣贤典籍，及濂洛关闽

诸儒遗书，不可著一毫成见，虚心涵咏，先将文

义理会明白，着实下一番涵养工夫，识得自己心

性义理端的，然后不被此等杂学惑乱，方可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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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⑤⑥　 《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１１２页；第６８０－６８１
页；第５１９页；第５２７页。

④　 《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１４６页；第１１５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条理。切莫轻下批评，妄生取舍，始有讨论

处”①。显然，马一浮教导学人的仍是他读书穷

理、证悟笃行的为学之方。

正因为一般学人对待圣贤典籍，不似马一浮

视之为反躬省察的明镜和资粮，所以引发出了不

同的学问取向和为学之方。马一浮本其多年读书

穷理、悟证笃行的经验，对于当时学者的为学取

向和态度是持坚定的批评态度的，他认为圣贤和

时人的为学是截然二分的两条道路，泾渭分明，

天地悬隔： “今日学子，只知求知，以物为外，

其结果为徇物忘己。圣贤之学，乃以求道，会物

归己，其结果为成己成物。一则向外驰求，往而

不反；一则会其有极，言不离宗。此实天地悬

隔。”②此处的徇物之 “徇”通 “殉”，是以身从

物的意思③；徇物，就是因为错认以物为外，遂

尽力追逐，贪欲所致，往而不反，便只知有物，

不知有身，致于丧己。马一浮特别强调心外无

物、心物不二。他认为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所

言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佛教讲 “心生

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是心不离法，法

不离心，心法不二；儒家心物关系，亦复如是。

今人只知有物，不知有心，不知心外无物，于是

造成迷头认影，被物所转。这样，心物二分，人

就从宇宙中剥离出来，宇宙万物便成了与人漠不

相关的对立面，以此来穷理致知，与自己便毫无

关系；而圣人无己，会物归己，因此成己即是成

物，成物即在成己，所以，马一浮认为，古人求

发明自己之心性，今人求发明外界之物质，与古

人相较，正是颠倒。

心物不二的实理不明，便会有向外求知之

病，“如今一般为学方法，只知向外求事物上之

知识，不知向内求自心之义理”。马一浮又说：

“今时学者通病，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

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

攻难自贵，而不肯阙疑阙殆。此皆胜心私见，欲

以矜名哗众，而不知其徇物忘己，堕于肆慢，戕

贼自心。故其闻见之知愈多者，其发为肆慢亦愈

甚，往而不返，不可救药。”④这样驰心外求，不

能内敛，便是不敬，如此以往，便会通体是欲、

迷失自性，便与天地成暌违之象。马一浮认为，

唯有赤子之心，爱敬发于天然，视其父母兄弟犹

如一体，无一毫私吝于其间，物我无间，人我感

通，能保是心，识取自性，推扩出去，即可天地

变化草木蕃，即是成己成物；而以物为外，向外

寻求，便会私吝蔽塞，便是戕贼自性，陷于

不仁。

马一浮指出，时人所谓追求真理，只是徇物

外求，不知认取自己本具义理，只能南辕北辙、

愈趋愈远，正是犯了舍本逐末的为学之病：“今

人所谓探求真理，全是向外寻求，如此求真理不

到，即有所得，亦不真实。中土圣贤所谓性，即

今所谓真理。此乃人人本具，最为切近简易，反

身而求，当下即是。今之人驰心务外，正是舍本

逐末、舍近求远，可谓枉费工夫。”⑤

据乌以风所记 《问学私记》，马一浮在复性

书院讲学时，时人或有以其专讲心性义理之学为

空虚，建议书院培养实用人才。一日，马一浮问

某君，若书院培育出一管仲如何？来人惊起说，

诚了不得。马一浮却说，他宁愿书院出一周公，

不愿书院出一管仲，管仲之功，诚不可没，但不

如周公是王佐之器，因为他认为，“心性义理本

是切实，而人以为空虚，事功本是虚幻，而人以

为真实，正是颠倒见”。他接着指出： “义理是

本，事功是迹，义理是体，事功是用。迹自本

出，用由体发，未有无本之迹，亦未有无体之

用。时人专尚事功，而不知讲求义理，正是不揣

其本而齐其末。”⑥舍本逐末，只会劳而无功，适

得其反。

舍本逐末的为学方式，即是离体而求用，马

一浮称之为 “无体之学”： “有体必有用，体用

不可分。无体之用，不成其用，用是体之自然发

用流行处。故欲求其用，必先明其体，古人所谓

无头的学问，正是无体之学。”⑦对于时人经常说

起的学以致用，他认为：“所谓学以致用者，乃

自然之效。学养有素，则事至物来，自有一个当

然之则，不待安排。所谓举而措之谓之事业也。

如著意用上，则不免鹜外。计较之心生，必堕入

功利去矣。” “学者大病，只是学来要用。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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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②④　 《马一浮集》第 １册，第 ５５页；第 １１１页；第
５６、１０９～１１０页。

参见 《康熙字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３６６
页 “徇”字释，第５８０页 “殉”字释。

⑥⑦　 《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１５２页；第１１８１页；第
１１５３页。



马一浮 “为学之方”抉微

只在用上，末梢便流入功利去。伊川临终之言，

警切极矣。按伊川临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

学，正今日要用。伊川曰：道著用，便不是。”①

马一浮强调的是，如果着意追求学有所用，就不

免会生起功利之心，鹜外驰求，流而不返。不能

明体，焉能达用？欲言致用，先须明体。那么，

究竟 “本”在何处？什么是 “体”？他认为

“体”即自心本具之义理；明 “体”即当求之六

艺。这样，马一浮就又回到了他所倡导的正确的

为学方式：笃行践履，识取自性。

马一浮曾做过一首 《遣暑拟寒山诗》： “静

者心多妙，天高气自清。众生甘扰攘，日用是无

明。何日见心源，方知是出樊。向来无受用，只

是逐名言。”② 这首诗认为一般的众生，日用之

间只是蔽于无明，扰攘终日；而众多的学人，由

于只是逐取名言，也毫无受用可言；心乱气昏，

如处牢笼一般。怎样才能静妙气清，出离樊笼

呢？只有含蓄内敛、舍末从本、彻悟心源。不知

返本求源，认取自心所具之义理，就会向外驰

求，即便条分缕析，也只能得些一曲之见；而中

土义理之学，恰与此相反，先儒临机施设，皆是

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不知返本溯源，

往往就会执取门户之见，囿于一家之言；一旦彻

明心源，就能于差别中见不别，于变化中见不

变，所谓 “盖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

即异”③。在马一浮那里，程朱陆王，并皆见性，

儒佛禅道，总是闲名。

四、结　　语

马一浮在乐山复性书院时，为书院拟了两幅

对联。第一幅是：“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化

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二幅是：“不出门户，

周知天下；直接孔孟，羽翼六经。”④这两幅对联

鲜明地展现了马一浮的为学宗旨和方法，表达了

对古来治学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确实，从先秦孔孟至濂洛关闽以迄清初诸

儒，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治学传统：自孔子始，孟

子主求放心，周敦颐主无欲，程颢主识仁，程颐

主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张载主变化气质，

谢良佐主去矜，杨时主体验未发，朱子主格物致

知，陆象山主先立乎其大，至明代陈献章之 “静

中养出端倪”，湛若水之 “随处体认天理”，王

阳明之 “致良知”与 “知行合一”等等，都不

主张从事茫茫荡荡的悬空思索，而是反躬自省，

切实践履，做得一分功夫，自有一分效验。马一

浮是自觉继承这一为学传统的，我们看到，在这

一传统中，马一浮读书穷理、参禅看教，融会义

学阐释儒家经典，使儒佛水乳交融，把儒家义理

阐发得淋漓尽致，缜密精到，把这一学术传统推

到了极致。

那么，这一传统是否为治国学的唯一传统

呢？即便是在这一传统内，是否只有马一浮指示

的这一条为学道路呢？熊十力所开创的现代儒学

哲学化的诠释路径是被晚年梁漱溟和马一浮一致

否定了的⑤，而这一路径恰恰广被学林，值得我

们深入体会和研讨；梁漱溟一生力行其仁，即用

会体，这条路径也是值得赞叹的；尚有创办民生

航运的卢作孚，默而识之，发诸事业，也让人钦

佩不已。钱穆更是质疑儒家道统，认为固守这一

道统会导致儒学门户太窄，他经常引用一段故

事：邵雍临终，伊川与之永诀，雍举两手示伊

川，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

况能使人行。”⑥ 现代高僧太虚的人生佛教理论

就为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化开辟了一条路径，可做

钱穆注脚。

其实，怎样看待马一浮是我们的事情，马一

浮自是马一浮：“白云生岭上，去住本无身。但

可自怡悦，何堪说似人。须臾千劫幻，溟海一窗

尘。消散归何处，晴天转日轮。”⑦ 总之，无论

如何，马一浮的为学之方给我们最低限度的启示

应该是：要敬畏圣贤之言。或者说：要读书。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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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⑥

⑦

③　 《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６７２页；第１３３页。
④　 《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３１０页；第１１８３页。
详见 《梁漱溟全集》第７卷 “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

以及系列回忆熊十力文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马一浮态度，见 《马一浮集》第２册第７０４页复梁漱溟信函。

详见钱穆 《新亚遗铎》“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一文及

系列文章，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
《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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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 “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

———解读冯友兰先生的 “贞元六书”

沈素珍　钱耕森

【摘要】冯友兰先生从 “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 “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

理学，创新出 “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 “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 “自然”、“功利”、

“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 “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

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 “新理学”的

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 “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 “新理学”

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 “为万世开太平”。

【关键词】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２０－０５

　　当冯先生写完并出版了两卷本 《中国哲学

史》之后，已以哲学史家名于世了。他并不满足

于只做一名哲学史家，而追求还能成为一名哲学

家。尽管哲学创造总是离不开哲学史的资料，但

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是有所区别的。他说

道：“在我的 《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

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 “哲学史

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

么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

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的，总要以前人怎么

说的为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①这二者的区

别，随后冯先生概括为 “照着讲”和 “接着讲”

两种不同的讲法。

冯先生所创建的哲学体系为什么是 “新理

学”的哲学体系，而不是 “新心学”以及别的

呢？这，决非出自偶然，而是由于他对哲学史上

的理性主义情有独钟，因而他才选定了理学流

派。他在撰写 《新理学》一书的前夕，曾对张

岱年先生明确说道：“不论中国和西方，在历史

上占正统地位的哲学思想都是理性主义。”②这意

味着，冯先生决定 “接着”理性主义传统 “讲”

出 “新理学”，并寄厚望于自己所创造的 “新理

学”，也能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正统的哲学思想

之一，以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贡献于社会和人

生。冯先生为创造哲学体系，撰写了 “贞元六

书”。

《新理学》是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

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全面讲到了自然、社会

和人的问题，但重点却讲了自然的问题，构建了

“新理学”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成为六本书的

“总纲”，并因而命名自己的哲学体系为 “新理

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在 《新理学》一书中，

不是 “照着讲”，而是 “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

传统 “讲”，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法，来分析中

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进而演绎成一个崭新的理学

体系。他在书中提出 “理”、“气”、“道体”和

“大全”四个主要观念。这四个主要观念是从四

组主要命题推出来的，而不是四组主要命题从四

个主要观念推出来的。

“在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系统中，第一组主

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

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

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底

话说：‘有物必有则。’”冯先生这里所谓的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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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沈素珍 （１９５３－），女，上海人，（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与中国传统
文化。

钱耕森 （１９３３－），男，浙江杭州人，（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黄山文化书院院长，主要研究中
国哲学与文化。

① 《三松堂全集》第１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版，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８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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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以及 “则”就是

指 “理”而言的。这 “理”，就是一事物之所以

成为一事物的内在根据。它先于事物而存在，是

先验的。所谓 “理”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来的。

“第二组主要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

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以

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话说：‘有理必

有气。’”冯先生这里所谓 “能存在底事物必都

有其所以存在者”就是指 “气”而言的。这

“气”，是事物的外在形式，即质料。但它不是

具体的、相对的质料 （如砖、瓦等），而是抽象

的、绝对的质料。它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

物质基础。所谓 “气”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

来的。

“第三组主要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

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

理或某理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

体。一切流行涵蕴动。一切流行所涵蕴底动，谓

之乾元。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话说：‘无极而

太极。’又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冯先生

这里所谓 “道体”就是指 “总所有底流行”而

言的。事物是既依照其理，又依据其气，在运动

中相结合而产生。总所有的运动过程就是 “道

体”。换言之， “道体”就是 “总所有底流行”。

所谓 “道体”的观念就是如此推出来的。

“第四组主要命题是：总一切底有，谓之大

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

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冯先生这里所

谓的 “大全”，是 “总一切底有”，是至大无外

的，即宇宙，它涵盖了一切 “理”和一切 “事

物”。所谓 “大全”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来的。

“以上四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亦可以说

是形式命题。此四组形式命题，予人以四个形式

底观念，即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

大全之观念。新理学认为，真正底形而上学任

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

念。”① 冯先生并认为，哲学之所以能起到提高

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就靠了这四个基本概念。

“哲学的作用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这四个基本概念也就够了。”②

本文限于篇幅，仅以 “理”与 “气”为例

进行初步解读。程朱理学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

一个是形而上的 “理世界”，一个是形而下的

“器世界”。冯先生则把 “理世界”转换为 “真

际”，把 “器世界”转换为 “实际”。他认为

“真际”比 “实际”“更广阔”。因为，可能 “真

际”中有某理而 “实际”中尚无此事物，而不

可能 “实际”中有某事物而 “真际”中尚无此

理。他又认为 “真际”比 “实际”“更为根本”。

因为，必须先有理，然后才有事物。冯先生为此

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必须先有飞机之理，然

后才有飞机。”冯先生并认为 “真际”中所包括

的 “理”，是 “万理俱备”，是完全无缺的。因

为， “理”是无始无终的，如果有新加入的

“理”，那些 “理”就是有始的了。冯先生表明，

有关这些论述，程朱理学并非没有讲过，但只不

过他们有时讲得不够明确，而 《新理学》则把

它明确起来③。

同时，程朱理学把 “气”分为 “清”与

“浊”两种。《新理学》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

如果这样说，“气”就成了一种具体的东西，而

不是 “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④。

冯先生说道：“在我们的系统中，气完全是一逻

辑底观念。”“并不等于说它完全是主观的东西，

观念，即现在常用的概念一词。它既不是理，不

属于真际；也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东西，不属于实

际。虽不属于实际，但为任何实际中的东西所依

据，所以是 ‘绝对的料’，它有似于道家所说的

‘道’。道家所说的 ‘道’的特点，是 ‘无名’；

所谓 ‘无名’，就是说它不能有任何的性。’”⑤

这 “绝对的的料，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不可思

议”⑥，“这就使 ‘气’更加抽象了”⑦。

《新理学》所讨论的 “理”与 “事”的关系

问题，其实就是 “共相”与 “殊相”、 “一般”

与 “特殊”的关系问题。冯先生认为：“这是一

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新旧理学的 ‘理在事

先’、 ‘理在事上’的主张，是使它们成为客观

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因。”⑧他又说道：“‘新理学’

虽不是临摹柏拉图和朱熹，却也犯了他们的错

误；那就是 ‘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现在我

开始认识到，‘理在事中’是正确的。”⑨

张岱年先生评价道：冯先生的 “《新理学》

可以说意在将中国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综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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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参看 《三松堂全集》第５卷，第１２７－１３２页。
③④⑦⑧⑨　 《三松堂全集》第１卷，第２３０页；第２１２

－２１３页；第２１３页；第２１３页；第２１３－２１４页；第２３５页。
⑥　 《三松堂全集》，第１０卷，第６２６页；第６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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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是冯先生新理学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新理

学是柏拉图主义、近代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的一

种综合”①， “惟有冯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

‘中’ ‘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

合”②。

冯先生的 《新理学》这本书，“虽 ‘不着实

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

论，不无关系”③。诚然，从表面上看 《新理学》

所着重讨论的 “共相”和 “殊相”、 “一般”和

“特殊”的区别和联系的关系问题，似乎脱离实

际，没有实用价值，其实是大有实际的用处。

《新理学》一书写成后， “事变益亟，因另写一

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 《新事

论》”④。

《新事论》是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

二本书，又名 《中国到自由之路》。 《新事论》

便是 《新理学》的一个例证，是六书中的社会

观。它根据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类型

是 “共相”，而各民族特性是 “殊相”，每一个

国家均可由某一类型转化为另一类型，这就是

“共相”寓于 “殊相”之中。就当代中国而言，

他以自己创造的两个名词来表达，当务之急是从

“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向 “以社会为本位的社

会”转变，转变的关键则是实行产业革命，实行

工业化，这就是 “中国到自由之路”。

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三本书名

《新世训》，是关于青年修养方面的书。书中主

要选择了中国传统生活方法和道德修养中具有普

遍意义的内容加以现代意义的阐述。当时，冯先

生这样想的，这一类的文章，在旧时应该称 “家

训”。不过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读者的范

围扩大了，所以应该称为 “世训”。后来他回忆

说：“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

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

中的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

的了。”⑤

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四本书名

《新原人》，是关于人生哲学的书。他认为人对

宇宙人生的不同程度的觉解构成不同的人生境

界。大致说来，有四种境界。第一种是 “自然境

界”，即一切顺从本性或习惯，对宇宙人生毫无

觉解。第二种是 “功利境界”，即为私、为个人

的利益而生活。这两种境界，是自然赐予的。第

三种是 “道德境界”，即为公、为社会的利益而

生活。第四种是 “天地境界”，即觉解宇宙、

“真际”，彻底了解人生的意义，为宇宙的利益

而生活，以至与宇宙合一，达到 “极高明而道中

庸”的理想境界。这两种境界是人的精神的创

造。通过哲学可以达到这两种境界，因为哲学的

功用在于能提高人的觉解。哲学能培养人提高其

精神境界，乃是冯先生终其一生的独特的洞见。

因此，我一直认为冯先生这本书，实为 “六书”

中的 “核心”。冯先生这本 “核心”式的书尤其

是其中的 “四境界”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五本书名

《新原道》，是关于哲学史观的书。其副标题为

《中国哲学之精神》。它的主旨则是 “述中国哲

学主流之进展，批判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

哲学史中之地位”， “故此书非惟为 《新理学》

之羽翼，亦旧作 《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⑥。

冯先生为 “贞元六书”写的第六本书名

《新知言》，是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它总结中

西哲学史经验，强调哲学方法应是说某物是什么

的 “正方法”与不说某物是什么，而只说它不

是什么的 “烘云托月”的 “负方法”的结合。

张岱年先生评价说道：“这个 ‘新理学’体

系的核心观念，简单说来有二：一是 ‘两个世

界’，二是 ‘四个境界’。《新理学》的中心观点

是两个世界的学说，《新原人》的中心观点是四

个境界的学说。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⑦

冯先生 “贞元六书”所构建的哲学体系，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是 “新理学”的

哲学体系，还是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的哲学

体系？本文在上面已明确提出 《新原人》一书，

应成为冯先生 “新理学”哲学体系 “六书”中

的 “核心”。由于 《新原人》一书在冯先生 “六

书”中具有如此独特的地位，以及冯先生在

“六书”中，乃至在他的全部学说中，一以贯之

以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

用、目的与意义的卓识，促使我对冯先生哲学体

系的称谓，有了不同于冯先生本人和一般论者的

２２１

①

③

⑤
⑥

②⑦　 《张岱年全集》第８卷，第５５７页；第４６９页；第
４６７页。

④　 《三松堂全集》第４卷，第３页；第１９７页；第２２１
页。

《三松堂全集》第１卷，２２１页。
《三松堂全集》第５卷，第３页。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 “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

思考。这个意见就是我于十多年前的 １９９５年 １
月所提出的见解：

先生作为哲学家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究竟是

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无论是他本人的主张，还

是大家的评价都公认是 “新理学”的体系。我

也赞同这种流行的看法。除此以外，我个人以为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或层面去探讨，则先生的哲学

体系或者先生哲学体系的核心，似乎更宜是 “人

生哲学”。这乃是因为先生把 “人生哲学”作为

自己体系的出发点。这可以他早期所撰写的博士

论文 《人生理想之比较》（原名 《天人损益论》）

以及早期所撰写的教科书 《人生哲学》为代表，

前者出版于１９２４年，后者出版于１９２６年。先生
又把 “人生哲学”作为自己体系的巅峰，这可

以他的 “贞元六书”中的 《新原人》（１９３４年出
版）一书所提出的著名的 “自然境界”、 “功利

境界”、“道德境界”和 “天地境界”的四种境

界说为代表。先生还把 “人生哲学”作为自己

体系的归结或终结，这可以其晚年所著 《中国哲

学史新编》第一册 （１９８０年修订本）中的长篇
《序言》为代表，这篇 《序言》明白无误地重申

了他早年的观点：哲学的功能与作用，或哲学的

目的和意义，即在于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并

且，从先生的全部著作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所写的有关 “人生哲学”的论著是很多的。

由上述可见，先生的哲学体系诚可谓 “人生哲学

的体系”。

至于 《新理学》，则是 “人生哲学”的形上

理论或理论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

说先生的 “人生哲学体系”乃是 “新理学的人

生哲学体系”。

因此，先生早年就曾遗憾地表示过：他的

《人生哲学》一书在学术上的价值未能受到应有

的重视是个不幸。这里，我想借用先生的这一句

语重心长的话，更遗憾地说，先生整个 “人生哲

学”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直未能受到应

有的重视，更是个不幸！①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河南郑州和开封举行 “冯

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

一次我和蔡仲德先生谈到冯先生的哲学体系的称

谓问题时，他对我的提法予以肯定，他说：“你

的提法，我注意到了，也有道理，可以和冯先生

自己的提法并存。”李泽厚先生在美国看到我的

提法后，来函表示赞成我的提法，并说他本人在

海外也写过文章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样我们不约

而同就有了共识。随着对冯学的研究不断深入，

共识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对冯先生的 《新原

人》一书及其人生四种境界说和哲学可以提高人

的精神境界说，现已成为研究冯学的热点话题之

一。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冯先生在天之英灵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是冯先生从中国先哲中得到的

智慧和力量，并成为他著书立说、创造新儒学之

动力和源泉，以及毕其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的人生

理想和最高的精神境界。其心路历程如下：

第一，早在１９３３年６月，他为 《中国哲学

史》下卷所写的 《自序》 （一）就沉痛地说道：

“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

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

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

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

必无错误者，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

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

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

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

欤？是所望也。”②

第二，冯先生六十多年的老友、著名的经济

学家陈岱荪１９３７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曾亲耳听冯
先生解说他之所以计划写 “贞元六书”之宗旨，

也就是为了 “为万世开太平”。陈先生回忆道：

“当时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六本书。在长沙

宿室里，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他的想法，那便是后

来写在 《新原人》自序的一段话：‘“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 《新理学》、

《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当时

我感到很大的震动，我觉得我们的身上都沸腾着

中国人的热血！”于是，陈先生高度评价说：

“芝生先生不只是大学问家、哲学家、哲学史家、

教育家，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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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拙作：《难忘的怀念———忆先师冯友兰先生》，《冯友兰

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６６～３６７页。

《三松堂全集》第３卷，第３～４页。
《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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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在撰写 “贞元六书”和创建 “新理学”

哲学体系之初，就毅然决然地立志要追随我国的

一切先哲，以他们著书立说之远大宗旨为自己著

书立说之宏愿，这种崇高的精神诚然十分感人！

第三，１９４０年，冯先生在 《新事论》的结

束语里，满怀信心地写道： “真正底 ‘中国人’

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 ‘中国人’将

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

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

丝毫怀疑底。”① 冯先生的这番话真是字字珠玑，

掷地有声。

第四，同一年冯先生在 《新世训》的 《自

序》里说道：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

以来，已写三书。曰 《新理学》，讲纯粹哲学。

曰 《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 《新世训》，

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合名曰 《贞元三

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民族复兴之际，

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

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

砖一石欤？”②

第五，１９４２年 ３月，冯先生为 《新原人》

撰写 《自序》郑重地再次申言他是为了迎接中

华民族的复兴的到来，也为了 “为万世开太平”

而著书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

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

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

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

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

能之，愿学焉。此 《新理学》、《新事论》、《新

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 《新理

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

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

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

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

‘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③冯

先生为了 “以志艰危，且鸣盛世”，为了 “我国

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而 “尽所欲言”，

意味着他在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

而不断著书立说，由 “贞元三书”增为 “贞元

四书”，最终增到 “贞元六书”之多。

所谓 “贞元之际所著书”的 “贞元之际”，

源于 《周易》乾卦卦辞所说： “乾，元、亨、

利、贞。”其中的元、亨、利、贞，代表春、夏、

秋、冬四季。四季乃是周而复始的。贞下起元，

就意味着严冬即将过去，春天行将莅临。其时正

处于抗日战争之时，既然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

时，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时，即旧时代的

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抗战胜利之后的中

国将转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一个新

纪元。冯先生说道：“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

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 ‘南渡’

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 ‘贞下起元’，这

个时期就叫 ‘贞元之际’。”④ 冯先生当时所写的

六本书就叫 “贞元之际所著书”，简而言之叫

“贞元六书”。

第六，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９５岁高龄
的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写毕七卷本 《中国哲学史新

编》 （修订本）最后一卷时，他在全书 《总结》

的最后一句话，再一次引证了张载那著名的 “横

渠四句”——— “乱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加上四

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⑤ 他对 “横渠四句”可谓信守终身，壮

心不已。

诚然，冯先生的 “贞元六书”及其 “新理

学”的哲学体系， “有不必无错误者”，但其浓

浓的爱国主义情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历史

使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人格理想和人生

境界，则是感人至真至切，发人深省不已。同

时，冯先生所创新的体系，融贯中西、通释今

古，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在

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对今后中国传统

哲学现代化，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构建和谐社会

与和谐世界，都不无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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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②③　 《三松堂全集》第４卷，第３３３页；第３３７页；第
４６３页。

《三松堂全集》第１卷，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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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范式与中国现代时期的因明研究

曾昭式

【摘要】因明是印度佛教五明之一，因明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汉传和藏传因明，中国现代时期的汉传因明研究以

西方传统逻辑作为参照系，这种因明研究范式影响至今。依照文明平等原则，因明研究应该回到印度文化中，因明是

佛教哲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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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因明在中国的研究有两个高峰时期。第
一时期为唐代，以玄奘及其弟子窥基为代表，研

究特点是翻译、注疏和义理研究，代表著作为玄

奘翻译的陈那 《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羝罗主

《因明入正理论》，以及玄奘弟子窥基写的 《因

明入正理论疏》等。第二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有

一种研究特色是以形式逻辑作为参照系重新解读

如上几本著作。中国现代出现这一研究特色，与

逻辑东渐有关。如何深化因明研究，已是当今中

国逻辑史界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因明研究应把

因明置于佛教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探究因明所

特有的系统。

一、在逻辑范式下的中国

现代时期因明研究

因明在中国现代时期的复兴研究与佛学的复

兴研究息息相关，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对佛教研

究者，但佛学的真正复兴研究还是肇始于杨文会

从日本收集我国隋、唐时的佛学著疏达三百多

种，创立金陵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 “祗洹精

舍”，传授佛学、因明以后的事。梁启超这样评

价：“文会深通 ‘法相’、 ‘华严’两宗，而以

‘净土’教学者。学者渐进信之。谭嗣同从之游

一年，本其所得以著 《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

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

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

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

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

信仰者率皈依文会。”①中国学者对因明的研究自

唐玄奘几十年后似乎销声匿迹。中国现代时期逻

辑东渐后，出现因明的复兴研究，这种研究的主

流是借西方逻辑理论寻找因明的逻辑，出现一批

因明逻辑方面的论文、著作，并在一些教材里也

涉及此类内容。主要著作有欧阳竞无 《因明正理

门论叙》、太虚大师 《因明概论》、谢无量 《佛

学大纲》、吕澄 《因明纲要》、陈望道 《因明

学》、虞愚 《因明学》、陈大齐 《因明大疏蠡

测》、许地山 《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

明》等等。在此仅举几部著作以说明他们如何用

逻辑范式来研究因明。

谢蒙先生在 《佛学大纲》里，怀疑亚里士

多德是否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是亚历山大

的老师，他于亚历山大征印度后三年死。谢蒙认

为：“有体论式，同喻为大前提，无体论式，异

喻为大前提。有体论式，为三段论法之第一格，

无体论式，为第二格。” “三段论法，所谓质之

分类，仅就其形式分肯定否定，而不问其内容意

义之如何，三支论法，则有形式与内容之区别，

分有体无体，故质有四种，命题之总数有八种，

然因明学之论式，直完然有论理学之规模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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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９页。
② 谢蒙：《佛学大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１年，第７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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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认为： “逻辑……不论为何事物，
皆取之规定入吾人之思想轨则中者也。略同于因

明论中自悟之比量，与因明目的在立言悟他，故

注重发明立言所据之因者不同。”①

吕澄 １９２０年代就有 《因明纲要》等著作，

他在１９６０年代佛学班讲 《因明入正理论》时又

强调：“三支格式很像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不过

次第不同。”②

陈望道１９３０年出版讲稿 《因明学》，后出版

更名为 《因明学概略》，认为因明学即东方的逻

辑学，其三支作法与三段论不同仅在于三段论是

演绎，三支作法不仅是演绎，“喻依是涉及逻辑

上归纳的范围的”， “全分就是逻辑上的所谓全

称，一分就是逻辑上的所谓特称”③。

陈大齐在其１９３８年出版的 《因明大疏蠡测》

序中认为，他在研习逻辑时， “间亦旁准逻辑，

期得正解，以释其疑……因明逻辑，二本同理，

趋向有别，进展随意。逻辑详密，因明弗如”，

也认为其三支作法与三段论形式相同，不同在于

“逻辑三段论法，纯粹演绎，不摄余事，因明三

支作法，于演绎中兼寓归纳”。三段论的四个格，

因明只有第一格，第一格的六个式，因明只有第

一式，因明的判断也只有全称。“逻辑推理立有

四格，一正三变，同为正量。因明同喻，因先宗

后，不得倒合，因第一相，遍是宗法，不有有

法。故因明量，俱属正格，余三变格，不顺因

喻。逻辑正格，摄有六式，曰ＡＡＡ，曰ＡＡＩ，曰
ＡＩＩ，曰ＥＡＥ，曰 ＥＡＯ，曰 ＥＩＯ。因明所许，应
唯第一。…… 因明判断，应 唯 全 称，不 有

特称。”④

虞愚１９３６年出版 《因明学》作为中华大学

用书。《因明学》的重点也是作比较研究，既明

确了二者之同，又区别了二者之异。他认为二者

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是以形式逻

辑为参照系而进行区分的。“因明三支式与三段

论法同为三部组成。惟其秩序有所不同。形式论

理学之三段论法，先示大前提，次示小前提，后

示断案。因明三支式，先示立论宗旨，……相当

断案。次示立论所依据之因，……相当小前提。

后举譬喻，……以证宗，相当于大前提也。……

喻体类似形式论理学之大前提，喻依则具有归纳

中个个事物中的一个之意味也。”⑤

当时还有学者专门写著作进行这种比较，如

龚家骅的 《逻辑与因明》认为： “形式上相同

者：一为命题三部分，与宗中三分相似。二为混

成假言论式，与三支简言相似等是也。形式上相

异者：一为论式上排列命题次第之差异。二为规

则上之差异等是也。性质上相同者：一为思考原

理，与因中三项相似。二为概念之内包外延，与

因明之量相似。三为四种对当与九句因相似。四

为带证体论式与三支作法相似。五为归纳推理之

原则与因之三相九句相似。六为归纳法研究法与

三支作法之由喻立因由因立宗相似。七为辩证法

与比量相似等是也。性质上相异者，为本质上之

差异，即哲学与佛学之差异是也。效用上相同

者：一为逻辑为科学之科学，与因明为论中之论

相似。二为逻辑之真伪两方面，与因明之真似两

方面相似是也。效用上的相异者，谓逻辑论式之

宜于推理，与因明论式之宜于论证是也。”⑥

当时的逻辑学教材里也有因明的内容。王章

焕的 《论理学大全》是１９３０年代初的教材之一，
教材的主要内容是形式逻辑思想，如概念、命

题、推理等理论，同时也以因明与辩学两编作为

附论。因明编的内容包括绪论、因明之沿革、古

因明、新因明。他在书中写到：

此既改五分为三分，其第三分之 “喻”冠

以 “诸”字，即所以示夫全称之命题也。今更

以记号示其形式，并比较与论理学上推理式

如左：

（一）宗———甲是乙———断论

（二）因———为丙故———小前提

（三）喻———诸丙如乙如子———大前提 （有

例，此例稍带归纳法意）。

他还把因明的 “表诠”、“遮诠”、“全分”、“一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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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因明概论》，武昌：正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第
５３４－５３５页。

吕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２０７页。

陈望道：《因明学概略》，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第２６页、第３５页。

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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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愚：《因明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６－
２８页。

龚家骅：《逻辑与因明》，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５年，第
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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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逻辑学的肯定、否定、全称、特称命题做

类比，“所谓表诠者，即普通论理学上所称之肯

定，而遮诠则为否定。所谓全分者，亦即普通论

理学上所称之全称，而一分则特称”①。

中国现代时期出现因明的复兴研究，正如墨

家辩学复兴研究一样，都与逻辑东渐有关；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附会研究，也与墨家辩学复兴研究

的原因一致。这种原因笔者的 《普通逻辑视野下

墨辩逻辑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哲学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一文有详细论述，用梁启超的
话说是：“举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学，而强缘饰之，

以为吾古人所尝有，此重诬古人，而奖励国民之

自欺也。……故今者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

其非无用之业也明矣。”② 这一研究的导火线是

孙诒让给梁启超的一封信，孙诒让对墨学训诂的

目的是因为墨学不好读，为了让后来者好读，打

破秦汉以降，除韩愈外墨子无人问津的局面，以

便复兴墨学研究。信中说 《墨经》“必有微言大

例，如欧士亚里大德勒 （亚里士多德———引者

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

者”③。这封信形成了形式逻辑语境下的墨家辩

学、因明研究的范式 （当然没有这封信，梁启超

或其他学者也会进行这种研究，这是早晚的事，

因为它是国人对西学的观念与逻辑学传入中国后

的必然结果），当然也 “发出觉世救人的大悲宏

愿了”④。

二、藏传因明：另一种研究范式

我国现代时期这样理解因明，但当时印度的

因明教科书则不是这样。杨国宾翻译的阿特里雅

《印度论理学纲要》是当时印度大学预科逻辑课

本，其目录为：知识、知识的来源、因果、感觉

量、推理量、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正确原因的

主要性质、谬误推理、比喻量、圣教量、非正确

知识、观点说与或然说。其中所谈的三种推理

“求因推理、求果推理、平等推理”都以观察为

主，认为圣教量 “圣教不仅是包含所谓神说的圣

典，且包含通晓真理传说正确的世人所给的陈

说”⑤。这与我国藏传因明理论更为接近。

藏传因明自传播到我国藏区始，一直没有中

断，并得以传承和发展。从传播看，克珠杰的

《因明七论除暗庄严论》为各大寺院习因明者必

读书，根敦朱巴的 《释量论庄严论》至今仍为

西藏各大寺院学习因明的必备要论，赛·阿旺扎

西的 《量论要义根本释智者颈饰》为格鲁派各

大寺院必读书。

杨化群先生的 《藏族学者的因明著作初探》

一文，从藏文文献中整理出５５部。这些著作与
汉传因明不同在于：其一，学习方法是在法苑作

面对面的集体辩论；其二，概念是展开因明辩论

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其三，因明立论式部分，从

性质上把 “因”分为果因、自性因、未缘到因，

以及分别阐述正确因明论式的各种必要条件；其

四，应成论式主要在宗因上，带辩驳性质的论

式；其五，离不开认识的因素，从现实生活中去

探讨玄妙的真谛⑥。

剧宗林在概述藏传佛教因明史的基础上，总

结藏传佛教因明的特点有四：其一，主要传承法

称因明学说；其二，创建 “堆札”式学习方法，

“堆扎”藏文为 ｂｓｄｕｓｇｒｖａ，其中 “ｂｓｄｕｓ”意为
“包摄”， “ｇｒｖａ”原义为 “场所”，即 “包摄学

处”，它是 “用辩论的方式阐明所包摄的量论中

的一些术语的教科书”的简称，传统意译为

“摄义辩论”或 “量论摄义祛蔽论”；其三，确

立并发展了 “应成论式”，特指 “应成过失论

式”，是辩论中的一种归谬法；其四，重新组织

量论系统，藏人组织的量论系统是把量论分为

“智理论”和 “因理论”两种，前者专讲佛教认

识论，后者讲逻辑推理的正似问题⑦。

祁顺来是能够代表藏语言文化中研究藏传因

明特点的学者，其 《藏传因明学通论》包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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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化群： 《藏传因明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３７页。
剧宗林： 《藏传佛教因明史略》，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年，第７５－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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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产生与发展、摄类学、量学认识论、因明推

理论、为他比量五部分。除第一部分史的论述

外，他所理解的藏传因明学与逻辑内容明显不

同①。他认为：摄类学将量学的理论分为三大部

分论述，第一部分是为初学者入门而设的小理

路，第二部分扩展小理路量理知识，为中根智而

设中理路，第三部分是为高智力者所设的大理

路。各理路所设品目不一，但都以驳他宗、立自

宗和断除诤论 （破除他人疑惑、消除诤论）三

种形式进行论述。因明推理论包括为自比量、正

因 （果因、自性因、不可得因）、宗因喻的功能

与过失 （似因、不成因、不定因、相违因）。祁

先生认为，藏传因明将 《集量论》、 《释量论》

中之推理思想提炼、归纳、完善成因明专著 《因

正理论》，其内容有自己特色，如藏传因明推论

式是以 “因三相”原理进行推理的一种二支推

论式。二支推论式包括二支合因式和二支应成

式，二支合因式与三段论的不同为：一是二支合

因式首先立宗，后列论据，立宗命题必须是疑惑

的判断；二是三段论无法产生诤事有法上的错

误；三是因明论式在 “有无式”果因和不可得

因论式中，其因支和所立法之间是因果或矛盾关

系，它们的逻辑结构多与三段论公理不符；四是

三段论的第一格和第二格与因三相推理中的后遍

判断作为大前提和遣遍判断作为大前提时是一致

的。为他比量是因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

传因明的核心内容。藏传因明把为他比量也称为

推论语，具有四个方面特征：第一具有能生因，

首先必须由量识认定推论语所示义，此量识必须

先行，此为能生推论语之因；第二具有所诠，所

立论式必须具足因之三相，三相便是推论语所诠

义；第三具有有体性，在声 （表述语言）、识

（思维）、义 （所表意思）三方必须远离过失；

第四具有功能，要有正确表述远离短缺和多余过

失的因三相。

藏区学者所理解的因明，不仅包括的内容宽

泛，重要的是一直按照因明传播来的理路不间断

地发展着，成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传

因明不同，汉传因明是伴随佛教的传播与研究而

生的，但是因明的命运并不与佛教的发展同步。

佛教在儒道思想的包容与拒斥中，融入中国文化

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佛教宗派。“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

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

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

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纯粹之中国佛教也。”②

因明在唐玄奘时期繁荣几十年后便沉寂了，因为

它本身并不是中国文化所需的。“法相之学至护

法而详密，论理之法至陈那而精审。玄奘入印，

恰在其后，故唯识、因明由之大弘”， “至若奘

师开法相唯识、俱舍、因明之学，其弟子之以义

学称者，指不甚屈。……窥基、神泰、顺憬，又

以因明见称”③。

至于中国文化为什么不需因明，还得从方法

学 （方法学并不仅仅是逻辑）看。中国文化一

直不太关注方法学，即便是先秦时期的儒、道也

不对论辩感兴趣。韩愈 《读墨子》有一段话很

能说明问题：“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

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

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

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

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

讥祭如不祭者，曰 ‘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

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

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

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

墨。”④ “孔子必用墨子”并非用墨子的辩学，墨

学的中绝，“余以为辩生于末学”。这也是秦汉

以降，墨学中绝的原因之一，所以印度传播佛学

者要跟着中国思想走，而中国佛学者 （如德清）

大多精通中国思想 （没有墨学），他们的精力不

会花在 “末学”上。同时，因明要想在中国文

化生根，它也没有可资比较的对象，如果历史不

抛弃墨学，也许因明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

也不是这样的特征了。佛教可以有中国的佛教，

因明永远不是中国的因明，因为中国文化可以抛

弃墨家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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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祁顺来：《藏传因明学通论》，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４９－３９７页。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绪言。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１６页。
《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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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佛教哲学方法论的因明研究

我们说逻辑是古希腊哲学的方法论，中国哲

学、印度哲学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因明就是佛教

哲学方法论。因而，研究因明就要回到印度文化

中，作为佛教哲学方法论开展因明的研究。

１．因明是佛教哲学的方法论。视因明为佛
教哲学的方法论，是因为因明的产生就承担着佛

教方法论角色。因明最早不是产生于佛教。至于

如何产生的，郑伟宏在其著作 《汉传佛教因明研

究》中专门作过考证。佛教五明包括：声明、工

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因”是原因、理

由，“明”知识，“因明”也就是寻找理由的知

识。“因明”是佛教五明之一，主要是为佛教理

论辩护和对 “外道”批评的工具。

因明古、新之分是以陈那的因明理论为界

线，此前称古因明，代表特征是五支论式，新因

明为三支论式。释水月 《古因明要解》一书对

古因明著作的内容做了介绍，包括方便心论要

解、瑜珈论因明要解、集论因明要解、如实论要

解。他认为古因明 “有不可动摇探求正理的力

用”，这种力用表现在 《方便心论》讲 “若能解

此论，则达诸论法”， 《瑜珈师地论》讲 “谓于

观察义中，诸所有事”， 《阿毗答磨集论》讲

“谓能解释诸经宗要”，《如实论》讲 “成就道理

者，如五分言成就义”①。这是古因明的内容。

新因明著作 《因明正理门论》是 “为欲简持能

立、能破义中真实”，是 “为开智人慧毒药，启

斯妙义 《正理门》。诸有外量所迷者，令越邪途

契真义”②。《因明正理门论》非常明确地说明了

因明的方法论意义即 “诸有外量所迷者，令越邪

途契真义”。由此可知，古、新因明都是为内明

服务的，是阐释佛理的工具。

２．因明不是 “空架子”。作为佛教哲学方法

论意义下的因明究竟是什么？是逻辑学还是解释

佛教义理的方法学？进一步讲这种方法学的内容

又是什么？作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三段论与印度

文化背景下的因明中的三支论式是否一致？这使

我们想起金岳霖关于墨家辩学与逻辑学关系的困

惑：“各种不同的论理学都各代表一种论理，即

在欧美，论理的种类也不在少数。先秦诸子的思

想的架格能不能代表一种论理呢？他们的思想既

然是思想，当然是一种实架子的论理。我们的问

题是把实质除开外，表明于这种思想之中的是否

能代表一种空架子的论理。如果有一空架子的论

理，我们可以接下去问这种论理是否与欧洲的空

架子的论理相似。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

作普通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一论理

是普通呢？还是特殊呢？”把西方的逻辑作为普

遍的逻辑来研究先秦逻辑，无法确定先秦逻辑是

普遍的或特殊的，进而中国有没有西方的逻辑、

有没有 “空架子的论理”，这是金先生困惑的问

题。因为 “只有空架子是论理，实架子的论理可

以是科学，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律师的呈文，可

以是法庭的辩论”③。

金先生这段话有这样一层意义，逻辑就是空

架子的，即形式的。我们找 《前分析篇》，看看

三段论是不是指 “空架子”。亚里士多德说：

“三段论是一种论证 （ｌｏｇｏｓ），其中只要确定某
些论断，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

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所谓 ‘如此确定的论断’

我的意思是指结论通过它们而得出的东西，就是

说，不需要其他任何词项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

论。”④ 这是一种 “空架子的论理”，不受任何观

念、信仰的影响，按照其规则进行的推理都能推

出必然的结论。

这样我们再看三支论式是不是 “空架子”。

从新因明著作 《因明正理门论》文本看，其内

容包括能立、似能立、立具、能破、似能破。所

谓能立是：“由宗、因、喻多言辩说他未了义。”

也就是说，进行辩论时要设辩题，即立宗，要用

因和喻论证辩题，这三支构成辩式。似能立与能

立相对。所以，在能立、似能立里，重点讲宗与

似宗、因与似因、喻与似喻。这些理论是悟他

的，“如是略说宗等及似，即此多言说名能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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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释水月：《古因明要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第１０页。

吕澄、印沧：《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张曼涛：《佛教

逻辑之发展》，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３５３页。
金岳霖：《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刘培

育选编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０页。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１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８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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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能立。随其所应，为开悟他说此能立及似能

立”。立具是讲知识的来源，能破与似能破是指：

“能破阙等言，似破谓诸类。”能破与似能破是

讲正确和错误的反驳理论的。能破是把能立中过

失指出来，似能破当然是错误的指出或不能指出

来等。所以因明立足于日常世界和佛教世界。如

《因明正理门论》讲立宗的五种过错，即自语相

违、自教相违、世间相违、现量相违和比量相

违，其中只有比量相违考虑到推理知识的过错问

题。对于 “因”（“宗法”），要求双方共同认可，

“由是若有彼此不同许，定非宗法”。也就是说，

作为立宗的根据———因，必须是依赖于双方的价

值判断来确定。就 “喻”而言，喻为例证，也

是依赖经验性的东西。所以因明的三支论式，宗

为辩题，因为理由、喻为所举例子。因、喻为前

提，宗为结论。这不是一种抛开思维内容的纯形

式的演绎逻辑，它谈的不是 “空架子”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林镇国教授的 《逻辑或解经

学———初期大乘瑜珈行派 “四种道理”理论性

格之探究》一文批评一些学者把 “四种道理”，

尤其是其中的 “证成道理”当作逻辑看。他认

为，从文献看，“‘证成道理’所欲论证的问题

仍以佛教教义为主…… ‘四种道理’确属于解

经学的范围，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逻辑”。他指

出，《解深密经·如来成所作事品》里的 “观待

道理”是缘起法则，“指凡是存在物生起及命名

言说必有其原因与条件之法则”； “作用道理”

是指 “所有事物皆有其作用此一法则”； “证成

道理”指 “凡是能使所主张、宣说的命题的意

义获得证成，并且因而使得自己和他人获得觉悟

的原因和条件”； “法尔道理”是指 “由证成方

法所获致的终极真理”，即 “真如”①。

３．跨文化比较的文明平等原则。鞠实儿的
《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６期）论述了逻辑的多元性及跨文化比较的
文明平等原则。他认为，逻辑学概念是一个家族

类似，通常流行的所谓逻辑学定义，只是给出了

某个逻辑类型的典型特征，或描述了某部分学者

认同的看法。因此，已有的逻辑类型，甚至主流

逻辑类型都无法借助定义或本身的特点否认其他

逻辑类型的合法性，即总是可能出现不能归入已

知逻辑类型的新逻辑类型，而利用家族类似性引

入的新逻辑类型将扩充逻辑学家族的成员和改变

“逻辑学”一词的内涵。逻辑学的转向是指，假

定存在一个逻辑类型，它或者是新的或者是已知

的。如果它取代另一逻辑类型而成为被关注的主

流，则称这一历史事件为逻辑学转向。因此不同

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逻辑。西方文明及其附属

于它的逻辑与其他文明及其对应的逻辑一样，它

们都没有绝对的超越的合理性。西方经典研究方

法不能证明任一文明 （含逻辑）的合理性，但也

不能证明它是不合理的。没有一种文明 （含逻

辑）在合理性方面是超越的，它们均不能被简单

地拒绝和接受。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平等原则。中

国古代逻辑、印度佛教逻辑和希腊逻辑各自以不

同的方式讨论了推理和论辩的方法。因此，从刻

画典型特征的角度说，逻辑是关于说理规则的

理论。

鞠先生的逻辑观念启示我们，比较重在求

异，求异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平等原则，在比较

时没有优势或强势文化，只有不同民族的文化的

共存，只有这样才有跨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有

一个论域，而这个论域不是依某个文化的某一特

征作为依据或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

拿印度因明、先秦辩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进

行比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论域问题，就逻辑

学界而言，就要重新思考逻辑学究竟是什么。这

是逻辑史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进而才能确立先

秦逻辑的本体论地位。同时，在文明平等原则

下，跨文化比较可以求同，但是这种同是共有的

本质属性，而不是用三段论构造因明体系、墨家

逻辑系统。构造出来的逻辑系统是我们构造的，

而不是因明、墨家固有的。进而，我们进行比较

逻辑史研究时，还应考虑文化是一个复合体，文

化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政治制度的、思想的、

观念的等多层面。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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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镇国：《逻辑或解经学———初期大乘瑜珈行派 “四种

道理”理论性格之探究》， 《台大佛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４期，
第２、２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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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站在孟子的芒上？

———自评 《浩然正气———孟子》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浩然正气———孟子》是我２００８年５月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
３２６页，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它是一本与 《孟子》欣喜地相逢的人文哲理随笔，而

不是一本学究式的书；它折射了我长期阅读 《孟子》、思考 《孟子》积淀下来的生

命感悟，这些生命感悟同时又验证了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名言：“一切阅读都暗示

着一项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一次同谋。”

这本书最初起名为 《在阅读中与 〈孟子〉相逢》，中间一度改名为 《论士衡史

———孟子》，正式出版时才换成现在这个书名。其实，以 “论士衡史”为题，更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首先，《其人其书的人文凭吊》部分，论的是孟子其人的人

生经历，衡的是 《孟子》其书的传播历程，正所谓＂论士衡史＂也。其次，《道德
理想主义的心田守望》部分论的是孟子对于 “道德人”的追询，《文化守成主义的

诗意栖居》部分衡的是孟子对于 “文化史”的探寻，亦所谓 “论士衡史”也。最

后，本书不仅旨在破译出孟子如何 “论士衡史”的深层秘密，而且旨在让孟子

“论士衡史”的人文精髓扎根于我们的现代人生之中，更所谓 “论士衡史”也。

回首我在孟子研究上走过的道路，最初我只是想用 “哲学的观念”写一本有

关孟子的书，它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后来又想用 “史学

的方式”写一本有关孟子的书，至今完成了１０万字左右，依旧任重道远；最后则
想用 “文学的笔调”写一本有关孟子的书，它便是这本 《浩然正气———孟子》。与

“抽象”的哲学、“立象”的史学相比，“形象”的文学跟绝大多数读者的距离是

最近的，所以，这本小书也就二三处笔带个人遐思，三四处添加历史掌故，四五处

融入民间话语。我们平凡人同样需要 “知人论世”、“论士衡史”，我相信，这本用

文学笔调写出的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在孟子的指点下去逼近这个目标。

今年６月，台湾知名学者傅佩荣在央视 “百家讲坛”讲了 《孟子》，又在中华

书局推出了新著 《孟子的智慧》。网络小说 《谁站在爱情的芒上》有个 “引

子”——— “山走了，我在原地爱你；海走了，我在枯岸疼你；你走了，我到天堂

找你；我走了，我在来生等你”，可能正诗意地敞开了 《孟子》与我们在这个时代

中的精神联系。说经典如芒，不止是说它刺人，更是说良药苦口。“以笔为帜”地

去针砭现实、构思未来，就是孟子的 “芒”。今天，孟子满身浩然正气的思想锋

芒，还能刺痛无数颗久已麻木的心灵吗？还能震撼许多颗渴望向上的心灵吗？只要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仅仅满足于 “草根”、“另类”，如何站在孟子的芒上———这个

问题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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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正确对待 “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张　亮　１
##############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 “马克思学”？

———以西方 “马克思学”文本学成果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汤建龙　６
#########

如何正确处理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周嘉昕　刘力永　１１
#####

第二代解放神学———草民神学管窥 叶健辉　１７
##################

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ｅ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著　江小苏／译　张　宪／校　２４
#####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与解放哲学

［阿根廷］斯坎诺内／著　叶健辉／译　梅谦立／校　３１
#############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 李凤丹　４２
################

被遮蔽的 “流动”之魂

———辩证发展模式自身的辩证法透视 程本学　５０
#################

论正义的追求与和谐的实现 邓大鸣　５６
#####################

“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 徐俊忠　苏晓云　６２
###############



可知与不可知之间

———康德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比较 陈晓平　７９
#################

从哲学视角看量子干涉、纠缠与消相干 沈　健　８９
################

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

———论古希腊医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张轩辞　９５
#################

迈尔论达尔文革命的实质

李亚宁　张增一　１０２
############################

救亡图存的教主

———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余树苹　１０８
######################

马一浮 “为学之方”抉微 李虎群　１１４
#####################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 “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

———解读冯友兰先生的 “贞元六书” 沈素珍　钱耕森　１２０
############

逻辑范式与中国现代时期的因明研究 曾昭式　１２５
################

补白

《胡塞尔文集》第七卷中译本由倪梁康翻译出版 任　之　１０１
"""""""""""""""""

欢迎订阅 《现代哲学》 封二
"""""""""""""""""""""""""""""""

如何站在孟子的芒上？———自评 《浩然正气———孟子》 杨海文　封三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３０＊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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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ｔ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ｌｏｎｇ　６

""""""""""""""""""""""""""""""""""""

Ｈｏ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ｒｘ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ｅｘｔ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ｏｕＪｉａｘｉｎ　ＬｉｕＬｉｙｏｎｇ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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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ｍ 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ｅ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　２４
"""""""""""""""""

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ｕａｎＣａｒｌｏｓＳｃａｎｎｏｎｅ　３１
"""""""

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 ＬｉＦｅｎｇｄａｎ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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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Ｖｅｉｌｅｄ“Ｆｌｏｗ”：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Ｌｏｏ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ｇＢｅｎｘｕｅ　５０
""""

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 ＤｅｎｇＤａｍｉｎｇ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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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ｅ ＸｕＪｕｎｚｈｏｎｇ　ＳｕＸｉａｏｙｕｎ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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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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